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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


我很荣幸地获悉，人民邮电出版社智元微库公司策划出版了“知识管理系列”图书，选入了我的部分作品。为此，我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陈劲教授以及所有为该系列图书在中国出版而努力的人。

我提出“知识创造理论”距今已有20多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日本东京一桥大学的同事竹内弘高和今井健一与我对日本公司的知识创新过程进行了广泛的案例研究。在进行这些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日本企业是通过“由内向外”的过程进行创新的，这有别于当时流行的组织行为主导理论，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的“信息处理范式”——一种“由外向内”的分析机制。我认为，企业应以“为社会创造更好的产品”为理念，以“创造未来”的精神实施创新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需要更明智地开展商业活动和进行自我管理来造福人民。

20多年后，我们生活在创新经济时代，知识创造理论的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新经济要求商业组织创造新的价值观、产品、服务或流程。在当前的动态环境中，商业组织必须在“创新”和“死亡”中二选一。此外，它们还需要比前几十年更广泛、更明智地扩展业务视角和范围，因为我们看到，社会和环境中对商业事务有重大影响的因素的相关性与复杂性日益增强。商业组织不仅应反映客户需求或股东价值观，还应密切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问题，这些都是其商业模式的一部分。这给这些商业组织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为商业组织试图控制的要素越多，就越难达成它们的目标。那么，它们如何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呢？在我看来，答案是知识创造和知识实践。

知识创造范式为组织创新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由“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内隐化”构成的SECI知识创造模型，体现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作用创造新知识的组织范式。虽然商业组织知道这两种知识都是必要的，但是，即使我们生活在大数据时代，它们也需要在具体的业务活动中让隐性知识处于首要地位。身体经验和直觉（隐性知识）等事物构成了我们拥有的所有知识的基础，我们需要时刻注意人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以及我们如何交流感知和经验以获得新的想法与产品。最终，隐性知识促使“由内而外”的创新过程得以实现。

为了积累和综合新知识，我们需要一个“创造的空间”。我们称之为“场”（Ba），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提出的。在场中，人们有意识、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人际互动和环境互动产生新的知识。“场”是一个创造互动的临时空间。为了创造成功的场，我们通过关心、爱、信任和彼此接受建构的同情心与同理心，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1]

 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主体间性使我们能够最有效地分享我们的隐性知识，从而产生更好的知识创造成果。这种知识创造的互动过程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取决于我们与谁互动、我们从文化和社会中了解到了什么，以及我们进行知识创造的环境是怎样的。人类的任何知识都是“集体知识”的一种形式。

知识创造的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处理团队内部、跨团队以及组织之间的矛盾与紧张的关系。对组织而言，这些矛盾和紧张的关系既是巨大的障碍，也是巨大的创新机遇。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因素不应该被视为泾渭分明的独立事物，因为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借助“动态二元性”（dynamic duality）
[2]

 的概念，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互补的。动态二元性告诉我们，理解这些矛盾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联系，能引导我们找到一个整体解决方案。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所有相关人员积极参与，无论他们是项目团队、组织还是其他组织的一部分。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我们建议采用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达成这一目标。与组织过程的每一步都由少数组织成员（通常是经理或执行人员）命令和指挥不同，创造知识的组织应该吸收并授权参与项目的其他成员做出决策并执行有效的行动。随着组织承诺和共同目标的实现，不同知识的综合将产生真正、持久的影响。

实践智慧（或实践理性）推动了知识创造。实践智慧是指通过务实的步骤，坚持不懈地追求共同利益。这种智慧不仅使我们能够适应特定的情况，还能够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塑造了这一明智的决策和行动过程，告诉我们可以从所选的情景和行动中获得什么意义。

从本质上讲，知识创造过程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集体创造过程。正是基于我们作为人类的全部特征，我们才可以进行知识创新。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发展遭遇前所未有挑战的时代，我们需要通过知识创造来应对。希望该系列图书的读者都能欣赏这些想法，共同创造知识，为社会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真诚致谢。


野中郁次郎

2019年8月19日





[1]
 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深入与广泛地讨论了这一概念，指人对他人意图的推测与判定。——译者注


[2]
 动态二元性是指把相互矛盾的观点加以动态综合。——译者注




推荐序一



以“知识管理”赢得现代管理的新发展


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以“知识管理”的观点设计组织发展的哲学、运行体系、管理模式等显得尤为重要。

这是因为100多年来，管理学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以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等人为代表的把员工视为“经济人”的科学管理阶段；第二，以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等人为代表的把员工视为“知识人”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阶段。

泰勒首次将管理视为一门科学。他指出，建立各种明确的规定、条例、标准，将一切管理内容科学化、制度化是提高管理效能的关键；并且他主张把计划职能从工人的工作内容中分离出来，由专业的计划部门去做。从事计划职能的人员被称作“管理者”，负责执行计划职能的人被称作“劳动者”。泰勒的理论在当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泰勒的思想主要是解决工人的操作、现场的监督和控制问题，管理的范围比较小，内容涉及面也比较窄，基本没有涉及组织的供应、财务、销售、人事等方面。此外，虽然泰勒的理论使生产过程的管理控制合理化，但把雇员和业务都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法国的亨利·法约尔（Henry Fayol）、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人对泰勒的管理思想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他们的管理思想聚焦于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以及管理者职责分工的合理化，由此奠定了古典组织理论的基础。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法约尔和韦伯等人的管理思想形成了成熟的质量管理和项目管理模式，并强调采用基于数据的管理体系。工业经济时代创立的管理学体系强调控制，但控制就意味着自上而下、强制性的管理。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彼得·德鲁克就已经提出了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管理的概念。在知识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资源是知识，知识工作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每一位知识工作者都是一位管理者，知识型员工具有更高的素质、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严格控制在他们身上显得多余。同时，严格控制会限制知识型员工的创造力。在工业社会，工作方法和程序由专家定义，而且一旦被定义，就不允许改变。因此，不管员工有多强的创造力，展露天赋的机会都大大减少。进入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提出“未来的典型企业以知识为基础，由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根据同事、客户和上级提供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和自我管理”。

在“知识人”视野下，企业管理的哲学、风格、制度等应做出更大的转变。首先，减少“控制”思想，倡导“支持与关爱”模式。今天，管理者应该更多地关心和激励员工，创造适合的环境和条件，激发员工的潜质和创造力，使其实现自身的价值，进而帮助和引导员工实现自我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还蕴藏着另一个重要理念——无论成功或失败，皆有再挑战和激发勇气的精神，这是新时代企业管理的重心。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素有“知识创造理论之父”和“知识管理的拓荒者”之称的野中郁次郎进一步发展了面向知识人的管理体系。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一书中，他提出了知识创造理论，以创造知识的能力诠释日本企业的成功。该书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于1996年被美国出版协会评为“年度最佳管理类书籍”。

有别于其他学者将日本企业的成功归结为各种“日式管理”特色，野中郁次郎通过研究索尼、松下、本田、佳能、日本电气和富士复印机等日本公司的创新案例，归纳出组织的知识创造能力——能“有组织地”充分调动蕴藏在员工内心深处的个人知识。他以波兰尼的知识两分法为基础，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关系入手，认为知识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挖掘隐性知识，即不仅对客观信息进行简单的“加工处理”，还要发掘员工头脑中潜在的想法、直觉和灵感。

野中郁次郎不仅系统地论述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区别，还构建了知识创造的SECI模型：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和内隐化（internalization），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利用知识创造的有效途径。英国管理史学者摩根·威策尔（Morgen Witzel）认为，野中郁次郎对现代管理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是世界上知识管理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论述几乎覆盖该领域的每个方面；第二，对西方读者而言，他是日本管理方法及技巧最主要的解读者之一。

野中郁次郎认为，建立在西方传统哲学基础上的组织理论归结为笛卡儿式科学思维的产物，如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就立足于用“科学”代替“经验常识”，西蒙的信息处理范式受到计算机和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过分强调人类推理和组织决策过程的逻辑方面。他觉得，在这种科学理性视野下的组织，本质上是没有知识创造能力的“刺激—反应”式机器。他认为，企业并不是机械地处理来自周围环境的信息，而是有意识地创造信息，他在1985年出版的《组织进化论》中提出了该观点。

在研究中，野中郁次郎发觉，现有的信息处理理论不足以解释企业的创新行为。因为除了信息处理，创新过程还包括知识的取得、创造、运用与保存等多项活动。更重要的是，通过与许多创新者的访谈，野中郁次郎发现，创新通常来自创新者个人的信念。通俗地讲，这些信念就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学术界称之为“心智模式”。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认为，企业是信息处理的机器，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可以计量的数据，而野中郁次郎认为企业是创造知识的平台。“在一个只有不确定性能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持续竞争优势的一个确定性来源是知识。”知识创造理论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两个维度进行阐述，包括SECI模型、创造知识的“场”和推动知识创造螺旋的组织方式。他构建的“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从理论上阐释了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实践智慧在创造知识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超文本组织”结构体现了东西方管理智慧的现代结合。

野中郁次郎运用东西方哲学智慧以及日本式思考和模糊处理方法，在日本企业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了知识创造理论，以SECI模型为中心，将主观与客观、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直接经验与逻辑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系列知识管理领域的经典之作。他的知识创造理论强调“人是最重要的资产，知识是企业的战略性资产”，并“以人为本”，统领现代组织管理理论。

多年来，野中郁次郎心无旁骛地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知识创造这一领域。他跟踪观察日本制造企业由弱到强的变化规律，深入研究了日本企业的知识创新经验，对佳能、本田、松下、NEC、日产、花王等企业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过程进行详细的剖析，准确地揭示了知识生产的起点与终点，清晰地辨识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常规类别，创造了一个全面评估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的工具，并提供了促进知识创造的方式方法。他的研究涉及知识管理的各个方面，如“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确立了中层管理人员在企业知识创造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超文本组织结构则吸收了官僚制和任务团队的优点，将企业运作效率、稳定性、知识创造的有效性与动态性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近年来，野中郁次郎不顾年事已高，坚持每月深入企业进行案例研究；同时，他积极学习东西方哲学思想的精髓以发展组织管理理论，如知识如何向智慧演化，特别是他引入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践智慧应该是一种审慎的、基于实际的、有道德的智慧，也是在特定背景下对共同利益做出的最佳判断，更是一种高质量的隐性知识。

实践智慧的提出，将超越组织发展的“经济目标”和量化管理，而把培养具有高度伦理价值的信仰、为人类发现更多的善意作为重点，使其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组织。例如，本田宗一郎为本田公司提出的“三喜理念”（生产者的喜悦、销售者的喜悦和购买者的喜悦）、京瓷的稻盛和夫为企业制定的座右铭——“敬天爱人”，这些都是实践智慧型领导力的经典事例。

实践智慧的提出，也将进一步在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的基础上，将信念管理理念更好地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落地，即组织发展更应该关注调动员工的工作激情，激发企业持续创新，推动个人价值与企业愿景同步实现。

展望未来，企业管理的重点虽然需要依靠科学管理的思想，但是大数据和数字化转型也应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方向，基于PDCA的质量管理和IPD的项目管理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在经济价值和社会责任并重、科学管理和人文精神同步的新时代，我们应高度重视隐性知识的积累和共享，以及基于SECI模型螺旋上升的知识管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野中郁次郎认为，新的知识管理将更多地依赖愿景型领导者、共情型领导者，知识管理也将从传统的管理工具走向新管理思想的营造，特别是要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观”而非“国富论”来引领组织未来的发展。


陈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管理评论》执行主编

国际创新与知识管理会议（iKM）创始人兼主席

全球“最具创新力知识型组织”（MIKE）大奖联合负责人





推荐序二



创造知识的能力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保持创新的关键


“知识管理系列”图书的核心作者是野中郁次郎，他在书中以知识创造为核心，阐述了关于知识创造过程、知识管理、知识科学的研究理论，并结合企业案例分享了实践成果，获得了国际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与评价，由此奠定了他在知识管理领域的重要地位。野中郁次郎对时代的判断与彼得·德鲁克一致，即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将以知识工作者为主体。唯有知识才是企业创造最大价值的源泉，创造知识的能力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保持创新的关键。自1991年起，野中郁次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与知识管理相关的研究成果，同时他还在富士通等众多知名企业开展知识管理的实践。依托丰富的学术理论与企业实践经历，野中郁次郎在开发知识创造理论、应用知识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形成了具有重大价值的观点。野中郁次郎最大的贡献是创设了一套组织性知识创造的理论与通用模型，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他也因此被国际管理学界公认为“知识管理的拓荒者”“知识创造理论之父”。

野中郁次郎早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过，主要研究市场营销领域中的信息处理。因研究领域相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还曾为他的书作序。通过对“信息”的一系列研究，野中郁次郎逐渐发现，信息的视角不足以支撑创新，很多时候，个人的价值观、信念对创新更具决定性作用。野中郁次郎认为，不应该仅遵循西蒙的“组织就是信息处理机器”的观点，更应该将组织视为“有机生命体”，它需要创造知识以能动地适应环境。基于这一观点，野中郁次郎逐渐将研究视野转移到知识领域，深入地探索分析其获取、创造、保存和利用的过程。

通过野中郁次郎等人在《创造知识的企业：领先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与《创造知识的方法论》中的研究，我们认识到，知识分为两种，即显性知识（可以通过正式语言或媒介传播的知识）与隐性知识（内心知道但无法将其转换成语言的经验性、身体性知识）。组织知识创造的关键就是对隐性知识的调动与转换。有价值的知识一直存于员工的大脑中，组织管理者需要做的就是把个体大脑中的知识“调”出来，“结晶”、固化并转换为其他人也能利用的知识。组织知识管理就是针对两种知识在个体、团队及组织层面进行转换和创新的活动。围绕这一主题，野中郁次郎等人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创造与转换的SECI模型，他们在模型中坚持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的原则。野中郁次郎强调，组织本身并不创造知识，个体才是创造知识的主体，且只有通过个体之间的共享，知识才会在团队、部门、组织层面汇聚发展并呈现螺旋上升的态势。

野中郁次郎非常看重“场”的概念，认为知识创造的关键在于“场”与团队。场是一个活动的共享背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它是个体之间知识交互与创造的基础。不同的场能通过相互连接形成更大的场。他在系列图书中反复地强调场和团队，认为只有个体的知识在社会或场中得到验证，并与其他人的知识进行整合，知识才得以创造与发展。

野中郁次郎认为，SECI的四阶段分别在原始场所、对话场所、系统场所及实践场所中进行。这些观点是他强调中层领导者价值的理论基石。只有中层领导者才能更好地发挥场与场之间的桥梁作用，促进各个场之间、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中层领导者能更好地建立、激发和连接场，这从领导力入手为知识的实践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抓手，即创发“场”的能力。在以创造力应对不确定性的时代，领导者就是要建立场让员工能迅速地解决问题。野中郁次郎在系列图书中也反复强调实践型领导力的培养，尤其强调培养创造知识附加值的领导力。

我有幸提前拜读了由人民邮电出版社智元微库公司引进的这套“知识管理系列”图书中的三本，分别是《创造知识的企业：领先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创造知识的方法论》《信念：冲破低迷状态，实现业绩跃迁》。

在《创造知识的企业：领先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中，野中郁次郎等人提出了“知识螺旋”“自中向上而下式”管理、“超文本组织”等适用于组织知识创造的新概念与想法，这值得读者进行深思与实践。

《创造知识的方法论》聚焦于阐述组织管理中员工必备的“知识方法论”，详细解答“知识是什么”“创造知识的本质是什么”及“创造知识的方法论是什么”等问题。这本书将组织知识创造理论的哲学基础、原理及实践原则展现在读者面前。

《信念：冲破低迷状态，实现业绩跃迁》则提出了信念管理的概念。野中郁次郎等人强调，在人际关系弱化、价值观被稀释的情境下，企业更要培育从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MBO）的世界观到信念管理（Management by Belief，MBB）的世界观，对组织中的个体信念进行管理。因为组织成员共享高质量的信念能让个体重获工作价值感，更主动地学习与工作，而领导者也会成为更加称职的支持型领导者。因此，在人事评价中，组织也应该增加信念管理的内容，关注组织是否具备培育个人信念及形成信念网络的能力。作者在《信念：冲破低迷状态，实现业绩跃迁》一书中介绍了在企业中成功导入信念管理的关键方法，这使我们对信念管理的讨论不会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这本书将成为关注信念管理的领导者的必读之物。

在知识驱动变化的时代背景之下，阅读“知识管理系列”图书能产生极大的价值。通过这套书，读者会更清晰地了解组织中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创造是什么；如何在方法论层面上更好地进行组织知识创造……对这些内容的把握能让我们按照知识管理的逻辑主线去理解企业，理解组织创新力的打造。虽然读者在阅读这套系列书时会遇到一些挑战，但掌握知识以及创造知识的概念和逻辑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如果你愿意接受挑战，去理解、掌握这套书呈现的知识和知识创造的内涵，你也一定会在未来的企业管理工作中感受到知识带来创新的美好！


陈春花

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

2019年7月21日于朗润园





译者序


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人”，那么单凭理性主义或逻辑分析难以解决管理中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人有肉体、有感情、有经验、有理想，在21世纪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如何在管理过程中将人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直接关系到组织的长远发展，对于这一问题，野中郁次郎和绀野登两位教授开出了一道“处方”——追求实践智慧，建立“场”与关联，走“知识创造”的管理之路。

本书是知识管理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作者旁征博引，思想深邃，书中囊括了丰富的案例，是著名的“SECI模型”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关于知识管理理论及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原理、日本企业的创新实践等，请参阅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野中教授的另外三部著作《创造知识的企业》《创造知识的方法论》和《创造知识的实践》，相信会对读者有所裨益。

作者不厌其烦地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因为美国式管理的“碰壁”清晰地表明，离开了管理现场的实践无法产生新的知识、创造知识资产。拿来主义固然是一条捷径，省时省力，但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所以注重“知行合一”的本田在研发奥德赛时完全抛弃了以往的相关资料，选择一切从零开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如果企业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打破平均寿命30年的魔咒，成为“百年老店”，就必须“接地气”，坚持从员工的现场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在实践中收获的知识转化为经济价值。

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在《社会性动物》（The Social Animal
 ）一书中指出：“人之所以成为人，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中，每时每刻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如果把这种影响全部扔掉，一个人不再和别人发生任何互动，那么这个人其实已经算不上是人类了。”在知识创造管理中，领导者之间的网络、客户网络等组织内外的网络和社会关联性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它们是群策群力和创新的基础。松下电器、思科等企业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可以说，没有网络和社会关联，就没有知识共享，也没有交流对话，更没有敏捷、灵活的组织设计。而共享意味着知识的内隐化，对话意味着知识的外显化，这是创造知识的必经阶段。拉姆·查兰（Ram Charan）曾说：“对话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也是工作最基本的单位。”毫无疑问，缺乏对话的组织自然不会形成共享的氛围，容易僵化停滞，陷入一潭死水。这是等级制组织中的常见病，也是作者在本书中批判的现象。日本著名思想家柄谷行人在《作为隐喻的建筑》中写道：“如果严格遵从树状结构，那么城市和组织都将毁灭。”

那么在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家应如何抓住机遇，在组织性知识创造、可持续发展、创新等方面大显身手呢？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地“走出去”，打造新时代的共同体型企业。

翻译是一项艰苦而严谨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比如“middle-updown”是野中教授在多部著作中提及的重要概念，目前存在“承上启下”等多种译法，这就涉及将作者的原意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读者的问题。在组织创造知识的过程中，中层的作用是动态地平衡高层描绘的理想与基层直面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它具有能动性，并非单纯的“启”“承”，高层与中层、中层与基层的互动应该是持续进行的。清华大学的陈劲教授提示我们，“承上启下”弱化了中层的作用，野中先生专门向他演示过这一模式。因此，我们最终将此概念确定为“自中向上而下”。在此过程中，野中教授的助理、一桥大学的川田弓子女士对译者的疑问做出了详细的解答，人民邮电出版社智元微库公司的责任编辑王振杰也对此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读者朋友们在阅读本书之时或许会发现有些词句前后重复，这不是作者的疏忽，亦非译者的失误，而是作者有意为之。因为这是一部指导实践的工作指南，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明确表示的，“从哪一章开始读起都无所谓，由于我们力求解释清楚每一个概念，通读下来的话或许会有重复之感”。

本书前言至第六章的翻译工作由马奈负责，第七章至后记以及相关术语表由刘会祯博士负责，若有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马奈

2019年初秋





前言


走在历史岔路口的管理

20世纪的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日本企业前进的步调依然迟缓，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未来的趋势尚不明确。进入21世纪以来，没有哪家大企业能够“稳坐钓鱼台”，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纷纷面临发展瓶颈，所谓的“稳定企业”都暴露出自身的脆弱性，事实上，20世纪的管理常识已经失效。

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日本企业尤其是崇尚技术并打出“产品制造”大旗的制造企业把20世纪的工业社会模式发展到了极致。当然，从20世纪末开始，超越传统制造企业的新型企业也屡见不鲜，不过它们还不足以改变整个格局。从宏观上看，在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企业精神层面，日本企业仍然沉醉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成功经验，未能跟上时代的节奏。

最近，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和美国式MBA所提倡的全球化标准管理在日本也流行开来，但实际效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在此过程中，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契机，人们开始质疑把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奉为圭臬的商学院的权威性。

最终，不论是传统的注重现场的日式管理或人们印象中的“隐性知识管理”（即认为日本企业的优势在于隐性知识），还是全球化标准管理，都没能挽回“失去的时代”，没能使日本企业在历史转折点上完成蜕变。当前，为数众多的日本企业和企业家正因前路茫茫而焦躁不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全世界掀起创新浪潮的经济形势下，日本曾经引以为豪的组织性知识创造的方法论以及“场”（ba）（Nonaka & Konno，1998）等概念在欧美企业里越来越受重视，特别是“场”在管理研究领域保持了较高的引用率（Serenko & Bontis，2004）。

换言之，日本企业、组织及其所属员工并非没有能力，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企业和个人所处的整体环境过于闭塞。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将目光投向外部环境，在更加广阔的全球化知识经济社会中重新审视管理。我们必须把日本放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活动的范围内来考量，而不是只盯着日本企业、日式管理的特殊性，因此我们亟须与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组织结构相适应的知识的方法论。笔者认为，这种方法论存在于以实践智慧
 （practical wisdom）为基础的管理的重构之中。

迄今为止，大多数管理学模式在竞争策略、组织策略方面都以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如把竞争优势、利润率等作为根本的战略目标。但在如今，如果离开了与国内外企业的合作、与社会的关联性，管理便无从谈起。总之，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相反，我们关注由“场”构成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共同体。在知识经济社会，战略、管理等的驱动力来源于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场”、动态的社会关联性，而不是企业内部的经济效率性。本书所说的“知识创造管理
 ”（knowledge creating management）意味着一条通往下一个时代的管理之路——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的管理。

21世纪的知识创造管理

本书有两大目标。首先，笔者认为知识创造管理需要一部“工作指南”，因为与传统的管理学相比，知识创造管理是一种新颖的思维方式。作为综合性理论，知识创造理论
 （knowledge creation theory）原本诞生于对20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日本企业的产品开发过程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知识管理的关注度逐渐提高，知识创造理论开始覆盖整个管理过程，并随着发展的潮流普及开来。

最初，知识管理以美国为中心，与信息技术紧密相连，但进展并不顺利。随后，人们渐渐意识到“人”在管理中的重要性，知识创造理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第一阶段）。接下来，在此起彼伏的创新的呼声中，人们从追求“知识共享”转变为追求“知识创造”，知识创造理论成为基础理论，于是引起知识创造的“场”的概念也为人们所接受（21世纪初，第二阶段）。现在，知识创造管理已经与把社会创新和商业模式相结合的整体管理的革新性尝试联系了起来（第三阶段），从事知识创造管理的研究者和实干家遍布美国（以设计闻名的IDEO等创新工场、APQC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欧洲（特别是芬兰、瑞典、荷兰、瑞士、西班牙等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和亚洲（日本、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许多研究者、实干家为了把知识创造管理的思维方式付诸实践，在管理一线进行了个别的、部分的尝试，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针对具体问题展开讨论，采取相应的对策。下面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知识创造管理是属于传统管理的一部分，还是反映全新的管理的现实状态？

	与以往的管理相比，知识创造管理有何进步？

	知识创造管理中的战略是什么？

	如何制定战略？

	在知识创造管理中，企业管理者及领导者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组织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等级制组织过时了吗？人事、教育培训的任务是什么？

	盈利机制有何不同？

	如何对待技术研究与开发？

	信息系统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应用？

	知识创造管理是否包括“全球化”？如何把握市场变化？



为了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便于读者从实践出发加深理解，我们将整合各种与之相关的零散的概念，建立一个综合的体系，这正是本书的第一个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仅仅是在传授技巧或指导工作，实际上本书的第二个目标就是通过体系化的过程，再度将知识创造管理置于21世纪的社会经济语境下重新审视。因为以往的逻辑分析型的决策论、组织理论存在局限性，日式管理也面临严峻的考验，那就是日本企业在“失去的二十年”之间为何迅速走向没落。

对工作指南与知识经济社会的管理概念的考查这两大目标不是相互独立的，本书的主旨是把“知识创造管理”的概要与具有知识的方法论性质的“管理实践的法则”结合起来，形成“知识创造学的体系”。以往的美国式管理常常造成学术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因此，我们力求避免这种分离与脱节，从实践的角度出发，重新构建理论。

知识创造管理成立的前提不是遵循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资本主义，美国式资本主义因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而撞得头破血流，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时刻。全世界开始暗中摸索，希望找出基于“人本精神和价值观”的经济和管理模式，我们认为，这正是一种明智（以“实践共同善”为目的的智慧）的模式，即以人为本、重视实践智慧的经济模式。

明智的经济模式并非理想主义。我们在思考人类与社会的未来时，会自然而然地思考“什么是善”，而我们面对的是仅靠管理学、决策论、组织理论等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通盘考虑产业结构、城市、教育、环境、信息系统等。经济和管理的存在不仅是为了追求利润，还为了产生社会效益。

本书的结构

本书在序章之后分为三个部分。序章介绍了一些基本概念，讨论了在21世纪的管理环境下应如何认识知识创造管理。第一部分是知识创造管理的“战略”，第二部分是“组织与领导力”，第三部分以“业务”为主题。这三个部分中的每一章都以工作指南的形式编排，具体分析知识创造管理法则，以便读者查阅。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说明了知识创造管理的意义、驱动发展的机制、战略的形成；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分析了企业领导者应具备的思维方式、资质（明智）与组织模式；在第三部分中，我们主要讨论作为将知识创造管理具体化的关键因素的商业模式、市场知识与技术知识相融合的方法论（设计）、信息系统与“场”等。在以下各章中，我们将分别探讨知识创造管理实践中的基本原则。


	基于场（或身体间性）的管理（第一章）。

	基于实践性方法论的管理（第一章）。

	基于知识创造理论的组织过程（第二章）。

	战略的叙事手法（第三章）。

	实践的三段论法引出的实践性战略思维（第四章）。

	领导力中的实践智慧的循环（第五章）。

	非等级制组织，工作场所的设计（第六章）。

	作为客户价值与知识资产的关联性的商业模式（第七章）。

	作为市场知识与技术知识相融合的方法论的设计的知识（第八章）。

	作为以人为本的市场空间的城市（第十章）。



这些基本原则不只是为日本企业而设定的，我们一贯主张重塑日本企业的管理（见表P-1），面向明智的经济模式为全世界提供一个更具普遍性和实践性的管理模式：共同体型企业模式。


表P-1　日本企业管理方式的变化

[image: 53289-00-032-1]


如果把这10个原则做进一步归纳，可以得出以下3个共同点：①以共同体或生态系统中的企业、客户、合作伙伴等的关联性为基础；②作为起点的“场”，即身体间性或共主观性；③基于追求目标、创造意义与价值的意识的生命论式的人格力量。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注意这些要点，至于从哪一章开始读都无所谓，由于我们力求解释清楚每一个概念，通读下来或许会有重复之感，敬请读者谅解。此外，根据不同的语境，我们把实践的知识称作“实践智慧”或“明智”，它们在实质上是同义的。各个章节基本围绕知识创造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然后分别说明“知识创造管理的视角”“指导实践的原则”和“实践中的要点”。

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局的佐藤敬先生建议笔者对早年的著作《创造知识的方法论》（2003年）进行修订，以此为契机，本书得以付梓。《创造知识的方法论》考察了柏拉图等哲学家关于知识的方法论，探讨了概念创造和实干家应该掌握的理论，其中很多内容可以当作工作手册运用。但是近10年间，时代背景已然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只注重概念，还必须将与知识创造管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在此期间，佐藤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深表谢意。

本书是笔者与各位致力于知识创造的同仁共创的产物，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举，在此谨向从事知识创造管理研究或实践工作的竹内弘高（哈佛商学院教授）、远山亮子（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平田透（金泽大学研究生院人类社会环境研究科教授）、菊泽研宗（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院教授）、德冈晃一郎（福莱日本高级副总裁及合伙人）、胜见明（记者）、广濑文乃（一桥大学研究生院讲师）、戴维·蒂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冯·克劳（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本书也得益于杰伊·奥古鲁比（全球商业网络联合创始人）、巴利·卡兹（斯坦福大学设计专业教授，IDEO联合创始人）、堀井秀之（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教授，i.school项目执行主任）、西口泰夫（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客座教授）、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商业模式新生代》的作者）等创新和设计领域的研究者、实干家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们谨向本书介绍的为知识创造管理倾注心血、亲身实践的企业高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谢意。

我们期待读者朋友们能够有所收获。


野中郁次郎、绀野登

2012年3月





序章 可持续的社会系统与管理



社会系统多元化引起的管理前提的变化


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至今我们只能说，我们需要一种理论，一种能使知识成为财富创造过程的中心的经济理论。只有这种理论能够解释目前的经济，只有它能解释经济增长，只有它能解释创新。

（彼得·德鲁克，1993）

“组织的社会”：知识社会的到来

知识经济背后的社会系统的大转换将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思考管理、战略和组织。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一针见血地指出，知识社会就是“组织的社会
 ”（the society of organizations）。“组织”并非只限于企业组织，它包括政府、自治体、医院、学校、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一切组织机构，它们相互协作，共同构成了知识社会。德鲁克通过考察在知识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创造经济价值，发现了一条重要规律：在工业社会，劳动者在企业里是孤立的个体，按照分工承担自己的工作，而在知识社会，只有拥有知识的知识工作者自由地组成网络（社会性的组织化），建立互动联系，才能创造出价值。

互联网的发展也跨越了“Web 2.0”等商业网页的时代，与社会、政治、产业等领域的联系愈加紧密。产生这些现象的背景是被称作“数字原生代
 ”（Digital Native）的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自懂事开始就见证了网络的发展，并作为“网络新生代”在不断增强其社会影响力。

以上现象中存在引起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当前我们直面的现实就是在考虑企业战略、组织等方面的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社会及社会系统的变化、个人之间的网络、地区问题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考虑管理

以往的管理学，特别是功能主义的战略论、组织论等很少讨论社会因素，而现在，社会因素越来越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管理、经济领域长期轻视社会和共同体的重要性，在早期，把全球化当作金科玉律的跨国企业方兴未艾，将市场经济置于政治和社会之上，而且大企业标准化的市场营销和品牌也造成了轻视当地社会文化的倾向。因此，甚至有人提出要从“国民国家”（nation state）向“公司国家”（corporate state）转变，即企业凌驾于国家之上，全球化的经济、消费系统领导世界。

2010年，《监守自盗》（Inside Job
 ）斩获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等多个奖项，它揭露了肇始于债务担保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和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内幕，通过采访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事件的当事人，曝光了有名的商学院教授与企业狼狈为奸、政府高官与金融机构高层权钱交易等秘密，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在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到2008年秋天的近30年间，投资银行风生水起，华尔街的精英阶层甚至能够左右美国的政治、大学教育等。但是，这最终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在现实中，面对政治的变化，企业是很脆弱的，曾对国家战略产生影响的企业因国家局势突变而破产的情况已经开始出现，比如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事件后的银行国有化。人们也懂得了轻视国家和社会的企业是无法存续的。

因此，有人提出“企业存续的前提条件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观点，一时间甚嚣尘上的“国民国家终结论”被批评为是一种幻想（《经济学家》杂志，2011年2月10日）。经济活动即便跨越了国境，也必须对所到地区保持真诚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后，信息化（互联网化）在世界范围内飞速发展，冷战的结束带来了知识的大迁移，与此同时，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日益扩大，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与类似“9·11恐怖袭击”等事件有所牵连。

标准的全球化终究不过是黄粱一梦，虽然全球化还在持续进行，但是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态，其原因不仅存在于地区消费层面，更加深刻的原因是隐藏于国家背后的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i）指出，历史的时间由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3个层次相互重叠构成：短时段是转瞬即逝的个体层面的表层历史；中时段是一定周期内的慢节奏的社会历史；长时段是自然、环境等几乎静止不变的深层结构的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变化迫使我们认真思考企业、社会、历史断层、差异等，我们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也要以史为鉴。所谓“全球本土化
 ”（glocalization）就是结合当地文化语境的全球化，它来自对标准化的全球化的反思，不过这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使产品适应本土市场的表层视角，还需要与当地历史、文化、共同体等相关的实践性思考。

关于日本企业的前途，我们认为既非企业优先亦非国家优先，而应建立多层次的管理模式，管理不能只局限于企业内部，还要与社会产生紧密的联系。从整个日本的角度来看，在与国家、共同体合作时，企业不能轻视它们，而应该学会谦逊的政治手腕。这种观点正在成为主流，例如在短线市场的时间尺度上，“可持续性”的话题就无从谈起。一般认为，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0年，企业越“年轻”就越具备财务活力，这是理所当然的，比如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据说企业创立30年后的存活率只有个位数，由此看来，守业确实很难。另一方面，仅有30年管理规划的企业是没有能力去讨论“可持续性”的，当然这30年指的不是实际“年龄”，而是愿景。

2010年，日立集团迎来了创业100周年纪念，并以《坚实的技术力量成就下一个100年：在合作中加速的社会与商业创新》为主题开展了纪念活动。日立董事长中西宏明表示，作为公司战略，日立集团将把工作重心从电机产业向“社会创新业务”转移，将信息通信技术与社会基础设施技术相融合。社会基础设施是影响深远的百年大计，日立的愿景也是以百年为单位的。

预测100年后的事情或许有些可笑，但是回顾过去的100年，从能源、信息通信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后的100年也将是沧海桑田吗？抑或是出现不同意义上的变化？只有拥有这样的预感，我们才能做好心理和精神上的准备，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动态的变化必然存在，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社会基础设施、社会创新需要用40年、50年的长远眼光来构思，实际上，日本的一些核电站自投入运行已经过了40年。因此，在技术和知识资产的运用方面，即便没有100年，我们也要常常保持高瞻远瞩的创新意识。

（中西宏明，2011）

个人角色的重要性：社会错位的结果

以往的战略论、组织论的前提是在企业里工作的“个体”（即个人）作为组织的一员而从属于企业。换句话说，战略、组织是“主人”，个人则是下位成分。从股东优先主义的角度来看，就连管理者都只不过是拥有企业主权的股东的代言人罢了。个人角色及其在公司外部的关系网等作为社会一员的个体的侧面和重要性在战略论、组织论领域并不属于中心议题，因为没有很大的必要性。

社会—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曾经是稳定的“套盒结构”（见图0-1a），个人先从属于企业，再从属于社会，社会为家庭提供保障，家庭对企业做出贡献。套盒结构尤其适用于日本这样相互信任度很高的国家，甚至德国、美国等国也是在这种关系中建立起了大型企业。但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间，套盒结构不断动摇，逐渐无法维持，其表现之一就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企业所面临的一部分问题正是来自近代国家的社会系统的错位（见图0-1b）。

[image: 53289-00-041-1]
图0-1　社会—企业—个人之间关系的错位



以生活中常见的“企业的人”或“组织的人”为中心的社会成立于20世纪，在工业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大型企业培养出了管理工厂劳动者的信息劳动者（中层管理职位）。在此之前是“一生一职业”的时代，职业如同“天职”，贯穿于人的一生，矿工从生到死都是矿工。工薪阶层于20世纪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在退休后开启了别样的人生，实现了“一生二职业”。但是在21世纪，有的人在大学毕业后读研，有的人在工作后回到学校继续接受教育，有的人毕业后从不曾上班，还有的人兼顾工作与志愿者活动，生活与职业的关系正在走向多元化。总之，21世纪是“多元生活，多元工作”的时代，个体的角色成为起点。

不管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还是志愿者活动中，个体以各自的具身性
[1]

 为基础，通过相互行为形成了多层次的“场”，进而构成了超越企业领域的网络。“场”的网络打破了现实与虚拟的壁垒，社会—企业—个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动态化。因此，“您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会这么做”之类的组织内部逻辑已经行不通了，类似“我们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才这样做的，有什么不对吗”的片面主张也很可笑。社会—企业—个人如果不开始对话，就无法产生实质性的进展。

在世界范围内，知识社会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个体与个体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场”即将变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企业必须有意识地创造开放的“场”。虽然我们不知道变化的速度，但这种趋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管理的视角同样需要改变。战略论、组织论的基础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模型、理论，人们关注的是“我们公司的战略”“我们公司的逻辑”“我们公司的组织”。与此相反，知识社会的经济活动呼唤超越一元化企业逻辑的多元化经营的思维方式和模型。当然，这并不是忽视企业的利益，因为不讲理念、只追求利润的管理无法长期获益。

知识社会是以个人为起点、根据多元化知识思考管理的社会，它追求基于不断变化的社会—企业—个人的关联性的多元化管理模式（以个人的身体知识为基本单位的管理模式），这与以往的管理学存在显著的区别。多元化的企业形态能够克服一元化（实证主义）的管理模式、管理思维的弊端，因此它迫使以竞争战略为中心的战略论做出根本性的修正。


迈向重视共同体的管理


在知识社会中，城市、组织内部的共同体等各式各样的“场”把人们联系了起来，社会共同体的作用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解决社会问题逐渐变成企业的重大目标，追求生态环境、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性的管理理念（或对于幸福的追求，即基于全社会的共同美德的可持续发展）在大多数经济活动中将占据核心地位。可以说，把这些变化综合起来的正是知识创造管理。

以前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把可持续发展当作一种优先于经济利益的“赎罪”，而今后的企业管理注重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美德”（野中郁次郎、绀野登，2007b）。因此，组织和领导力的模式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作为“知识生产者”，我们应发挥社会性的领导力
 （social leadership）。

Salesforce公司是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模式的领头羊，它使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居家办公）等个人用户业务的网上办理成为现实，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系统的存在方式，也吸引了很多企业用户。它强大的设计能力把消费者市场的知识、经验运用到商业市场中，为终端用户提供便捷的服务。众所周知，Salesforce公司在创业初期便设立了基金会，将其作为社会公益活动并坚持捐赠公司资源（工作时间、股权和产品）的1%，这与它描绘的互联网社会的生态系统的愿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一致的。

从自由至上主义到共同体主义

在拥有各种各样的宗教、政治信仰、价值观等的多元化社会里，人们以世界性视野思考市民的义务、社会的共同善是什么，即“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并在公开场合进行讨论，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人们建立了彼此尊重的关系，公正的社会得以构建。

（迈克尔·J.桑德尔，2010）

以上列举的管理模式的转变可谓从自由至上主义
 （libertarianism）到共同体主义
 （communitarianism）的转变。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思想沿袭了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反对提高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是非常极端的个人主义的观点，受到了富裕阶层的支持。因为按照自由至上主义，基于个人能力的自由经济活动，即体现了美国梦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将成为管理的基础，只要不侵害他人的权利，一切个体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竞争造成的贫富差距是没有办法弥合的，课税和行政干预会剥夺企业的自由。在小布什政府时期，高收入群体享受了税收方面的优惠，20世纪末的美国式管理以及作为其象征的MBA教育基本都是在这种思想倾向中发展起来的。

但是到了奥巴马政府时代，自由至上主义反而遭到了批判。其社会表现之一便是哈佛大学的迈克尔·J.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教授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一书进入畅销书榜前列，它类似于上一代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大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罗尔斯肯定独立的个人的自由经济活动，而桑德尔指出个人不可能是完全独立的存在，个人共享了能够确认社会性公共资产，具体来讲，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共同体，因此个人的行为必须以共同体所共享的“共同善
 ”（common goodness）为目的，这便是共同体主义，如图0-2所示。

[image: 53289-00-045-1]
图0-2　从自由至上主义到共同体主义



资料来源：桑德尔（2010）。

仔细思考一下，日本企业很早以前就产生了尊重共同体的倾向，虽然那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共同体主义。在日本企业里，公司等利益社会
 （Gesellschaft）与家族主义的共同体社会
 （Gemeinschaft）没有出现分化，所以具备了“公司=社会”的独有特点。当然，假如这个特点过于突出，或将产生消极的影响。此外，不管在日本还是在美国，我们都不能用个人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刻板印象对其进行简单的划分，美国也存在共同体主义的企业。但是最近日本企业正在失去原有的共同体性质，因此笔者在《知识经营的魅力》一书中针对偏重自由市场经济的管理，通过日本企业的案例重新认识并凸显了美德与共同体的价值观，将其放在日式管理中心位置（野中郁次郎、绀野登，2007b）。

以“管理2.0”讲述哲学的美国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以此为契机，共同体主义的思想立场把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社会网络的影响引入管理当中。同时，信奉以往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美国式管理不得不做出深刻的反省，美国式MBA也在早已有之的批评声中真正地走到了尽头。

在这股浪潮中，2009年2月刊的《哈佛商业评论》邀请了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彼得·圣吉（Peter Senge）等35位著名学者、CEO、专家顾问，用整整两天的时间展开讨论，提出了未来管理的25个目标，见表0-1。


表0-1　未来管理的25个目标

[image: 53289-00-046-1]


位居前列的是“管理层要实现更高层次的目标，在理念与实践两个方面，为完成具有社会意义的崇高目标勇往直前”，接下来是“把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或企业公民的自觉反映到管理活动中”“想要获得比效率更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从生物学、社会科学、神学等广泛领域汲取经验教训”。

当然，虽然专家们提出了这些建议，但是美国企业根深蒂固的追逐利润的意识不会马上因此产生巨大的变化，不过与此前相比，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接纳这些建议。

例如，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以理性竞争优势的战略论而闻名于世。波特的战略定位理论透彻地分析了新进入者、现有的竞争对手等5个影响因素，提出了为取得竞争优势必须采取的“总成本领先”“差异化”“专一化”三大基本战略。确立了优势地位的企业能够获得高收益，波特的理论凭借严密的逻辑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尽管有人批评它与现实存在龃龉。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哈佛经济学派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这种产业组织理论也被称为结构—行为—绩效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分析框架，它指出行业结构的重要性——市场及外部环境等“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行为。这个框架旨在通过控制结构抑制企业的过度竞争和垄断等，它与作为经济学主流的芝加哥学派等容忍大企业垄断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对立。

波特逆向运用了SCP分析框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步骤：分析对行业结构造成影响的外在因素，由市场选择能够产生不完全竞争的结构上的最佳位置，从而形成利益的不均衡，即竞争上的优势。战略定位理论是强有力的，不过从促进竞争而非抑制竞争这一点上看，它与SCP分析框架的目的相反。

但是最近波特与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一起批评了以往的资本主义及CSR活动，强调了作为企业根本性任务的社会价值课题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波特的视角归根结底还是考虑经济性（目的依然在于竞争优势），通过把外部的社会费用内部化从而产生利润，这类似于日本近江商人的“三方共赢”
[2]

 ，不过社会价值的观点为未来提供了启示，因为创造共享价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CSV）给企业带来了“正确的利益
 ”（right kind of profit）。但是，对于曾经一直被批评“没有战略”的日本企业来说，波特的主张是一种常识，虽然波特最终没有亲自承认MBA式的战略论的局限性，但也可以说他正在按照社会价值的观点不断做出修正。（波特、克雷默，2011）

CSV原本是CSR的术语，是瑞士的雀巢、英国和荷兰的联合利华等跨国公司提出的、以管理实践为基础的概念，它认为企业的社会活动或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活动与追求利润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CSR本应是基于社会责任的社会贡献活动，但是在现实中，CSR大多以支持创业及非营利组织活动等形式变成了一种商业宣传。因此，有人提出应该把CSR当作“主业”对待，将其置于企业的内部而不是外部。换言之，不单是从经济上支持外部的CSR活动家等的倡议，或把CSR当作企业的志愿者活动，在工作时间外进行，归根结底，企业要以CSR为主业，凭借自身的方案把社会议程转化为利润和竞争战略的源泉。

以往对于CSR的批评

第一个批评CSR的并非波特，而是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他在《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
 ）一书中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合规（compliance）等没有意义，企业与其在CSR上费功夫，不如一心一意搞好经济活动的“主业”，这给CSR的顾问们泼了一盆冷水。（赖克，2008）

赖克的观点是以近半个世纪以来企业的变化为前提的。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把经济与政治分割开来，过去消费者的自由度虽然很低，但仍然能以公民身份参与社会政治，而随着“消费者是上帝”的观念的普及，消费者参与的空间越来越小。此外，像通用汽车公司（GM）那样的官僚制大企业的时代逐渐成为历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开始扮演公民的角色（企业公民主义，corporate citizenship）。实际上，赖克的主张便是对此的质疑，真正的公民主义的主体不应该是公民吗？也就是说，民主主义被资本主义冒名顶替了。因此，赖克批评企业把CSR、合规等当作主业的挡箭牌。

另外，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时代洪流滚滚向前，新的思维方式随之产生——此前企业通过CSR参与解决的地球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等绝不是主业的附庸或挡箭牌，应该是主业的前提。赖克也指出，现代企业通过品牌与消费者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今企业需要与社会携手应对各种问题。

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也在变得更严重，志愿者活动时常力不能及。如果企业跳出窠臼，从正面着手，就能在众多领域激发创新，企业和社会就能互相为对方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这和消灭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界线的观点异曲同工，将创造出蕴含了“明智”性的未来经济。

向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管理进化

上文已经提到，这一系列管理和经济方面的变化显示出可持续发展是上位的管理课题，但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同的意义，因为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身正在成为企业的目标。

小到地区经济社会的振兴、老年人生活质量改善等问题，大到世界范围内的消除贫困事业等需要社会发挥作用的“疑难杂症”，可持续发展涉及方方面面。这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精神，它不同于20世纪的企业通过大量生产、制造产品增加社会财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存在理由、管理理念的企业和组织的诞生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非营利组织就属于这类组织中的一种形态，它与企业管理的界限终将消失，兼顾社会性与效益性的时代已然到来。

德鲁克晚年非常关注非营利组织管理，继承了他的衣钵的德鲁克研究所将其称为“社会责任的不平衡
 ”（responsibility gap）。在20世纪的企业管理模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种变化只能慢慢地显现，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站在超越了企业和市场的框架的管理立场上进行思考。

局限于行业分析范围内的“环境决定论”、以竞争战略为基础的战略论等已经遇到了瓶颈，依靠CSV等概念的修修补补无济于事，根本上的转变势在必行。因此，波特的竞争优势的战略论也被批评为“不全面”，例如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
 ”（Sustainable Strategic Management，SSM）的角度来看，今后的企业管理、企业战略将更加开放，需要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而波特的五力模型
 （Five Force Model）仅仅以供应商、企业、顾客的关系为中心，视野过于狭窄。（Stead&Stead，2004）

五力模型把行业竞争比作各个玩家之间的“战争”，“进入者”“替代品”“威胁”“竞争”“敌对关系”“力量”等都是战争的隐喻，如图0-3所示。但是，现在行业的“阵地”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休战与合作也是人心所向（Hax&Wilde，2001）。此外，市场和行业组成了网络，不再是独立的，波特的模型以及他反对的资源基础理论
 （Resource Based View，RBV）都无法有效地把握当前的机遇，这一点我们会在第二章中再次梳理。

[image: 53289-00-052-1]
图0-3　波特的五力模型



资料来源：波特（1980）。

我们的观点绝不是否定企业追求利润的活动，逼迫企业非营利化。但是今后企业不能忽视社会创新
 （social innovation），这个概念来自社会企业
 （social business，social enterprise）的范畴，它的基本任务是建立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以及全新的生态系统，可以说，它正在成为企业创新的主流。曾经，企业为占据市场、提高效益而创新，有时会无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等，这从整体上看没有什么好处。一方面，可以说，在21世纪，企业管理者不可避免地要与企业一道，或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思考创新，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创新和企业价值创造正在变成企业管理的新“学校”；另一方面，以往的经济和市场模式在某些方面已经失灵。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这两者的对比。


把市场当作动态的“发现性”场所


市场的基础不是物理规律而是个人的设想

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市场是商品交换的空间，交换价值的不均衡产生利益。如果想要形成完全竞争，企业必须掌握市场信息，可是在现实中只靠商品是无法理解市场的，还需要考虑由产品、零件、服务、各个行业及其商业模式、关联性构成的生态系统。

个人计算机市场便是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它包含了各种形态的设备、网络服务、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商业模式等，早已超越了从前的个人计算机这一商品本身的范畴。同时，时间轴也很重要，连作为市场核心的客户价值、核心竞争力等都在不断变化，假如不能快人一步，则难以获得优势。

现在，我们无法再把市场看作只是由竞争对手构成的空间。市场是组织所处的环境，是由知识的关联性（即“场”的集聚）构成的生态系统
 （ecosystem）。企业也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参考第二章），在和其他组织、机构、个人形成相互关联的同时创造出知识（资产）并转换为经济价值。这种知识创造的过程是动态的、非决定论的，拥有太多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无法进行预测，基于过去数据的市场分析也丧失了有效性，因为市场最终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

经济管理部门不可能了解个体所有的自主判断、创造和选择，正是这种主观因素和不确定性形成了市场。即便是从大处着手分析市场环境，也难以制定明确的战略。在一般的经济学讨论中，人们通常以“通过自由竞争在市场中实现有效的资源分配的完全竞争”为前提，假如经济政策主管部门了解一切信息并开展经济测算，市场就会成为创造财富的有效系统。但这不过是理想状况罢了，当今时代，我们根据数据、材料等（显性知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符合现实。目睹了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萧条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说过下面一段话。

我作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积累了许多关于预测未来的经验，因为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我不得不预测每一个选项将会对未来的经济方向造成怎样的影响。因此，美联储为经济预测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同理，个人投资者、企业等也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抱有强烈的经济动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经济预测的结果往往惨不忍睹。

像天气预报一样，经济预测必须应付一个极其复杂、受到随机扰动（random shock）的系统，然而我们对掌握的数据以及对它的理解总是达不到完善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预测比天气预报更难。因为经济不是按照物理规律运行的分子的组合，而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每个人拥有自身对未来的思索，也会受到他人预测的影响，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如果想要洞察未来，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各种规律和关系确实能够像天气预报一样为经济预测提供帮助，但是在运用这些预测时，我们必须保持相当的谨慎和足够的怀疑精神。

（2009年5月伯南克在波士顿学院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假如经济管理部门能够通过市场获得一切知识，那么经济测算当然会出现理想的结果。但是现实产生于个体的隐性的自主选择，假如无法测算，最危险的则是放大眼前的信息或他人的设想的“杠杆思维”。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Darid Schmittlein）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加杠杆，今后需要研究杠杆的危险性（《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12月6日），他也认为今后最重要的课题是可持续发展。轻易地相信“杠杆经营”正是新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失败的原因之一。

知识的生态系统与哈耶克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共同点

与只关注市场的观点不同，“知识的生态系统”的视角把市场看作“场”，在“场”中个体相互作用，创造出知识。和知识的生态系统很相近的思维方式是最近再次进入大众视野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其代表人物是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他在20世纪30年代同凯恩斯（Keynes）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

哈耶克的出发点是一个人的理性和知识存在界限和不完整性，换言之，由于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无法把握的海量知识存在于市场之中，计算结果的精度受到了限制。这是因为大部分知识储存在人们“内部”，只要人们不积极地将其明确表示并提供出来，经济管理部门是不可能获得的。不仅如此，就连顾客都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对产品有何需求。实际上，经济管理部门并不了解在一般的均衡理论中作为前提的市场信息和知识，只有在个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发现它们。即便掌握了信息，计算机的经济测算与模拟也有可能成为“惨淡的结果”。

为说明这种市场特性，哈耶克率先把“未阐明的规则”，即波兰尼的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的概念引入经济学。哈耶克指出，知识具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基于普遍的科学规律的知识，另一种是主观的、受到特定的时间、地点制约的知识，也可以说是编码知识和现场知识，或者大脑中的知识和身体经验的知识。总之，这两种知识只有相辅相成才有意义，我们可以把市场看作由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复合体构成的生态系统。

奥地利学派认为，未来是不可预知的，因此“无知”和“时间”成为重要的概念。知识是隐性的，分散于市场的各个角落，所以我们是无知的。在关于未来的思考方面，时间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随着时间的流逝，市场状况会发生变化，同时无知也是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经济发展大多依赖于熟悉现实市场中的隐性知识的个人的“发现性”或“创造性”过程。无知和时间是我们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问题，我们需要引入“讲故事”等主观要素（参考第三章、第八章）。

综上所述，静态地、客观地把握市场、分析市场，获取全面的知识参与竞争，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同时这也是环境决定论和战略论的局限性。在市场中，每个人都需要以“场”的关联性为基础，超越个体的无知，进而“发现”知识。换句话说，只有亲自融入市场这一生态系统当中，动态地、主观地共享知识、发现知识、创造知识，经济才能进一步发展。

哈耶克的这些观点为熊彼特（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提供了佐证，同为奥地利学派的柯兹纳（Kirzne）等人也把经营过程看作创业者的发现过程。虽然发现知识的是创业者，但是创业者个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参考第八章），由此企业的组织性发现过程、由隐性知识创造出显性知识的组织性知识创造过程变得不可或缺。在把市场看作知识的生态系统时，组织成为“动态的知识创造体”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总之，组织性知识创新能够成为重大的、全新的经济成就的起点。企业、组织需要具备解释现实并持续创造新现实的知识能力，包含了生态系统自身的再创造也将成为企业组织的任务。


关乎日本振兴的管理的生命力


日本的现状与可能性

如果评选全世界经济政策最差的国家，毫无疑问，日本会入选。日本政府表示“出口正在增长”，但是如果继续依赖出口，结果只能是“失去的二十年”变成“失去的三十年”。经济必须靠内需来拉动，“失去的三十年是不可能的”之类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内需之所以没有扩大，是因为没有创新……日本善于模仿，所以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继续超越离不开创新，日本需要像苹果创始人乔布斯那样的人才，用全新的构想开拓未知的领域……美国文化更适合经济增长，我们正在从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向以知识为主体的经济转变，比如乔布斯、比尔·盖茨、华特·迪士尼等人创造出的知识。人们甘心为快乐的事情付钱，但是当今的日本几乎没有什么令人快乐的东西。

（莱斯特·瑟罗，《日本经济新闻》，2010年8月1日）

现在，有人说日本没有创新。老龄化导致人口不断减少，假如以“蛋糕不会变大”为理由分配国民的负担，就会出现流动性紧缩的问题，支持创新的社会氛围将不复存在。例如，欧洲各国的消费税（增值税）很高，所以日本也要提高消费税，这种逻辑就很奇怪。税制是由各国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在荷兰，交纳所得税便能享受贷款优惠，交纳国民保险费，其所得税也可以有所减免，福利制度也很好。至于人们关注的人口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德国等国的人口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呈现下降趋势。我们需要保持理性的思维和政策的一致性，假如只是功利地切分业已缩小的“蛋糕”，必将陷入恶性循环。

1990—2010年，日本的GDP总量相对来说不断减少，1990年是美国的一半左右，2010年仅有美国的1/3。中国的GDP在1990年连日本的1/6都不到，却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从名义GDP上看，在过去的20年间，日本一直排在世界第二，直到被中国超越。但是GDP并未反映出国民的实际感受，“忙忙碌碌却越来越穷”正是当今日本的真实写照，1992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为15%左右，到了2009年下降到将近3%。

日本的经济政策、经营战略一味地追求名义上的数据和排名等，计较与中国、韩国等国竞争的“胜负”，这是经济高速增长期后的残余影响，和销售额优先于员工利益的做法并无二致，已经难以适应今天的形势。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必须进行以独特性、创造性和存在意义为基础的创新，它的根本便是共同善。

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IMD）等机构发布的国际创新指数中，芬兰、瑞典等国名列前茅，人们已经达成共识，假如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世界将再次面临战争的危险。

笔者曾经到访过荷兰国税局税收政策的设计和实践场所——未来中心“shipyard”，它位于阿姆斯特丹附近的布雷达市，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制定“面向未来社会与居民的税制”。和丹麦、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一样，荷兰也在提倡“知识经济国家”的政策。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方式较以往发生了变化，税制及税收的用途当然也要随之改变。因此，国税局的工作人员根据大众和个体的生活方式，开始研究能够使人们满意的未来的新政策。

那么，日本的创新的可能性在哪里呢？日本“3·11大地震”时的情况表明，区域共同体中的美德已经基本存在于共同体的层面，日本拥有了这一巨大的资产。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进行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创新，此时的出发点还是大众和个体的生活方式。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日本难以创新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企业的创新跳不出“技术革新”，即“产品制造”的思维定式。在曾经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中，以技术为核心的划时代的创新大放光彩，但即便是日本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时，“日本产品质量虽好，可缺乏人的要素”的批评声也从未间断。换言之，日本难以创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将人类的感情和情绪融入创新之中，所以瑟罗指出，至少在经济和工业社会中，感情已经“死亡”了。

被束缚的日本

日本社会和政府高层一直呼吁创新和突破，但是未见起色，至少在瑟罗等经济学家看来是这样的。但是从身处企业一线的个人的层面来看，日本式的成果主义和效率至上的压力抑制了员工的新尝试，大多数日本企业处于所谓的“双重束缚
 ”（double bind）状态。

双重束缚是英国文化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威廉姆·贝特森（William Bateson）提出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病因的理论。他举例说如果一位母亲嘴上对自己的孩子说“我爱你”，同时却扭过头去不理孩子，那么孩子就会因为矛盾的信息而被束缚，变得无所适从。

日本人也在日常的矛盾信息中感到左右为难：一边说“日本需要发展技术”，一边却说“光靠技术不赚钱”；一边鼓励“开拓新业务”，一边却质疑“真的能行吗”；上司告诉你“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却斥责你“我可没让你这么做”。

也有人用双重束缚状态说明现在母子关系紧密的家庭状况：在双重束缚状态下，父亲的权威在下降。虽然人们对父亲的缺位等提出了异议，但事实上，“战后的复兴”“经济高速增长”等主张已然风光不再，那些仿佛陷入双重束缚中的组织内部封闭的、模糊的关系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企业丧失了灵活性，患上了“组织的死宅”的“精神病”
[3]

 。

打破双重束缚有以下3种方法：①逃离母亲（支配者）的掌控；②建立与第三者的联系；③找出新的出路。对日本企业来说，它们需要跳出封闭的框架，开放地对话，构建一个能够摆脱现状、创造未来的场所，从而形成自己的存在方式或者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义。

不论只盯着组织内部，从旁观者的角度粗浅地分析封闭的组织，还是试图把职场的交流氛围改造成“明快的、坦率的”，或者只在公司内部开一场反思的会议，这些都不足以解决问题。知识时代企业的主人公是人，他们必须从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

旨在建立生机勃勃的经济社会的管理学

瑟罗所谓的“日本没有创新”并不是说没有技术革新或否定技术革新，日本的创新事例大都是关于技术或产品制造的，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在整体的经营中失去了面向未来的勃勃生机和变革精神。知识社会、知识经济近在眼前，企业管理需要转变视角，那么生机从何而来呢？

日本企业早就应该向适应知识社会与经济的管理转型了，可是基于此前根深蒂固的成功经验的“惯性规律”过于强大，它们没有根本性转型的危机感，也不愿意去冒险。比如在产品制造方面，虽然它们在生产一线拥有高超的制造技能，却无法改变效率至上的工业社会型管理模式。许多日本企业如果不开拓国际市场，招揽更多的客户，那么它们连生存都保证不了。想要有未来的话，现在就要下定决心做出根本性转变。因此，我们需要具备强大的想象力，设想“如此这般地建设未来社会”或“这能为世界提供更大的价值”。

日本企业的“失去的二十年”绝不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力低下，而是因为日本企业虽然不断地制造出优秀的产品，却没有产生多少能够改变社会和世界的创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日本企业没有基于改变未来的愿景和志向进行设计，反倒是一部分美国企业在共享并持续推进这一愿景。与新产品的供给相比，创新更强调构建新的关联性。

20年间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冷战结束，互联网普及，我们所处的社会系统也急剧变化，这要求所有组织具备开放的关联性——组织与社会、客户的关联，与合作伙伴的关联，企业与员工的关联等。日本企业的强盛离不开面向未来的合作。

为了填补企业与社会、经济之间的裂痕，管理需要合适的思维方式和做法，可是目前的管理学，特别是战略论和组织论都以封闭的企业框架内部的模型为基础，分析性战略以及“战略与实践的分离”成为基本的思考过程，比如如何分析外部市场环境，把握内部资源分配的可能性，建立合理的逻辑，构建自身的组织体制等。

但是在21世纪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这种战略论、组织论不再行之有效，在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中，知识创造管理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


一条新途径：“场”的实践性管理方法


知识创造管理不同于以有形资产为资源的、以竞争优势和追求利润为基点的管理及战略思维方式。为了创造并有效利用知识，我们应该把“场”作为基本单位，将融入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的身体经验的知识汇集起来，进行将主观要素客观化的实践。平衡管理中的社会侧面与经济侧面的“共同涌现
 ”（co-emergence）也产生于“场”之中。我们把“场”定义为“共享知识的动态语境或意义空间”（Nonaka&Konno，1998），它是日式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有人用它来说明职场的优点、“现场主义”等，这些说法具有组织内部的业务场所的色彩。本书讨论的“场”采取不同的视角，我们把它作为一种管理的“方法”进行重新定义。

以具身性“场”为基本单位的管理

创立Facebook这项服务的初衷并非为了开公司，而是为了完成“让世界更加开放，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的社会使命……这一使命或许听起来很宏大，但是它的起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很渺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础，我们通过它了解新的思维方式，加深对世界的理解，最终获得永远的幸福。

（扎克伯格的信件，纽约证券交易所新股发售公开申请文件）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观点，现代的知识社会、知识经济由“多元的分化系统”构成，它不是像近代国家那样由某种一元化的规则或支配功能决定的世界。在区域的政治、法制、宗教、共同体、家族等“本土化”的系统群和科学、经济、教育、互联网等“全球化”的系统群的作用下，现代世界呈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些在功能上分化了的多元系统相对来说是自治的，没有等级之分，它们相互关联，不存在上下级的支配关系，各个系统像生命体一样有机地自我生产，即具备了“自创生
 ”（autopoiesis）的特征。卢曼的理论先人一步，预见了现在的网络社会的形态。

Facebook等社交媒体以及网络上的共同体跨越了地理的阻隔而相互影响，本土的宗教、共同体等的影响也扩展到世界范围内，各种各样的事例屡见不鲜。毋庸置疑，社会、市场的多元化也给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商业领域，曾经的全球化、标准化管理在概念上已经失败，具有地方特色的“全球本土化”管理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不过全球本土化依然有所欠缺，我们对区域共同体的理解需要更加深刻。

多元的、自我生产的现代社会系统的概念，即“自创生”社会来源于智利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的关于生命本质的思想。瓦雷拉对卢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指出在社会的基础中存在通过我们每个人的身体获得的认知、经验、知识等，他还认为在个体与个体反复进行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场”——组织行为、社会行为的“场”以及作为充满生机的相互作用的交流空间的“场”的生成而非个体本身。

从“场”出发对管理的再认识也是本书一以贯之的视角，因为知识是人们在关联性中创造的资源，作为与环境、其他公司等相关联的“场”的观点必不可少。同时，我们也不能仅仅从虚拟网络的层面看待社交媒体，我们应以身体的关联性及其扩展为出发点。

在各个组织和共同体中，人们通过“场”进行知识创造。准确地说，“场”是平台（place）而不是空间（space），对当事人来说，它是共享知识的语境、关联性和意义。为了表达日语中“场”的特殊含义，我们在国外发表的论文里也直接将其写作“ba”
[4]

 。“场”分为原始场、对话场、系统场、实践场等几个类型，不同类型产生不同的知识。例如，在国际性的研究活动中，研究团队的不同风格会形成不同的场，在不同的场中通过特有的言语活动产生知识成果（Hautala，2011），这些知识成果意味着身体、精神上的互通形成的“场”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能够促进知识创造。

“场”由多种层次构成，如物理性、具身性层次（办公空间等）、社会性层次（照顾、信任等）、战略性层次（企业的战略、组织）、认知层次（共享的知识的方法论、思维）、信息系统环境等，而场的基础是具身性，具身性和场将代替物理学、数学等在21世纪的经济和管理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身体间性与场

“场”也与如何理解我们自身这一根本性问题相关联。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提出“我们就是我，我就是我们”的自我存在方式，换言之，我们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共同、相互的形态的基础上，这就是所谓的共主观性
 （inter-subjectivity）。例如，试图控制对方或要求对方遵从命令的方式都无法令人和组织行动起来，只有拥有共同的思维方式，亲身体验，产生整体感，人们才能自发地开始行动。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把共主观性的本质解释为身体间性
 （inter-corporeality），即以身体感觉为基础，相互渗透产生的关联性
[5]

 。他反对笛卡儿式的传统的身心二元论，把身体和知觉放在中心位置，认为主体与客体、人类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等是不可分割的。梅洛–庞蒂的观点受到现象学鼻祖、德国哲学家胡塞尔（Husserl）的影响。胡塞尔用被动综合
 （passive synthesis）这一概念说明在我们的内部无意识地发挥作用的意向性，它也起源于具身性。瓦雷拉继承了梅洛–庞蒂的理论，提出了“具身心智
 ”（embodied mind）的概念，具身性场成为我们的生存场所，进而创造出社会系统，如图0-4所示。梅洛–庞蒂也对波兰尼的隐性知识的概念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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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4　具身性场自我生产出系统



人类以“场”为媒介共享隐性知识，即共享身体感觉的重要性在其他领域也受到了关注，我们将在下文中讲到的“镜像神经元”等研究成果证明，在我们身体间的社会相互作用或社会化的过程中，大脑内部会模仿他人的行为。

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向人类的心理环境领域进一步扩展，比如“融合心灵
 ”（amalgamated mind）、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的“可供性”、爱德华·里德（Edward Reid）的共同体的存在论等。里德认为，在现代社会，间接经验凌驾于直接经验之上，为了克服这个危机，必须基于生态心理学更新经验，使其与环境相关联，最终恢复直接经验的主体地位，这也是共同体主义关于存在的理想状态。

与现场主义的区别

以上一系列关于具身性的哲学、科学已经开始对管理产生了影响。但是，在此我们要提前说明，把“场”作为基本单位并不等同于所谓的“现场主义”。人们常说，现场的隐性知识是日式管理的强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合理地把握现场的系统，只是沉浸在过去的经验中，那么现场将无法产生新的知识，一味地强调“回归现场”不过是一种“怀旧”罢了。

曾经的“现场主义”在封闭的现场中寻找日本企业的优势所在，借助现场的力量建设强大的企业。但是也有人认为，“现场支撑起日本企业”的认识极端美化了现场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撑起日本制造业的的确是家族式企业，经济、社会团结一致，建立了一极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但是，现在这些企业无法保障就业，人与人之间形成了超越企业层面的联系，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通过互联网自由地交流，因此我们需要以全新的视角重新看待“场”。

迄今为止，一方面，“场”作为引发知识创造的平台或当事人共享知识的语境为人们所重视，但是它也具有浓厚的组织内部、部门内部的场的色彩。另一方面，企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企业与社会、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同于往日。在知识社会中，人与人的关联变成了经济价值的源泉。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场”重新定义为组织和社会关联性的基本单位。

日本企业的现场是发生以隐性知识为基础的具身性相互作用的场的典型，但是为了追求效率，在企业现场，各部门“割据”的封闭倾向日益严重，因此组织间的合作、组织内外的互动、开放的场的关联性非常有必要。在组织性知识创造中，除了独立的场，场与场的动态关联也成为焦点，见表0-2。


表0-2　现场主义与场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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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企业开始关注“二元性
 ”（ambidexterity）的概念（Tushman& O’ Reilly，2004）。以前的企业战略要么是利用现有资源和知识的挖掘式学习
 （exploitation），要么是开发新的资源和知识的探索式学习
 （exploration），而二元性强调把两者结合起来，它的实践认可了日式管理的模糊性，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它还认为以协作为目的的共同体是二元性的重要因素。全世界都意识到了场在创新中的不可或缺性。

连接场的场

“场”的概念早已有之，它很抽象，人们以个别的场为对象进行了许多讨论。如图0-5所示，我们认为，场必须被定位为一种连接场的存在，换言之，它是共享企业组织的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等共同体和系统的界线且打破闭塞状态的“边界对象
 ”（boundary object）（Star&Griesemer，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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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5　边界对象：由场连接场



边界对象意味着存在于不同的共同体、系统之间的边界
 （boundary）位置的物体、语言、符号等，它连接了不同的共同体，也能形成新的共同体。例如，平时沟通交流不畅的部门通过创造大家都能理解的概念、符号等，形成横向联系（即跨行业、跨部门、跨工种等的联系）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起到媒介作用的概念等称为边界对象。“场”可谓是产生边界对象的场所，反过来也可以说边界对象有助于建立场和知识共同体。

在封闭的、没有对话的社会、组织中不会发生知识创造。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引发有意识的边界融合、边界之间的知识涌现等，系统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知识涌现的媒介也必不可少。在场中，设计的知识、原理非常有效，它根据现场状况创造出共享概念，形成视觉上的、物理上的边界对象。本书也谈及设计思维的知识的方法论以及城市中的场、“未来中心”（参考第十章）、“生活实验室”（旨在创新的城市中的社会实验）等合作性尝试，这些都是场的设计的典型案例。

此外，创造出边界对象的是位于边缘（marginal）位置的人们以及属于多个共同体的人（actor）、拥有多元视角的领导者等。人们原本设立边界是为了集团内部的稳定、知识的成熟，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共同体封闭的风险。边界对象及其创造者的任务正是打破这种封闭。

场与场之间的联系起始于个人层面，然后扩展到组织层面、企业之间的层面、城市与社会的层面，乃至国家、世界的层面。今后，企业必须在更大的网络中把握管理，创造关联性。如果想要尝试从制造业向社会创新转型，企业管理也必须随之改变，超越团队、部门组织、企业框架下的战略论和组织论。这种管理学的基础是以具身性和场为起点的社会资本，因此对跨越系统界限的边界对象的设计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转型期的共同体的管理

长期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美国式资本主义进入了瓶颈期。对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的经济状况，世界最大的债券基金公司的CEO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表示，世界经济的增长方式改变了。假如用飞机来形容，此前的世界经济拥有美国这一巨大的引擎，依靠特殊的燃料（债务）展翅高飞，而今后的飞机拥有多个引擎，但每个都不大，而且若不依赖债务飞行，高度（增长率）就会下降（《日本经济新闻》，2009年10月12日）。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后，长期支配世界经济的经济和管理模式已经失效。

地理学家、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批判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指出新自由主义拉大了贫富差距，忽视弱者、地区的发展等，引发了社会矛盾与分歧，人们需要尽快做出根本性的变革。

按照哈维的观点，资本不是产品，而是追求钱生钱的长期投资过程，推动这个过程的循环的是资本家以及各利益相关者。如果中断该过程，资本流动将会停止，企业必然遭受损失，而如果有强烈诱因，循环速度则会加快，资本主义以这个过程为基础维持生命。换言之，从本质上讲，资本是投机的，是与民争利、财富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的过程，因此哈维指出，人们应该强制地中止这种流动，用不追求利益的“非营利经济”等概念代替以往的资本主义。

哈维还提倡“呼吁城市权利”的社会运动。城市权利是指居民要求获取城市中的居住、设施利用等与城市和城市发展有关的权利。作为地理学家，哈维十分关注环境、地区与经济之间的问题，认为全球化的经济空间、生态系统的环境以及人们居住的地区这3个“场”相互关联，与我们息息相关。前两者不会改变城市居民的行为，而人们居住的地区、城市能够影响居民和消费者的活动。将这3个场相互重叠、发生变化的边界对象之一就是城市的公共广场。

知识创造管理可谓处于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历史转折中的管理，我们必须在心中描绘一个全新的资本运作过程，其基本单位正是个体之间通过具身性形成的“场”，它构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系统——企业需要建立了解这种社会知识的生态系统。

笔者没有构建宏大理论的能力，但是我们认为日本企业可以成为“混合动力”的领头羊，因此我们力求进一步扩展知识创造理论，将知识创造的共同体的实践性理论体系化，抛砖引玉，请自隗始。

德鲁克认为，20世纪的现代世界是工业社会（或企业社会），他预言了组织社会的到来。如果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要超越德鲁克，那么我们应该仔细审视资本主义自身潜藏的问题，找出一条辩证的企业与社会关系的进化之路。




[1]
 具身性是认知哲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人类认知的诸多特征在诸多方面为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组织所塑造，而不是某种与身体绝缘的笛卡儿式的精神实体的衍生物。——译者注


[2]
 即买方好、卖方好、社会好。江户时代，近江出身的商人中出现了很多成功的经商者。——译者注


[3]
 日语“引きこもり
 ”，俗称死宅、家里蹲、茧居族等，指的是自我封闭、足不出户、不与社会接触的人。此处作者用来表示日本企业的封闭性。——译者注


[4]
 即日语“場”的罗马字母的读音。——译者注


[5]
 他人作为我的身体的延伸，与我的身体建立了以身体为中介的协同系统，我和他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一种身体间的关系。——译者注




第一部分 知行合一的战略学



知識創造経営のプリンシプル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从整体上讨论了知识创造管理中的“战略”是什么：首先，介绍管理的实践性理论，分析战略与实践的脱节问题；接下来论述如何理解市场，即把市场当作知识的生态系统；最后，提出一种作为目的论式的“共生”对象的战略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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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雅典学院》（梵蒂冈博物馆）



画面中心是柏拉图（左）和亚里士多德（右），柏拉图指着天，亚里士多德指着地。柏拉图提倡“理念论”，追求理念；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则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第一章 管理的实践性理论




问题1
 　知识创造管理的本质是什么？它独立于以往的企业管理模式吗？还是说它是一种补充或修正？


思维的视角
 　知识创造管理展现了作为实践性理论的全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它不同于逻辑分析，是以具身性和“场”为出发点的管理。




战略与实践


知识创造管理是以组织的“知识创造过程”为中心的管理。知识创造过程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点之上：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本田、佳能等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另一个是人们为解决一个普遍性问题所做的各种尝试，这个问题就是组织应该如何摆脱过去的成功带来的负面影响（即沉浸在过去的经验之中），持续开展知识创造活动。

无论如何，知识是由人类创造的，知识创造管理的核心议题是从根本上思考人类的知识是什么，如何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源自现场

那么，知识创造管理和以往的管理模式有何区别呢？我们的确可以把知识创造管理思维引入现在的一部分管理活动加以利用和实践，但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知识创造管理总是以创造性实践为基础的，它不是纸上谈兵的战略论，它意味着战略与实践不可分割。当然两者也拥有共同的构想和方向性，它们都在实践的场所中驱动知识创造的过程，而不是收集、分析数据，并将其浓缩成“战略”的显性知识，然后作为任务来执行。

本田的创始人本田宗一郎提倡“前往现场、了解现物、理解现实”的“三现主义”，它并非“现场主义”的口号，而是意味着战略的创造与实践的知行合一。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则轶事：本田宗一郎晚年时有一次看到部下正在勤奋地制订战略规划，他很生气，他说你们有工夫干这种事还不如制造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本田宗一郎强调的是不要把自己当作业务的旁观者，而要怀有当事人的意识——从经验的共享出发，用不同的视角和价值观思考，虽有矛盾和对立，最终也能把它们化解。也就是说，他重视肉眼不可见但某些本质性东西逐渐浮现的创造知识的过程，因此策划书、报告书之类的东西就显得多余了。

我们说的“实践”当然不是只盯着现场而不顾大局，我们既要贴近现场，在现场中实践，又要从大处着眼、纵观全局。

战略很重要，但许多时候即便反复分析现实、制定战略，到了实践阶段也会失去效果。正如战略论的专家、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所说，战略不是像大理石雕塑那样靠形式上的精雕细琢（逻辑分析）完成的，而是像陶艺创作时在拉坯机上旋转的黏土那样，在混沌的对话和状况中通过艺术性过程而形成的。

对于企业管理规划部门的员工来说，如果不分析数据、不制定方案（甚至连战略计划书也不写），他们或许会感到不安。数据分析和文件当然也有必要，但它们不是目的，规划部门的业务是指导组织作为当事人了解现场，通过所见所闻发现问题，共享想法和点子，做应该做的事。

通用汽车公司陷入危机时，时任CEO里克·瓦格纳（Rick Wagoner）在政府的压力下于2009年辞职。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管理团队非常熟悉战略，我们的任务只是执行（execute）战略。”CFO出身的瓦格纳经常使用“执行”这个词，但很多时候，计划（plan）与执行（execution）是分离的。

人们通过逻辑上由命题导出结论的演绎方式或分析性过程制定战略，可一旦到了执行的时候，战略就被压缩成了任务列表、项目清单，然后被机械地执行或交由他人，这就失去了战略的意义和一贯性，很容易成为各行其是的活动。

比如CEO在年初制定了方针，即便年底的时候业绩提高了，那也不一定是CEO的方针取得的效果。假如企业只认可最终成果，那么管理过程就会变成一个“黑箱”。

坦率地讲，我们在“战略中心主义”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曾经担任多家管理咨询公司的咨询顾问、被称为“专业服务公司（P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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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模式的导师”的大卫·H. 梅斯特（David H. Maister）指出，从理论上理解“战略是什么”“组织应以什么形式存在”与真正的实践几乎毫无关系（Maister，2009）。

讨论“战略是什么”的战略论和思考“如何执行战略”的组织论居于企业组织的中枢神经位置，企业为了制定战略、执行战略而殚精竭虑，但是企业的烦恼也大多来自于此，因为战略是由远离现场的专业机构制定的，与执行是割裂的。假如人们只盯着战略规划，在随后的实践中进展却不顺利，那么他们就会埋怨是现场出了问题。

究竟有多少组织能够忠实地执行既定战略呢？反过来说，难道就没有从现场出发进行经营管理，其实根本不理解战略的组织吗？

专注于细节的管理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尽管不是完全相同，但是许多企业提出的战略在口号上惊人地相似，比如为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团队合作创造佳绩、建设良好的组织文化、投资未来等。战略明确了公司必须做的事，那么接下来只剩下把战略变成现实，可谁知到了现场，本应有所行动的员工竟然无所适从。实际上，战略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正是在战略向实践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

加贺和仓温泉的加贺屋因卓越的服务声名远扬，2011年加贺屋连续31年被评为日本百佳旅馆第一名，它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开设了分店，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除了建筑风格、景色、温泉的水质等硬件，加贺屋让其他旅馆望尘莫及的便是宾至如归的体贴服务。

在欢迎顾客时，工作人员整齐排列，站立两侧，很隆重但又不会让顾客觉得不好意思。他们准确把握顾客的想法，在合适的时间提供餐饮和娱乐服务。在离开时，专属的工作人员会把顾客送到车站。加贺屋的服务不是“营业”，工作人员自发地建立起与顾客的关系，采取相应的行动。为了鼓励这种自发行为，加贺屋投入了很多资源，比如引进了配膳系统等支持工作人员的工作（IT系统的高效率不是为了降低成本，而是为了方便工作人员提供服务），完善了员工子女的保育设施，为员工创造安心工作的环境。员工的满意度提高了，顾客的满意度和业绩自然也就提高了，这比天天喊“××战略、完成目标”等空洞的口号更具价值。

加贺屋进入中国台湾地区时，虽然当地居民的偏好与日本人不同，工作人员依然把热情的服务贯彻到底，其服务的核心便是“服务的正确性”和“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诚心”。这种实践性的管理不是所谓的现场主义，加贺屋把它称作“科学服务”，是一种体现人类智慧的系统。

每当发生公司破产或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事故时，我们都能通过媒体深切地感受到企业高层对现场是多么的无知，尤其是与全身心投入现场的员工们相比，他们的做法常常令人愤怒。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战略论与组织论的分离、战略与执行的分离都是因为逻辑分析性的思维，企业的差距表现在管理层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现场的细节。

面向基于实践性理论的实践

就像用地心说解释天体运行那样，如果试图从战略论的角度出发，在逻辑上为战略与执行的差距进行辩护或解释，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复杂。离开现场的活动谈不上战略，基于共享的理念和愿景、符合现场情况和具体语境的实践才是最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初，IBM曾一度濒临倒闭，时任CEO的路易斯·郭士纳（Louis Gerstner）力挽狂澜，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救活了IBM。后来，他在哈佛商学院演讲时提及此事，感叹道：“依靠战略无法取胜，因为各个公司的战略都是相似的。”并且，他指出“以实践为目的的组织变革”才是王道。事实上，IBM在面临危机时，公司内部充斥着大量的战略规划，可是在毁誉参半的“外来户”郭士纳接手之前，IBM都未能有所改变。

当前，很多日本企业虽然认识到了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的大好机遇，却无法实现转型。大家都在讨论战略论，逻辑分析性的显性知识不断增加，但均没有付诸实践。这不是强调我们要走向现场主义，现场主义也存在局限性，现场的经验也会限制人们的知识和智慧。我们亟须既非战略中心主义（侧重显性知识）也非现场中心主义（侧重隐性知识）的“第三条道路”——基于实践性理论的实践，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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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与理论脱节的实践与基于实践性理论的实践




管理中的实践智慧


现场知识的管理

知识创造管理是以组织创造出知识的过程为基础的动态的管理概念，因此它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战略论和组织论（战略制定部门和执行部门）的明确分工和界线。为了实现企业的大目标，它采取的战略是把各种各样的方法组合起来，激发组织现场的创造性实践。所以，知识创造管理离不开把从属于组织的个人看作知识创造的主体并支持鼓励他们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管理干部，而是最大限度地激发现场知识、促进组织自主管理的实践型领导者。

在这一点上，知识创造管理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战略论和组织论，前者聚焦于人类的知识，以哲学、社会学等为基础，后者以经济学、信息处理理论、有形资产、客观数据为基本单位。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被称为“卡内基学派”的认知科学的影响，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赫伯特·西蒙、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等人用信息处理模型解释组织行为和决策过程。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到体验、教育等具身性（塚本，2008；生田、北村编，2011）以及人类的“意识化的信息处理”（安西，2011）的重要性。

与传统的美国式管理相比，知识创造管理是与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相对应、以个体的知识和能力、个体之间交流的“场”为基本单位的管理模式，即充满了隐性知识的“现场知识”的管理概念。生于匈牙利的科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发现了隐性知识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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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我们知道的比我们可言说的更多”“生物化学家、医生、画商、纺织业者等从教科书中获得了一部分专业知识，但是如果不借助身体感官进行训练，这些教科书没有任何帮助”。比照波兰尼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显性知识的）战略一旦离开隐性知识，将毫无用处”。

因此，能够让现场的领导者、中层人员和员工独立自主地行动的机制设计尤为重要。制造工业用冷冻机的前川制造所（联合经营、“场”的经营）、京瓷（阿米巴经营）等企业追求的正是这样的机制。它不仅是功能上的分化，还是能够在市场中生存发展的最小单位，这些与现场联系紧密的小型组织有机地协作，填平了战略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此外，利用教育研修的场所把战略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一个典型例子是通用电气公司。自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时代开始，通用电气公司就把位于纽约州克罗顿维尔的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培训中心放在管理的核心位置，韦尔奇的继任者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R. Immelt）也沿袭了这一做法。为了改变现场管理人员的意识以及组织内外的关联性等，公司的所有领导者都必须到培训中心参加领导力开发研修课程。伊尔梅特把克罗顿维尔定位为构成通用电气公司DNA的一个要素，之所以想要利用“场”将现场与战略相结合，是因为他认识到了建立拥有现场知识的领导者的网络、促进团队协作对企业发展来说是最关键的。

这些组织不像事业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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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根据产品建成组织，而是专注于细节，建立与顾客的关联，根据市场变化建成组织。有的日本企业再次注意到了现场知识的潜在力量，并开始了新的尝试。比如，日立制作所这样描述创新与场的关系。

面对从“信息化社会”到“知识创造社会”的转变，我们期待人类的知识与信息系统的应用的质量越来越高。

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就在于有效利用“现场知识”“……隐性知识”的充分应用为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人类的知识最富有创造性，同时也伴随着最不确定的风险；它很复杂，却又充满魅力。我们可以通过激发、控制（融合利用与抑制的正反操作）人类的知识，找出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单独的某一。种知识不足以完成这个目标，构成社会的不同群体的协作必不可少。

（谷冈，2010）

实践智慧的DNA

知识创造管理是一门实践的学问，其核心是把握现场知识并对其进行组合，最终实现目标的实践智慧
 （practical knowledge或practical wisdom）。它既不是只盯着现场的现场主义，也不是满足于过去的隐性知识、不加怀疑的经验主义。

研究亚里士多德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用了下面一段有些难懂的文字描述实践智慧。

我们设想一下，有一个人负责大楼的建设，他无法看到工程的进度，也得不到相关情况的报告，只靠下达命令指挥工程。他的想象力（显然是超越普通人的）代替了此类工程通常所运用的感知力。他不像很多人那样仅仅在脑海中从理论上思考一件事情如何得以完成，他们可以留下许多问题不用处理，但是他必须以一种正确的顺序妥善处理
 每一件事情。他关于所做之事的知识就是实践知识。

（安斯康姆，1984）（重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实践知识不是什么诀窍或操作指南，它清楚地了解在现场、现实中应该如何实践，这就是智慧。拥有实践智慧的人不会鲁莽地前往现场，也不会以去不了现场为理由而推脱逃避，他直观地获取现场的隐性知识，在综合理解的基础上完成目标。实践智慧可谓是一种“实践论”，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知识创造管理是以往的管理学的一部分，不如说它是基于实践智慧的全新的经世致用的管理学。

这种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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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实践论的本质是与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实践智慧相通的哲学。实践智慧不依赖于表面原则或逻辑分析，它既适用于现实生活，也可以在普遍性层面运作，同时制定战略并付诸实践，选取最佳手段，这与具有历史意义的、由领导力产生的知识存在相同之处（参考第四章）。

日本人也具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明智的DNA，其中之一就是由中国的阳明心学发展而来的实学，它是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实践智慧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福泽谕吉所著的实学启蒙书《劝学篇》继承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它告诉我们要观察事物的正反两面，“根据对情况的判断，优先解决紧急的问题”，这不是在教人处世之道，而是一种商人式的把握现场和现实的方法。

此外，阳明心学也与武士道结合在了一起。作为一名武士存在世间，他要坚守“义”而摒弃“不义”，坚守“义”绝不是为了自己的主公而行动，它意味着对崇高的武士道精神的追求和为了更高的目标而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明治时代的哲学家、农学家新渡户稻造把日本人的精神概括为武士道，并积极向国外介绍。这种旨在“泽被世人”的实践智慧构成了日本企业管理精神的一部分。


知识创造管理法则①：作为基本单位的身体间性


身体间性

下面我们思考一下上述“以人为本”的现场、现实的知识是如何被赋予理论上的意义的。知识创造管理的起点是在场中获得的认识、经验、知识，场是我们经验的起点，建立在具身性的基础上，它与上文提到的卡内基学派的运用计算机科学进行决策管理的管理模式大相径庭。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知觉是相互渗透的，并提出了“身体间性
 ”（intercorporeality）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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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了梅洛–庞蒂的思想的生物学家瓦雷拉认为，我们应该从经验出发理解科学研究，他引入了现象学等方法论并从中得到启示，指出我们是通过“身体化的心灵”（马图拉纳、瓦雷拉，1991）把握现象、获取知识的。


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是基于我们的知识、身体与周围环境的动态相互作用的认知活动，它的前提是我们自身融入我们所生存的环境、语境（生活世界）中。具身性的认知活动是每一个个体通过在社会中与他人的交往而获得隐性知识的过程，这种建立在身体间性基础上的过程使实学和实践智慧得以成立。

共情能力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伐木工人心中的想法呢？我们能够从自己的知觉材料的解释出发，在心里细致地描绘出假如我们是伐木工人会怎样完成伐木行为，然后想象我们将经历怎样的体验。在此状况下，我们把他人行为的目的投射为自己的目的，并想象我们实现这个目的时的体验。

（舒茨，1980）

这是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弟子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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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塞尔率先从哲学上意识到他者与自我之间存在共有的主观性。舒茨在银行工作的同时求教于胡塞尔，在日常社会中研究现象学。

假设一个人遭遇了痛苦的事情，变得沉默寡言，即使你无法看到他的正脸，只要坐在他的身边，你都能从他的呼吸、语言中感受到悲伤的心情，仿佛那件痛苦的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不仅如此，你们在交谈的过程中有时还会说出克服困难、振奋精神的话语，在这种状态下，你不是把那个人看作他者，你与他的主观感情是共有的。你们说出的语言具有客观性，但它也表达了你们的主观性。

有人认为，人类的认知活动是只在大脑内部封闭运作的符号化的信息处理和抽象思维，而身体间性的观点与其完全相反，身体间性的作用也被近来的镜像神经元等研究证实。镜像神经元是像镜子一样把他人的行为映射到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它控制着共情的能力。在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下，如果我们在场中产生共情、共鸣，我们就能设身处地地体验他人的处境、行为，理解他人的情感、意图。镜像神经元只有在身体间性中才能发育（山口，2011），这就是促进我们在场中互动的大脑的作用。以场为媒介，我们的记忆与知觉相融合，知识便产生了。

梅洛–庞蒂可谓是这一系列研究的先驱者。有学者指出，我们利用镜像神经元动态地把握他者的行为，于是他者的行为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潜在行为（河野，2005）。这种动态把握的基础是动态语境的共享，即场与我们心灵的融合。人类凭借与生俱来的共情能力在场中通过身体理解他人、获取知识。

把战略当作“生活方式”

舒茨举的伐木工人的例子不是强调“这个人的人生多悲惨啊”“他好孤独啊”之类的表面观察或移情。其重点在于让我们走到伐木工人的身边，和他一起默默地砍伐树木，置身于此情此景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共同的目标。换言之，我们通过与他者共享场，可以创造共同的目标，这也是基于主观情感创造价值和意义的生活方式。

我们能够以身体间性为基本要素思考作为实践性理论的管理，可以说知识创造管理的第一步就是形成场，以场为媒介促进组织成员的知识创造，组织的领导者要亲自参与这个过程。比如，在办公室或与顾客面对面的现场，自己的物理身体与他者的身体产生社会关联性，由此获取丰富的隐性知识。

实践性理论就是从上述视角出发反复地对话、实践、进行洞察，同时实现宏大目标的管理智慧，如果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成为惯例，它将成为战略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企业的战略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实现，其基础就是身体间性，组织的领导者要在管理现场营造出全员分享自己的想法、齐心协力干实事的氛围。

主观性与实际的管理

换个角度来讲，我们有时会看到人们一丝不苟地投入某项工作的场景，比如：2001年“9·11事件”时在爆炸现场争分夺秒开展救援活动的消防员们，被国外媒体誉为“50勇士”的福岛核电站现场的工作人员，在急诊室工作或专注于疑难杂症的医护人员。或许有人认为，这些人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命，所以当然要非常认真。但是生产、销售大米的农户就不需要认真吗？为努力拼搏的中小企业办理融资业务的银行职员就不需要认真吗？还是能说“我是工薪族，所以工作不至于严谨到那种程度”吗？

不论什么工作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假如没有，人们就无法从工作中发现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企业往往侧重于原有的业务和利益增长点，因此我们必须以在与顾客交流的现场、工作现场中产生的身体间性为原点，经常思考工作存在的理由，重新挖掘组织及工作的意义。


知识创造管理法则②：实践性知识方法论


作为管理思维的实践

进一步来讲，在以具身性知识为前提的知识创造管理中，我们要把什么样的管理思维（方法论）作为基础呢？它与此前的管理的方法论有何差异呢？

贯穿全书，我们强调了实践主义思维的重要性，它不同于逻辑分析，它将改变战略、组织、领导力等的存在方式。管理及战略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可是战略论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像爬山虎一样蔓延生长（如明茨伯格率先在《战略历程》一书中批判地纵论十大战略管理学派，提出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运用不同策略），我们也需要对战略论进行整理、分类，令人遗憾的是，分类越体现学术性，越远离客户。

我们已经指出了脱离现场的分析性管理的局限性，立足于知识社会、从知识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重构）管理的意义日益凸显，我们需要建立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管理模式。很多问题的确可以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但它也造成了更大的问题。过去的市场、行业、地区不是完全开放的，遇到问题时经专家分析便能马上解决。可是这样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当今的世界已经在相互影响中趋于复杂化。此外，由于管理不具有再现性，按照演绎性的宏大理论细致地分析，然后给出方案的方法论本来就不适用于它。当然了，我们并非无视数据分析的效果，我们特别需要能够支持实践性思维的数据分析能力，而且针对海量数据的分析手段也很重要，数据分析不能仅用于对既有理论或前提的验证。简而言之，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持有现场视角的创新性、发现性分析。

一些复杂的问题牵涉环境、社会等多种因素，想要解决它们，不仅需要分析和决策科学，还要动用洞察、判断等直观因素和人类智慧。当今企业管理面临很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实践性的知识方法论与领导力必不可少。换句话说，来自现场的知识创造的实践至关重要，理论与实践不可分离，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要更好地指导实践。我们用图1-2和图1-3来概括分析性思维和实践性思维的差异。

[image: 53289-00-093-1]
图1-2　分析性思维的不足



[image: 53289-00-093-2]
图1-3　实践性思维的要求



分析性思维主要采取演绎法，它以特定的理论为基础，将其运用到管理现场并进行验证，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分析性思维也用归纳法进行补充，即把个别的成功案例当作最佳实践来分析，找出特定的规则。它还结合环境分析、竞争分析等进行验证，参考成功案例推动企业管理，是一种看似稳妥的方法。

但是分析性思维也存在不足。首先，如果囫囵吞枣地理解作为大前提的理论，新的知识就不会产生，这正是演绎法的宿命。假如形成这些理论的管理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理论便失去了有效性。其次，不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商业活动不具有再现性，因此，试图对演绎的前提进行确认、补充、批判的归纳法也不过是刻舟求剑或亡羊补牢。

在人们批判分析性思维的同时，实践性思维在众多商业活动现场崭露头角，它包括多种方法，明茨伯格的“涌现战略”就是其中之一，它认为要从企业直面的变化出发创造战略。设计思维中的原型、软件开发中的以现场协作为基础的“敏捷开发”（参考第八章）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于管理现场。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从定量研究向民族志等定性研究的转向也成为潮流。这些手段或方法论具有共同之处，它们都在个别、具体的现场中聚焦于顾客和市场的问题、变化等，同时以此为中心，试图把它们与战略和企业的大目标整合起来，提出假说，在互动中分阶段地推动知识的创造与应用。一方面，这里所说的“假说”不是“假想”层面的东西，分析性思维也会使用假说的概念，其目的在于暂且设想一个答案，然后通过分析答案提高效率和速度。另一方面，我们所说的“假说”还意味着与个别具体事件相关的限定性解释以及基于“what-if”分析的飞跃性假说推理
 （abduction）。

总之，分析性思维在本质上是“从阶段性分析作业到执行”的线性顺序的“瀑布模型
 ”（waterfall model），而实践性思维常常保持与现场的相互关联，它兼顾了目的与手段，不断提高概念化的程度，是原型化或敏捷化的思维模式。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采取扎根理论研究法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GTA）等从现场出发的方法论。

作为实践性思维方法论的GTA

GTA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格拉斯和施特劳斯共同提出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ies）（Glaser/Strauss，1996），它与知识创造管理的实践性思维方法论的基本立场具有相通之处，所以我们在此进行介绍。

GTA倡导“典型的归纳法”，它被定位为以“理论产生”为目标的方法论。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的主流方法是用演绎法验证巨擘们的理论，格拉斯和施特劳斯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想要确立从实地研究中发现新理论的方法，这正是对把理论框架投入现实中来理解的演绎法的批判。

格拉斯和施特劳斯所说的“理论”不是帕森斯等社会学研究的前辈先贤构建的一般理论（他们称之为“宏大理论”），而是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深入了解并参与体验的“扎根于第一手经验资料的理论”，它注重在现场找出有用的变量并发现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换言之，GTA对于“理论是什么”这一问题也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格拉斯和施特劳斯在一所医院里对医务人员护理癌症晚期病人的现场进行实地观察。他们用患者死亡带来的“社会损失”和护士的“职业冷静性”两个变量探索病人和护士是如何接受、处理有关死亡的信息的，通过解释其中的因果关系，抽象出能够在现场解决问题的理论模型。

GTA的过程始于来自现场或文献资料的定性信息收集，然后对它们进行“数据化”和“编码”（变量化，形成概念范畴），编码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比较数据资料并归纳概括，因此GTA也被称作“数据对话型理论化方法论”。

宏大理论结束于对理论的验证，而GTA结束于数据抽样的“饱和”。当收集的新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也不会跳出已经编码的资料范畴时，则说明数据已经达到“理论性饱和”。由此获得的扎根于经验资料的理论如果适用于不同的状况，进而被文献数据等定型，我们就称之为形式理论
 （formal theory）。GTA的一系列编码过程也与亲和图法（KJ法，川喜田二郎提出的用卡片归纳整理问题的方法）具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把在现场获取的数据归纳起来，绘制成脉络清晰的因果关系图。但是，GTA归根结底是基于归纳法的理论，它无法形成宏观的理论。

如图1-4所示，宏大理论是从一般到个别，而扎根理论是从个别到一般。人们常把两者相对比，质疑GTA的客观性以及它所发现的知识的再现性等。即便如此，GTA对于以现实为对象的经营管理来说也是行之有效的。

[image: 53289-00-097-1]
图1-4　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与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




实践要点：以身体创造知识的能力


从以具身认知或身体化的心灵为媒介的现场出发进行管理时，人们聚集在一起、展开互动的场所成为管理的焦点。本田的“畅所欲言”式会议
[7]

 便是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它鼓励全体员工抛开级别、年龄、岗位、性别等，对公司的任何决策都可以进行畅所欲言的讨论、质疑和挑战，它成为本田的工作方法和企业文化。员工们相互交流，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创造并分享全新的概念、愿景等。他们享有发言的自由，肩负发言的责任，面向实践推动企业的发展。

这种“场”今后会愈加重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每周五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不再是只来到办公室就行了，工作时间的单位由“天”变成“小时”，工作的形式呈现多样化，视频电话会议、远程办公的机会也将增多。因此，领导者需要想方设法地鼓励员工。迄今为止，人们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开展知识的合作，今后当员工面对面地聚集在一起时，领导者的任务就是激发他们的合作精神。

“场”的促动力


促动
 （facilitation）是一项日益重要的技巧，它要求具备以下先决条件。


	价值的源泉不是由定型的业务操作决定的，其决定因素是个体之间的知识网络的质量。

	快速、及时地创造知识的必要性不断提升（瀑布模型的不足，项目型组织的要求）。

	由于问题的复杂化、多样化，我们需要打破常规，寻求知识的综合。



一般的促动包括多种类型，比如以特定规则为基础的通用电气的“群策群力”（workout）、英特尔的“建设性对抗”，还有像“World Cafe”会议模式那样的集体讨论方法、职场中的会议沟通（家长式的促动师、项目管理的促动）、创新创意（本田的“畅所欲言”、丰田的“5个为什么”）等。风靡全球的“World Cafe”是一个像咖啡厅那样开放的交流场所，它汇聚了集体智慧，以此推动知识创造。我们用图1-5表示场所的促动力的目的与形态（有无正式过程）。

[image: 53289-00-099-1]
图1-5　在日常管理中，各种场所的作用日益重要



假如我们把实践知识创造管理的企业的日常工作抓拍下来，那一定不是大家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埋头工作的情景，因为在这种企业的每一个角落里，员工都不会静止不动，他们在组织的一切场景中积极地对话与讨论。

Scrum敏捷开发方法

上文提到的软件开发领域的“Scrum敏捷开发”方法正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它以知识创造理论为基础，尝试把具身认知、身体化的心灵的作用反映到业务过程之中。敏捷开发重视场所，在开发过程中高速驱动团队成员的知识创造过程（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内隐化），最终把技术性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实践共同体，即组织内部共同体的资产。“Scrum”是橄榄球运动中的一个专业术语，表示争球的动作，用来形容在项目开发时团队面向一个共同目标、以密集的阵势相互配合的工作流程（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1996）。

不论企业规模、项目大小，以往的软件开发方法大都是“瀑布模型”，即按照一系列阶段顺序展开的制造工程，它从细节设计的阶段着手，想象最终的产品并精心设计，形成详细的文字材料。与一般的计划方法相同，瀑布模型也是演绎性的，它以形式上的项目管理为基础，明确地描绘出最终产品并推动生产。所有的设想和创意在工程的前半部分都是受欢迎的，可到了后半部分反而让人觉得麻烦。

但是，瀑布模型渐渐难以适应现实的需求。例如，它无法明确表示顾客、用户最初要求的一切要素，或者把软件拿到现场时发生与用户经验不一致的情况，或缺乏灵活性，或项目周期变长。因此，人们开始采用敏捷开发的方法（见图1-6）。

[image: 53289-00-100-1]
图1-6　Scrum敏捷开发方法的工作流



敏捷开发方法重视在整个过程中积极学习、创新和变化的精神，它是更加扎根于实践的方法，它的目标不是制造理想的产品，而是制造能够快速交付并投入使用的软件（产品）。

项目管理要事先对客户进行访谈，制作繁多的策划书，这会花费很多时间，在层级、功能上细分为若干个项目组织。而敏捷开发方法放弃了这种做法，它赋予现场团队决定权，不断地向客户提供信息，在短时间内完成开发工作。

敏捷开发方法的核心是被称为“冲刺”（sprint）的周期，在反复进行原型化的同时推进开发过程。它先制订冲刺计划，建立团队，每天召开晨会，反复冲刺，然后举行评审会议。

敏捷开发或冲刺的基础是“场”。Scrum会议推动团队成员的知识的社会化，创造自主的场，场成了每天开发过程的基础，由此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技巧。“结对编程”（Pair Programming）是两名程序员在同一台计算机前并肩工作编写代码的方法，他们每5～10分钟交换一次角色，每天可以多次重新结对。在每天早上历时15分钟的例会上，开发人员在可视化的任务看板上标明“待办”（to do）、“进行中”（doing）、“已完成”（done）的事项，这样一来，即便没有领导者的指示，员工也能自主作业。“KPT反馈”是在轻松的氛围中，全员说出今天自己做了哪些工作（keep）、遇到了哪些问题（problem）、打算如何解决（try），企业通过这种方法将隐性知识社会化并转化为显性知识（外显化、组合化）。

以上各种“场”的方法论不仅适用于软件开发，对于以原型化为中心的设计项目等创新工作和实践知识创造管理的现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1]
 专业服务公司（professional services firms，PSF）。专业服务人士是创业者和经理人之外的独立第三者，是这个商业世界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因为整个商业世界已经逐渐被知识驱动，公司与公司的差异化逐渐由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因此专业服务公司成为发展前景最被看好的产业。专业服务人士的发展道路，与经理人及创业者迥然不同，伴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和个人声誉的传播，他们的财富也自然增长，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可以一直工作下去，而不必被迫改变角色。因为PSF的行业组织规则与一般商业公司并不相同，他们往往采用合伙人的模式在实现组织发展，个人与团队的关系可以不是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专业服务产业包含范围很广，目前在西方经济中，PSF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高达17%，在PSF产业中，有75%的收入是由7个重要的专业服务部门所创造的，其余的25%则来自大量的迥然不同的部门，如人才中心、建筑师事务所等。


[2]
 波兰尼提出了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概念。隐性知识是指我们心理知道但是无法转换成语言的经验性、身体性的知识，比如难以言表的想法、信念、视角、技巧等。显性知识是指把隐性知识用语言清晰地表述或建立体系，使之可以通过媒介传播共享的知识。知识是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复合体，我们应关注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转换而产生新知识的动态过程。更多信息请参见野中郁次郎和绀野登合著的《创造知识的方法论》。——译者注


[3]
 即按产品或地区设立事业部或大的子公司，享有一定投资权限，具有集中决策、分散经营的特点。——译者注


[4]
 即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的思潮和学说。——译者注


[5]
 梅洛-庞蒂指出，“身体是一种奇特的物体，它把自己的各个部分当作世界的一般象征来使用，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经常接触’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意义”。——译者注


[6]
 舒茨指出，这样的观察不是对他人的移情或同感。移情只不过是模拟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结构的类似关系罢了，而这里的观察是指“思考别人心里在想什么”。——译者注


[7]
 waigaya，原意为“吵闹、喧哗”。——译者注



第二章 知识的生态系统




问题2
 　对知识创造管理来说，市场是什么？


思维的视角
 　在知识经济中，我们应把“市场”理解为知识的生态系统，企业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依靠知识创造和知识资产开展可持续的差异性创造，这就是朝着共创的生态系统的经营方向进化。



如第一章所述，知识创造管理是现场实践的管理，同时也是知识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那么它是如何成长、发展的呢？面向21世纪，以往管理学的理论、框架等会失去作用吗？我们必须改变战略的意义。


用知识理解一切管理


知识创造管理的“引擎”是知识创造过程，通过把由知识创造出的知识资产
 （knowledge assets）转化为经济价值，企业实现了成长和发展。它不是受限的特定行业内的竞争战略模式，而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它在与社会的关联性中基于共生、发现和创新，创造出可持续的差异性。知识创造管理模式兴起的背后是以下3个管理环境的变化。

（1）向创意经济、创新经济转型（创造价值的不再是物质资产而是知识资产）。

（2）以对人类、社会来说的“共同善”为目的，“管理精神”的变化的要求（基于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要求）。

（3）向基于知识创造活动的网络型社会经济活动转变（从以竞争为中心转变为重视社会相互作用中的企业活动）。

创意经济的时代

我们已经迈入“创意经济”的时代。进入21世纪后，“创意经济
 ”（creative economy）开始被人们频繁使用，它认为人们的设想、创意或能够治愈人心的艺术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换言之，创意经济就是知识社会的经济，无形资产（即知识资产，尤其是技术诀窍、知识产权、内容产业、开发与设计等组织能力、品牌等）取代了硬件，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源头活水。

创意经济大致包括时尚设计、广告业、出版业、表演艺术等艺术化的产业（Howkins，2001；绀野登，2004）。狭义的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包括：①建筑、设计、时尚、广告等设计产业；②出版、音乐、电影、视频、游戏、电视、广播等内容产业（contents industry）；③表演、艺术、工艺等文化产业；④研究开发、软件等知识产权领域。在20世纪末，创意产业的GDP占据了全球GDP的7%。创意经济也使传统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在音乐产业，原来的唱片公司和CD销售量正在大幅减少，而iTunes上的下载量激增，已经超过了10亿首曲子。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创意产业，在经济政策中强调“创意性”。北欧各国利用经济政策鼓励创意产业，以“企业家精神与创意”“培育创意产业”“创新集群”“创造性场所的形成”为中心展开了讨论（Nordic Innovation Center，2007）。澳大利亚政府也标榜创意经济，用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在亚洲地区，中国、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已经出现了这种动向。世界银行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引擎是在城市中建立创造性场所，与以往“硬件”上的经济援助相比，“软件”上的支持对它们来说更为重要。不过，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创意经济不仅意味着内容产业、媒体、调查研究等创意产业部门的蓬勃发展，真正重要的是深入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组成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实体的钢铁产业、能源产业、运输业等迈向创意知识产业或与创意产业一道面向知识经济“共同进化
 ”（coevolution）。我们可以将这股新潮流的方向表示为“创意经济的3个侧面”。

（1）知识以及好的点子成为经济价值的源泉，作为新兴产业部门得以快速发展（理念经济）。

（2）在创意产业和传统产业中，提供创意和点子的新生代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属于他们的新社会即将到来（艺术经济）。

（3）这个时代企业和组织的变化（创新经济或以知识为基础的管理、组织的变化）。

归根结底，创意经济和创新经济是等价的。北欧各国的创新能力指数位居前列，它们同样非常关注创意经济。比如，芬兰认为创意经济和文化是该国创新政策的核心。当然，创新的关键还是人。

创意的本质不是内容、点子、经验本身，而是通过它们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恢复共同体的作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可谓创造了“朝气蓬勃、以人为本的经济”。在这股浪潮中，人们也开始关注设计的思维，对此我们会在第三部分中继续介绍。

知识资产带来价值

按照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大多数经济价值将会由技术诀窍、专利、著作权、品牌以及它们背后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新的知识创造）等产生，我们把这些知识称作“知识资产”。知识创造管理是凭借知识资产创造价值的管理。广义的创意经济就是知识经济，是由知识资产比重较高的企业、行业构成的，通过创意创新发展的产业。

毋庸置疑，目前许多企业的价值都来自于知识资本或组织可以利用的知识资产。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不再停留在概念上，它们已经成为现实。现在的状况和20世纪50—60年代大不相同，如图2-1所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从物质资产、有形资产大幅转变为知识资产等无形资产。

[image: 53289-00-106-1]
图2-1　标准普尔500家公司市场价值构成的变化



资料来源：Ocean Tomo公司资料。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同时期的单位GDP的企业投资的变化就会发现，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情况相对应，企业的开发投资主要是面向物质方面的（如工厂、土地、资源等），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投资慢慢地转移到了研究开发、教育等无形资产领域。

对企业来说，知识资产的可持续创造（再生产）成为经济价值的源泉。工厂曾经是价值的生产空间，沿着工厂的流水线，产品被添加了附加价值，企业由此创造出利润。一般会计原则（盈亏计算、资产负债表）沿用以前的模式。但现如今价值的生产空间是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知识工作者之间的或他们与客户之间的关联性，从微观上说，就是身体间性或“场”。如果把知识资产的范围扩大一些，它就不只是以专利等显性知识为代表的东西，它还包括由个人、组织、社会全面共享的知识（主要是隐性知识）以及支撑这些知识的关联性资本，即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顺便说一下，社会资本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一般来讲，它指的是社会及共同体层面的社会关联性资本，但是在经营管理、企业组织中，对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联性来说，社会资本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概念。它主要显示出组织内外人脉网络、共同体的组织文化等关联性的丰富程度，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融入了组织层面。

拥有优良的组织性社会资本的企业可以说是拥有优良的“场”的企业，在“场”的作用下，潜在的社会资本将会作为与企业价值相关联的知识资产显现。

创新：创造新的关联性

上文已经提到，20世纪初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技术、组织、新产品、销路等新方案）的概念，将其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只有“创业家”们凭借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抓住消费者的心，在一定时期内垄断市场，才会产生创新。

但是，企业对于创新的态度并不一定是积极的。创业家一旦做大了企业，其创业精神就会削弱，开始追求平衡与稳定，逐渐趋向官僚化。在大批量生产体制中，如果想要更改已经建立的生产流程，将会遇到不小的阻力。而瓦解了这种大批量生产体制的是日本企业灵活的生产体制中的组织性知识创造，日本企业依靠现场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超越了作为有形资产的工厂、生产设备等的界限，把生产体制“知识资产化”。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提出了“创意阶层
 ”（creative class）的概念，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日本企业生产现场工作的劳动者，我们认为这个概念的基础是与现场创意、构思相关的认识。从本质上讲，日本制造业的优势在于组织性知识创造，可是众所周知，面对未来经营环境的变化，制造业的发展瓶颈越来越明显。在21世纪，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企业管理必须在知识经济社会的语境中进行，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创新是什么。迄今为止，创新就像熊彼特说的那样，被人们当作产生经济效益的革新手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个人是创新的主角，但未来需要的是组织性知识创造——按照组织共享的愿景，全体成员产生共鸣，集思广益，通力合作。此外，创新不仅是研究机构的任务，还正在日常化、现场化。

那么，即使企业高层要求员工们为了公司的利益（经济效益）而创新，他们会真正行动起来吗？传统的创新概念正在改变，新的时代呼唤需求侧创新、逆向创新、基层创新等来自客户、社会现实的社会性创新，这不是从供给侧出发把握创新，而是从在社会现场中生活的客户、共同体等需求侧出发看待问题。从前，创新是自上而下的，即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与此相反，逆向创新关注“金字塔底层
 ”（bottom of the pyramid，BOP）市场，它以新兴国家的市场和社会现实为前提，在资源、能源匮乏等条件下开展创新活动。

新的管理模式

创新意味着通过此前从未有过的关联性创造组合知识资产，并将其转化为企业价值。企业如果想要提高知识资产的价值，就必须构建高质量的知识创造过程，但仅靠组织内部或部门内部的活动是无法实现的。生产体制的效率性的影响力正在削弱，管理虽然追求效率，但不是一味求快，未来需要的是能够恰当、快速地运用关联性的知识敏捷性（agility）。

有研究机构围绕今后的竞争优势对一些企业界人士进行了访谈调查（见图2-2），结果显示，在他们眼中，现在企业竞争优势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品牌力”“系列化能力”“销售规模和市场份额”。但是，在未来的重要性方面，这3项的地位大幅下滑，“成本及价格竞争力”“商品及市场营销的差异化能力”“组织的敏捷性与机动速度”“企业结构及商业模式”“问题解决能力”等现在排名较靠后的因素，尤其是和组织“智慧”有关的因素的地位显著提高。我们需要建立与传统“沉闷的”经营管理不同的、具备知识敏捷性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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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未来企业的竞争优势



资料来源：多摩大学知识领导力综合研究所调查（2009年10月）。


市场：知识的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与可持续性

在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以及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时，便利店的流通渠道成为人们的生命线，对受灾地区的经济复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令我们记忆犹新。便利店的网络是一种社会系统，它无法单纯地用“物流”“供应链”等词汇进行分类。正相反，遇到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事件以后的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时，致力于产品和零部件供给的“高效的”供应链的脆弱性暴露了出来。

制造业时代的市场与知识社会中的市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过去，市场的主要目的是产品交换；现在，知识的流通成为市场的任务，它必然以社会关联性为前提，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生态系统”的观点。序章中也谈到，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无法完全掌握市场信息，把市场当作理性的系统，深入开展环境分析，竞争优势分析，然后推导出战略的思维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熊彼特、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按照他们的观点，市场和企业的关联必须是动态的、发现性的。

知识创造管理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把伙伴关系而非竞争关系视为企业间关系的基础；另一个是关注组织与市场的动态关系，不单单把市场当作经济交易的空间。从本质上讲，它是适用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管理思维，尤其是克服环境的不确定性、具有超前性的态度和活动。它的机制是创造差异性，即与外部环境具有共生关系、来自知识创造和知识资产有效利用过程中的可持续的差异性。换句话讲，知识创造管理是以知识的生态系统而非竞争性环境为前提的管理（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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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知识创造管理产生差异性的机制



世界是一种知识的“生态+系统”，我们都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创造知识的企业不是如同竞争战略的“竞技场”那样的市场中的一部分，它是知识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生态系统由对企业活动产生影响的组织、制度、个人、顾客、供应商的共同体，以及大学、地方政府等机构构成。在知识生态系统中，每个企业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总之，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把流通渠道与客户连接了起来，以销售产品为目的，而知识社会中的市场形成了一个系统，它通过合作以相互依存的方式创造、共享知识，并创造性地、发现性地将这些知识转化为产品、服务、商业模式等。创造知识的企业在独自形成的或与其他企业合作形成的生态系统中创造差异性，携手共创共赢。知识生态系统打破了以往封闭性的企业组织间的壁垒，创造更加开放的关联性。各个利益相关方不断地构建多层次的场，动态地形成相互的关联性。

知识创造管理的生态系统

我们不能把市场仅仅视为企业的外部环境，企业在市场中也不仅仅是追求利润和展开竞争。企业是作为市场这一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知识经济社会以及知识创造管理越来越重视这一点，并且这种倾向正在具体化。人们已经注意到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界限变得模糊，个人借助社交媒体正在超越组织与社会的界限，只靠企业内部的逻辑分析已经无法维持管理了。比如一家公司是不可能单枪匹马实现纵向联合式的社会创新的，除了开放式创新
 （open innovation），创新中的伙伴关系也逐渐深入人心。

企业存在于多层次的知识的关联性中（包括知识、能力、客户及合作伙伴等周围环境），并在其中创造知识，形成知识资产，将它们转化为经济价值。在知识创造管理中，企业与市场可以说是“主客未分”的关系。根据以上观点，知识创造管理是指把自己融入由7个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中，在创造自身的同时与生态系统和谐共生（见图2-4）。下面我们分别说明这7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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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知识创造管理的生态系统=市场的构成要素




1. 基于共同善的存在目的


知识创造管理构成生态系统（市场），它的核心是存在的目的或存在的理由（reason for being），即对社会、客户等来说，“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企业基于存在目的或理由清晰地描绘出自己想要创造的未来，这通常由“企业理念”“管理理念”等来表示，但它不仅仅是在任何企业都通用的词汇，还应深刻地反映出企业自身的独特之处。

存在目的、存在理由的基础是对于人类及社会的思考、对于真善美等绝对价值的追求，它绝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企业的终极目标。产品、服务、技术、销售额、利润等才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一般来讲，共同善的意思是全社会共享的财富，在本书中，共同善指的是整个社会共同体共享的美德或合乎道德标准的事，从根本上讲，它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追求幸福的态度。比如在下面几段话里，企业表明自身的存在目的。

我们将充分考虑患者及其家属的喜怒哀乐，以提高他们的福祉为首要任务，满足全人类健康护理的多样性需求，在任何医疗体系中，成为一个具有存在价值、为人类的健康护理服务的企业。

（卫材制药的企业理念）

判断一个工作是不是“好的工作”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是对社会有贡献，为三井创造价值；另一个是让每一名员工利用好人生的宝贵时光。如果从事的是好的工作，那么盈利自然随之而来。

（三井物产前社长　枪田松莹）

我们希望以拥有无限可能性和发展空间的“Good Chemistry”为基础，打造一个“舒适惬意”的公司。我们在经营指标中新加入了“可持续管理”（Management of Sustainability，MOS）指标，进一步提高可持续的企业价值。

（三井化学公司社长　小林善光）


2. 价值主张



价值主张
 （value proposition）是指把企业的存在目的“翻译”给客户，即描述对客户来说什么是有意义的或什么是客户的真实需求，它显示出“市场=生态系统”的特征。传统的市场往往用产品、产业来分类，而价值主张用独特的优势来把握生态系统（市场），比如对客户价值、市场目标等实践标准、具体的可实现的陈述、经营指标等。

很多计算机的广告或机身上都有“Intel Inside”的标识，作为一家半导体厂商，英特尔没有让CPU默默无闻地充当计算机的零部件，它采取的宣传策略是树立高科技产品供应商的形象，表明英特尔的科技是信息产业这一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宝马以“终极驾驶机器”的造车理念提供“驾驶乐趣”；通用电气的“绿色创想计划”意味着“在满足顾客对于产品能耗要求的同时，引领企业健康发展”，按照这种价值主张，通用电气致力于提供产品和服务，寻找环境问题的解决办法；Facebook把全世界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它不是作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自上而下（top-down）模式，而是自下而上（bottom-up）或点对点（peer to peer）的网络。

价值主张可以提供独特的体验，它是产品与体验的融合，它靠商业模式不断地还原为盈利。例如，iPod就不是一款终端产品，它操作简单，携带方便，人们可以自行挑选、下载内容，随时都能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也就是说，iPod是提供这种体验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3. 知识资产（包括产品、服务等）


知识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品牌、经验诀窍、组织所共享的技术、关于客户及业务的知识等，它成为企业价值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讲，产品和服务也是企业的知识资产，可以转换为经济价值，或者把以上各种知识融入产品和服务中。

在高科技企业中，主要的知识资产以研究开发及技术等形态为组织所共享。在制药企业中，除了研究开发，与医生的关系网络、品牌等也是重要的知识资产。知识资产还涉及知识创造过程的输入和输出，是由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组成的各种形态的知识，企业能够将它们作为资产加以利用，使价值主张具体化。

知识资产不一定是企业自身固有的东西。比如，品牌通常被认为是企业的资产，实际上，它是客户拥有的知识资产。此外，共同体、城市、国家层面的知识资产将对企业的经济活动、生态系统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


4. “场”中的对话与发现性实践过程（知识创造过程）


知识创造管理的基础是“市场=生态系统”中的发现和创造的过程，知识创造过程
 （knowledge creation process）是创造产品和服务的主要的企业活动。

知识创造过程由“场”及在“场”中的实践构成，“场”意味着共享创造知识的动态语境和关联性。知识创造过程的目标是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和共享，它是一个辩证的展开过程，即不断地对价值主张的思考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进行扬弃；它也是一种实践，基于对现状的认识，通过对话完成概念化，并将概念共享和具体化。知识创造过程、“场”等原本是不可见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空间设计（办公室、工厂等）、职场中通用的规则、知识的方法论等理解和共享它们。

知识创造过程的关键在于其质量的高低，这可以根据对知识创造活动的应有状态的认识与现实的时间分配之间的差距等相对地进行比较。

研究开发的成果的关键也在于知识创造过程的质量的高低，而不是研发经费的多少。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对全球1000家企业的研发经费和业绩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研发经费的增加与业绩的提高基本无关，优秀的业绩取决于组织创新过程的质量，即组织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如何执行策略，它与组织的创新支出的绝对规模、相对规模没有关系（Jaruzelski&Dehoff，2005；Kahney，2008）。


5. 与业务相关者的关联性（作为生态系统的市场平台）


与业务相关者的关联性是指共同构建生态系统的伙伴关系。例如，思科系统公司把市场当作生态系统，与经销商、系统集成商、客户密切合作，开展网络服务业务。对于研发新药的制药企业来说，生态系统则由负责研究的大学、新兴企业、风险投资、政府有关部门、医疗机构等组成。

创造知识的企业不是如同竞争战略的“竞技场”那样的市场的一部分，它存在于生态系统当中，这个生态系统（也可以说是市场，但它在本质上不同于市场，它强调彼此的关联性）由对企业活动产生影响的具体组织、制度、个人、顾客、供应商的共同体等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把流通渠道与客户连接起来，以销售产品为目的，而生态系统通过合作以相互依存的方式创造、共享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转化为产品、服务等。

市场的背后存在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和自然资本
 （natural capital）（霍肯等，2001），可以称之为“社会关联性的知识资本”。换句话讲，只有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相互关联的条件下，可持续的发展才能具体化。因此，知识创造管理的生态系统也不能缺少这种关联。


6. 与客户、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结构、盈利结构（体现价值的逻辑）


商业模式的作用是根据企业的价值主张产生知识资产，在生态系统中将其转化为经济价值。通过把产品卖给消费者获取利润只不过是商业模式的诸多选项之一。商业模式是一种逻辑框架，它考虑的是利用什么样的资产和能力创造出“人无我有”的价值，如何把它提供给客户，如何形成良好的收支结构从而获取利润。现在既有短期及长期租赁模式，也有不需要用户直接付款的模式，像共享汽车、共享单车都是在使用时支付，以后也有可能不用花钱，用税金购买单车，作为公共财物，实现共享。

商业模式是决定企业与客户、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和盈利结构的关联性设计，对此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详细论述。


7. 实践智慧的领导力（经济哲学）


构思、组织化并驱动上述生态系统的关键是基于共同善的领导力（实践智慧的经济哲学），我们当前需要实践智慧的领导力
 （phronetic leadership），它拥有能够洞察、判断经营状况的高质量的隐性知识。

实践智慧是指把实践知识、共同善付诸实践的思维辨别力和实践行动力，它帮助我们牢记在社会中存在的目的，进行个别的、具体的判断并亲身实践。实践智慧拥有伦理的思维判断，随时都能做出最合适的判断和行动。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是明智者。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四章及第五章中详细讨论。


知识创造管理法则③：知识创造理论的系谱


知识创造理论

知识创造理论占据了知识创造管理的生态系统的中枢地位。组织性知识创造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指的是除了从外部获取所需的知识，组织还在个人、团队、组织整体的各个层面创造（生产）新的知识。

知识创造的过程是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转换的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知识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得以发展。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关系不是单纯地讨论哪一个更有用，激活隐性知识，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并有效利用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作用可以用知识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内隐化”（internalization）4个过程来表示，我们取其首字母，简称SECI过程。社会化是由隐性知识获取新的隐性知识的过程，外显化是由隐性知识获取显性知识的过程，组合化是由显性知识获取显性知识的过程，内隐化是由显性知识获取隐性知识的过程（见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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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知识创造过程（SECI模型）



这4个过程（模式）都可以作为知识创造的起点，不过我们认为最基本的还是从社会化着手，因为社会化不仅通过身体获得经验，还是一种“优势模式”：我们融入环境之中，从我们生存的现场、现实层面感受到价值。

SECI过程不是一个循环就结束了的，它是日常中呈螺旋状进行的、无限的、周而复始的持续性组织活动。因此，保持知识创造的原动力及其惯性至关重要——将丰富的隐性知识投入知识创造的螺旋运动过程，参与该过程的人们实现自我成长。企业、组织等能否持续进行自我革新和创新取决于具备面向未来高瞻远瞩的能力以及从属于组织的个体拥有的社会智力。

此外，SECI过程虽说是“可以无限地持续”的，但它在现实中也存在局限性，因为任何活动都会产生成本。那么，我们就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找出其持续运行的可能性。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如果知识创造活动的成本过高，企业、组织就应该扩大或模糊自身的边界，加入更多的知识，以节约成本，隐性知识及人的参与程度较高的社会化、外显化过程便是如此，企业并购（M&A）也是其延伸手段。与此相反，如果像组合化那样能够借助互联网等手段从外部环境中自由获取显性知识，成本就会很低，因此只要维持目前组织的边界就可以了（菊泽、野中，2011）。

另外，由于交易成本使传统企业合理化，封闭的等级制组织成为大前提。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知识创造过程出发重新审视组织本身的设计，即建立网络型组织（参考第十章）。

从本质上讲，创造知识就是创造未来。我们通过现场对话洞察尚不可见的未来的价值，以此为起点，为了实现目标而根据不同情况不断实践和具体化。知识创造就是这一过程在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互作用下的模型化（见表2-1）：通过直接经验与现场中的现实产生共情（社会化），将察觉到的本质浓缩为概念（外显化），然后把这些概念关联起来，建立体系（组合化），为技术、商品、软件、服务、经验赋予价值，将知识融入身体（内隐化），进而触发组织、市场、环境的新知识，再次将其社会化。


表2-1　知识创造（SECI）过程的4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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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传统管理模式，尤其是美国式管理的基础是以卡内基学派理论为代表的组织模式，它与知识创造模式存在以下3点不同：①前者是信息处理模式，后者是知识创造模式；②前者的基础是认知科学，后者的基础是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神经科学等；③前者是由计算机隐喻形成的组织模式，后者是由生命隐喻形成的。

知识资产·综合能力

使SECI过程高速运转，即动态地兼顾创造性与效率性的正是知识的综合能力
 （synthesizing capability），它是组织的“智力”，也是一种知识资产（野中郁次郎、绀野登，1995）。

现如今，企业的经济价值已经不能仅凭物质资产来计算，重要的是企业的智力、经验知识、产品开发的诀窍等知识资产。企业拥有的知识资产越丰富，企业的多样性就越高，在不确定的多元化未来中面对有可能发生的状况时也就越能够能动地创造知识，因此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也就更大。

资产是“企业用于经营活动的、对于创造利润必不可少的自有财产”（《会计法规汇编》，中央经济社），它能够创造差异性，是值得再投资的财产。所以，对于现代企业组织来说，知识毫无疑问是最有意义的“资产”，知识的有效利用与持续性创造是极为关键的经营课题。

但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actice，GAAP）及商法的框架下，知识资产没有被当作资产来看待。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观点，在现实中，企业内部的知识作为一种资产常常是不完整的，与知识本身相比，企业更加依赖于特定的人，所以利用知识开展管理是一件困难的事。不过这种认识正在改变。

知识资产是无形的、不可见的，在知识创造管理中我们需要解决的课题是如何有效地共享、运用既有的知识资产，进行新的知识创造。因此，如表2-2所示，我们可以通过知识资产、综合能力的源泉（市场、组织、产品）与知识创造过程中的状态（经验的、概念的、形式化的、机制化的）把握知识资产的范畴，将知识和能力制成图表并进行描述。


表2-2　知识资产的范畴及示例

[image: 53289-00-124-1]


在表2-2中，我们把最重要的知识资产称作核心知识资产或综合能力，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在与其他知识资产的关联中将客户价值具体化、实体化的东西。组织拥有大量的知识资产，比如企业组织以及在企业里工作的员工的总体知识可以按照某种结构对其进行分类，其中就包含了其他企业无法模仿的特有的知识。资源基础理论中的核心竞争力、知识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IC）、能力等都是与知识资产有众多交集或相近的概念。按照知识创造过程的框架，表2-2囊括了上述要素。

知识资产的潜能

企业总体的知识资产是不可见的，但是人们开始通过知识资本会计等方式努力核算没有体现在总市值或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无形知识资产。这种情况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知识是事实上的企业资产，可是GAAP依然停留在工业社会阶段。

如果是上市公司，企业可以采用整体性的方法，将有价证券报告书的数据用于知识资产的知觉化。例如，在制药业等重视知识资产的行业，现在的知识资产的比重关系到数年后的发展，这是因为企业、组织的知识资产，即知识的积累的质变会引发新的知识创造，从而融入环境的不确定性，实现持续性发展。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假设总市值中的知识资产比率是“知识资产比率=1-（有形资产/总市值）”，把这个公式用于制药行业，就得到了图2-6。

企业、组织要想创新、拥有丰富的知识资产，除了人才、知识产权、过去的经验性材料等底蕴，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组织知识集聚的质量要高，且创新、愿景、设想等方向明确；二是拥有能够将它们具体化的领导者。

对于物质资源来说，知识是不可见的。俗话说“你管理不了你无法测量的东西”，无论什么都要“可视化”的做法实际上是极端典型的管理思维。假如仅凭看得见的东西、数值进行管理，我们就会过度信赖数值，这将带来很大的风险。软件、经验等知识是看不见的，我们认为，价值正蕴藏在这些看不见的东西里。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展组织调查，通过比较调查或时间顺序变化等要素观察组织的知识创造活动。下面列举一些方法，供大家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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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制药企业知识资产比率与未来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关系



注：计算总市值中的知识资产比率。知识资产比率=1-（有形资产/总市值）。一部分企业名称为当时的名称。

资料来源：日经社会信息。多摩大学研究生院. 知识创新研究所（KIRO）调查。

知识资产、能力的相关概念一览

知识创造过程及知识资产解释了与组织资源、能力相关的基本动力，这一观点既属于自20世纪末开始一直被探讨的知识资产或能力的概念的发展脉络，又受到其他不同观点的影响。在此我们梳理一下与之相关的概念。


1. 作为企业内部资源的无形资产


20世纪80年代，伯格·沃纳菲尔特（Birger Wernerfelt）、杰恩·巴尼（Jay Barney）等人提出了“作为企业内部资源的无形资产”（resource based view，RBV）的概念，即资源基础理论。他们认为，经营资源和组织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麻省理工学院的沃纳菲尔特指出，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这里的资源不仅仅是物质的、人力的、组织的资源，还包括品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

根据巴尼的理论，战略上有效的资源具备以下4个特征：①能够创造经济价值（value）；②稀缺性（rarity）；③难以模仿（imitability）或不可替代、转移；④能有效利用资源的组织结构（organization）。

但是，RBV中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作为过去的“库存”的资源，换言之，稀缺性等特征显示出把资源看作“物”的静态倾向，因此它缺少动态性，受到了“动态能力理论”的批评。此外，RBV虽然也提及从外部筹集、获取资源，但它没有明确地说明创造具有稀缺性的内部资源的方法、过程和基本能力。


2. 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核心能力）


美国著名管理学者加里·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提出的核心竞争力
 （core competence）的概念类似于RBV，它主要讨论了组织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指的是旨在为未来客户提供便利的、企业自身的、独一无二的核心能力。相对于竞争对手，它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是难以模仿的能力与技术的集合体。哈默尔的早期理论以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企业为研究对象（比如索尼的小型化技术）。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核心竞争力的测算、评估是一件困难的事，有时它只停留在概念上。此外，所谓的“核心”也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必须把是否过时、落后纳入评价体系。《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
 ）的作者詹姆斯·柯林斯（James Collins）指出，企业要想实现伟大的飞跃，就必须跳出“能力的陷阱”。

多年来长期支撑企业发展的核心业务的能力在未来不一定有效，有了核心能力，比如日本的“产品制造”，未必能成为世界第一。成功或许只是偶然的、幸运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过高地评价自身的能力，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3. 知识资本


20世纪90年代，瑞典隆德大学的教授雷夫·艾德文森（Leif Edvinsson）等人创立了知识资本（IC）理论，这是与企业、经济中看不见的资本、资产相关的概念化手段和体系。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将没有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但反映在总市值中）的无形资产可视化，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分类方法。因为“不可见”“难以理解”，所以要“分类”，基于这种观点，表面的市场价值被放在优先的地位（重视财务）上。由于无形资产的分类及指数化等占据了优先的地位，知识资本也呈现静态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艾德文森指出“场”对于激活具体的、潜在的知识资本很重要，他也提倡本书介绍的未来中心等活动（见表2-3、图2-7）。


表2-3　主要的IC理论的结构与特征

[image: 53289-00-129-1]


[image: 53289-00-130-1]
图2-7　典型的IC图式



资料来源：根据Roos et al.（1997）的分类表示出的无形资产。

知识资本理论中的静态方法受到了批评，为了对其进行修补，也有人用“存量和流量”的图示来表示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如图2-8所示。

[image: 53289-00-130-2]
图2-8　存量和流量



资料来源：Canzano and Grimaldi (2004).


4. 动态能力


知识资本和无形资源理论分别产生于对会计、经济学的关注，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提斯（David Teece）等人认为它们缺乏动态的组织能力，提出了动态能力
 （dynamic capabilities）理论。能力就是组织的“智力”（绀野登、野中郁次郎，1995）。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如果想要把知识资本和内部资源变成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就需要一个具备企业家精神的领导者，像乐团的指挥那样带领组织成员持续革新知识基础。可以说，它继承了熊彼特提出的创新与企业家的关系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念。


5. 自我超越（对组织的学习能力、个人能力的关注）


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其特征是不断地进行应对周围环境变化的学习、“Unlearning”
[1]

 “学习方法的学习”及分享。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形成背景是对20世纪机械文明的批判以及系统理论的缺乏等。

在学习型组织中，学习的个体成为知识训练的基本单位，奥托·夏莫（Otto Scharmer）的“U型理论
 ”也属于这一理论框架。U型理论深入挖掘组织能力的问题，将其扩展到领导者个人的内心意识及变化过程层面。它主要由以下3个阶段构成：①与世界合而为一的“感知
 ”（sensing）；②通过内省让内在领悟涌现的“自然涌现
 ”（presensing）；③顺应自然、迅速行动的“实现
 ”（realizing）（奥托·夏莫，2010）。在日本人看来，U型理论与道元《正法眼藏》一书中的思想方法很相近：①从“现实”的二元论的世界解脱；②进入深层的“空”的世界；③在与世界的主客未分的关系中重构自我。

从广义上讲，上述概念都与知识资产有关，它们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展开了讨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知识资产的概念得以传播，与知识工作者在组织层面创造知识的过程相对应，它总括性地把握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它的基础是基于知识的认识论、存在论（哲学、社会学、美学）以及人类的主体行为的创新。

知识创造管理的驱动力

什么样的组织“力量”能够把知识创造管理的生态系统的7个要素有机地综合起来，驱动知识创造的过程呢？如果企业不是单纯的利润机器，那么我们究竟要以什么样的共同意识、共通感觉为基础，去实现知识创造管理呢（见图2-9）？

[image: 53289-00-132-1]
图2-9　知识创造管理的驱动力



首先，我们从对企业存在目的的认识（我们为了什么而存在）与环境（生态系统的现状、变化与问题等）的不一致和矛盾出发，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追求共同善，这就是企业的“存在论的驱动力”。换句话讲，它关系到企业的存在理由，企业（法人）遵循着社会意志生存，创新不是为了企业的利益，而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这是基于企业与组织成员（个人）的共同意志、面向未来的建设性驱动力。

其次，我们通过企业的愿景、宗旨等形式共享组织的“思考”，将其投入组织成员与顾客的个别的、具体的动态关联中，以提供、实现客户价值的方式不断将组织的“思考”转化为企业价值，这就是促进隐性知识（实践）与显性知识（对话）转换的“辩证法的驱动力”，它运用“正反合”追求真理，是组织的舞台、机制、工具。例如，促进开放式对话的制度、直言不讳的讨论、容许“试错”的领导层的态度等都会激发这种创造性的驱动力，工作坊式的快速判断和实践有助于推动业务发展。总之，这意味着创造知识的方法论已经融入企业的商业模式和价值链之中。

最后，蕴含在场（共享知识的动态语境）和组织文化中的、场的当事者之间的利他的“共主观性的驱动力”发挥了基础作用，这种力量来自组织中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客户的场的共享，通过共主观性（身体间性）“涌现”。比如，在职场的日常活动中打造有利于交流沟通的环境，贯彻互帮互助的原则，促进对话与理解。“建设未来”“创造性喜悦”和“利他主义”看起来很抽象，但企业高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必须对其充分理解并将其付诸实践。个人以企业这一场所为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而生存，基于对企业存在目的的认识，开展辩证法的对话过程，个人从“现场=场所”的共享出发，完成自我实现，这便是知识创造管理，一种富有“人性”的管理。


实践要点：知识创造管理的可视化


记述作为知识创造管理的生态系统

如表2-4所示，我们可以基于知识经济社会特有的关联性，结合知识创造管理的7个要素，设计能够保证知识资产产生收益、有机地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


表2-4　对自己公司的生态系统的记述

[image: 53289-00-134-1]


知识创造、知识资产的尺度

在知识创造管理中，除了有形的物质、金钱等资源，我们必须具备探索不可见的知识的精神。如表2-5所示，我们介绍了与知识创造管理相关的可视化工具的大致内容。


表2-5　知识创造管理中可以运用的调查技术

[image: 53289-00-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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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者必须准备抛弃他所知道的一切，吐故纳新。——译者注



第三章 作为生活方式的战略




问题3
 　在知识创造管理中如何制定战略？


思维的视角
 　首先，战略的制定与执行密不可分。战略形成是一个把组织动员起来的政治性过程，它从带有社会目的的意志（共同善）出发，通过实践智慧得以实现。



问题3是一个朴素的问题，但是，在知识创造管理中，战略的意义和制定过程是一样的吗？与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主要在美国形成的战略论的系谱相比，知识创造管理有何不同，它又带来了哪些启示？


管理中主观意志的回归


不同的战略观

一般认为，战略决定了存在的目的，显示了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在此意义上，知识创造管理与传统的管理没有区别。但是指引方向的战略制定、战略本身的定位（战略执行）、作为前提的战略观三者大相径庭。

知识创造管理战略的出发点是把企业当作“创造独特的未来的存在”。

战略观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从20世纪走向21世纪、从工业社会走向知识社会的大潮中，我们迎来了全球化形势的变化、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事件等经济上的拐点，传统的战略与管理也走进了死胡同。

战略论一直属于管理学的领域，历经各个时代而反映出多种多样的战略观，呈现复杂化、混合化的特征。明茨伯格看到这种情况后，对战略的类型进行了划分（明茨伯格等，1999），他纵论十大战略管理流派，提出了通过组合不同的策略制定、执行战略的方案。明茨伯格批判了沉迷于逻辑分析的决定论式的方法，他认为动态的形成过程才是战略应有的姿态，我们要在战略“涌现”的同时根据具体状况调整、执行战略。

战略的形成并不是写一个策划书（显性知识）然后冠以“战略”二字就可以了，它是一个反映现场状况的、与战略实践（行动）相联系的综合性过程。在实战中，战略的核心蕴藏于兼顾时刻变化的大环境与小细节且实时更新的“现在知识”之中，照搬写好的计划是没有用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战略必须作为组织的知识被大家共享，组织必须“活在战略之中”，即充分理解战略。

战略论的历程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战略论的历程。一般认为，战略论成为经营管理的主要课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若干重要的流派。


1. 黎明期


被誉为“战略理论之父”的哈佛商学院教授肯尼斯·R. 安德鲁斯（Kenneth R. Andrens）认为战略是一种决策模式，它决定并揭示了企业的目标，提出了实现目标的方针与计划。安德鲁斯最初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研究者，他提出一个相当于SWOT分析方法的战略性框架——基于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下的机会与风险，根据自身的能力和资源等，为完成企业目标做出最佳的产品和市场选择。安德鲁斯的观点汇聚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战略的共识，他指出企业存在的理由不仅仅是为了股东价值和利润的最大化。


2. “科学的”方法


战略从一种常识逐渐变成了可预测的计划对象，在此过程中，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于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经验曲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可以按照经验曲线设想价格（成本）竞争力，然后根据它与市场份额的相关性构建产品投资组合矩阵（product portfolio management，PPM）。

PPM以经验曲线为前提，把产品划分为若干种类型来进行管理，它的逻辑是在快速发展的市场中通过经验曲线创造成本竞争力。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把战略过于简单化了。


3. 波特的登场


以上观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可谓是“战略论前夜”，此后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以战略定位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参考第一章）。竞争上的优势地位由来自外部环境的5个要素决定，企业通过获取和利用资产取得竞争优势，这就是竞争优势的战略。

与此相反，正如第二章所述，沃纳菲尔特提倡的、巴尼发展的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只分析外部环境无法说明业绩的差异，组织的内部资源在战略上才是有效的。换个角度来看，与其说这两种战略观是对立的，不如说它们都以竞争优势为中心，相辅相成、相互补充。

此外，动态能力理论等指出了RBV的不足，比如关于如何创造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源，RBV缺少动态性。


4. 战略论的丛林


经过各个流派一系列的发展，战略论产生了许多概念，形成了所谓的“理论丛林”。明茨伯格式的流派分类也成为战略论研究的一种模式。但是正如明茨伯格所说，战略是动态“涌现”的，因此把战略当作形式上的知识而孤立地把握，使战略与实践脱节的方法开始四处碰壁。组织必须在现实的实践中掌握能够发现有效战略的方法论。

在以前，计划式的战略概念主要以经济学为基础，利用财务资本、物质资源、信息资源等，而现在，学习型组织理论等思维方式以知识和关联性为基础，把战略当作主观的、动态的知识过程和实践，知识创造管理正属于这股潮流（见表3-1）。


表3-1　战略的变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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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意志（主观）的管理

在传统的战略制定中，我们根据客观的业务环境分析提出课题，指明工作方向。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这种方法导致大多数战略没有得到执行。因此，我们要共享组织的价值观和组织文化，让战略真正落到实处，换句话讲，在进行战略定位时，我们要保持战略制定与战略执行之间的平衡。战略论的复杂化也是因为制定与执行脱节。

即便自上而下制定的战略在演绎上是正确的、符合逻辑的，但如果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就不会有效果（在很多企业里，形式上的中长期规划静静地躺在抽屉里，无人问津）。对很多企业来说，一提到“战略”不外乎涉及全公司的战略制定活动或作为其结果的战略策划书、单纯的销售目标等，战略并没有真正地融入组织的日常活动。在一线的员工看来，这些都是从天而降、没有明确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即便公布了“本年度的方针”，员工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行动（结果等于什么都没说），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很多时候，当事人中，战略是清晰的，接下来把战略变成现实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在组织的现场中，本应有所行动的人却没有投入战略的实践之中，战略与实践隔着一条鸿沟。战略必须伴随着有意义的实践，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执行力障碍”，这是抛弃了主观性的实证科学的管理带来的弊端，即分析性战略的兴起降低了实践的地位。我们必须从人的主观意志行为出发，重新审视经营管理、企业、个人的工作与生活，战略的实践不是被动的，它需要人的主观意志的参与。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尼古拉斯·雷谢尔说过下面一段话。

人类是追求理想的生物。很多时候只有在超越了界限的地方把手再伸得远一些，用力去抓住，才能得到最合适的结果。人类是现实与可能性这两个世界的居民。

（雷谢尔，1987）

理想或许不可能实现，但是只有努力尝试，人类才能突破极限，创造知识。催人奋进的是追求理想的信念与意志。


战略中的目的论


战略的目的是什么

利润的最大化毫无意义……“利润最大化”这个概念的危险在于误解了利润的意义，使利润像一个神话……利润和利润率还是极为重要的——对社会甚至比对个别企业更为重要。但利润率不是工商企业和企业活动的目的，而是一个限制因素。利润并不是企业行为和企业决定的说明、原因或存在理由，而是对其有效性的一种考验。

（德鲁克，2000）

影响全世界的美国式管理以“管理是一门科学”为基础，它是赫伯特·西蒙等卡内基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的思想，是一种“决定论”式的思维方式。和物理学一样，它对所有要素进行定量分析，寻求逻辑上的、实证的唯一最佳解释。它还认为，人类的个体都受到认知边界的制约，只有高效的组织才能在理性的边界下开展信息处理业务。这种排斥主观因素的价值中立的观点抛弃了“我们的存在是什么”“我们想要如何生活”等人类的意志。

但是，知识创造管理不能缺少目的论，我们要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自己应该做什么。战略包括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假如只偏重后者，战略就会变成扩大营业收入的手段，即具有强烈“战术性”倾向的战略。最近，人们过于忽视基于更高层次的经营理念的管理战略。

当然，确保利润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它不能代表全部的战略。按照德鲁克的观点，如果以获得营业利润为目标，那么企业本来的目的可能无法实现。战略是在不确定的未来实现企业目的的过程，需要不断平衡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只靠追求利润来维持经营的企业令人想起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描写的普罗大众浑浑噩噩地期待着未来的样子。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人类本应在有限的时间和历史中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对死亡的自觉正是面向未来、对生的自觉。

那么对企业来说，其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行动和事件的存在是为了服从一个目标，而最高的人生目的（最高的善）是幸福。幸福本身不是手段，道德才是通向这个最高目的的道路，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原点。对于生存于21世纪的企业来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共同善与目的的对照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因为人类无法独自一人生存。但是，人类也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地生活。因此，人类在社会中保持协作关系的同时，必须调节与他人的利害关系。那么在社会的维持和发展过程中，共通的公共问题就产生了，而政治正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决策，社会所共有的目的便是实现共同善。

为了持续提高企业利润（这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们必须设定一个目的作为其前提，然后从这个目的出发。这样一来，目的论就与战略论、领导力理论等产生了关联，因此，共同善与实践智慧的领导力成为知识创造管理的主要成分，占据了战略形成的中枢地位。

从哲学上看，追求共同善的人类的本质是一种为了目的而创造意义的社会存在。最近的科学研究也暗示了这一点，哲学家马克·罗兰兹（Mark Rowlands）综合了近年来的认知科学等研究成果，论述了与以往笛卡儿主义式的思维不同的知识的存在方式，笛卡儿将心灵与身体分离，重心灵而轻身体。知识的创造不是只在大脑中进行的，罗兰兹把瓦雷拉的具身认知与延展心灵结合起来，提出了融合心灵的新观点，即把知识的本质理解为一个过程，我们在其中与环境相融合，进而不断地自我超越、创造意义。

人类大脑的进化和语言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语言在与环境的相互关联中发展。融合心灵也和大脑进化的研究成果具有共通之处。特伦斯·迪肯（Terence Deakin）指出，不是大脑产生了心灵，而是人类通过使用语言，形成了拥有心灵的大脑（迪肯，1999）。换句话说，我们利用语言参与环境的变化，从而产生了意义，并针对环境开展活动。这个过程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重复，人类的大脑不断进化。

总之，人类为了实现目的（从根本上说是实现幸福等共同善）而与环境（社会）一道创造意义的存在论式的种种努力，不正是战略形成的本质吗？


以追求共同善为起点的战略形成


构建知识创造管理战略

知识创造管理是以知识社会的经济
 （the economy of knowledge society）为前提运作的企业管理模式。在知识社会的经济中，无形的知识资产成为价值的源泉，正如德鲁克所说，这便是由各种群体的网络组成的“组织社会
 ”（the society of organizations），因此它必然要寻求新的管理模式。

与以往的战略论、组织论、领导力理论等不同，知识创造管理从知识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个总括性、实践性的管理的知识体系，其战略形成也是与社会密不可分的企业和组织的意义的形成过程。如图3-1所示，我们用7个部分简要说明知识创造管理的战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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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知识创造管理的战略体系与概要



注：此图为总图，按照原书7个分图的出现顺序标注序号，不再单独附图。

战略制定的步骤


1. 问题的起点：社会与企业的目的（共同善）


知识创造管理的起点是向知识社会、知识经济转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信息社会的概念开始普及，它是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形态。在信息社会里，用信息而非产品创造附加价值的产业的比率将会上升。在现实中，大部分的GDP都是由无形的服务和知识贡献的。

知识社会建立在人类的知识的基础上，因此知识社会也是一个关联性社会。现在，由于业务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必须搞清楚企业存在的意义。此外，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关联性也不同于往日，企业管理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同时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发展、革新机遇。知识社会背负了工业社会时代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企业活动的出发点不再是20世纪提倡的“发展”“增长”等。我们必须思考究竟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或者说社会的理想状态是什么，这自然而然就会涉及共同善。

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并购等企业间的竞争如火如荼，但是单纯的规模经济、市场份额、竞争优势等正在与管理的目的脱节。判断是追求规模还是追求质量并为企业发展指明方向的正是企业目的，它取决于企业如何读解更加急剧的时代变化。

当然，共同善的内涵也因地区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我们认为跨国企业应该因地制宜，认可差异与不同。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出一个不会变成功利性手段的主题或命题，把它作为愿景展现。


2. 业务目的（追求共同善的现实目的）


知识创造管理与以往的管理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看重知识社会中的管理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追求共同善。这是因为企业的管理活动对利润的渴望不再那么强烈，它为了实现社会目的，把共同善作为管理的基础。它看起来带有非营利性组织的色彩，但并不是CSR或企业公民活动，归根结底还是在社会、企业、个人的关联性变化以及市场竞争模式错位的背景下的经济活动。在知识社会里，企业不再追求竞争优势和私利，而是为社会中各个利益相关方做贡献，在社会关联性中持续生存。

在这种崇高的经营目的之下，企业提出业务构想（愿景、驱动目标等）。业务目的体现在思想领导力
 （thought leadership，基于新的思维方式的未来市场的领导力战略及其启蒙活动）和概念营销中。

IBM对顾客需要的业务、经济走向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将结果应用于管理实践。为了了解世界各地企业管理者心目中的挑战、目标等是什么样的，2004年以后，IBM每两年实施一次“IBM全球CEO调查”，直接采访公司CEO。

2009年的调查获得了来自60多个国家及地区、33个行业的CEO及公共机构领导者等1541人的支持。该调查报告明确指出，第一，企业管理者必须思考如何跳出内部变革的局限，克服目前围绕着企业的不确定性；第二，作为企业领导者，创造性是最重要的资质；第三，通过与客户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推动今后的业务发展。调查的结果为IBM点明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IBM致力于解决“CEO需要怎样做才能把复杂的局面转化为自身的武器”这一课题，持续构建自己的商业帝国。

相比之下，日本企业不怎么擅长这种思想领导力，因为它是思科、施乐（日本富士施乐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通过“知识论坛”开展过此类活动）、凯普杰米尼等信息服务业、管理咨询行业的经营手段，难以广泛地应用于制造业处于主流地位的日本。

在“追赶型”战略的时代，日本企业根据对市场环境、竞争对手等的分析结论分配企业资源，可如今的市场趋势是不确定的，它有可能体现在企业的决策及行动结果等方方面面。如果想要应对社会系统的变化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能够洞察未来、指引我们满足客户需求的方法。


3. 独有的知识资产与能力


我们还应该考虑组织的能力和“知识能力”，它虽然属于知识资产，但它不是静态的，而是一种对知识资产进行创造、扩大和修正的动态能力。因此，企业有必要通过将知识资产进行图示（参考第二章），明确自身资产与能力的现状，这有利于处理好大目标与业务目的的关系。


4. 知识创造过程的构建


知识创造管理是指企业为了实现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中追求共同善的业务目的，运用独有的资产（知识资产）和能力，提供客户价值，解决社会问题。

知识创造管理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知识创造过程的共享；另一个是实践场所的形成。战略与实践不可分割，两者的融合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市场是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而非竞争空间，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组织不是分析完市场环境再提出战略、完成任务就可以了，而是应该反复进行假设、综合、实践。


5. 构成“场”的能力与资产


依靠以上两大支柱，企业在自己的“后院”（backyard）构建知识创造的场所，确定业务活动的优先顺序，测算知识资产的盈利指数，对现在及将来所需的知识资产进行投资。

此外，企业还需要在现在及将来合理分配各种资源与能力，打造良好的活动环境（工作场所、IT环境等）。


6. 商业模式与组织


在管理的“前线”（frontline），企业应把市场视为生态系统而非竞争空间，建立知识工作者的组织——他们是知识创造的“排头兵”，追求并实践能够创造利润的业务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将在第七章讨论商业模式的问题）。


7. 分布式自治型领导力


企业应具备统筹安排以上6点的管理能力和领导力。领导力具有分布式自治的特征，具体来讲，网络化的组织以及作为其核心的知识领导者、培养生产者的场所、教育研修等要素可以使以上各个过程运转起来。


知识创造管理法则④：生存于叙事中


上面我们简要列举了与知识创造管理的战略形成相关的各个要素。战略形成是一个“政治性过程”，它从带有社会目的的意志（共同善）出发，最终通过领导力成为现实，实现目的。在此意义上，知识创造管理的战略形成必须借助一种方法论，用它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全面动员，建设叙事性的“场”。

战略与“叙事”的关系

战略形成中的“叙事”并不意味着像讲故事一样简单易懂地说明战略及其实施过程。故事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企业应把战略当作一种叙事，和战略“共存共生”。
[1]



我们想象一下，管理战略部门向现场组织下达了战略指示，提出了数值上的目标，战略中不包含与人们的行为、变化相关的要素。如果现场组织不理解每项数值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即没有做到内隐化），那么作为新知识的新战略就无法落到实处。因此，有的企业把战略的制定与深化上升为整个组织的活动。众所周知，微软公司便是如此，另一个例子是通用电气公司充分利用领导力研修，将其当作战略制定与共享的场所。换句话讲，即使以文件的形式公布战略及计划，那也只不过是显性知识而已。如果想要使战略成为推动组织发展的“知识能力”，我们必须把战略转化为隐性知识，在身体层面共享、理解。因此，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叙事（讲故事），它能够在尽量减少隐性知识流失的状态下传递知识。

叙事（讲故事）是从古至今流传的知识传递手段之一，它本身也是知识，常常能打动人心，让人们行动起来。当我们把叙事应用于战略时，我们便掌握了一种过程、能力或方法论，用它来创造、共享、实现一个超越既有现实的不同的世界。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就是一位非常擅长讲故事的“语部”
[2]

 ，他能够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创造别人未曾注意到的全新的世界。苹果公司的副总裁巴德·特里布尔（Bud Tribble）将乔布斯的这种才能称作“现实扭曲力场”。

现实扭曲力场凝聚了乔布斯口若悬河的表述、过人的意志力、扭曲事实以达到目标的迫切愿望。假如他无法用某种逻辑说服对方，他会巧妙地转换另一种逻辑。有时，他甚至会突然说出对方的意见，而且装得好像是他自己的意见，他没有别的想法，这令对方不知所措。

（Kahney，2008）

战略论中被忽视的主观性和意志

正如德鲁克所说，管理（战略）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而是“创造理想结果的行动”。它意味着“基于企业的行动的自由（freedom of action），尝试形成持续扩大经济状况的边界的经济环境”（德鲁克，1996）。在此意义上，战略便具有了现实扭曲力场或创造新世界的性质，它常常不同于分析客观环境得出的结论，换句话讲，战略不是环境决定论那样根据分析选择优势定位的程序。

战略的主体是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战略反映了他们的意志和想法，也是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形成的动态过程。但是近年来，本应是管理和战略的出发点的人类主体意志在战略论的框架内的体现越来越少，这导致人们轻视了主观意志的作用，而主观意志有助于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追求各种可能，为实现更大的目标而改变客观状况。

毋庸置疑，目前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复杂多变，建立在过去的市场数据分析基础上的计划性战略的效果相对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员工的创造性、领导者的判断力等人类的意志、能力及个体行为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创造性的战略概念。

因此，我们开始关注“讲故事的方法”（narrative approach），它是以个体及组织的主观要素为基础的创造世界的知识的方法论（野中郁次郎、绀野登，2007a、2007b），基于个体的动机与设想，制定并实践创造性战略。从主观出发创造世界意味着，通过实践我们自身发生了变化，意识发生了变化，这正是叙事（讲故事）的本质。叙事（讲故事）不是名词（story），而是动词（story telling），它代表一个事件、一种体验，我们希望大家像讲故事一样制定并实践知识创造管理战略。

政治性过程

上文提到，在以往的战略论、组织论中，战略是独立于实践的所谓“科学的”命题。众所周知，经过反复分析制定的战略（策划书）未必能立刻得到组织的支持。单纯的交流沟通或自上而下的模式都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只有把战略作为鲜活的“组织的知识”来共享，才是有效的。比如在管理现场尝试新的战略时，为了获得全公司的支持和资源，必须让最高管理层事先了解和认可，因此关于战略的制定、更改、革新的政治性过程在日常工作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政治性过程的重要性一直是纸上谈兵。

领导力中的政治技能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资质。政治技能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积极评价，这是因为“政治”二字的影响（比如“政治游戏”）。不过最近人们开始关注政治技能，因为传统的领导力理论与现实中领导者的行为相去甚远，人们认识到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Ammeter et al，2002）。本书提倡的“实践智慧的领导力”便有了政治性的一面。

杰拉尔德·费里斯（Gerald Ferris）等人把领导者的政治技能分为3个层面：①个体内部过程（如自我钻研、目标设定）；②人际交往过程（对他人产生影响，建立人际关系网及联盟）；③团队水平提升过程（建立愿景，团队士气诊断，团队成员交往）（Ferris et al，2007）。具有这些政治技能的领导者能够提出愿景（不仅仅是企业的愿景，还有与社会共同善相联系的合理目的），做出现实的决策，把组织动员起来，这意味着通过政治性过程创造、驱动组织的社会资本。

政治技能与叙事的战略方法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以人为对象。如果领导者的决策不能为人们所接受，那么最终目标便无法实现。因此，领导者必须和员工共享鲜活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上，即便失败了，领导者也能修正自己的假设，继续前进。

但是，想要发挥政治性过程的作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领导者必须未雨绸缪，在准备及幕后工作上多下功夫：与以往的分析性战略相比，投入更多的精力把握组织及组织内部的共同体状态，提出假说，进而聚拢潜在的合作者。

因“叙事”而变化的主体

战略的意思是面向某种目标，打破现状的制约，在创造意义的同时实现目标。但变化是现实的常态和前提。因此，我们要找到一条具有现场实践性的途径——作为主体的个人、组织或企业基于自身的意志，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目的。换句话讲，随着不断实践我们最初的设想，我们与变化的现场和现实能动地发生关联，在试错的同时将目标具体化。如果只是按照别人的命令做事，谁都不会满怀喜悦地去做，只有主客观因素同时发生变化，人们才会积极行动。

只要亲自去做生意就会明白一些道理，但是战略论很少“科学地”反映这种感觉。值得庆幸的是，最近对叙事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我们能够积极地将主观的领域模型化。

提起“故事”（story），或许人们觉得这是小孩子的专属，但从概念上讲，它属于被称作“叙事”（narrative，narrativity，narratology）的知识的领域。100多年来，随着知识的进步，人们学会了从叙事的角度出发思考文学、历史乃至精神。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把叙事的知识引入了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叙事不是为了表面上的趣味性，其本质在于表达内在的变化。

山田洋子将叙事的本质概括如下。

①与生成过程本身相关的创造世界的模式：把人类存在的意义理解为在“时间性”中的生成（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

②将日常中的细节的本质可视化：原封不动地将复杂的“个别具体性”普遍化。

③集思广益的过程：真理不是唯一的，容许多种多样的情节；情节模式：浪漫、讽刺、喜剧、悲剧。

④追问“生活方式”的方法论：对比活在当下的自己，不断追问“生活的意义”。

（山田洋子，2000）

叙事战略不是像讲故事一样简单易懂地说明某件事情，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通过叙事（讲故事），我们自身、我们的企业变成了不同于目前状态的另一种存在（见图3-2）。

[image: 53289-00-157-1]
图3-2　作为自我变化过程的叙事



例如，叙事医学
 （Narrative Based Medicine，NBM）是叙事的知识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正如其字面意思，NBM是以病人叙述为基础的治疗方式，通过对话解决问题。NBM认为，患者内心有着某种“故事”，医生需要认真倾听患者对病情的叙述，与患者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患者会开始讲述“我想早日康复”的新故事。NBM成为医生的诊断过程，能够引发患者内心的变化，从而实现有效的治疗。NBM也被应用于商业和设计领域，在与组织成员、客户等进行的对话和互动中发现新的意义，通过叙事确立、理解战略方针和概念。

如果要把叙事与现实联系起来，我们需要一个“场”，它是互动和意义共享的媒介。场具有社会和组织的多层次的“关联性”，个人从主观性出发共享场，与人际网络、组织和市场的网络相互关联，最终创造出新的路径和循环，实现目的。在场中，我们不仅交流显性知识，还开展包括隐性知识在内的知识创造和共享，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个人与组织的社会关联、社会资本为基础，作为生态系统的“场”不断扩大。

叙事与时间

美国式战略背后是物质性世界观，与此相对应，叙事是现象性世界观的战略的知识。

叙事遵循时间顺序。有人认为世界不是事物（things）的总和，而是事件（events）的网络（野家，2005）。叙事拥有与“虽然尚未具体化，但今后会发生”的现象相关的结构。事件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在时间上具有延伸性，一切行为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故事由开头、中间和结尾构成。艺术评论家、哲学家阿瑟·C.丹托（Arthurc C Danto）用下面的公式来描述叙事的结构。

①x在t
 1
 时是F。

②x在t
 2
 时是H。

③x在t
 3
 时是G。

（x为主体，t
 为时间，F、H、G为事件）

①～③并不一定以过去的事件为对象，它们也可以用来叙述未来的事件。主体（x）面向未来，随着事件的变化而变化（见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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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作为叙事性现象与主体变化的战略



资料来源：野中郁次郎、绀野登（2008）。

美国哲学家、《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的作者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lntyre）推动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在当代的复兴。他提出叙事性自我
 （narrative selfhood）的概念，意味着我们（当然也包括企业组织）把自己的人生（历史）当作故事去讲述，从而获取关于“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的自我认同
 （self-identity）。叙事性自我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历史中为自我（个体）赋予意义，找到自我的定位，从而实现自我的变化。

叙事的本质还与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变化相关联。因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研究闻名于世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强调了叙事作为生活行为的一面：“现实不是事实、事件的总和，它超越了简单的相加……（比如悲伤）只有当我们能把它作为故事讲述出来时，它对于人类来说才是可以承受的。”

这种对世界的认识考虑到了人类本质与实践之间的关联，与分析性战略论中的业务环境、市场、战略等的客观分类学或物质至上主义的方法迥然不同。


实践要点：叙事战略的案例


迄今为止，企业管理者、战略负责人根据环境分析和战略规划描绘出战略，以此为基础向组织下达行动指令，而叙事战略以大目标和故事脉络为基础，对偶然及必然的现实中的细节做出判断，共享并实现这个故事。这是一个鲜活的实践过程，也可谓创造世界的过程。

企业需要变革时，将面临危机意识、变革意识尚未成为公司上下的共识的现实。如果这些意识和管理理念深入人心，那么变革就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但假如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就要毅然决然地推动变革，否定过去的价值观，此时我们可以借助变革的主体参与策划的场以及叙事。

生存于叙事中的战略形成

我们在讲故事时是从开头到未来这样进行描述的，不过在结果揭晓之前故事不是完整的、清楚的。叙事战略的形成，即把与知识创造管理战略相关的要素当作鲜活的故事创造出来，其目的绝不在于解释战略。这是一个企业管理者、战略负责人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客观化、创造世界或验证假说的过程。个体的判断、决策均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它与分析性战略相对立，从本质上看是组织成员的“生活方式”。

叙事战略也是一个具有共同体性质的过程，起始于对现状的否定，进而发现新的自我。它在战略的变革中是有效的，笔者曾用IBM、松下电器等起死回生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野中郁次郎、绀野登，2008）。下面我们看一下IBM“破坏与创造”的经典案例。


IBM：从危机中再创辉煌（1993—1997年）


一提起企业再创辉煌，所有的文章都像“事后诸葛亮”一样，把成功经验拿来分析。要知道这些有限的经验（隐性知识）是否有效，如果它们不具备在管理中的复现性，它们就是没用的。当然，有限的经验并非一无是处，其中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是管理者把叙事的知识运用于企业振兴的实践。

IBM从危机中再创辉煌的案例类似于英雄人物陷入绝境而涅槃重生的故事情节。20世纪90年代初，IBM因大型主机业务萎缩而陷入危机，在经历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和裁员之后起死回生，这是时任CEO的路易斯·郭士纳导演的一出大戏。郭士纳令IBM与过去诀别，改变了企业文化，再造了企业。他所著的《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描写了一个企业再造的故事，但它不是“马后炮”，它记录了郭士纳以叙事的方式坚决推行改革的点点滴滴。郭士纳是讲故事的行家，很多人都提到过这一点（丹宁，2011）。像他这样的领导者的实践智慧在于他掌握了叙事性结构。下面我们就引用郭士纳的叙述，回顾IBM重振雄风的历程。


（1）t
 1
 ：1993—1997年，在“危急存亡之秋”振作起来


当时，IBM濒临倒闭。大型主机技术落后，人们将其视为一只体格庞大却在哺乳类动物（个人计算机）的逼迫下行将灭亡的“恐龙”。《华尔街日报》报道称，IBM再也无法支配计算机产业。人们预测，1993年大型主机部门的销售额将从1990年的130亿美元跌到70亿美元以下。照这样发展下去，大概再有一年，IBM公司就破产了。1990年以后，IBM裁员人数高达12万人。

• “IBM需要‘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的自觉。”

郭士纳曾经任职于美国运通公司。运通是IBM的客户，以此为契机，他被选为再造IBM的主角。在进入IBM前，郭士纳是一家饼干公司的CEO，他之所以受命于危难之际，是因为“为了美国，你应该承担这份责任”，这是郭士纳最初描绘的庞大叙事的原点。1993年3月30日，郭士纳出席了IBM董事例会，两天后正式就任CEO。

• “其实客户并不想要一个只提供细分产品的供应商。”

当初选择郭士纳做CEO的“搜猎委员会”设想把IBM分割成几个独立的事业部，因为当时流行小型化和分布式计算，人们反对IBM一家独大。但是郭士纳力排众议，决定不分割公司，这不是向大型主机“开倒车”，在客户看来这是最佳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此时郭士纳的想法与当初制定的战略是相反的。

• “现在，IBM并不需要什么愿景规划。”

1993年7月27日，郭士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出的这句话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他表示IBM最需要的是高度有效的战略，首先必须倾听客户的呼声。当天，郭士纳向全体员工发送了主题为“今日通报”的邮件。

• “我不希望在这里看见太多预言厄运的人，我希望有干劲的人在这里找得到一些短期能成功的项目和长期令人振奋的项目。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追究到底是谁造成了这些问题。”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郭士纳在IBM的内部会议上讲述了这个道理，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彼时的郭士纳虽然口头说不需要愿景或战略，但后来他也表达了自己真正的想法：与描绘战略相比，实践是更为紧迫的问题。郭士纳通过与客户和员工对话推动改革，在公司上下反复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与客户的会晤差不多占据了他一半的时间。

• “从早到晚，我接见当地的高级经理，举行全体员工大会，走访客户。”

招聘郭士纳的初衷是为了分割IBM，郭士纳却要保持公司的完整性，这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和伙伴。郭士纳的任期本来是4年（实际上，直到2002年他才卸任CEO），他从未想过他能在这段时间内完成改革。郭士纳为IBM“止血”的第一招是让服务器降价，后来他表示这种方法是“赌博”。


（2）t
 2
 ：1994—1995年，“地域分割、各自为政的终结（破坏）”


• “我向IBM地域分割、各自为政的状况宣战了”，“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在降价等应急措施的补救下，IBM于次年扭亏为盈，但是没有产生真正的改变，其最大的障碍便是企业文化。作为一项重大的变化，郭士纳提出IBM应打破长期以来束缚公司发展的纵向联合模式。

1994年春，郭士纳召开了公司高级管理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成为改革的契机。3月24日，他向全体员工发送邮件，阐述了改革的重要性。1995年2月，IBM的“高级领导集团”成立。

• “尽管事态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还是要克服组织内部的改革阻力，力争在市场中取得成功。”（1994年8月1日，郭士纳给全体员工的邮件）

1994年10月20日，公司情况好转的消息终于传来，由各个业务部门造成的地域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结束了。


（3）t
 3
 ：1996—1997年，“统一‘王国’的复兴（创造）”


• “统一的组织文化弥补了IBM战略欠缺的速度与实效，互联网的发展也是一大刺激因素。”

接下来郭士纳要创造一个网络化的IBM。他没有分割纵向联合的业务，而是在网络主导的模式下分解、重组了商业要素的“堆栈”
[3]

 ，令客户能够自主选择。在此过程中，软件与服务作为独立的业务被分离出来，服务客户成为促进变革的原动力。

• “1997年我们宣布IBM完全实现了转型”“，尽管问题已经不再关乎IBM的生死了，但是IBM这一‘国家财富’的最终命运还远没有定论。”

郭士纳后来回忆说：“我找到了一条大家能够理解的战略道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型主机虽然保留了下来，但与之前不同，它承担了大型服务器的任务。此后的几年里，IBM从传统的集中处理型文化向网络型文化持续转变。郭士纳在第一个任期里没有完全实现个人计算机业务的削减，1998—2002年，IBM的故事再度续写……

郭士纳不仅在讲述故事，他还道出了战略的局限性，把焦点放在现实的细节上。战略是处理不完美的东西的知识，基于客观分析的计划性战略大多是无效的，或以失败告终，而叙事战略是把主观（假说）客观化的过程。




[1]
 关于“叙事、讲故事”的概念和案例请参考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野中郁次郎先生的另外两部作品《创造知识的方法论》和《创造知识的实践》。——译者注


[2]
 语部指的是日本古代以口述有关宫廷及大家族的系谱和典故等为职业的人。——译者注


[3]
 郭士纳提出了企业IT产业“4层堆栈”的战略构想，即基础设施、中间件、应用软件和服务。——译者注




第二部分 基于实践智慧的组织与领导力



知識創造経営のプリンシプル


第二部分以领导力为主题。英雄人物领导普罗大众的领导理论在现实中可行吗？领导力原本是任何人都具备的力量，它为共同目标指明了行动方向，意味着进行具有社会影响的实践。下面我们讨论3个问题：一是基于实践智慧的判断方法；二是成为明智的领导者；三是实践性的组织设计。

[image: 53289-00-167-1]
iPad2产品发布会（2011年3月2日）



乔布斯常常站在技术与人文的交汇处，纵观全局的同时注重细节，思考对用户来说最好的产品是什么，从而做出准确的判断。（法新社时事）



第四章 基于实践智慧的判断的方法论




问题4
 　在战略的实践中重要的思维是什么？


思维的视角
 　在做判断时，思考的质量非常重要。判断不是决策，其本质是实践性的三段论（实践性推理），力求“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确定大目标和手段。




实践智慧中的思维


上文讲过，知识创造管理不是美国式逻辑分析性的管理，而是以实践智慧为基础的管理。数据分析当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能根据数据从分析入手，按部就班地思考，我们应该努力地发现事物的本质，在考察其本质的基础上，从实践的视角出发观察数据，这样做就不会造成分析、战略制定、战略执行的脱节。战略是包括制定、执行、反馈在内的一系列的动态知识的实践过程，是创造知识的活动。领导者的作用或领导力形成并驱动了这个动态过程。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思维实现知识创造管理呢？逻辑分析或实证主义的思维将客观性奉为圭臬，通过情况分析进行决策，然后再考虑执行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脱离了现场。与此相对应，如果我们把知识及创造知识的过程当作管理的根基，那么我们必然要重视主观因素和现场的隐性知识，思考对于人类、社会、环境来说什么是“善”。那么这种实践智慧是否缺乏逻辑呢？答案是否定的。

面向未来的实践

知识创造管理的核心是具身性的“场”而非经济学，它从社会变迁的差异出发，实施以追求共同善为目的的管理战略，其背景是价值观（宗教、伦理、政治等）、全球性问题（环境变化、人口动态等）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等社会体系的巨大变化。我们没有轻视经济，而是以全新的体系来思考经济。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需要一种作为实践性理论的经营管理方法，其核心是实践智慧和建立在实践智慧基础上的领导力。具体来讲，我们需要把日常的管理过程变成战略本身，充分发挥员工和组织的作用，在实践中实现战略。这不是“战略是什么”这种宏大理论的下位命题，而是来自现场的战略实践。

反过来说，假如不采取这种观点，战略就会与执行割裂，执行也常常落后于环境变化，陷入被动。尤其是最近日本企业在内部协调、论证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工夫，甚至造成了机会损失。日本企业原本继承了“场”的管理、实践性管理的基因，但是在“失去的二十年”里抛弃的最多的也是这些DNA，因此日本企业应该恢复优良的传统。

所谓“恢复”绝不是走日式管理的老路，因为它倾向于只盯着现场，沉醉于过去的经验（意味着隐性知识得不到更新）。在这20年间，也有不少人提出恢复日式管理或振兴制造业，但均收效甚微。兼顾传统与革新、勇于创造未来的姿态是必不可少的，组织及管理层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我的存在，面向未来，领先于人，这也是在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

我们不能拘泥于过去的履历、业绩和经验，因为我们的未来不是由过去决定的。虽然几十年前的决策有可能引发现在的问题，但那不过是环境决定论式的思维，我们承认这些因素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可是未来总是属于未来的。因此，我们不能按照自上而下的演绎方式去思考、行动，而应该在观察现场的同时自主地行动。为了在组织层面把现场变成出发点，我们必须共享企业的理念和愿景，明确如何观察现场，如何思考，如何行动。我们可以借助共通的知识方法论、思维方式和哲学，避免过度沉浸于现场而不自知。

充满矛盾的日常管理判断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是根据过去的数据还是根据现实情况？（医疗现场）

	是按照工作手册办事还是照顾面前顾客的需求？（客户接待现场）

	是重视已有的判例还是重视个别情况？（裁判）

	是遵循《教学指导纲要》还是考虑学生目前的具体能力？（教育现场）



在这些场景中，我们必须做出合适的判断。我们无法用成本与收益、概率论等衡量一个判断是否恰当，因为这属于价值观范畴的问题。只有实践智慧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保持平衡的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能够运用实践智慧，便可以更加健康、富裕、明智地生活。

那么实践智慧是否适用于经济问题呢？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教授从集体访谈、联合国会议的议题中选出十大问题（气候变化、传染病、冲突、教育、金融稳定、行政、营养不良、移民、卫生与水资源、贸易），邀请世界顶级的专家对重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再根据其他专家的意见做出修正，然后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排序。

结果显示，艾滋病防治、微量元素的摄入、贸易自由化、疟疾防治等被认为是最佳投入项目，而不好的项目是引进非熟练劳动者的外国人就业计划、征收碳关税、京都议定书等。隆伯格提出不能一味地鼓吹环境危机，“照这样下去，地球早晚要毁灭”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激怒了全世界的环保主义者，他们描绘的未来都是黯淡的，而隆伯格指出我们无须对环境另眼相待，应保持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平衡（隆伯格，2003）。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决策树
 （Decision Tree），通过相对数值的大小、概率等决定方向。但是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我们很难用这种方法进行单纯的比较，而且复杂的问题不能缺少社会价值判断以及管理者、企业独自的价值判断，此时实践智慧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说，实践智慧具备了以共同善为目标的价值基准，在个别、具体的语境中能够使企业做出最佳判断并付诸实践。

传统的管理学设定了市场这样一个空间，认为理性的分析与决策是适用的，经济学亦是如此。战略规划以封闭空间中的想象为前提，人们在企业社会、特定行业或市场的框架下对管理进行了思考和实践，但是今后社会的关联性越来越复杂，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价值观中的矛盾和多元性。

实践智慧必须根植于领导者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继续讨论，同时我们还应把实践智慧当作不同于逻辑分析的决策过程的“知识”，在组织层面共享。

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
 （phronesis）的知识方法论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它在上位的大目标与现场可以采取的手段之间反复地推敲、修正。只关注现场实践的做法会受到日常的时空和个人经验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使“上位目标”与现场中的“现实手段”相呼应，这样的知识正是在组织层面共享的实践智慧，它遵循了“实践三段论
 ”（practical syllogism）的逻辑。

一说到三段论，或许人们会联想到所谓的逻辑思维，但实际上三段论包括了很多的变体，逻辑思维只是其中的一种，也被称为“理论三段论”，它和实践三段论的作用大相径庭。

逻辑分析的思维通常是演绎性的，比如“所有的A都是B”→“x是A”→“所以x是B”。三段论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构成，它原本是自然语言的逻辑。亚里士多德的经典三段论包括4种类型的组合：全称肯定命题（所有的A都是B）、全称否定命题（所有的A都不是B）、特称肯定命题（某个A是B）、特称否定命题（某个A不是B）。三段论的可能式共有256个，而有效式共有24个，其中一个正是我们熟知的理论三段论。但是实践智慧也可以用自然语言的逻辑表示，我们将其称为实践三段论。

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活动划分为理论、创制和实践3种，大致相当于以下分类，其中实践智慧所包含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正是实践三段论。


1. 知识（episteme）


知识是指科学知识或理论知识，追求普遍的、不受时空制约的、不依赖语境的客观知识（显性知识），理智，分析性思维。

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认为还存在Sophia（智慧），即认识“最高的善”的知识，以及Nous（努斯、直观智慧、神学智慧），即直观把握真理的能力。


2. 技艺（techne）


它是指技术、艺术等生产制作领域的知识，与技巧相对应的、实践性的且依赖语境的、创造产品的知识或技能（隐性知识），经验科学的知识。


3. 实践智慧（phronesis）


它包括：对价值和伦理的思考判断，包含依赖语境的判断和行为的“实践”的智慧；明智；高质量的隐性知识，以实践性价值的合理性为基础的理智。

从欧美逻辑分析的知识来看，实践智慧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智慧如同sophia和episteme，是理论性的、抽象性的，是能够接近神明的少数人才能被赐予的睿智，即它与实践是毫无关系的两条线。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的管理学以科学性为目标，与实践智慧渐行渐远，但是管理学本来就和现实息息相关，它自身是一个矛盾体。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的、理性的episteme仅在科学领域有效，只有实践智慧才能解决日常问题，因为人类世界和人类行为被置于复杂的环境中，我们不得不思考现实状况。Episteme是人类最卓越的智慧之一，但亚里士多德说“它完全无法提供对于我们所居住的不断变化的世界有用的知识”，所以他提出了实践智慧的概念。毫无疑问，管理是实践而非科学，它必须借助实践智慧。


决策不同于判断


知识总是不完整的

在知识创造管理中，我们应基于更加广泛的社会目的认识，从现场归纳总结。但有时候来自现场的信息受到特定语境的制约，我们获取的知识常常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们应该把现场信息与目的相对照，对信息进行评估和分类，洞察信息的本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考虑能够论证知识合理性的演绎性推理，普遍性（演绎）和特殊性（归纳）两手都要抓，这是知识创造管理的根基。

对企业来说，知识的意义存在于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创造过程中，知识的价值因环境与组织的关系、组织内外的语境而变化。因此，把知识（如知识产权）当作产品、财产清单、具有特定价值的资源、股票等对待是不合适的，企业必须经常吸纳由不同的社会关联创造的新意义。在知识资产的评估中，“场”是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引发创新的机制，它在组织的周边及外部设置如同“催化剂”一般的“场”，从而挖掘新的意义。

决策与判断的区别

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决策与判断的问题，因为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

决策是不依赖于语境的信息处理（决策树、概论分布等）的结果，而判断来自于对语境的洞察。“语境”这个概念原本是用来理解文章的，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理解一个词汇的意义。由此延伸下去，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以外的事物、材料以及它们所处的环境判断它们的意义，这便是“语境理解”的重要性。因此，判断必须扎根于实践的现场，而决策不用满足这一条件。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界限就在于是否依赖于语境，我们应了解两者的特征，观察具体的情况。

判断力能够在个别、具体的语境中找到“恰好”（just right）的答案，它往返于个别（particular）和普遍（universal）之间，同时兼顾了深思熟虑后的合理性与现场的临时性。我们可以通过行为过程中的深思熟虑（contemplation in action），做出符合语境的判断（contextual judgement），保持适时的、最佳的平衡（timely balancing）。

坚持辩证法的态度

从日常生活到企业的改革创新，判断存在于各个层面。我们有必要把个别的事件、当前的问题置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在特定的时间轴上设定它应有的状态，反复思考为实现该状态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这个过程由假说推理、原型化、反馈等构成，需要同时关注终极目标和现场视角（这与第八章介绍的知识设计的过程是相同的）。

以往的战略根据分析结果决定组织行动的优先顺序，然后再执行，而知识创造管理的战略和执行是一体的，它基于长期愿景调整当前的目标与手段，或基于共同目标在现场中自主地实践。在此意义上，我们应采用场景式的思维，考虑尽可能多的选项，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做出合理的判断。


知识创造管理法则⑤：实践三段论


理论三段论与实践三段论

企业、组织的领导者应以基于实践智慧的战略制定（目的—手段的判断过程，涌现）为第一要义。如果我们去做一件事（或想要做一件事），那么战略就是一步一步地推动、实现我们已经决定了的事。为了实现目标，为了亲身实践，我们要不拘泥于分析，摸索各种手段并将它们综合起来，勇于尝试。实践三段论描绘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三段论的形式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它可以分为很多类，演绎性的理论三段论是其中之一。实践三段论不是对命题（前提）的验证，而是根据某种目的做出对某种行为的推理，它的逻辑形式是这样的。

大前提：“我有一个目的。”

小前提：“（眼前的）这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结论：“因此（应该）做出这样的行动。”

演绎推理（理论三段论）的归宿不是行动和实践，它首先设定了一个命题（大前提），然后进行分析（小前提），最后得出结论，举例如下。

“所有人都是必死的。”（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苏格拉底是必死的。”（结论）

这一推理过程非常具有逻辑性，但从结果来看，它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信息。这是episteme的特征，对于验证、证明信息是有效的，但无法根据它采取行动。

与此相反，实践性的推理（实践三段论）的结论正是行动自身，举例如下。

“干燥的食物对身体有益（想要变得健康）。”（目的）

“眼前有一堆干果。”（手段）

“我要吃掉这些干果。”（行动）

实践三段论反映了我们的日常思维。当我们想实现一个目的且实现该目的的手段就在眼前，我们要判断是否应该有所行动。

假设苏格拉底在牢房里拿着一杯毒药。此时即便逻辑思维能够验证“苏格拉底必死”，也没有什么意义，而实践三段论首先考虑的是目的——“为什么而活着”，接下来，作为保命的手段，他可以不喝眼前的毒药，但是喝下毒药便能显示苏格拉底思想的意义，因此他采取了喝毒药的行为。

像这样，实践三段论必然伴随着执行和实践。换句话讲，实践三段论是与逻辑思维相对立的、在实践的现场具有很强实用性的“工具式”思维，通过“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形式，目的与行动联系起来，扎根于现实，在具体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做出决策。

实践三段论的演习

通常的三段论从“大前提=命题”出发引出结论，而实践性推理以目的为出发点，选择合适的手段，引出的结论就是行为（手段的执行）。它还是一种对话的推理方法，若目的与手段不符，则应重新审视目的本身。也就是说，如果推理不顺利，可以改变大前提，这也是一个假说生成的过程，即反复进行目的、设想、手段、行为之间的相互照应。总之，描绘目标、运用与手段相关的知识、实践这三个要素要保持一致。


实践三段论（实践性推理）的演习

课题：根据下面的框架，实际操作“目的→手段→行为”的过程。

大前提：“我有一个目标A（　）。”

小前提：“p（　）是实现该目标的手段。”

结　论：“所以我应该实施这个行为p（　）。”



在进行管理判断时，我们可以重复以下步骤。

①认识大目标（A）。

②考察战略战术目的与手段（p，q，r，s）的照应（从假说到分析）。

③综合与实践～试错（p→A），归纳的方法。

这种方式是对判断力的训练，其效果表现在通过有意识地重复①～③，以一定的速度明确那些在决策过程中没有明确的问题。

“假说”是什么

“假说”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它意味着什么。假说是在进行真伪判断之前为说明某种现象、规律等提出的临时命题（proposition），它可以通过实验、观察、调查验证。人们常把“假定”与“假说”混为一谈，很多时候明明是“假定”，人们却用了“假说”这个词，但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正如其字面意思，“假定”是暂时设定的答案。比如在分析大量的信息时，逐条分析不仅耗费时间还会使信息杂乱无章，那么我们姑且先设定一个答案，再去思考。说得极端一点，即便这个答案是胡说八道，它也有利于提高分析的效率。换句话讲，假定是实用的结论、条件、数值，如果它能在分析的过程中自圆其说，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有时这也被看作“验证假说”。

假如不考证一个假定正确的原因，则有可能产生问题。当意料之外的异常数值出现时，假定就变得不再正确，甚至会引起混乱。所谓的框架思维、模板模式等也不例外，在没有搞清楚它们为什么有效时，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它们，那么它们也不过是假定罢了。

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假定”而是“假说”。假说为假定赋予了逻辑和因果关系，它是为了统一说明某种现象而设定的假定。假说不是结论、条件、数值等，它是一种引导我们思考目的与手段是否适合的次序。假说的结果一经观察、实验等的验证，便上升为理论。即便出现异常数值，它也能够处理，通过修正原始假说，创造出愈加完善的假说。

创造假说的是“直观思维”，它不是灵机一动的“直觉”，而是把握整体、充分发挥左右脑作用的思维，人们也称之为“假说推理
 ”（abduction）。除此之外，综合性的思维也能形成假说，它观察事物和现象（归纳），然后思考假说的命题是否具备一贯性（演绎）。

我们必须持有“一切都是假说”的态度。规律、理论等也都是假说，“知识只有一半是真的”，无法“反证”的假说不是假说。如果一切都正确就太奇怪了。我们要利用好假说，不断开展实践性的推理与判断。

目的与手段的判断过程

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读者在必须对某事做出判断时可能会下意识地运用实践三段论。图4-1中的思考过程便是由实践三段论引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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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依据实践三段论进行的实践性思考



（1）最初有一个模糊的目的。

（2）当这个目的遇到眼前的问题时，我们要寻找替代性手段，提出假说，反复论证。

（3）实际上，现有的手段难以实现最初预期的目标，所以有时也要设定现实的目标。

（4）选择手段并进行尝试、思考。

（5）如果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现实目的，明白了自己能够做什么，那么就要深入地挖掘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6）思考“或许是我想要这样做吧。那么现在的判断是否可行呢？”

（7）再次重复上述过程，思考现实目的与真正目的的关联，选择并执行必须采取的手段（真正的手段）。

我们寻求实践智慧的背后面临分析性知识的危险，特别是在管理中，逻辑上没有唯一的最佳答案，因此对于语境的洞察尤为关键。对关联性的解读既要有广度又要有深度，保持大局观和灵活性，从细节中了解全局，这样我们才能找准大目标与具体手段。

不管是决定企业命运的市场开拓、新产品的研发还是个人的减肥计划，我们都希望进行这样的推理，更好地实践。但是如果不理解真正的目的和具体的细节，现实就不会发生变化，这与叙事战略也有重合之处。


实践要点：推理的训练


在实践中学习

决策是理性的、经过分析的、有逻辑的，而判断是非理性的、现实的、政治的。前者是不依赖于时刻变化的现场语境的信息处理结果，后者是对语境的洞察。为了做出良好的判断，我们必须常常从社会的理想状态和现场出发。基于分析做决策当然重要，不过它应该与来自现场的假说相结合。

想要养成这样的判断力，经验的积累必不可少，但根据经验做出判断不是最主要的，我们必须通过思考的实践把判断力融入血肉之中。

实践三段论的变体

今道友信在其著作中揭示了实践三段论的变体（今道，1990）。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工具、手段多如牛毛，这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不同。亚里士多德从目的（A）出发进行推理，将目的与手段（p，q，r，s）的选择同行为联系起来，而今道指出，还可以把特定的手段（P）作为推理的起点。

假设我们在讨论是否开拓某一项新业务，此时我们不仅要考虑眼前的利益，还应对照企业的目的及背后的各种社会条件，审视要采取的手段，即从手段（P）出发选择目的（a，b，c，d）。这种思维方式实用性极高，有助于我们对很多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比如新能源业务以及社会影响较大的问题等（见表4-1）。


表4-1　实践三段论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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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事例：Quick Wisdom方法

下面我们仿照现代形式的实践三段论，举出一个把实践性推理应用于新业务项目的案例（见表4-2、图4-2）。


表4-2　Quick Wisdom方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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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基于实践三段论的目的与手段的选择



在这个案例中，首先，高级管理层希望公司不仅要适应变化的环境，还要探究如何把环境的变化与自身的变革结合起来，因为他们认识到新业务不仅是为了获得利益，还肩负着未来管理的任务（①、②）；其次，项目团队要查找对主业造成影响的外在变化因素，在把握环境变化的基础上思考自己公司的理想状态（不考虑新业务的情况），研究针对这些变化因素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③），这也是对高层提出的目标的深入挖掘（④）；然后，考察新业务在变化的状况中会为自己的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可能，公司能够利用的知识资产有哪些，以及目前缺乏的东西是什么（⑤）；最后，将大目标（使命、管理理念）与业务目标相对照（⑥、⑦），根据重要性、实现的障碍等进行判断（⑧）。

像这样，我们不是通过对市场规模、竞争环境等要素的分析做出决策，而是在变化的环境中考查新事业的意义，然后判断是否应该实行，也就是说，要充分探讨管理中的主观因素。我们把这种方法的基本形式总结为以下4个步骤。

（1）有一项业务P。（手段确认）

（2）A（对应a、b、c等变化）可以通过P实现。（目的选择）

（3）P是有效的，具备可实现性。（目的选择）

（4）开展P。（行为）


目的与伦理


上面我们讨论了创造知识的企业所需的、不同于逻辑思维的实践性思维的形态，这也从根本上反映出企业及管理者在实践中认为什么是正确的。那么读者朋友们更倾向于哪种方法呢？

针对二律背反的问题（对新能源来说，核电是必要的，但风险极大），我们可以采取理性的决策论（如成本—效益分析）。在应用某种背离了企业使命宣言的标准、规则时，我们既要对照大目标、共同善，思考未来（如考虑100年后的成本以及幸福的社会是怎样的），又要判断眼前的、个别的、具体的状况。此时最终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我们的主观因素，它受到价值观和哲学的影响，没有像科学实验那样的唯一正确答案。

伦理观伴随着我们做判断，解决那些只靠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假设你的爱人微笑着送给你一份礼物，但那是一件质量很差的冒牌货，这时你会怎么办呢？是为了爱人的颜面装作喜欢，还是直爽地说出自己的感受，或根据情况选择措辞？迈克尔·桑德尔就曾指出，判断什么是“善”时有3种传统模式可供选择。


	基于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这种伦理观、政治学说把人生和社会的幸福当作最高目标，从社会成员的“最大幸福”中寻找行为的目的、义务和善恶的判断标准，其背后的逻辑是人类是利己的，但如果大家都追求这一原则，社会便会进步。面对上面的问题，假如是边沁，他会对爱人说“”谢谢吧，因为这么做是幸福的、理性的。对边沁来说一，幸福是种手段，他的目的在于“快乐”。

	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律原则。人们自主判断自身行为是一种具有义务性质的态度，它关系到道德人格的确立。面对上面的问题，康德的评价或许是否定的。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采取的是目的论的立场，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和行为都是为了满足共同善、最高善的要求，这与把幸福当作手段的边沁是不同的。最高善即幸福，面向这个目标，个体选择自己的行为，这就成为一种维持共同体的爱。它可以发挥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指引我们更好地，总括最高善和个别事件。面对上面的问题，假如大家是亚里士多德，应该会观察礼物与爱人的状况，多少做一点“姿态”，高兴一下，或者给爱人提出一些温和的建议吧。



我们并非想表达哪一种方式一定正确。需要说明的是，自由主义的思维接近第一种伦理观，企业伦理的视角接近第二种，我们强调的实践智慧类似于第三种。



第五章 成为明智的领导者




问题5
 　在知识创造管理中，领导力是什么样的？


思维的视角
 　处在知识社会的企业需要基于实践智慧的判断力以及能够形成“场”的领导力。



本章的主题是知识创造管理中领导者的资质与以往的管理有何不同，以及如何培养领导者。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理论，不是模仿特定的领导形象或领导力，我们关注的是在日常的具体实践中，个体如何发挥实践智慧，能否作为明智的领导者而生存，以及如何成为明智的领导者。


明智与判断


“场”与实践智慧

正如第四章所述，知识创造管理要求我们发挥实践智慧。首先，我们需要“场”的领导力，从组织层面建立知识网络，以推动现场的实践；创造关联性，加强协作。在日益复杂的管理环境中，有时我们面临必须做出判断的情况，这是最考验领导力的。

衡量领导力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优秀的领导者是什么样的，如何成为优秀的领导者，民主的领导者是什么样的，领导能力是什么等。但不管哪种模式，就“领导”二字的字面意思来看，领导者在现实的管理中绝对不能将组织和员工引入歧途，因此领导者的判断力要能够经得住检验。

以往的领导力理论塑造的领导者形象几乎都像英雄人物一般高高在上，这种模式集中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个人主义。也就是说，领导者的任务是建立愿景，身先士卒，引导、统制和改革，而经理人承担管理任务。领导力理论把领导者与追随者区分开来，其逻辑是“组织无法自主地行动”，因此需要发挥领导力。

事实上，这样的领导者是一个“异类”。正如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中所述，现实中、优秀的领导者具备了经理人的资质（柯林斯，2001），他能够处理愿景共享、场所创造、业务支持、工作协调、员工培养、公司改革等问题，这建立在“组织自主地行动”的基础上，但如果事无巨细一切都要让领导者来判断，情况将复杂化。

因此，领导者需要“社会领导力”的概念，它也可以叫作“场”的领导力，它从社会关联性的角度出发把握组织的知识，在容许个体发挥自主性的同时，激发知识创造的动力。

知识创造管理的企业战略根据目标做出选择，并调整现实中的手段（参考第三章），在组织的日常运转中，战略必须是一个鲜活的过程，因此领导者的任务不单单是决策，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深入思考目标与现实。

“场”的领导力与实践智慧的领导力同时体现了知识创造管理的领导力的特征，它区别于以指示、命令为前提的、传统的等级制组织，它的核心是领导者及组织的判断力，尤其是基于组织内外的社会关联性的综合判断力。

领导者的判断力

在实践智慧中，判断的对象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事物，我们要通过它与周围环境的关联性来把握它，只有了解了具体的语境，我们才能判断其意义，因此实践智慧的领导力也是“场”的领导力。

大多数成功的领导者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它呼唤空间的判断力（关于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向的战略判断）、人际关系的判断力（让什么人干什么事，人才的评价、挑选）、危急时刻的判断力（应对转折、危机、意外事件等情况）等。最近，日本企业因财务造假引发的丑闻层出不穷，这些事件的背后几乎都反映出领导者判断力的欠缺。领导者应把握全局与细节、普遍与特殊，根据语境创造关联性，深思熟虑后再做出判断。

即便分析一下有名的管理者判断的成功案例，然后模仿他们，也不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为这些例子高度依赖于语境。同样的形式、同样的过程未必能带来同样的结果，比如把业绩过人的领导者的能力归纳、简化为简单易懂的领导力清单，这就会让人觉得很抽象，觉得自己不是管理中的当事人。

获得实践智慧的关键不是事后分析，而是有意识地了解关于“明智”的知识，每天磨炼判断的才能（常识能力），因为常识是想象力和判断力的源泉，是全社会的共识。想要获得实践智慧，我们必须具备以下3个要素。


1. 经验的积累


领导者必须在企业活动中、在自身所处的行业内积累一定的经验。但是，只积累（记忆）旧的隐性知识和过去的现场知识是不行的，经验必须在实践的场所中经过内省才能臻于成熟。我们要解决如何鼓励新的尝试的课题，绝不能因经验的束缚而妨碍它。实践智慧基本上只有在现场才能形成，特别是师徒关系中的指导、启发等，这些知识对于经验的成熟必不可少。


2. 追求共同善的目标与美的判断力


这是关于好的目的是什么、能否保持平衡等的判断力，属于一种理性思考，它只能在日常高质量的习惯中培养。比如，艺术兴趣有助于提高对美的判断力。


3. 实践性推理


实践三段论的思维方式（参考第四章），不是逻辑性的、基于计算的推理，它旨在帮助人们做出符合伦理的、成熟的判断。它既来自于每个个体与生俱来的资质和经验，也可以通过学习历史而获得。

即便是一个年轻、缺少经验的领导者，如果他拥有优秀的团队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对美的思考，从历史中学习实践性推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他也能运用实践智慧。经验丰富的人拥有自我磨炼的目标和对美的判断力，可以通过实践性推理更好地发挥实践智慧。

学习先贤的智慧

目前，管理领域充斥着逻辑，偏重于理论，但实践哲学和创造的哲学（设计的哲学）一直被轻视。在现实的组织中，有的员工纸上谈兵却不执行，有的员工冲在最前线却没有大局观。

以复杂的、不确定的环境和组织为前提的实践性判断与创造性业务创新日益重要，它离不开企业管理者、领导者的智慧与实践，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领导力呢？

上文已经提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phronesis”，人们将其写作“prudence”“practical wisdom”等，在知识创造理论中我们称之为“实践智慧”。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发现的，它包含了与价值、伦理有关的思考辨别和依赖于语境的判断、行为，也可以说它是基于高质量的隐性知识和实践性的价值合理的理智。把实践智慧具体化的领导力意味着基于实践合理性的领导力。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践智慧具备了以共同善为目标的价值基准，是判断与实践的助力。决策是不依赖于语境的信息处理的结果，而判断原于对语境的洞察，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以外的事物、材料以及它们所处的环境判断意义。换句话讲，作为领导力概念的实践智慧能使我们在变化的情况下、在行为的过程中深思熟虑，通过保持适时的、最佳的平衡，在个别、具体的语境中找到“恰好”的答案，做出符合语境的判断并付诸实践。

实践智慧还是一种选择“善”的理性，它能够巧妙地选择、判断善恶、正误，以及个别情况下我们采取的方法合适与否。如果要想使“善”具体化，就要把握引导行动的正确目标，面向目标有序地选择具体行动。抛开行动，实践智慧便不复存在（所以实践智慧不是领导力清单那样的资质评价项目）。实践智慧需要能够支持实践性判断的人类的资质，而品德
 （arete）是这些资质中最重要的，它是辨别善恶的智力。归根结底，实践智慧的核心在于“实践”，我们不必拘泥于培养客观的、标准化的领导力。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正义（justice）包含各种各样的品德，正义维持了人与人之间、正确的关系和共同体。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不仅研究亚里士多德，批判近代科学和近代文明，也提及孔子的教诲：“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古代先贤对我们的启示似乎存在“公约数”，孔子提倡“德治主义”，指出为政者必须是有德者，通过“其身正”感化民众，也就是说，与法律、政令等制度、规则相比，基于道德和礼仪的日常习惯起着决定性作用。

按照康德的观点，判断是以普遍性和个别性为媒介的，这也是一个公约数。想要提高判断力，就必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平衡真正的目标与现实的问题，处理好宏大的理论与个别的现实的关联性。此外，康德还重视“sensus communis”（共通感，常识）。

在政治世界中，运用常识的典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丘吉尔来说，领导者的第一要务是不择手段地保护国家利益，因此他认为国家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常常有悖于民众的感情，但是丘吉尔的做法在战时帮助英国躲过了危机。丘吉尔从18世纪的政治家、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理论中找出了政治领导人的原型。伯克批评法国大革命时的社会契约论，强调英国的传统与秩序，丘吉尔继承了他的观点，所以重视判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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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道德。

从本质上看，实践智慧是政治的理智，它并非来源于演绎性逻辑，英国政治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指出：“理解政治价值需要理解我们日常实践的个别语境。”价值无法独立于人类的思考和行为而存在，它是来自具体行为的、细节的观念，我们应根据细节把握整体。


分布式自治型领导力


领导者的任务

在知识创造管理中，组织的领导者的任务不是单纯的决策。决策意味着提供“1”或“0”的信息，“是A还是B呢？因为不是B，所以是A”之类的排除法的决策在逻辑上为“真”（true），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正确”（right），从长远来看，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善”（good）。决策的逻辑排除了价值观，完全是“科学的”，但是我们经常见到在现场无法做出决策的情况，比如有人拿规则当“挡箭牌”，嘴上说着应该做某事，实际却不行动，由此造成的拖延、扯皮反而会加剧整个组织的不满情绪。

领导者需要的是以能够指引行动的实践智慧为基础的判断。拥有这种判断力的领导者在掌握现场状况的同时不会像“近视眼”一样被现场束缚，他很清楚如何实践应做之事，并通过实际行动对管理产生影响。

实践智慧不能只停留在了解的层面，只有经历了实践，它才能被称为智慧。不管多么优秀的人，假如他一生什么都没有做，那么他绝不可能成为一个贤者。个人和组织的能力亦是如此，一个人经过科长培训可以成为科长，但即便接受了领导力培训也无法成为领导者。实践智慧必须在组织文化、行为方式、日常实践中为全员所共享。

知识创造管理的组织绩效不是通过指挥和命令完成的，它主要依靠每一个知识工作者自发的、自主的任务设计和主人翁精神（即自己创造工作并实践）。反过来说，由于知识工作者的组织没有受到统一管理，如果不进行自主管理，便无法取得应有的成果。

分布式自治型网络

知识创造管理的实践要通过组织内部的领导者网络化的领导力（社会领导力）进行，换句话讲，领导力不是个人应该考虑的东西，它是分布式共享的，通过项目团队、共同体等基于网络的协作形态得以发挥。它依赖于“场”和涌现的关联性的设计，能够促进组织内部的深度合作，激发新人潜能，是一种在组织层面共享的领导力。

对于网络化的领导层来说，创造、利用知识的现场的实践与整个组织的愿景的实现缺一不可，以此为目标的、高质量的人类能力本质上正是实践智慧。在知识创造管理中，这种实践智慧必须为每一个领导者及组织所共享。

在培养领导者方面，我们不需要追问每一个独立领导者的能力评价结果，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激发组织的社会能力，形成领导力网络，通过指导、训练和评价体系，引导领导者有意识地共享组织目标，运用个体智慧。

大企业中的机动性组织

与平稳地开展日常业务相比，分布式自治型网络的特征之一是它能够在环境的急剧变化中为组织指引航向，在紧要关头汇集组织的知识资产。

最近富士通与理研（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共同研发了超级计算机“京”，这是一个机动型（task force）开发的典型例子。“京”最初是作为国家项目立项的，后来遇到了产业分类的危机，但富士通和理研坚持推动研发工作，最终完成了目标。2011年6月，“京”凭借全球最快的运算速度在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上成功登顶，显示了日本高超的技术。据说，今后日本政府将促进“京”向金砖国家出口。

“京”以不同于人们常识的独特视角实现了高性能，比如铜线的利用。在超并行计算机大量连接CPU时，CPU之间的网络非常关键，富士通创造性地开发了“6D Mesh/Torus拓扑结构”，同时在可靠性和实际效率方面达到了惊人的水平，这正是使用铜线的结果。一般情况下，人们使用轻便且操作性良好的光缆连接多台计算机，但是把电转换为光的芯片容易产生故障，存在风险，相比之下，作为旧技术的铜线的故障率几乎为零，于是富士通果断决定使用铜线。

此外，现有的超级计算机以风冷为主流，而“京”采用水冷的方式，因为20世纪80年代与IBM对抗时，富士通受到好评的机型中使用了水冷。这些选择来自于在现场实际的“试错”，这不是现场主义，而是专注于现实问题的实践性判断。

美国采取演绎的方式，从理想的超级计算机概念入手进行研发，而“京”的开发者表示富士通的做法是归纳性的，他们思考为了贯彻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只要手段合适就贯彻落实。演绎法或许认为应该使用光缆，但正因为采取了归纳法，“京”的开发者才联想到只有铜线能够提高可靠性。在此我们强调的是方法的区别，不是说哪一种方法一定正确。

在富士通这样的大企业里，面向大目标汇集组织内部的智慧并非易事。那么富士通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个秘诀就在于机动性任务团队的设计。任务团队包括引导研发的技术领导者、率领负责与理研接洽的SE部门，开展后援工作的管理领导者，以及负责政治协调的PR部门的领导者。在通常的研发中，有前两者便足够了，但是“京”是逆风中的国家项目，并且以与客户理研的共同开发为前提。实际上，PR部门的领导者作为自主性的“催化剂”承担了重要任务，他们这些中高层人员组成Scrum团队，为实现目标进行自主的实践性判断，终于完成了“京”的开发。

像这样，即便是在“巨无霸”组织里，机动性任务团队也有可能完成风险开发。来自最高层的支持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组织中的高层领导者肩负着社会责任，毫不动摇地坚持争夺世界第一的目标。富士通以超级计算机研发团队为中心，与客户共同开发，重视公司内外的传播作用，形成了一个所有相关部门都支持“世界第一”的目标的网络，发挥除产品制造以外的优势，创造了高科技产品。


知识创造管理法则⑥：实践智慧的循环


成为明智者

实践智慧是领导者的智慧，它的目标是在个别、具体的场所中，在把握现场状况本质的同时，为了整体的“善”而选择最佳行为并付诸实践。那么如何培养这种智慧呢？把领导者视为“英雄”的精英主义、优秀经理人培训等现有的领导力理论是束手无策的。

这是为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将具有实践智慧的人称为明智者
 （phronimos）。明智者志存高远，明白为了共同善而应做之事，同时能够感知、洞察社会变化以及市场中的各种征兆，兼顾大局与具体语境，判断并选择适当的手段，不断地实践。即使列一个“明智者能力”的资质清单让人去学习，也培养不出明智者。一个人即使下定决心，自觉地为变成明智者而努力，他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明智者。只有每天坚持实践，智慧才能具体化，才能成为明智者。

人们常说领导者应该怀有愿景，大家也都明白要随机应变，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如果实践经验不足，明智便是镜花水月，比如在环境急剧变化或危机来临时，你能镇定自若，优先考虑愿景然后采取行动吗？为了掌握具体情况，你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前往现场开展对话吗？在挑选下属时，你会选择真正为社会和整个组织辛勤工作的人并给予他们回报吗？因此，再多口头设想也无济于事，流于形式的现场调查和对话也没有意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只存在于实践中，他从人类的个体那里寻找善，这就否定了柏拉图“善的理念”的存在。换句话讲，不存在什么理想的明智者，实践是一个永恒的前提，实践智慧必定伴随着行动，将考试作为评价的教育研修行不通。

实践智慧的循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6个实践的行动组成的循环过程来表示实践智慧（见图5-1）。通过每天的反复训练，我们可以在对实践智慧的自我钻研中获取鲜活的哲学。下面我们援引本田宗一郎、乔布斯、松下幸之助等人的事例说明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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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实践智慧的循环




1. 设定“善”的目标


当我们在做某件事时，我们要时常保持对善恶的判断。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善是一切行为和选择所追求的目标。”实践智慧依照共同善，以正当目的为前提。

亚里士多德说：“每种技术与研究以及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对“什么是善”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并在具体状况下运用，即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追求普遍性，它的基础正是设定“善”的目标的能力。人是追求理想的生物，梦想和志向催人奋进。理想或许不可能实现，但只有努力尝试，人类才能突破极限，创造知识。麦金太尔也在《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中诠释了共同善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指出“匠人之道”是面向社会道德的无止境的实践，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才能创造“善”。（麦金太尔，1993）

本田宗一郎也坚信，为了研发技术，把技术转化为产品并提供给社会，企业必须拥有明确的哲学。本田宗一郎否定了没有理念的技术，把生产者的喜悦、销售者的喜悦、购买者的喜悦的“三喜理念”定为企业理念。

没有理念的行动是凶器，没有行动的理念是没有价值的。

（田上，2003）

我提出“三种喜悦”作为我们公司的宗旨，即生产者的喜悦、销售者的喜悦购买者的喜悦、……第一种喜悦是生产者喜悦。这是技术人员独有的喜悦。技术人员根据自己的设想制造出推动文明社会发展的产品，这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喜悦……第二种喜悦是产品销售人员的喜悦。如果生产出的商品不能令销售者喜悦，那么制造商就是不合格的……第三种喜悦是购买者的喜悦。这才是衡量产品价值的最公平的标准。充分了解产品价值并做出最终评判的既不是生产商也不是销售商，而是平时使用该产品的购买者。

（本田，2001）

对于本田的员工来说，本田宗一郎的哲学成为实现共同善的价值判断标准。亚里士多德的“善”意味着自我满足的价值，比如幸福、自我实现等。员工们没有被动地接受“三喜理念”，而是将其当作自立的个人的价值观和哲学来理解，他们从实现共同善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工作的意义。

乔布斯说过下面一段话。

帮助我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最主要方法就是牢记生命随时都有可能结束……记住自己随时都会死去，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防止患得患失的方法……你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有什么理由不遵从自己的内心呢。

（2005年6月，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这令我们联想起了海德格尔“本真时间”的概念，对于即将到来的未来，人类必须认识到自身可能性的终点（死亡），主动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回顾过去的体验并重新赋予其意义，正视现在，继续生活。正因为意识到了死亡，乔布斯才领悟到人生的意义，把它当作自己坚守的信念，在此基础上，他把技术和人文融合起来，打造了苹果公司。

1932年，松下幸之助举办了第一次创业纪念仪式，他在仪式上向全体员工阐明了松下电器（当时）的真正使命，指出生产者的使命是消除贫困，提出了著名的“自来水哲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制定了一个250年的计划，把250年分为10个阶段，再把第一个25年分成3期，第一期的10年作为建设时代，第二期的10年作为行动时代，第三期的5年作为对社会的贡献时代，然后让子孙后代用相同的方法重复实践。员工们听了以后兴奋不已，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讲台，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生产者的使命是把宝贵的生活物资变得如自来水一般无限多。不管多么昂贵的东西，只要数量无限地增加，就能免费提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除贫困，消除因贫困而产生的一切烦恼。

（加护野，2011）

企业设定“善”的目标其实也是一种思考未来社会“思想领导力
 ”（thought leadership）的企业活动。思想领导力以全球视野和地区性视野创造具有多样化、广泛的、关联性概念，比如IBM的“智慧星球”、通用电气的“绿色创想”、乡村银行的“微型金融”等，它们显示出改变世界、创造未来的愿景。这种“善”的愿景将存在的意义赋予创造知识的主体，在组织内外形成新的关联性，同时激发参与者，为实践指明方向，从而引发知识的总动员，推动新的知识创造。


2. 适时地创造“场”


任何实践都必须选择合适的时间及场所。领导者在日常的场所中锻炼实践智慧，那么他们需要适时地创造一个“场”（共享知识的动态语境），开展充分的交流，理解他人的心情并与其产生共鸣，察觉他人情感的微妙变化，把握好干预以及后续处理的时机等。

在如何把实践智慧融入组织这一点上，“场”十分重要。“场”是共享知识的动态语境
 （a shared context in motion），是共享、创造、利用知识的动态时空。实践智慧的领导力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决断，但是为了尽早摸清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场”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还必须站在他人的立场观察问题，通过理解他人的情感、视角、价值观等，或者在与他人的关联中想象自身行为的意义，这样我们便能恰当地创造、共享时刻变化的语境。

本田宗一郎很重视“开玩笑”的作用，他认为通过体察他人的心情，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制造开玩笑的语境。

开玩笑这件事实际上很难，我们必须利用特定的氛围，抓住恰当的时机。这是转瞬即逝的，错过了时机，玩笑就不能成立……玩笑是创意，是对人情的奥妙的觉察。

（本田，1996）

乔布斯也很擅长深入他人的内心，进而创造深刻影响他人的“场”。

乔布斯反复地叫着我的名字，向我发出号召，用激光一样的眼神注视着我，那是一双电影明星似的眼睛，我简直就像中了催眠术一般。但是，他与别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说话方式……比如说话的节奏、对某个话题令人惊讶的热情，这其中似乎蕴藏着他的秘诀，总之就是一种极强的感染力。

（加罗，2010）

乔布斯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员工们有时在过道上闲聊，有时他们在晚上10点半突然冒出创意，然后相互沟通，有时突发奇想，发现了思考问题的新角度——这些都是创新的来源。曾经有个员工想到了一个特别炫酷的点子，希望别人点评自己的想法，他便召集了6个人开了一场临时会议。

（Kahney，2008）

松下幸之助在与人交谈时也会认真地注视对方的眼睛。

松下幸之助这个人在与人交谈时一定会直视对方的眼睛。在我向他汇报的时候，他同样凝视着我的双眼，身体略向前倾，认真地听我讲述，“是这样啊”“原来如此”，不时地予以回应。即便在谈话过程中有人进来了，他也目不斜视。总之，我感觉他没有漏掉我说的每一句话。每次他都是如此认真地倾听，我当然也不遗余力地汇报。

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在批评我们的时候也是盯着我们的眼睛。万一被他怒目而视，训一通“你怎么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那感觉就像掉进了冰窟窿里一样。

但是仔细想想，他之所以盯着我们的眼睛批评我们，是因为他已经宽容了我们。

（江口，2001）

这些领导者都与他人建立了强有力的互信关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适时地创造出交换知识的“场”。作为明智者，他们具备了生成共主观性的能力，在语境中共享照顾、爱、信任、安心等感情的知识，这些都是人类存在的基础。


3. 实事求是地观察现实


绝对的、善的实践没有固定的规则或步骤。善的实践必须正视现实的细节，考虑具体的语境。巧妙地选择与目标相适应的手段和时机非常重要，其前提是根据直觉洞悉细微的情况变化，即整体把握微观的、复杂的事件、现象，考虑或放弃何种手段，这正是做出判断的起点。

实践智慧的领导者应具备洞察力，将目光投放在时刻变化的具体现实背后隐藏的本质上，这意味着从“一次性”的事件中洞察“普遍性”。有人说“神寄居在细节之处”，换句话讲，从日常的点点滴滴中发现深层的意义和真理是创造性实践的原点。

底特律的“汽车殿堂”里悬挂着为汽车工业做出贡献的人的肖像，其中就有本田宗一郎。他的照片记录了这样的画面：在比赛现场，本田宗一郎的视线跟随骑手，并趴在地上对其进行观察。本田宗一郎生前说过这么一段话。

每当看到赛车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很多东西。为了打造车身曲线，这样做会如何，那样做会如何，然后自然而然地进入下一个制造过程。

（城山，1984）

“reality”和“actuality”都可以表示“现实”。前者是主客分离的、对象化的现实（名词性的），由于它是已完成的、可以确定的物质性现象，我们能够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后者是在“此时此地”进行中的、通过身体体验的现实（动词性的），它每时每刻都处于变化之中，是一种事件性现象。如果把本田的“三现主义”即“现场、现物、现实”翻译成英文，那么现场是“the actual place”，现物是“the actual thing or situation”，现实是“being realistic”。

本田宗一郎通过现场、现物感受到了“此时此地”的actuality，进而综合所有的身体感官，深入观察对象的世界，整合一切线索，逐一洞察眼前的事物和现象的意义，这是一种敏锐的通感，可谓用手“倾听”引擎的声音。人类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不同感觉互相沟通、交错，眼、耳、舌、鼻、身等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罗森布拉姆，2011）。

1979年，乔布斯访问了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所，当他看到可以用鼠标点击图形界面的计算机时，他感到无比震撼，提前洞悉了未来计算机的本质。乔布斯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的。

这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最棒的东西。我立刻确信，早晚有一天所有的计算机都会像眼前这台计算机一样运行。

（Kahney，2008）

乔布斯从施乐公司获得的灵感促进了日后麦金塔电脑的研发。还有一则轶事：有一次，乔布斯在公寓里看到塑料外壳的厨房家电，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能把（当时体积巨大的）计算机放在桌子上使用呢？”

松下幸之助指出，观察事物时要有一颗“淳朴之心”。

淳朴并不意味着只是敦厚温顺。领导者只有拥有一颗淳朴之心，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淳朴的精神使人变得真正强大，变得聪明，不为外物所束缚。

（松下，1988）

明智者以现在的意外相遇为契机，对过去的体验进行重新解释和重组，把偶然的邂逅变为命运中的相会。人们常说“好运天注定”，但是幸运是明智者的自谦，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具备把偶然化为必然的能力，因为他们觉察了平凡之中孕育的潜在可能性、更广泛的关联性以及日常持续的动态性。


4. 将直观的本质转化为概念


领导者的实践智慧应该是组织行动的“能量”。在组织的行动中，领导者必须进行意义建构
 （sense making），即通过具有丰富意义的语言、概念等展示行动的意义。

首先，领导者要会讲故事。麦金太尔说过：“叙事就是把自我定位于历史语境中。”领导者需要把微观的直观与宏观的想象力（历史的想象力、愿景、主题）联系起来，通过对话将两者之间的关系抽象化、概念化，提出假说，形成故事。

其次，领导者要重视现场中的概念化。汽车殿堂里还挂着另一张照片，抓拍了本田宗一郎在现场打磨概念的身影：他和技术人员在地板上促膝对坐，他一边画图，一边解释意义。这是一张具有象征意义的照片，在“此时此地”的“场”中，领导者用肢体动作和语言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与员工们一起根据自身对本质的直接感受创造概念。

最后，概念不是徒有其表、华丽的文案，它必须与行动相结合，它必须是完备的，具备极强的可接受性和显示某种效用的逻辑。

那么乔布斯是怎么做的呢？他把产品提供的价值浓缩到一个词或一篇文章中，比如在发布“MacBook Air”的时候，他称之为“信封里的计算机”，而且真的从一个信封里掏出了MacBook Air。在发布会上，他也没有使用专业术语，对芯片的性能、规格等只字不提，就像拉家常似的把信息传达给听众，比如他说过“使用iPod能在口袋里装100首曲子”。“我要用这个产品改变世界”，乔布斯的自信与充满激情的演说感动了全场听众。

松下幸之助也曾用石破天惊的语言激励员工行动起来，比如“（降价）3%虽然很难，但是30%很快就能完成”。

降价30%确实很苛刻，但假如实现了这个目标，松下电器或许能够赢得包括丰田在内的全世界的汽车收音机客户。而且如果是降3%，我们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降低成本，但是一口气降30%的话，我们只能推翻原有的设计从头再来这样一，。来，30%反而不是更简单了吗？

（松下电器产业，1968）


5. 实现概念


发挥实践智慧最重要的因素是面向目标、将行为具体化的“政治过程”，即为了实现“善”，运用一切手段和资源，思考、判断、实践。

实践智慧的意义源自实践。在“善”的目标下，把从个别的具体事物和现象中洞悉的本质仅仅当作共享的概念是不够的，领导者还应该有意识地影响他人，凝聚集体的力量从而实现目标。

对“善”的追求是理想主义（idealism），而“知善必先知恶”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很关键。换句话讲，创新者应具备“政治力”，这是被称作“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的高度的知识能力。有学者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讨价还价的政治力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习得的（巴恩、霍华德，2004）。政治力是一种权力管理
 （power management）的能力，即为了引领创新，以激情和勇气驱动一切手段，根据具体情况共享和灌输愿景，实现价值创造。

能够说服他人采取行动的“修辞”（悖论、隐喻、对比）尤为关键。盐野谷（2009）将修辞定义为“说话或写作时，为说服他人、对他人产生影响而有效运用语言的技术”，修辞依赖于人类的创造力，能够打开新的视野。仅凭逻辑、事实等无法说明创造未来的过程，但我们可以利用修辞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把打破常规的、新的构思和愿景传递给他人，这种方式效果显著。

本田宗一郎、松下幸之助以及索尼的井深大都是精通修辞的生产者（producer），他们凭借富有激情的语言和修辞让人们相信不可能完成的事。他们在把握关联性的基础上、在大局观的指导下“吹得天花乱坠”，乍一听，人们会产生怀疑，“到底在说什么啊”，不过听着听着，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或许可以办到”。

下面这段话是1954年3月本田参加摩托车竞赛的最高峰“曼岛TT比赛”时本田宗一郎发布的出场宣言，其中饱含了他的愿景。

全体员工！本田技研将竭尽全力夺取桂冠！这关乎本田技研的未来，诸位重任在肩。希望诸位斗志昂扬，克服艰难困苦，将自身之道贯穿于精密的制造工艺。本田技研的飞跃即是你们人性的成长，你们的成长决定了本田技研的未来……我们应当向世界展现日本机械工业的荣耀，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追问它的真正价值。本田技研的使命在于日本的产业启蒙……在此我披肝沥胆，与诸位共同发誓：为TT大赛夺魁不遗余力，倾尽心血，努力创新！

（本田技研工业，2006）

此前，本田的员工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但是本田宗一郎的一番话鼓舞了他们，凝聚了集体的力量。最终，本田于1961年包揽了曼岛TT赛事的前五名。本田宗一郎通过修辞讲述了令人吃惊的概念和故事，热情洋溢地描绘了本田技研将要创造的未来，并亲自去实现这个未来。

乔布斯也被视为修辞“达人”，他能创造一个“现实扭曲力场”，用超凡的魅力和说服力把反对者的意识拉进他的世界里（参考第三章）。

为了落实行动，松下幸之助也很重视“表达”的作用。

不论多么好的想法、多么巧妙的策略，假如没有被他人接受并执行，它就毫无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具备说服力，而产生说服力的一大因素是随机应变，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根据对方的情况，选择恰当的表达，或晓之以义，或诱之以利，或动之以情，或服之以理。

（松下，1989）


6. 将实践智慧组织化


任何一位领导者“单枪匹马”地干都无法实践、无法持续，无法持续则无法达成目标。只有不断扩大关联性，共同善才能实现。因此，实践智慧不能只停留在公司高层或特定的精英身上，领导者必须在实践中将融入自身的人格和行为中的实践智慧传承、发扬下去，将分布式自治的实践智慧体系化、组织化。这样一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能建立起“韧性组织
 ”（resilient organization），灵活地、创造性地、实时地应对各种情况。我们把磨炼分布式自治的实践智慧的过程称为“群策群力”，本田、苹果等企业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曾任本田社长的福井威夫说过这样一段话。

本田不是只有高层在拼搏的企业，生产一线的每一名员工都极其重要，所以全体员工必须成为本田宗一郎。对本田来说，培养大量的本田宗一郎尤为关键。

（赤井，2006）

本田宗一郎自己也表示，希望本田为了同一个目标，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关系，凝心聚力，成为管弦乐团那样的组织。

我们要让大多数人理解。本田的员工很多，每一名员工的个性各不相同，就像管弦乐团那样，既有长号，又有小提琴、大提琴。为了同一个目标，凝聚个性不同的人的力量，这正是管弦乐团的价值所在。但是其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麻烦，有时一言难尽。即使对大家说的是同样一件事，每个人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所以如果互相交换意见一，定会产生较大的分歧吧。那么，我们如何弥合分歧呢？这就要靠信任，它比语言更重要。我们必须懂得，我们不能要求他人信任自己，信任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要获得他人的认可。

（御堀，2002）

苹果公司的成功并非乔布斯一个人的功劳。乔布斯自己也说过，创意的产生离不开团队的力量。团队合作是苹果公司的秘诀之一，他们通过知识的“战斗”进行决策，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独角戏”，所有相关人员都专注于制造卓越的商品。

“乔布斯们”看着现有的机器，认为如果深入挖掘、精心制作，还有进步的可能性——基本上所有创意都是这样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创意源自苹果的公司员工们，他们同时也是苹果公司商品的“重度消费者”（heavy user），正所谓“苹果公司的员工是苹果公司最大的用户”。苹果公司没有采取“焦点小组”（focus group）的形式，而是依赖于“乔布斯们”，他们了解乔布斯的直觉和喜好，通过测试样机，找出漏洞和改进措施，值得信赖。

松下幸之助提出的“众智经营”也是一种“群策群力”（参考第六章），与此同时，他认为“众智”的基础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并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机会。

有些问题稍微晚一会儿解决也不要紧，再加上我也很忙，就告诉员工们“这件事交给你们吧”，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于是，他们便会思考新的办法，不断地进步。

因此，即使失败了，我们也不能勃然大怒。我们要告诉员工，“不用担心，失败乃成功之母。再度失败的话会很麻烦，但是一次的失败没有关系，所以你要放心大胆地再尝试一遍”。这样一来，他们就能重新思考并实践了。

（松下，1988）

战争中的领导力与实践智慧

以上所述的实践智慧与领导者的资质和行为完全相同。实际上，在知识创造管理中，实践智慧的概念肇始于对名垂史册的历代政治家的研究，并从“终极战略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组织化”的假说发展而来。

亚里士多德的明智者的原型是古希腊的政治家、军人伯里克利（Pericles）。在修罗场中，空洞、脆弱的理想主义者毫无判断力和执行力。

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对一些在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家进行了研究，列举出他们身上共通的资质。战时状态下的判断是决定生死存亡的、终极的、实践智慧的发挥，表5-1将其与实践智慧的循环的6个步骤对应了起来。


表5-1　战争中的政治家的行为与实践智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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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科恩（2003）。

战争中的政治家的行为与这6个步骤高度契合。他们的特征之一是没有固定的善恶判断、状况判断、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世界观等，假如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那将无法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家擅长根据不同的情况直接观察主题和目标，克里蒙梭（Clemenceau）曾经对丘吉尔说：“我没有什么政治理念，我也抛弃了一切政治原则，我仅仅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处理接连发生的事件。”

为了将“善”的目标具体化，他们专注于“原汁原味”的现实的细节，在宏大的背景下把它们整合起来。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不仅阅读关于战争的论文，还亲自测试枪支。丘吉尔也是一位创新者，他就任海军大臣时，为了重振海军，他频繁地前往一线，与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将军密切合作，用石油代替煤炭作为军舰的燃料，为提高主炮的威力，将主炮口径扩大1.5英寸（1英寸=2.54厘米）达到15英寸，由此奠定了英国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对于德国舰队的优势。1915年，英国在土耳其前线的战事不利，丘吉尔辞去阁僚职务，亲赴战场参与战斗，他根据在陆地上的战壕战的体验，创造了“坦克”的概念。

本田宗一郎和乔布斯也极其关注细节问题，即使一件小事，松下幸之助也会思考好几天，但是他在一瞬间就能做出重大决断。

在知识创造管理中，为了使这样的实践智慧在组织层面而不是有限的个人层面得以共享和实践，领导者的任务是通过组织文化和制度等打造促进实践的环境。


“群策群力”的方法


在实践智慧的循环的6个步骤中，前5项都是在个人的实践中磨炼的，而第六项“将实践智慧组织化”与众不同，需要从组织层面努力培育实践智慧，即“群策群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素养的习得、实践的“场”的经验、恰当的评价与反馈、社交网络的形成等要素必不可少。


1. 素养的习得


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素养的习得能够培育人的想象力，使人掌握兼顾宏观与微观的能力。德鲁克说过：“管理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一般素养。管理与知识、自我认识、智慧、领导力等人格因素相关联，因此它是一种素养；同时，管理也与实践和应用相关联，因此它是一种素养。”


素养
 （culture）的词源是拉丁语的cultura，原意为“耕作”，即为了培育心灵，开设“自由七艺”（文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以古典为素材，将其作为重中之重。

“古典”（classics）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classicus，原指在危机时刻被征召的、能够为国家捐助一支舰队（classis）的最高等级的富人阶层。后来它的意思发生了转变，人们把在人类的心灵危机中真正赋予我们精神力量的书籍和艺术统称为“classics”。人们认为，古典是有德之士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没有差别。

2009年，加里·哈默尔等人在“未来的管理的25个目标”中提出要“重新构建管理的哲学基础”（参考序章）。在价值创造中，作为对价值的判断，我们要追问人类是什么，什么是真善美。如果一个组织的高层及中层领导者全都提出“为了世界，为了人类，我们要创造这样的价值”的设想和哲学，那么这个组织一定能够实现创新。此外，素养也是直观现实（actuality）背后的本质并将其表达出来的基础。富有良知的价值判断，即实践智慧的基础和哲学也能够从素养和古典中习得。


2. 实践的“场”的经验


只学习理论是不够的，教条地照搬古典也非我们的本意。为了防止实践沦为纸上谈兵，我们必须通过解决一个课题，获取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经验，这正是实践的“场”的经验。它类似于提出“场的逻辑”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纯粹经验”或心理学家契克森米哈赖所说的“心流”，是一种与他人或对象融为一体的体验，同时也是超越自我的体验，即“去伪存真的经验”。

在本田，负责新车型研发的项目领导者被称为大项目负责人（large project leader，LPL）。他承担项目的全部责任，但是没有被赋予掌控团队成员的人事权。在没有人事权的状态下带领队伍可谓是“创新的修罗场”，而这是本田有意而为之的，此举不仅能加速创新，还成为培养LPL及其下属——项目负责人（PL）的机制。

像这样，如果想要在组织里形成一个为培育实践智慧而积累经验的平台，我们就要恢复“学徒制”。最高质量的隐性知识渗透于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中，徒弟只有从与师父的共同体验中学习，才能把实践智慧传承下去。但是我们必须按照现代方式改造学徒制的形式，美国管理学家拉姆·查兰也认可学徒制的有效性（参考第六章），他说：“我们只能通过训练培养领导者。我们让他们挑战高难度的工作，通过适时的、具体的评价和内省给予他们反馈，从而增强他们的判断力和意志力。”


3. 恰当的评价与反馈


反馈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积累直接经验的过程中，为了准确地判断善恶并基于该判断采取适宜的行动，我们必须循环进行适时的、恰当的、评价和内省。

三井物产以危机为契机，提出“从原点走向未来，开展良好的工作”的口号，让公司上下思考什么才是“良好的工作”。时任社长枪田松莹认为，良好的工作既要有益于社会，又要对自身有价值。员工评价制度也由定量评价转变为定性评价，原来100%取决于销售额，现在80%是看是否开展了“良好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三井物产把面向“良好的工作”的实践的目标设定及反馈的功能融入了人事制度。

本田将“本田哲学”的基本理念传递给全体员工，员工们在共享善恶的判断标准的同时，在日常业务中频繁地追问“自己是怎么想的”，这便是对照本田的企业哲学，“吾日三省吾身”。长期以来，本田把目标、梦想、必要条件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抛给员工们，比如“A00车型是什么”“用一句话如何总结”“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想要变成什么状态”等，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都是为了反复锻炼员工们认清本质的能力。


4. 充分利用公司内部的社交媒体


当前，公司内部的社交媒体（博客、SNS、Twitter等）也成为“集思广益”的工具，受到人们的关注。它确保了内容的可靠性，同时也能减少员工们对于信息发送的抵触。它还有助于将发送的信息和知识积累起来并进行数据化。利用检索功能，信息的二次利用很容易实现，通过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反馈、传递，共同体就形成了。但是，社交媒体终归只是一种工具，最根本的还是个体与个体所构成的“场”。此外，社交媒体也不是企业单方面强加给员工们的。

众所周知，美国思科系统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利用公司内部的网络（参考第六章）。日本思科在社交网络系统方面也开展了自己的尝试，并于2011年被评为“日本经营品质奖大规模部门”。

以“打造能够改变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及娱乐方式的网络平台企业”为目标，思科持续进行了组织改革和管理创新，比如形成了以各个领导者为中心的扁平化组织，在世界各地都能开展工作，同时也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对面地交流，实现了网络（虚拟空间）与具身性的“混合动力”。因此，日本思科的平井康文社长将思科的技术称作商业技术
 （business technology，BT）而非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ICT）。

思科最重视协作，把公司愿景称作“思科文化”并写在卡片上，共享给全体员工，以此作为协作的起点，特别是要求中层经理开展C-LEAD行动——C（collaboration，协作）、L（learn，学习）、E（execution，执行）、A（acceleration，加速）、D（disrupt，颠覆）。因此，思科充分利用商业技术，在业务中根据情况将虚拟的共同体组织化。共同体的召集人明确说明任务的目的和职责，促进成员间的对话，利用社交网络共享信息，不断推进业务。

社交媒体创造出一种类似身体感觉的东西，在互联网上形成了虚拟的共同体。通过对内容的浏览和播放，社交媒体共享了近乎“此时此地”的语境，实现了高度的同步性，将实时、一次性的事件复制，转化为可重复的、多次的事件。遍布网络的无数“疑似”共同体（同步交流）也是一种“场”，网络媒体的特质正是形成这样的“场”。

顺便说一下，迄今为止，网页承担了电子“市场”的功能，而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问世为其赋予了电子“广场”的意义。与社交媒体相比，谷歌更加无视“奇点”（计算机超越人类智慧的技术上的特异点）等计算机的性能，谷歌引入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全力贯彻“机械化=算法化”，试图在使用网页的过程中排除人类的干预。与此相反，Facebook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它认为操作网络的归根结底还是人类，作为自身的意志，人类应支持“共享精神”，使网页获得“丰收”。Facebook的观点与哈贝马斯（Habermas）的“社会运行靠的是讨论的主体，即人类”的思想异曲同工，社交媒体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虚拟“广场”，它将为“群策群力”和实践智慧的形成做出贡献。

原型的传承

对组织来说，与对话和实践有关的、固有的“原型”是动态的创造知识资产，原型的传承是“群策群力”的重要环节。在日本，原型是一种卓越的知识，是思考和行为方式的精髓，我们可以通过原型理解和判断语境，并将语境与行为联系起来。

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Winter）非常重视“惯例”（routine）的作用，它能够维持并提高企业进化过程的效率。不过惯例与创新不是相互对立的，知识创造理论兼顾了创造性和效率性，我们可以把创造知识的良好的原型称作“创造性惯例”。

原型是理想的动作的核心，但不是完全固定的动作，它常常接受来自现实的反馈，创造性地进行自我革新，不断地接近理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守”（学习原型）、“破”（打破原型）、“离”（脱离原型）的过程至关重要。

本田、苹果等企业也把原型传承了下来。“三现主义（现场、现物、现实）、“尊重理论、创意和时间”的风气、“A-spec是什么”“A0概念是什么”“为什么要研发A00”等对于本质的追求都是本田的原型，上司把它们传承给了部下。苹果公司孕育出独特的原型，比如“简洁”“创意”“毫不妥协，反复打磨，追求细节”“全员参与，团队合作”“鼓励交流讨论，促进创造性思考”“对工作保持激情”等，建立了创新型组织。

除此之外，三得利的原型是在“试着做一下”和“看好我怎么做”，即“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相互角力中迎接挑战、实现创新。大多数优秀的企业都拥有追求本质的原型，比如丰田的“重复问5次为什么”、佳能的“整体最佳”等，它们通过原型日复一日地追求卓越，成功地将看似平常的东西变得不平凡。

知识的结构改革

从根本上对作为组织的惯例而传承下来的知识及其原型进行革新也是领导者的任务。长期以来，关于如何对待在照片胶卷市场中培育起来的知识，富士胶片和柯达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柯达曾在知识产权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而富士胶片专注于胶片制作，不断追赶并超越柯达，坚持做好纳米技术等核心技术的积累。

面对胶片市场日益萎缩的状况，柯达虽然拥有数码相机等专利，但未能完全跳出胶片时代意识的窠臼，在营销模式上选择了产品集中化策略，实施防御性战略。柯达也尝试转向打印机业务，但没有成功。基本上，防御性的组织不会有所创新。

相比之下，2000年古森重隆出任富士胶片社长，针对利润锐减的情况，他发动全员研讨富士胶片现有的技术，明确设定了业务范围（文件处理、影像处理、信息处理），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他果断实行裁员，从照片胶卷转向液晶面板、光学材料、医疗业务等。在此期间，胶片市场于2004年“缩水”一半，2007年仅剩下1/5。狂澜即倒、大厦将倾之际，富士胶片以极大的勇气实现了变革。

富士胶片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进行了知识的结构改革。它面向新的业务领域，把通过照片胶卷培育出来的品牌、技术等知识资产进行“因式分解”和重组。具体来讲，2006年富士胶片将分散的多个研究所整合，成立了“富士胶片先进研究所”，以“融合·创新”为宗旨，以创造客户价值为目的，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整合公司的基础技术，持续推动开放式创新和业务创新。这正是现场领导者心血的结晶，从构思阶段开始，他们便放弃了节假日，努力打造一个以创造知识为目的的研究所。站在知识的基础上，富士胶片跨越了胶片业务，构建了新的成长战略。


实践要点：反馈的力量


日常的习惯

在实践智慧的循环过程中，日常的习惯养成是重中之重，个体必须意识到这个过程。“反馈”的力量是强大的，它可以驱动实践智慧的领导力，并持续监控和评价。作为这种个人层面的实践，德鲁克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每当耶稣会的神父或加尔文派的牧师要做任何重要的事时，譬如进行一项关键的决策，他们被要求把预期的结果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9个月之后，他们必须按照预期结果对实际结果进行反馈分析。如此一来，他们很快就能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很好，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并且也能知道自己必须在哪些方面抓紧学习，以及必须改变哪些习惯。最后，他们还能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缺乏天赋、无法胜任。我自己坚持使用这种方法已经50年了。

（德鲁克，2005）

从在组织层面培育实践智慧的意义上讲，组织应提供“两场所、一机制”：领导者有意识地自我成长的场所（富士施乐KDI提供了“明智者计划”的领导力项目），掌握整合目标与手段的能力的场所，传承知识的机制。因此，教育研修、领导力研修的场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杰克·韦尔奇时代到伊梅尔特时代，通用电气一直致力于培养领导者的判断力。领导力的培养是创造知识的过程，它的理想是在与个人、组织、利益相关者的关联性中，丰富自身的知识，使组织能够自主地行动。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实践智慧的领导力不可或缺（见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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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将实践智慧的行为习惯化



实践智慧的领导力与组织成果：面向模型化

亲身参与实践智慧的过程的企业、组织和个人有可能创造什么样的组织成果呢？在此我们提出一个假说：拥有组织性实践智慧的企业在管理判断的方法论和实践态度方面出类拔萃，所以能够取得中长期的、可持续的成果。我们将其归纳为以下模式：


组织性实践智慧→管理的实践能力→可持续的成果（发展）


以此为前提，我们开展了问卷调查（时间为2011年3—5月，对象为5家日本企业及行业巨头的中层管理者，这些企业在2011年3月取得了高于业内平均水平的良好收益，且在企业价值方面标榜自身的社会性和公益性，其中IT行业3家，综合商社1家，食品制造批发商1家，n
 =553），分析中层管理者是如何把握企业高层及组织的实践智慧、知识创造和管理的成果的，并根据这些变量（参考调查领域）建立模型。我们从实践智慧的循环的6个步骤引申出18个问卷题目，把“明智度”设定为它们的组合值，根据过去的实际经营状况，用风险判断力、实践行动的持续性、概念实现力来衡量管理的实践能力（见表5-2）。


表5-2　各个调查领域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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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出以下3个领域之间的关联性，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1. 组织性实践智慧是可持续的基础


在“组织的明智度”高的企业里，管理中的“实践判断力”（管理的实践能力）、“员工满意度”等也很高，从中长期来看，这类企业能够取得高绩效。


2. 高层的实践智慧在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有利于愿景的实现


如果“高层的明智度”很高，企业就可以强化“管理的实践能力”，而“管理的实践能力”能够带来良好的业绩。“高层的明智度”还能提高组织的“明智度”，促进“知识愿景·驱动目标”彻底共享。换句话讲，“高层的明智度”高的组织，其未来也更加明朗。


3. 个人的实践智慧在实践的“场”中产生成果


“组织的明智度”形成了多样化、丰富的“场”，通过对场的完善，“个人的明智度”得到提高，进而激活了“SECI过程”（知识创造活动），促进了“知识愿景（共同善）的实践”。这一过程提升了“员工满意度”，强化了“高层的明智度”和“管理的实践能力”，为提高企业的中长期绩效做出了贡献。

根据调查结果（主要要素间的关系），我们用图5-3表示组织性实践智慧与成果的模型。从整体上看，该模型展现了知识的流动，即企业的实践智慧的管理与提高中长期绩效的连锁反应。简而言之，我们认为存在一条“知识-利润链”（知识与价值、利润的组织性连锁反应）。这不是单纯的因果流转，创造场的过程、产生行为的结果的实践智慧是驱动组织的知识创造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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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组织性实践智慧与成果的模型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证明了“拥有组织性实践智慧的企业能够取得中长期成果”的假说。这个模型无法带来高额的短期收益，但是它说明明智的组织是精通实践的组织。




[1]
 泛指可作为先例据以决案的法院判决。——编者注



第六章 由“场”创造组织




问题6
 　在知识创造管理中，我们应该如何思考组织的设计？等级制（树状结构）的组织架构图行不通吗？人事的职能是什么？教育研修的理想方式是什么？


思维的视角
 　我们应采用基于以管理为目的的业务分类的组织架构，同时以横向的“实践项目”为中心，聚焦于每一个个体，建立“场”的网络。因此，人才的培养成为组织运行的关键因素。



如果一家企业没有组织架构图，它还能否顺利运行呢？这个问题来自某位实干家的“碎碎念”：传统的管理战略使用组织架构图进行组织设计，那么这种方法是否同样适用于知识创造管理呢？同时，它还涉及另外两个问题：组织设计的思维方式有何不同？在现实中，按照组织架构图设置的、现有的部门无法满足知识创造管理的要求吗？


对于组织设计的前提条件的质疑


创造知识的企业的领导权

只要企业是进行某种实践的人类的集体，它就无法像机器一样运行。根据什么样的“领导权”（结构规则、文化等）设计组织是一个核心问题，人们通常认为，组织的领导权可以分为以下3种：垂直管理（等级制的组织结构=集权的官僚制）、平行管理（多元化的组织结构=多个系统共存）、自治管理（自治的组织结构=分布式自治）（Fairtlough，2005）。

我们认为，知识创造管理呼唤脱离了等级制的自我创造型组织，以及由与该组织相适应的社会领导力所构成的自治形态。这是因为我们采用不同的模式看待组织的成员。卡内基学派认为，他们是在有限的认知与合理性之下按照指示、命令开展信息处理业务的白领（参考第一章）；但在我们看来，组织的成员是自主地形成场、创造知识的知识工作者。

大多数组织架构图呈现“树状结构”，因为从管理控制的角度（分工化与等级化）来说，这是合理的。它与创造知识的企业的模式完全相反。此外，日本的很多大企业沿袭了等级分明的事业部制，根据不同的产品、业务职能等设立部门。换句话讲，“销售什么样的产品”和“如何进行管理”成为组织设计的前提条件。当然，事业部制也有成功的先例，比如松下电器没有实行单纯的事业部制，而是把生产事业部和销售事业部分离，形成了公司内部市场（竞争关系）（加护野，2011）。即便如此，事业部制的局限性也不可消除。

除了结构上的问题，事业部制还常常把业务处理的过程与组织的信息传达过程混为一谈。以业务分工为目的的信息与市场、组织间的信息原本没有必要沿着同一条线传递，可一旦将两者等同，就会发生信息的滞留。组织的各个部门共享来自客户现场的信息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在现实中，信息往往滞留在各个业务单位内部，事业部之间出现了信息的“隔离”。

松下电器考虑到了信息共享的必要性，于是颠覆了自身传统的事业部制架构，合并了子公司和兄弟公司，推动“同一个松下”的改革（参考第三章）。时任松下电器社长的中村邦夫只要开完董事会，就立刻给干部们发邮件，传达会议内容。这样一来，散会后，如果董事们还是只传达信息，那么他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按照传统的组织架构图传达信息的方式使组织的行动越来越迟缓。作为一家全球性企业，对于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捷应对必不可少。

组织的两种形态

组织架构图所表示的“正式”组织与现场的“非正式”组织即便是同一个组织，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组织结构服从战略”真的是必需的吗？美国商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提出了这个著名的命题，他指出企业应根据战略的变化而改变组织结构。

但是，这个观点把组织的功能限定为战略的执行部队（军队模式），扼杀了自主的知识创造的可能性。诚然，组织的自保和维持不能优先于战略，但是“学习型组织”“知识创造组织”之类的组织结构有可能形成组织能力，改变战略的存在方式，因此组织不能是等级制的，管理层必须注重非正式的组织和交流沟通。

我们经常见到管理者在管理现场束手束脚的情景，这便是管理战略的模式化以及战略、组织的一般理论带来的结果。比如，管理者对一线员工说“这不是你需要考虑的工作”，让一线员工专心做好事先被分配的任务，如此一来，整个组织的横向和纵向的知识创造就停滞了。或者是像当年的“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热潮一样，组织的功能趋于专门化、轻量化，丧失了应变能力和创造性。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组织设计的构想和定位。

超越二选一的设计

我们给出的方案是在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寻找一个动态的平衡（不是二选一，而是两者自主地相互变换）。大多数创造知识的企业通过对现有组织的等级制的创造性破坏，使组织焕然一新，激发了组织的活力。比如，在维持基于分工和等级的组织框架的同时，打破功能上的边界，引入知识共同体、项目型组织、横向组织等结构，或者改变管理现场的办公室设计，使其便于部门之间的知识交流，以此提高成效。

但迄今为止，类似的组织革新的尝试遭遇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这种情况今后仍将持续。即便如此，这些企业最终也会走向改革和创新。


建立共情的组织


中层领导者的解放

最近，不少企业开始重新审视人才培养，比如关注学徒制、早期培养，批判“领导力”等。领导者原本就应以面向未来的创造为目标，而不是模仿他人，但是领导力计划将过去的成功经验模式化，并力求模仿、复制，这反而抑制了潜在的领导者发挥其能力资产的作用（Patching，2011）。

某家跨国企业负责人事的副社长因领导力计划而出名，他表示今后会叫停领导力计划，因为它是由人事部门和人力资源顾问制订的，相比于分布式自治的场所，它更容易把人事部门理想中的人才标准强加于人，这也证明了领导力计划无法培育全球化的创新型人才。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型中层管理者”在企业的事业部里埋头苦干，推动产品开发，人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描绘出他们的形象的。但是随着业务创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也不得不对这种形象做出修正，比如从封闭的垂直型组织的中层管理者转变为开放的分布式自治型组织的中层管理者。这两者当然都很重要，他们的互相协作能够强化整个组织的功能。人们通常认为，所谓的组织之间的中枢、促动师、协调人等水平型组织的中层管理者很重要。但我们认为，仅仅依靠他们几乎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需要能够与高层管理者共享现场（或有过与高层管理者共事的经验）的中层管理者，因为他们可以在公司内外创造“场”，在这样的“场”里，组织能够横向、自主地运转。

实践智慧的组织化意味着“分布式自治”的领导力的形成。换句话讲，自发性的知识创造发生在组织及其网络的所有层面，它通过野中郁次郎曾经提出的“自中向上而下”
[1]

 的过程而实现。以个体（知识工作者）的关联性为中心的组织成为组织的基本形式，虽然也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员工里可没什么知识工作者”，但是他们拥有明确的愿景，知道自己想要创造什么样的未来。虽说是重视个体，可那绝不是个人主义，或许可以说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共同体主义。

第一章提到的PSF管理模式的专家大卫·梅斯特指出，欧美的大牌咨询公司最厌恶“个人秀”，它们声称“我们公司容不下把个人目标置于客户利益、公司利益之上的人”。假如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与自我展示、自身的利益和兴趣挂钩，那么不管他有多么优秀，公司都不能留下他。

那么以知识工作者为中心的组织设计应该从什么角度考虑呢？我们反复提到，知识创造管理需要“场”的设计，按照组织架构图设置的部门常常陷入知识的停滞和隔离，所以我们应建设多元化的组织，并以此为目标进行职场设计。此外，为了在这些“场”中形成独特的对话和讨论，从组织设计的软件设施方面来看，我们还应努力实现原型的共享。

自组织化的“场”

瓦雷拉提出的“自创生系统”理论是对自组织化（生命的自主系统）的模型化。他研究的主题是我们的“自我”是如何出现的。按照自创生的观点，一开始并不存在构成我们自身的确定的要素，在我们内部的自创生系统的作用下，组织的构成要素才得以产生。这些要素相互关联，使我们能够作为个体来行动，进而再次制造自创生系统，即这是一个循环的自我制造系统。

在瓦雷拉追求“自创生”的过程中，“身体化的心灵
 ”（embodied mind）的概念产生了。我们的心灵（认知）无法与外界分离，它深深地融入环境（场所）的内部，在那里进行自我创造。像这样，只有在自我与世界的关联性中，知识才能被孕育出来。在知识创造管理中，我们也必须把“身体化的心灵”所共享的场作为出发点。

对于知识创造管理的组织设计来说，我们的第一要务不是考虑组织的业务和职务分工，而应以“个体”为中心，设计出一种网络和动态的场，以便他们更容易地接触到组织内外各种各样的知识，更好地开展协作（见图6-1）。

[image: 53289-00-235-1]
图6-1　场才是管理的基本单位



激活知识创造

由此我们得出了组织设计的规则：


共享场→激活知识创造过程→创造知识资产



1. 共情的场可以提高知识创造的频度


笔者以知识创造模式为基础，对比在不同企业之间知识创造是如何进行的。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我们选取22
[2]

 家日本企业（样本数量为3622），调查它们日常的知识创造活动（把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内隐化的过程分解为更加具体的项目）的程度，以及它们在什么样的场中开展活动。关于知识创造活动，我们计算其活动总量（5个阶段的评价得分总量）；关于场，我们把从调查项目中得出的特征归纳为3个因素。

场的因素有3个：①办公环境；②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环境；③对话等“场”的方法论和组织文化。调查结果表明，第三种因素最能促进知识创造。如果一个组织拥有的“场”能产生“本质性的对话”，那么这个组织的知识创造活动的频度就很高。换句话讲，与物理的或虚拟的环境因素以及借助于IT的交流工具的因素相比，本质性对话与内省思考的因素与知识创造活动的相关度是最高的。

如图6-2所示，纵轴表示知识创造活动的频度，横轴上方按照“本质性对话”因素的得分标记出22家企业。显而易见，横轴与纵轴的相关度很高。

[image: 53289-00-236-1]
图6-2　产生“本质性对话”的场激活组织的知识创造



①得分标准是花费在知识创造上的时间。

注：时间是2000—2002年，对象为22家日本企业（A～V），N=3622。

资料来源：根据KIRO的调查分析（2000—2002年）。


2. 活跃于知识创造的人取得高绩效


在另一项调查中，我们以3家日本企业为对象，用4个具有较强代表性的项目代替知识创造活动（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内隐化），通过间接的方法，让每一个回答者进行自我评价，考查他们的绩效水平。调查结果显示了整个企业和高效率的员工在知识创造活动中的不同倾向。

如图6-3所示，员工的效率越高，知识创造活动就越活跃，且具有不同的知识创造活动的范式。高效率的员工不仅知识的内隐化程度高（面向实践的提案等），使用IT的案头工作也比较少。



SECI（知识创造活动）～各公司的现状



	从各个公司的整体情况来看，A公司在E（外显化）和C（组合化）方面投入了较多的时间，但S（社会化）和I（内隐化）较弱。

	B公司的C（组合化）较为突出，但I（内隐化）较弱，组合起来的知识难以付诸实践。

	C公司的SECI整体性很高，知识的流通很顺畅。

	各公司的高效率员工的知识创造活动都很活跃。





[image: 53289-00-237-1]
图6-3　高效率员工的知识创造活动活跃且具有不同范式



注：数据为加权平均值，最高值为6.0。

资料来源：根据KIRO的调查分析（2005年）。

总之，“场”的形成（共享）会促进知识创造，而活跃的知识创造反过来又会促进知识资产的创造。在很多企业里，中层管理者是业务发展的主力。尽管如此，为了让每一名员工都能更加便捷地工作，办公室设计等硬件设施与项目组织等软件设施的组合必不可少。这样的组织不是单纯的扁平化组织或“镇纸型组织”
[3]

 ，因为扁平化组织也是扁平的等级制组织，我们必须从是否形成“场”的视角重新审视它。

我们应根据什么样的前提、思想进行组织设计呢？例如，我们通常以承担组织职能的部门和负责产品市场的部门为横纵轴，建立矩阵型组织。此时，个人作为组织的成员，因横纵轴的调整而“两头受气”的情况不在少数，这是因为与个人的自主性相比，组织职能的实现是更加重要的前提条件。

但是，如果考虑到以个体之间的网络和协作为目的的矩阵型组织的设计，我们就需要转变视角，使组织功能部门和产品市场部门为个人能力的发挥提供支持，令知识工作者在分布式自治的状态下人尽其才。

在知识创造管理的企业里，组织架构图所显示的、正式组织的存在也作为汇报关系
 （report line）发挥着作用。但是，即使要维持这种关系，我们也需要从在现实中创造知识的现场和个人的视角出发思考组织设计。与此同时，领导力的实践的形态也应从发布指示命令转变为与每一个个体产生互动。

共情的组织管理

共情的“场”是组织性知识创造的基础。尤妮佳集团是实践这一观点的企业之一，它的生理用品和纸尿布的市场份额在日本国内位居第一。

尤妮佳提出了“共振的经营”的口号，其董事长高原豪久说：“员工与员工、部门与部门相互协作、相互比试、相互磨砺，这成就了最高的绩效。”（《日经商业》，2011年4月18日刊）

为了实现“共振的经营”，尤妮佳采取了SAPS
[4]

 的经营手法，把公司的整体计划分解到执行董事、计划和执行的领导者、部门负责人、经理、经办人员身上，并最终细化为以30分钟为单位的行动计划——基本上是自己制订、自己完成。SAPS经营要求从高层管理者到一线员工都一丝不苟地辛勤耕耘。这是一种彻底的行动管理，其背后便是SECI模型，即以周为单位进行隐性知识的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和内隐化的实践。

在“共振的经营”的组织里，每一名员工的愿望、欲望和设想产生共振，他们自主地思考并行动。高层管理者的任务是了解员工们的想法，将现场的智慧充分运用于企业管理。尤妮佳以亚洲市场为中心，提出了海外销售额占比44%和全球市场份额10%的目标。高原豪久认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问鼎世界第一。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尤妮佳把一线的“共振人才”派往国外，他们虽然不会外语，但在日本国内深耕SAPS等尤妮佳式的管理长达20年。部长级以上的SAPS经营会议以视频会议的形式把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联系在一起，同样推动了SAPS的循环。

高原豪久的父亲高原庆一郎创立了尤妮佳，把经验总结成SAPS体系，而高原豪久将每一名员工的自主性和共情融入其中，他自认为不具备上一代的超凡魅力，并且从唯魅力型领导者马首是瞻的员工身上感受到了危机，于是他提出了“共振”。现在，他每周向员工们发送问题意识的专栏，在员工过生日时发送祝贺邮件，每月和他们喝一次酒。尤妮佳的基本路线正是以这种在日本培育出来的模式为基础开展海外业务。

在知识创造过程中，不同的企业均拥有自己的“原型”。以尤妮佳为例，社会化的过程使员工的设想产生共振，加上SAPS是组合化的过程，构成了尤妮佳的重要机制。卫材同样也是共情的管理，它极其重视社会化的过程，为了实现企业理念，卫材宣布全体员工拿出全年工作时间的1%（每年2.5天）与患者共同度过。

组织必须建立一种机制，把高层管理者的想法传递给遍布全世界的员工们。在此意义上，尤妮佳和优衣库的管理也存在相似之处。

对“众智经营”的重新思考

松下幸之助被称为“经营之神”，他留下了很多名言，其中包括“众智经营”。他强调“集合了众智的全员经营”的重要性，“最好的经营是源于众智的经营，在经营中运用集体的智慧越多，企业发展得越好”。松下幸之助用其一生的经营在实践这一理念。

如果每一名员工都拥有“自己也是管理者”的气魄并自主地行动，在坚定的经营理念下聚集起来，企业就有可能实现最佳的管理。这种强大的信念催生了“众智经营”，之所以说它是最佳的管理，是因为不仅每一个人的劳动价值提高了，整体的成果同时得以提升。众智经营体现了迄今为止的日本经济发展和日式管理的精髓，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不同于熊彼特所说的仅仅由一个或多个创业者开展的创新。

2011年2月15日的《日经产业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使全体员工成为魅力型领导者”的报道，记录了美国思科公司总裁兼CEO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的华丽转身。1995年，钱伯斯就任思科CEO，他凭借强劲的魅力型领导力带领思科，使其发展成为网络设备的龙头企业。他亲自主导了140件企业并购案，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充当“顶级推销员”，这是他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但是，后来他完全颠覆了自己的经营哲学。

钱伯斯宣布，思科“从由上级指挥命令的经营转变为团队协作的经营”。这是因为他认识到，等待高层管理者的指示和命令的组织无法适应全球化市场的速度和变化，而思科的员工分布在世界各地。为了提高组织的敏捷性，钱伯斯认为每一名员工都要成为魅力型领导者，机动地汇集知识和能力。思科以公司内部的社交网络服务（SNS）为基础设施，把全世界的7万多名员工联系在一起，公开了每一个人的简介，创造了能够共享信息、组成团队的环境，即“场”。公司内部的SNS没有部门、国界、上下级的壁垒，通过积极利用“网真”（telepresence，远程呈现）等技术，建立了能够在一瞬间汇集世界各地人才智慧的基础设施，力求使思科从一个等待指示的组织转型为每一名员工都可以适时地做出最佳判断的敏捷的组织。

这种向促进团队协作、把全世界的分布式自治的领导者联系起来的社区型企业的转变使思科感受到了“众智经营”的崭新潮流，钱伯斯将其变化描述如下。

思科能够成为全球化大企业的最佳典范，有机地培养领导者，从统一管控走向自由，变成以分布式自治的形式产生创意的引擎。

思科已经不必依赖于CEO。现在公司拥有大量的，“迷你CEO”“迷你COO”，他们是能够率领团队的人才。我们既孕育了创意，也培养了员工。以前我的继承人只局限于一两名候选人，现在有500人都可以接班。

（Fast Company
 ，2008年12月1日）

按照分布式自治型的领导力，高层管理者展示宏大的理想和愿景，中层管理者把该愿景分解为具体的概念和计划，对照现实的语境建立对话和实践的场，从组织层面创造知识。通过这一过程，不仅仅是高层管理者，全体员工都成为有魅力的领导者，钱伯斯也将其称作“从中层开始领导
 ”（leading from the middle）。

这不是思科的“专利”。以全球化为目标的武田药品工业利用网真把全世界的主要据点联系起来，形成虚拟的场，进行沟通交流。网真技术在与会者的表情变化和眼神接触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这是以往的视频会议办不到的。在实际运用时，场既有虚拟的也有现实的，而只有个体之间以具身性为媒介的能够共享语境的“场”才是未来管理的基本单位。


知识创造管理法则⑦：非树状结构的组织设计


传统的组织设计

已经有人试图以现有的组织为前提，建立旨在共享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组织设计的标准是基于组织分工和等级化的组织设计（可以理解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的模式），职能制组织、事业部制等由最适合于业务或市场活动的业务单元构成，包括项目制组织、矩阵型组织等不同形式。

但是，人们已经发现这些组织设计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项目制组织可能与派出人员的原部门产生利益冲突，出现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上文也曾提到，矩阵型组织容易使个人左右为难，或在矩阵中遗漏某一项业务。

动态网络组织

作为不同的设计思想指导下的组织，人们提出了“自组织化”和“动态结构组织”，不过它们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比如，迈尔斯（Mayrs）和斯诺（Snow）的“动态网络组织
 ”（dynamic network）就是一项早期的尝试，这一概念意味着专业的功能和知识通过经纪公司或信息系统等被灵活地组织化，这种变化是由市场机制而非内部管控决定的。但是，动态网络组织的概念仅仅被特定的组织所采用或只采用了一部分。作为创造知识的企业，对组织进行全面重构的例子并不多见，但是这样的例子正在逐渐增多。

动态网络组织在设计上的特征是没有固定的设计，其本质性的存在方式是运动和组织的知识在不断流转。比如，丹麦的助听器制造商奥迪康的“意面式组织”打破了所有的组织壁垒，在没有围墙的办公室里重新焕发企业活力。奥迪康的办公室里没有固定的座位，它是开放式办公（NonTerritorial Office）的先驱。不同于在有限的空间内自由选择座位的办公环境，奥迪康的员工们根据不同的项目确定办公场所，他们的办公状态是一种半固定的形态。他们把装有脚轮的柜子称作“小狗”，将便携式计算机和资料等装进“小狗”里，工作时，他们带着“小狗”在各个项目之间自由移动。

类似的尝试还有前川制作所的“独立法人组织”以及Gore-Tex日本的POGAL（Project-oriented Organization Incorporating Groups and Leaders，包括团队和领导者在内的项目导向型组织）等网络型组织。就像工匠为了使顾客满意，自始至终精心地制作产品一样，独立法人组织放弃了大型组织的内部分工，专注于回应客户的需求。POGAL没有金字塔形的职级制度的上下关系，员工都是“合伙人”，根据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充分发挥自身的领导力，灵活地、创造性地工作”。

上述组织设计现在正在普及化、常态化，它的关键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不进行宏大的设计或按照树状结构来思考，而是采取有可能自主变化的结构。

非树状结构的组织

组织设计的方法与城市景观的设计比较相似。我们已经从大规模的新城区的失败中认识到，理性的城市设计即便看上去功能完善，在完成后，现场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计划性的设计的前提便是“分工”与“分离”，即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与等级制的结构。例如，“人车分流”的设想把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分离开来，它一方面追求交通安全，另一方面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不方便、影响街区的繁华、只有行人的道路是否真的安全等。笔者就不想在夜里走多摩新城的人行道。

英国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清楚地说明了这些问题，他批评按照理性的树状结构设计近代和现代城市是有问题的，指出传统的宜居城市正在从居民的生活层面出发向非树状结构自然而然地发展。亚历山大之所以要进行这项研究，是因为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凌驾于规划者的智力之上的存在。这样一来，规划者便会采用易于理解的线性思维。但正是因为线性思维，他们设计的城市呈现机械、枯燥无趣的树状结构，而人类居住的自然的城市是多种要素相互重叠的非树状结构。

实际上，企业的组织结构图与城市设计完全相同。生存在现实中的组织是多维度的、复杂的，而组织的规划者为了使其简明易懂，用二维平面的树形图将其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组织结构图。因此，它常常与现实中的组织（多维与二维）存在差异。对我们来说，只要不是机器人，就不存在完整的组织结构图。反过来讲，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人类被组织结构图束缚变成了机器人。

但如果放任城市无计划地发展，城市开发和组织运营都无从谈起。因此，亚历山大将人们在共同体（组织）中的生活场景看作许多“模式”的积聚，提出了通过居民的对话把这些模式组合起来的方法（模式语言）。

城市规划师西乡真理子沿用了亚历山大的观点，她对商业街进行了重新开发。在香川县高松市的丸龟町，她与居民一起创办了工作坊，然后采用亚历山大的“繁华广场”模式，以带有一个象征性的穹顶的“水晶穹顶广场”为中心，打造了一条商业街。将模式语言应用于城市设计的想法早已有之，例如城市规划专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City
 ）等，而从居民和个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自然的城市建设（西乡，2011）。

企业的组织设计不考虑城市那样的硬件设施建设，它在本质上是人类的场所的积聚。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大可引入亚历山大等人的观点，它适用于分布式自治型的组织设计。这种组织设计是由整个组织的机动性与个人在现场的工作模式（团队型、项目型、机动型）的相互作用创造出来的。虽然没有硬件设施，但是办公室设计、信息环境等作为一种媒介也承担了重大任务。

树状结构的组织将业务细化，实施职能分工，而非树状结构组织不是这般运作的，它依靠的是员工的行为的联结——每个人的目标、愿望等主观要素关联起来，同时持续地开展业务。因此，模式语言之类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可以借用亚历山大的例子，创造一个像“庭院”那样的便于交流沟通的组织（亚历山大，1993）。庭院与创造性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我们首先从已有的、模式语言的清单中挑选出与自己有关联的模式（例如：段状的斜面［169］，有树的场所［171］，生机勃勃的中庭［115］，温室［175］，采光场所［161］等）。

如图6-4所示，模式群并非独立的，为了形成一个“庭院”，我们要把相关的模式组合起来。这些词语的网络意味着“场”的质量，我们可以将其作为隐喻来思考开会和交流的场所，在设计时有机地配置办公空间、会议室等，例如，没有围墙的一览无余的办公室、便于对话的公共空间、像树林那样的集会场所、让人转换心情和想法的入口等。

[image: 53289-00-247-1]
图6-4　根据模式语言形成意义的例子



资料来源：亚历山大（1993）。

自组织化的组织设计

非树状结构组织的基础在于建立一种结构，使我们在避免知识的隔离的同时，能够灵活地运用有助于特定业务、提供客户价值的知识资产，而一开始就按照等级制设计的组织很难做到这一点。笔者将官僚制组织的效率性、稳定性与任务型组织的有效性、机动性结合起来，提出了“超文本组织”的模式（绀野登、野中郁次郎，1995）。

超文本组织由3个层次构成：业务系统层、项目团队层以及作为知识的“储藏库兼交换所”的知识库层。超文本组织的关键在于其每个成员所拥有的知识的积聚以及在3个层次之间的语境转换能力。组织的成员穿梭于3个层次（语境）之间，应对环境变化提出的要求。在超文本组织里，人们通过项目、任务等推进业务，这种模式获得了共享的办公环境和信息网络环境设计的支持。

如图6-5所示，我们可以用自组织映射网络（self-organizing map，SOM）作为超文本组织的隐喻，这一模式通过神经元网络（模仿人类脑神经回路的信息处理的分布式系统模型）将多维的资源按照不同的主题映射到组织的平面上。自组织映射网络是由“输入层”和“输出层”构成的双层（多层）结构，其组织形象体现为动态的知识库，输入层把形成整个组织的每一个个体的社会关联性当作知识资产，置于基础地位，输出层根据不同业务的时机机动性地组成网络。项目制组织、超文本组织、通过有机的网络运营的组织等都属于SOM的一种类型。

[image: 53289-00-249-1]
图6-5　自组织映射网络的图示



资料来源：参考九州大学研究生院系统信息科学研究院古川浩研究室资料等。

这样的组织设计可谓是“没有设计的设计”，它要求具备以下3个视角。

（1）设定令组织产生知识创造动力的概念。比如POGAL、意面式组织等，选择适合于组织的概念（隐喻）。

（2）设计关键性的场。恰当地实践这一概念，如自由的项目、自主的团队、支持动态组织的平台等。

（3）创建体制和环境，实现自由的模式转换。项目制度、知识共享的体系、信息通信技术环境等。

佳能是一个典型的以场为单位设计组织的企业。御手洗富士夫（前任）社长上任以来，把组织当作多层次的场，持续推动改革和战略的实践，建立了佳能特有的管理模式。公司内部的交流氛围热烈，其主要特征便是经营团队每天早上召开的自由讨论会（晨会）。公司的上班时间是8：30，员工们7：00来到办公室，8：00开始进行自由交流。这成为佳能公司经营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大量的“场”。从干部会议到社长奖励，员工们在“场”中共享了价值观，不断地为公司创造业绩。

“小世界网络”与社会资本

我们已经看到，以知识创造管理为目标的组织不是均质的、固定的结构，它常常是动态的，这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运用组织的知识资产，驱动知识创造过程。

知识是参与创造利润的资产，而组织所拥有的知识总是具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特征。社会和组织的网络结构是形成组织性知识资产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它们是潜在的社会资本，但如果想要将其作为知识资产加以利用，我们必须建立特定的“场”的机制。换句话讲，知识创造管理的组织的任务是外显化并激活“等待”状态下的社会资本（capital in waiting）。在知识的“资本化
 ”（capitalization）过程中，组织和社会的信任等要素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高质量的组织性知识资产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用“小世界网络
 ”（small world network）的模型对其进行说明（Watts，2004）。当我们意外得知所谓的“朋友的朋友”竟然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时，我们会说“世界可真小啊”，这种网络的形式便是小世界网络：在某个网络中，绝大多数的节点彼此并不相连，但大部分节点之间经过极少数的几步就可以相连。它符合人员流动良好的组织的特征，既聚集了充足的人员，又保证了人员集群之间的联系。一个组织所具有的小世界网络的特征越强，它的知识积聚的质量就越高，也就越容易产生知识。换句话讲，组织内外存在多种多样的知识，企业对这些知识的可及性
 （accessibility）越高，越容易创新。能够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积聚了高质量的知识的组织是未来卓越企业的典范。

以事业部制为代表的组织可谓是一个由知识形成的集群，其知识通过产品、服务等与市场和客户相联系，但是它越强大，越容易引起信息和知识的隔离，从而无法超越整个组织的知识的总和，它增加了协调成本，最终导致机会损失。而边界对象将组织联系起来，于是产生了高质量的组织性社会资本，激活社会资本又丰富了集群的知识。组织内部的小世界网络与外部的知识相连接，进而不断扩展到更大规模的创新。


实践要点：以“场”的实践驱动组织


从功能性矩阵到支持个体的矩阵

在今后的组织设计中，与“场”中的实践相关的理解和概念掌握着成功的“钥匙”。它的基础是现场的实践模式、工作方式等，例如用“随需应变的组织”（根据市场机会的出现改变形态）的概念展示适用于快速时尚（fast fashion）的商业模式的组织网络。

即便是矩阵型组织，我们需要采取的思维方式是以人为中心（peoplecentric）的矩阵，而不是以功能（functional）为中心矩阵。图6-6是某个设计事务所探讨的项目型组织的概念图，与往常一样，项目成员按照专业能力组织（设计、技术等）和市场组织（不同的客户领域）组成了矩阵，但是专业能力组织（知识拥有者）和市场组织（项目委托人）非但没有束缚他们，反而为了提高个人的绩效而大力支持他们。

[image: 53289-00-252-1]
图6-6　支持个人实践的项目型矩阵组织



在考评的思路方面，评价的基础首先是各个实践活动和项目的成果。其次，个人在项目中的总体贡献由同行评审来把握，项目委托人评价项目的成果，知识拥有者评价个人的知识和能力。这是一项对本质性的结果主义的尝试，它不像一般的结果主义那样自上而下地完成给定目标，它看重的是项目的实践成果以及通过项目发挥出的个人能力和知识。

卫材是一个重视实践的企业，它以“人类健康护理”为企业理念，知识创新部门成为公司的中心，举办了“人类健康护理倡议”等活动。卫材共享了研发、生产、销售等各部门的最佳实践，分析并表彰了优秀的活动。由公司内部的13个具有创业性质的部门构成的研究开发组织、负责新药开发的核心功能单元、负责战略推进的CEO办公室共同推动了卫材的实践。

当我们把实践当作企业的日常活动的中心时，我们就要重新思考组织结构、人才配置、领导力等。以前我们自上而下地设计组织，把人放进一个个箱子里（见图6-7a），而现在我们必须自下而上地留出空间，以便从实践中的社会关联性出发自由地建立人们之间的联系（见图6-7b）。

[image: 53289-00-253-1]
图6-7　以过程为中心的组织与以实践为中心的组织



向社会开放的实践

我们已经无法仅用一个企业的框架来考虑上述组织的存在方式，“社会—企业—个人”的关系不再是传统的同心圆状，它具备了多元化的关联性。组织内部的个体与社会相关联，这对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日本企业为例，非正式员工已占据整体雇用人数的30%，年轻人的失业率升高（这也是全世界的趋势），他们不一定都会进入企业工作。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学历的含金量大幅下降，反而出现了另一种职业路径——不上大学，在专科学校磨炼本领，然后进入社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年轻人受到互联网浪潮的洗礼，被称为“数字原生代”，他们对于社交媒体等的亲切感极度高涨。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同于所谓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的“自由球员”（free agent）当然会越来越多。

除了性别、种族、宗教，工作场所的多样性还必须包括工作方式、思维方式等。对知识创造管理来说，组织内部应培养容纳知识的多样性的土壤，创造能够自由地接触多元化的知识的环境。

“955”（周一至周五上班，工作时间朝九晚五）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司空见惯，但在21世纪它将不再是主流。曾经的白领为公司奉献一生，退休后开始“第二人生”，而现在的上班族在工作的同时也在畅享第二人生、第三人生，退休的意义正在淡化。在这样的环境下，组织的领导者必须发挥新型的领导力，他要做的不是管理每天来上班的人，而是鼓舞员工和合作伙伴的干劲，使他们感受到工作的意义，适时地汇聚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管理者“威慑”呈“田”字形坐在办公室里的部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领导者必须认识到，尽管组织的工作就是该企业的工作，但这些工作还是为了社会，因此每一个人都要自主地参与工作。向社会开放的实践是不可或缺的视角。

组织内部的灵活性并不是对组织结构的随意改动，只有建立广义的伙伴关系的网络以及外部董事等管理层面的网络，与客户、合作伙伴等保持灵活的关联性，组织内部的灵活性才能实现。

从机会均等的意义上讲，增加女性董事也很重要。例如，挪威奥斯陆证券交易所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至少要有40%是女性；在英国，甚至有公司为了吸引能力出众的女性董事而举办时装秀（据说这是因为越有才能的女性越具有敏锐的时尚嗅觉）。

相比之下，在日本，依然有近四成的企业，其管理岗位上没有女性员工任职。我们常常听到女性不利于管理之类的话，但世界正在向我们展示与之相反的潮流。事实上，优秀的女性员工也在增多，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如何发挥女性特有的能力和感性。

此外，日本企业对于外部董事的态度普遍比较消极。有人指出，这是因为仅凭知名度就引入没有实际业务经验的专家、学者作为外部董事是缺乏必要的外部条件的，同时日式管理的封闭性强，无法形成接纳外部董事意见的企业文化。特别是有分析认为“对日本的制造业来说，外部董事对利润具有负面影响”，这明显跑题了，因为日本的制造业本身利润相对较低，引入外部董事并非为了提高利润。我们采用外部董事制度的真正目的是提高组织内部的灵活性（见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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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提高组织内部灵活性的外部关联性




以实践为中心的组织的案例


知识创造管理的组织设计不是传统的树状结构，我们必须以实践为基础来设计它，在此我们列举几个具体案例。

泰尔茂的“员工自豪”行为

自2009年起，医疗器械制造商泰尔茂开始实践贯穿于公司上下的“员工自豪”活动
[5]

 ，这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旨在大胆地变革工作方式、组织结构、人才培养方式等。

“员工自豪”活动是重视自主性的活动，不论职位、年龄等，具有问题意识的员工都可以成为领导者，只要有能力、有意愿、主动请缨，公司就会根据任务提拔最佳人选。领导者不受现有组织的制约，能够为了完成任务而灵活地召集最合适的成员，他们组成跨越了公司内部的组织壁垒的任务团队，自主、大量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从基本业务到具体项目，从现有部门到跨职能团队，他们处理的任务、活动期间和活动范围是多种多样的。“员工自豪”活动以“破釜沉舟的彻底改革”为目标，提出了以下5个关键词。


	打破组织间的壁垒。

	兼容并蓄。

	转变观念。

	人才培养。

	整体最优。



跨越部门壁垒的自组织化的团队从个人和团队两个方面促进知识创造，面向共同的目标，以跨职能的形式完成任务。

通常来讲，由于部门内部的职务等级差别和部门之间的壁垒阻隔，年轻人即使拥有问题意识，他们也很难以最适合整个公司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员工自豪”活动打破了纵向和横向的藩篱，支持年轻人大展身手。该活动的提案者直接接触项目的必要人才，邀请他们加入；被邀请的人无须请示上级，自己判断是否可以参加。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人拒绝邀请，于是便出现了一个人参加多个项目的情况。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泰尔茂的员工对于参加多个项目感到无比的喜悦。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运作一个项目或被点名加入某个项目是值得自豪的和骄傲的。

“员工自豪”活动大多不体现在组织结构图上，每人参加多个项目，业务分配基本上是责任到人。假如没有员工们坚定的互信，这种松散的组织形态根本无法成立。

据说在泰尔茂的海外子公司，该计划遭到了员工们的抵触。这也许是因为在欧美企业中，其职务规定明确，其员工难以理解为什么要接受除自己的上司以外的人发出的项目邀请，并且有时还要同时参加多个。公司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后，有员工提问：“参加多个项目的话，薪水会相应地提高吗？”但是，泰尔茂设立了交换留学等制度，使海外员工积累了与在总部工作相同的经验，基于信赖关系的任务型活动的意义在海外据点正在逐渐渗透。

“员工自豪”活动始于2009年，1年后其项目数量达到了800个，其中260个项目的领导者是主管或普通员工，它成为年轻人活跃的“场”。“提升员工自豪推进室”总揽整个计划，其成员来自销售、生产、血液业务部等不同部门，拥有多元化的工作背景，在全日本范围内，由分公司负责人推荐的“王牌销售员”作为项目推广人为该计划提供支持。这样一来，新的尝试在公司内部被大家认识、理解，很快深入人心，这也离不开泰尔茂多年来为打造促进知识创造的“相互交融的文化”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泰尔茂于1998年启动了内部公募制度（ACE公募），2008年开始了体验医疗现场的销售和临床训练（现在是新入职员工的必修课），为培养全球化的领导者，以30～40岁的员工为主要对象开展LEO研讨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泰尔茂为员工们提供了体验不同岗位、不同文化并挑战自我的“场”，不断改革组织的环境，使员工们接纳不同的想法，与持有不同意见的同事积极互动，从而激发出整个组织的创造性。

作为“场”的IT部门：JFE钢铁株式会社的IT部门改革

2002年，川崎钢铁公司与日本钢管株式会社（NKK）合并，成立了JFE钢铁株式会社。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两家公司的信息系统已经日益复杂，面临无法扩大的状况。对经营整合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机遇。JFE钢铁株式会社设立了信息技术改革推进部，开展了利用信息技术的业务改革行动，它迈出的第一步便是新型整合系统J-Smile。在系统整合方面，原有两家公司的员工们一起讨论钢铁行业应有的形态和本质，从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系统，这被认为是此次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

在一系列的改革中，信息技术改革推进部自身也作为业务改革的对象对自己“动手术”，如提高系统的质量和可靠性，其基本思路是从个人的力量向团队的力量进化。当发生系统故障时，大多是由系统工程师处理故障，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这背后隐藏了其他的故障原因，有可能进一步引起更严重的故障，并带来潜在的风险。因此，信息技术改革推进部要使自身成为能够总体把握潜在原因并妥善应对的组织，让自己的业务更加贴近钢铁行业的实践，如与相关人员共享故障信息，加强组织层面的学习、原因分析等。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信息技术改革推进部采用了SECI模型，创造“场”，反复进行知识创造的过程：首先把仅由个人了解的故障信息向大家共享（社会化），然后团队根据信息分析原因（外显化），分享解决故障的对策，提供工具和途径（组合化），通过团队学习掌握实践中的操作（内隐化）。系统总监、时任信息技术改革推进部部长的西川广表示：“我一直注重创造方便组织和个人行动的‘场’，对持续的改革来说，这样的‘场’的建设是不可或缺的。”

信息技术改革推进部常常聚集了很多计算机系统的专家，但是信息技术本身是一种手段，故障大多是由使用现场的人为因素引起的。可以说，信息技术改革推进部的改革，是从将任务和功能当作业务来处理的信息技术者组织向消除系统故障的实践组织的转变。

以项目为导向的办公室：日建设计

日本株式会社日建设计是日本规模最大的设计事务所，承担了东京天空树等著名建筑的设计工作，现在它标榜“专业服务农场”（professional service farm，PSF），力求紧跟时代的步伐。当前，委托人的业务环境改变并趋于复杂化，事务所的经营范围不再局限于建筑物（硬件）设计，因此客户对于设计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建筑服务呈现多样化。在此背景下，设计事务所的业务也迎来了一个新阶段。

日建设计在东京总部办公楼的8层进行了项目导向型工作场所（project oriented workplace，POW）的尝试（WORKSIGHT
 ，2011年12月27日），从内部挑选出对全公司来说重要程度高的项目，开展团队协作。设计项目的规模、时间等各不相同，并且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可变性很强。此外，设计人员在处理业务时往往专注于项目，忽略了知识的共享。在此背景下，POW应运而生。

每一个项目都有来自工程技术、结构、设备等各个部门的成员，他们坐在团队办公桌前工作，形成了一个“岛”，几乎每月“岛”都会移动，展现不同的状态。这样一来，与项目有关的所有人都会在项目开展期间产生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他们很清楚现在正在发生什么。边长1.5米的正方形项目桌上摆放着一个做了一半的模型，它们成为“边界对象”（参考序章），将“场”联结起来。日建设计也非常注重细节，公司给桌子配备了脚轮，便于员工们移动它，公司还会定期补充、完善办公用具。

在此之前，日建设计也持续改进总部的工作环境，希望把员工从一间间独立的办公空间解脱出来，打造开放型的工作场所，最终探索出了POW。但这还不是终点，POW是以30～40岁的相对年轻的员工为中心形成的新型工作方式的场所，即自主地设计“实践平台”的尝试，在他们的设想中，这一平台不仅包括硬件设施、软件环境等，还要与外界的专家开展广泛的合作。

提供实践的场所：富士施乐KDI

富士施乐以“文件管理”为核心竞争力，其使命宣言之一是“建立有利于创造和有效利用知识的环境”。在此基础上，它设立了知识创新咨询部门KDI（Knowledge Dynamics Initiative），旨在设计出将企业创造价值的活动具体化的“动态的‘场’”。

我们认为“日本企业振兴的关键在于知识创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同时具备“过程”和“实践”的视角：前者是指重新审视业务流程，从根本上提高效率；后者是指在现实的工作场所中提高每一个人的思考、对话和情况判断的质量。能够有力支持实践的不是基于功能建立的组织，而是由知识联结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即实践社区。

“Knowledge Dynamics Initiative”的目的在于激发实践社区的力量，提升企业独有的价值。

（KDI主页）

KDI认为，只有实践社区才能有力地支持企业的知识创造的实践，在那里，人们持续地开发和利用动态的文件环境的概念。现在，KDI设立了“未来中心”（参考第十章），尝试着将自己的办公室变成开放的实践场所。作为知识创新咨询部门，KDI运用长期积累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网络，发挥实践社区的力量，努力提升企业独有的价值。

实践导向型的技术：日立高新技术公司“商务显微镜”

科技正在发展完善，使迄今为止只停留在概念层面的场所设计和一个个网络变得可视化。

知识劳动不同于工厂作业，其业务本身是“不可见”的，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只能通过结果评价业务的效率。日立制作所与日立高新技术公司推出了“商务显微镜”系统，为全体员工配备了电子员工卡。它的外观与普通员工卡相同，不同的是，它内置了多种传感器，如同用显微镜观察微生物，它收集到的数据可以清晰地显示员工们的实际工作状况，比如谁和谁曾接触过。“商务显微镜”有利于改善工作环境，已经被许多企业采用。

通过“商务显微镜”，员工们的社会关联性和工作情况每天自动地描绘出网络图，在职场中谁和谁经常交流或没有交流变得一目了然。对以往的等级制组织来说，“商务显微镜”是管理工具，但如果组织本身必须以网络为基础，那么它就是促进可视化的工具，动态地显现组织设计的自组织化的工具，有利于发挥员工个体的能力与力量。


建立全球化人才开发的场


组织设计与人才培养相辅相成

为了在现实中实现上述的组织设计，我们必须双管齐下，在人才培养、人才开发等方面也倾注更多的精力。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席卷了金砖五国等新兴国家，因此培养全球化人才的长远规划问题被迅速提上日程。相关地区的管理层的“全球本土化”（具有全球化意识且熟悉当地情况的管理者）、当地员工的招聘和培养、公司总部的全球化等成为热点课题，它们不是孤立的、个别的问题，我们应该以始终如一的观点、实践性经营的观点来解决它们。

大多数MBA教育会采取课堂授课的方式，但实践智慧是源自实践的场所的经验，必须伴随着反馈。只有通过训练，继承前人的“基因”和经验，领导者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要建立场所，让潜在的领导者在现场挑战高难度的工作，通过适时的、具体的评价和内省给予他们反馈，提高他们的判断力和意志力，这是他们化茧成蝶的基础。来自前辈们的指导的内容也因对象是新手或中层管理者而不同，于是学徒制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学徒制的“复活”

《执行》（Execution
 ）一书的合著者拉姆·查兰（Ram Charan）提倡“同心圆学习模式
 ”（concentric learning）和有意识的训练的螺旋上升（查兰，2009），这属于学徒制的一种模式，它认为在促进领导者成长的各个时期，在加强领导者自身的、有意识的训练的同时，作为组织的考验，上司需要选择合适的课题，适时地交给其下属。

如图6-9所示，查兰提出以学徒制为基础，用反馈促进领导者的成长。通过同心圆的学习，领导者工作的广度和难度不断递增，其核心能力也被激发出来（A→B→C）。根据实践和导师（上司）给予自己的反馈，领导者反复地进行自我修正，这种有意识的训练日积月累，在脑海中形成了自动的、直观的特定反应，这正是一流的判断力的基础。对核心能力的持续强化练习同时带来新的能力的习得和思维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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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以学徒制为基础，将有意识的训练与考验相结合，培养领导者



资料来源：查兰（2009）。

这一方案并非人们印象中的“受压迫”的学徒制，它有意识地创造了具有多元化的经验的“场”，充分考虑了训练机制和导师的能力等，过程紧凑而有序。

三星公司实施了地区专家制度。在一年的外派期间，员工可以自由地生活，吸收全球化的“DNA”，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了解经济和产业发展，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并在线上将作为地区专家的体验分享给全体员工。

培育实践智慧的基础是面对面的互动，学徒制也属于其中之一，它的对象不仅是年轻一代，还包括管理层。

通用电气（日本）公司提出能力“伸展”的概念。在实际工作中，以课长为对象的“领导力”项目为了锻炼他们的决断力和效率，其负荷量是通常的4倍；以部长为对象的“跳跃”项目让领导者用1年的时间完成一项高难度的任务，通过董事的指导，培养作为领导者的价值观。

宝洁公司（P&G）的宗旨是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员工。首先贯彻企业理念和PVP（purpose：企业目标，value：价值观，principle：行动原则），并向员工们言传身教，然后用共同的评价标准“成功驱动力模型”来评价他们（工作力、意志力、行动力）。

作为日本企业的代表，富士通于2000年后在富士通大学率先开设了领导力培训课程“全球化知识研修”（Global Knowledge Institute，GKI），其目的有三：第一，让未来的领导者参加教育研修；第二，向他们提供针对现实思考事物的本质的机会；第三，形成领导者的网络，使跨越组织壁垒的全球协作成为可能。

富士通也面临信息服务产业特有的有关全球化的问题，即复杂性的增加。首先，在网络化的影响下，企业客户及个人用户服务的全球化势在必行，但对企业客户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服务在事实上难以成立，与当地用户的紧密联系必不可少，而只依靠正式的组织很难解决这个矛盾。其次，必须灵活应对市场、行业环境和技术的变化，避免僵化滞后。最后，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多层次的多元化“场”的形成同样重要。因此，GKI紧盯“人”这一要素，通过建立领导者的网络，减少巨大的协调成本，不断夯实协作实践的基础。




[1]
 参考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创造知识的实践》。——译者注


[2]
 根据图6-2中的内容，A～V的话应该是22家，图上也是22个点，疑似原文有误，所以原文中的“21”均改为“22”。——编者注


[3]
 顶端就像镇纸上的提钮，有几位高层管理者，以下的人员全部处于对等关系，属于横向组织的一种。——译者注


[4]
 S：schedule，日程表；A：action，行动；P：performance，绩效；S：schedule，日程表。SAPS是指以周为单位推动的经营循环。——编者注


[5]
 泰尔茂将员工称作associate，包含一起工作的伙伴的意思。——译者注




第三部分 通过业务创新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知識創造経営のプリンシプル


第三部分集合了与知识创造管理“业务”的可持续创新有关的话题，主要包括：“第二代”商业模式、市场知识与技术知识相融合的方法论（设计）、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利用、作为21世纪经济的基本单位的城市等。这些都是与创造知识资产并将它们关联起来的“设计知识”和“场”有关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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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知识社会经济形成的场所。西班牙的钢铁之城毕尔巴鄂市在经济衰退后，成功转型成为知识城市（Knowledge City）。由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古根海姆美术馆成为这座城市新的象征。



第七章 知识资产和商业模式




问题7
 　在知识创造管理中，盈利机制有什么不同吗？


思维的视角
 　知识创造管理不是通过物品而是通过知识的流动产生经济价值，其中重要的是商业模式和创新，这也是日本企业最欠缺的。




知识创造管理的资产和利润


知识资产的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是一种概念性工具，用来阐明某个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它描述了该实体为了向客户提供价值、产生利润所需调配的内外部资源和能力之间的关联性。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产品、服务等的分类方式，提供了一种连接这些分类的商业视角。苹果公司的iPod不仅是一个音乐播放器，还是一个结合了iTunes软件和iTunes音乐商店三位一体的商业模式。用户可以通过这些享受到苹果公司提供的“无缝音乐体验”。对于这样的商业模式，单纯的硬件层面的竞争已经毫无意义，因为用户愿意为之买单的不再是硬件本身，而是其中的经验价值。

由Skype公司（2011年被微软公司收购）开发的“Skype”软件，能够提供利用P2P（peer to peer，一种伙伴间多终端通信方式）通信技术进行互联网通信的服务。该公司以其独特的商业模式而闻名。用户只要拥有标准配置的麦克风和扬声器，就可以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与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其他用户免费通话。截至2010年，该软件已有6.63亿名注册用户。2010年，该公司的净利润达8.6亿美元，这可以与软银公司匹敌（2010年3月统计为835亿日元）。

那么，为什么Skype可以提供免费通话服务，它又是怎样赚取利润的呢？与众不同的是，该公司并没有像普通电话公司那样的通信基础硬件设施。Skype公司的“基础设施”就是下载该公司软件进行P2P免费通话的互联网用户本身，即客户的网络关系就是该公司的资产。对公司来说，这种资产当然是零成本的。Skype公司的利润来源于信用卡的“预付款”销售服务，针对的用户群体是那些希望从计算机以外访问互联网的手机用户，以及想要在互联网上拥有自己的电话号码的商业用户。

知识创造管理的利润，是由将企业创造的能够有效利用的内外部知识资产，转换为客户价值或经济价值创造的。因此，设计用于组合各种要素关系的商业模式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里的商业模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息、资金、商品等的运作方式，还必须考虑其背后的社会资本乃至自然资本的平衡。

因此，只有拥有对大家都有益（类似Skype的目标“无论身在何处，Skype让天涯变咫尺”）的志向，即最终以追求“共同利益”为目标的企业，才能灵活使用可有效利用的知识资产，并使基于此的知识创造活动成为可能。

追随型商业的极限

对企业来说，通过传统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经济价值不平衡）开展业务，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是在企业掌握比客户（消费者）更多的信息（市场趋势和技术等）时，或是拥有比其他公司更多的（或更早的）信息时产生的。这是主流、传统的市场营销的前提，也是所谓的“产品推出
 ”（product-out）模式的前提。

如今，消费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信息不对称”开展业务的有效性正在逐渐下降。因此，如何针对客户和社会进行有意义的创新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对于一直以来以“产品制造”为基本模式的日本公司来说，更加需要商业模式的创新。确实，日本制造零部件等的技术能力依然很强。然而，无论制造业方面，还是流通业和信息通信服务业方面，日本企业以前都是以追随型业务为主，擅长改善已经存在的业务和市场。

但是，这也已经达到了极限。追随型战略必然会被后发的追随型战略取代，这是定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创新是唯一的办法。三星公司提出了诸如“创新企业”和“设计管理”等口号，迫切希望跳出过去的追随战略。而随着新的商业模式相继出现，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等跨国企业因缺乏创新而变得更加举步维艰。虽然日本公司仍然具备技术实力，但现在，它们不得不抛弃那些迄今为止取得成功的模式。如果它们不及时开始创新，等回过神儿来时，可能已经落后两代了。

为此，我们不能将眼光局限于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角度，而要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业务规划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进一步来讲，也很有必要从支撑它们的新人才和领导者角度考虑。然而，倚重技术的传统制造业时代的领导者未必能适应新时代，企业的自我革新或者领导者的知识更新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将思路从销售商品赚取利润的模式中跳脱出来。

例如，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市场价值与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差距，而是“社会责任的不均衡
 ”（responsibility gap）。这与“格差社会”不同，它不是指单纯的经济差距，而是繁荣带来的矛盾，比如精神和情感上的贫乏等。另外，在国际社会中，它是指因大小结构性要素造成的差异，如隐藏在发达国家经济繁荣背后的全球贫困。

关注这种社会责任的差距会带来新的市场机会。在此基础上，以客户价值为中心，“设计”各种关系，将知识资产（品牌之类的资产、能力、客户关系，生成知识的基本活动）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这一点很重要。

振兴日本的新业务创造

日本制造业一直在努力进行“产品制造”方面的技术创新，但其经营利润率在全球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而韩国几个主要的制造商的利润率却非常高，美国的苹果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的利润率也非常高。日本企业虽然拥有较高的制造技能，但缺乏盈利逻辑。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营销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是严重的结构问题。

它们必须在制造技术以外的领域寻求提高利润率的解决方案。日本公司的研究机构已经开发出了许多优秀的技术，它们听起来都非常棒。然而，一旦这些技术进入商业阶段，它们的表现往往力不从心。

商业模式是日本公司最缺乏的知识之一。商业模式创新不仅仅是产品、服务的创新和知识产权管理，还包括工程管理之类的组织程序创新。从广义上讲，它还包含与社会公共基础设施、业务伙伴和客户关系的重新构筑。这些都是能够带来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反过来讲，缺乏合适的商业模式是一种威胁。

中村邦夫会长（当时的松下集团社长）将危机中的松下电器产业集团通过“破坏与创造”的方式重组为一个“Panasonic”。对他来说，在2000年的改革中，戴尔的商业模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当时松下电器的现金周期是70天，而戴尔为负10天（在发生费用之前先收到客户的付款）。尽管松下电器的毛利润很高，但因为销售管理的费用也很高，导致在净利润方面，戴尔更占优势。

众所周知，戴尔可以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定制产品，这也就是众人熟知的“戴尔直销模式”。这种直线订购、按需配置的模式可以带动与计算机市场相关的集成电路、操作系统、软件、网络等行业的平衡发展（水平分工），是一种适合当下“分拆时代”的独特的商业模式。相比传统模式，这种模式的盈利机制、供应链方式以及与客户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模式能够提供只有戴尔才能提供的客户价值。

在20世纪90年代，商业模式的概念被引入日本，但仅仅被应用于电子商务中，用来表示资金流动的图表，或者被当作“网络业务”，因此没有被广泛传播。我们可以称其为第一代商业模式。第一代商业模式的缺点是以供给方的逻辑为中心。因此，说到商业模式，当时给人的印象就是用箭头把信息、金钱、物品连起来，这与商业运作的图解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企业已经脱离了供给方的逻辑。当下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应该考虑构建需求逻辑业务的时代。因此，商业模式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本质是设计为顾客提供价值的关系和生态系统。

商业模式是设计的产物

商业模式创新的任务是将知识（知识资产）转换为利润的流动。为了实现顾客价值，需要创建独特的关系，如各种资源（知识资产）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等。这些并不能通过分析工作而获得。用户真正想要的是“共感力”，将硬件、软体、服务等语言和规则不同的系统和要素联系起来的“想象力”，以及能够根据顾客要求和相似业务等的变化而自由变化的“形成力”等，这其中的每一个都需要直观的要素。

以上这些正是设计的问题。此外，要找到正确答案，仅靠分析是无法完成的，要不断地试错，反复地修正，建立模型并获得反馈，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不能通过理论分析构筑商业模型，而必须通过在现场的具体观察和发挥创造性设计理论模型。以“动态能力”而著称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校长写道：

设计新的商业模式需要创造力、洞察力，以及关于客户、竞争对手和供应商的优质情报和信息。它们通常包含很多隐性元素。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和学习，深入调查并真正地了解客户、社会及业务的成本结构。正确的商业模式在开始时并不一定清晰明确，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加以完善。

（蒂斯，2009）

我们不能单纯地通过连接信息、资金、商品的箭头考虑商业模型，而是要把能够有效利用的知识资产关联起来。这些知识资产包括所拥有的客户和市场（例如，对Skype来说，它就是用户网络和品牌），自己公司的组织和业务能力（例如，与合作伙伴的合作能力），产品技术（例如，软件开发能力）等。我们要思考这些关系到利益流动的、有组织的知识创造过程（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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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商业模式把知识资产和知识创造过程关联起来




设计新的规则


商业模式带来的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表示，21世纪经济增长受限并不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或技术的限制，而是因为我们发现和应用新规则的能力有限。这个规则是指如何形成人际关系、专利和社会规范的规则，也包括专有技术和商业模式。

只有运用了新的规则、技术才能适用。此外，关键在于“元规则”，它拥有改变现有规则的力量。这是设计商业模式的共同思想。

在知识社会经济中，这是一个常识性的观点。从会计的角度来看，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基本上，资金和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要将它们转换为更大的价值，需要“技术、业务结构、营销能力或产品开发能力，对企业来说，这些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因此“希望企业能将资金投资在那些在资产负债表上不作为资产统计的事项上”（西山，2006）。

知识资产负债表

对变革后的知识社会经济来说，我们需要弄明白什么能“盈利”以及怎么通过知识“盈利”，也就是使资产负债表最小化的盈利模式。现在由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组成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是从20世纪初的工厂经营模式得来的，这种模式是将有形资产最大化的一种模式。但是知识创造管理模式不售卖产品，这就意味着，我们还必须综合考虑知识资产和无形资产。

如图7-2所示，对于创造知识的企业来说，其知识资产包括客户和市场，公司自身组织和业务能力，技术产品等。这些都是不能用目前的资产负债表来表示的，它们已经超出了“有形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净资产）”的计算范畴。因此，如何将这种知识资产转化为经济价值就成了一个课题。而商业模式就是这样一种机制，它将所拥有的所有资产组合起来，实现其他地方无法产生的价值。硬件、软件、系统、服务都是商业模式必须“组合利用”的资产。此外，在业务层面之外，基于知识社会经济的特定关系，我们需要有机的且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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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创造知识的企业的知识资产远超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




知识创造管理法则⑧：关联性的设计


商业模式的设计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是要从知识生态系统
 （ecosystem）的角度重新认识市场。这里“事情”的设计就成为商业模式设计的切入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制作了什么物品，而是做了什么事情，为客户实现了怎样的价值。举例来讲，这就像我们常说的“从造物到做事”，不再单纯地把物品和事情分开。物品作为将知识具体化的媒介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价值具体化，我们还需要进行知识资产的“关联性的设计”。

简单的日本商业模式

日本企业的弱点在于商业模式过于简单。例如，它们往往采用直接的物与钱的交换模式，把物品、零件、服务卖给顾客，得到等价的金钱。但是，现在已经是通过“做事”产生价值的时代了，只是卖东西就有可能无法获得利润。另外，企业和顾客之间的一对一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关注这种关系，创建一个能够使信息、人和产品流动的结构就成为一个课题。

例如，用于招聘的免费杂志R
 25和像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服务产品都采用了一种名为“免费增值
 ”（Freemium）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是将产品（或软件和服务）免费提供给终端用户，然后通过免费方式积累了大量的客户之后，将客户群体作为资产，吸引想要利用这一客户群体的第三方“付费”（例如广告费）。在这种情况下，R
 25不再被看作一本杂志，而是被视为一种接触客户的媒体平台。

在社交网络服务等业务中，对于企业与客户的关系，我们很难从传统经济的逻辑角度去理解。例如，“Niconico动画”的用户可以在注册后免费上传和观看视频。这项服务的有趣之处在于，其设置的影片留言和评论功能。只要是注册用户，任何人都可以发布大量的评论，并且这些评论会以弹幕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如果用户想要优先观看一些视频，他就必须是付费会员（会员费每月525日元）。以往的媒体业务都是由内容提供者获得经济收入。但“Niconico动画”恰恰相反，它通过大家上传视频和评论的方式，成功地创新出了一种新的服务方式。

另外，在用户看来，也有很多商业模式与传统业务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其价值提供机制却与其他公司不同。例如，美国的电视机制造商VIZIO往往以低价销售液晶电视机。它采用的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商业模式——其自身专注于产品的设计，把产品制造交给中国的公司，销售则交给各销售渠道商，并按季节集中签署销售协议。正是凭借这种模式，VIZIO在市场占有率方面取得了领先优势，吞噬了采用垂直统合型
[1]

 商业模式的日本家电厂商的市场份额。

过去，日本企业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比如，历史悠久的“富山售药”创造了一种“药箱搁置”的商业模式：先将药箱放置在患者家中，患者需要使用的时候自行取用，过一段时间后销售人员上门清点，仅收取已使用药品的费用，再为患者免费更换过期的药品。这种先使用后付费的模式和现在“办公室格力高”的商业模式几乎相同。另外，还有近江商人的“三方皆利”构思，即不但买卖双方盈利，而且要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经营理念。但是，日本的20世纪型工业却从未将这些商业模式所蕴含的智慧放在眼里。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发现很多日本的企业和顾客并没有洞察到这一点。这也从侧面说明，为了发现并提供顾客想要的价值，我们必须进行知识资产和关系的创造。

我们强调商业模式，绝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经济性。20世纪技术型企业对商业模式变革的忽视，与其对社会关系和全球环境的关注度不够密切相关。商业模式的出现，给了它们重新考虑其与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关系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考虑业务时，要将和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下进行交易纳入考虑范围。

例如，美国第一大地毯制造商英特飞（Interface）公司以其建立的“办公室地毯维护”这一独特的商业模式而闻名。它不会要求客户公司更换所有的地毯，而是采用了“可持续的绿色租赁”模式，为客户定期更换脏的部分。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无须更换所有地毯尤其是那些尚未使用过的地毯的同时，还能保证用户始终使用干净的地毯。这样一来，生产厂商也可以减少生产和库存，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通过这种模式，英特飞向顾客提供的不再是单纯的地毯这一“物品”，而是可以保持人与自然环境舒适这件“事情”。以此为起点，英特飞公司成功地将各项商业元素联系了起来。换句话说，迄今为止的商业模式是商品交换，而未来的商业模式是“提供连续不断的服务”。（Hawken，2001）

第二代商业模式

在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提出新老商业模式之间的观点差异。可以说，所谓的第一代商业模式是一个封闭的、以自我（自己公司商业逻辑）为中心的商业机制。这种模式的代表是使用信息技术进行的交易机制。它侧重于如何做生意以及在哪些方面获得利润之类的“具体的盈利机制”，尤其是指那些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系统的新的商业手段。例如，2000年左右达到顶峰的“商业模式专利”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反映。

这里提到的第二代商业模式，重点放在了那些过去商业模式所忽视的客户价值（价值而非利润）、能力资产以及与合作伙伴的开放关系上。它是一种以客户价值为中心，将“知识”转化为利润流动的机制。它侧重的是如何运用各种能力，怎样为客户创造较高的收益，降低客户成本，同时还能提供其他公司无法提供的价值，并将这些与自身的利润联系起来。

第二代“基于知识”的商业模式可以用图7-3的3层结构来表示。与之相对应，第一代商业模式仅关注中间层②，即与本公司产品和服务有关的商品、信息及资金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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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商业模式的3层结构



我们重新考虑第二代商业模式的大背景是，在过去20年中战略理论发生了变化（参考第三章）。经典的竞争优势战略受到批判，而诸如资源基础理论，能力（capability）研究、将企业间关系视为业务资源的关联性研究及开放式创新等重视关联的思想被广泛传播。人们开始追求能够反映这些的商业模式。但是，如何产生这些能力和资产，对人们来说，它仍然像个“黑箱”（只知输入和输出特性，不知内部结构）。为了填补这个空白，人们开始思考将商业模式和设计结合在一起。

从本质上讲，商业模式不仅限于商品、资金和信息的交换（②），还包括这些与作为自身优势的客户价值（①）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在这里，要素指的是资源、（知识）资产、能力、客户和合作伙伴等（③）。

商业模式的起点是客户价值主张
 （customer value proposition）。它可能以下面的表现形式体现出来。如果是家电产品，就是“物美价廉”（价格+质量+设计）；如果是类似宝马之类的汽车，则以“终极驾驶工具”（the ultimate driving machine）的方式体现；如果它是一项服务，比如对银行来说，它的客户价值主张将以“较强的财务实力”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一直在进行马戏团商业模式创新的太阳马戏团首席执行官盖·拉利伯特（Guy Laliberte）所说，太阳马戏团的客户价值主张表现为“让观众可以继续梦想”。

客户价值主张是向客户提供特殊的“事情”（event），其中也嵌入了“商品”（thing）。因为要提供特殊的“事情”，就必须拥有独特的商品和技术。

例如，iPod并不是单纯地作为一个物品而存在的，而是一个能够提供无缝音乐体验的客户价值的具体体现。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种被称为“iPod体验”的“事情”。这种体验包括操作简单、易于携带、可以自行下载并配置内容、提供能让客户随时收听所喜爱的音乐的软件和服务等。

商业模式的设计框架

要设计商业模式，有必要对以下几个要素进行反复试错。


	设定客户价值主张。

	构想客户关系（假设和验证）。

	调整资产和资本。



例如，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Alexander Osterwalder）用4个维度和9个要素来表示设计商业模型的框架（Osterwalder，2004）。其中包括我们能够向一个或多个客户群提供的价值、客户关系与分销渠道、合作伙伴网络、核心能力、财务结构等。商业模式是指借助这些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带来收益的逻辑。

即使在这种商业模式框架中，重点仍然是设计方法。人们认为，商业模式是无法通过分析的过程而产生的，商业模式的设计和发展是通过在现场或与客户产生共鸣的场所中，建立与这些场所的关联，利用持续的模型设计而获得的（见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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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商业模式设计框架



资料来源：Osterwalder（2004）。

以下是设计商业模式的步骤。


1. 商业模式设计包括4个维度和9个要素


商业模式设计包括以下4个维度：①通过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客户价值；②客户，包括客户细分及与各客户群之间的关系、提供价值的渠道；③管理基础，包括能够提供客户价值、所需要的资源（资产）、与合作伙伴的关系，主要的业务活动等；④财务表现，包括收入来源和成本结构等（见表7-1）。


表7-1　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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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的设计首先从细分客户群体和设定客户价值主张开始。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很多企业在被问到“客户是谁”时，大多数的回答都是诸如“所有人”“年纪大的”之类粗略的答案。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客户细分，指的是类似“（不断寻求音乐体验）的作为中产阶级子女的大学生”等与客户价值相对应的定义。我们必须假设这些客户是“最终肯定会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核心用户和消费者。当然，其针对的客户群可以是多个。

客户价值是我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所提供价值的“捆绑”。因此，我们有必要问一下“这种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客户细分和客户价值无法从常规的市场调查中看出，因此我们必须在客户的现场与客户产生共鸣，探究能够让客户内心感受到的价值是什么。在这里，类似人类学这种质的设计研究（参见第八章）是十分有效的。

为了提供这样的价值，我们应该考虑与客户建立怎样的关系和联系，然后考虑提供价值的具体渠道（途径）。这样我们就填补了图7-4的中央和右侧部分。

接下来我们需要弄清图7-4左侧部分中的核心组织能力和知识资产是什么。如果公司自身没有资产，就必须寻找合作伙伴。过去，日本企业的商业计划大多是从建立一家一条龙型或垂直统合型企业的角度考虑，这也是倾向于保持多种业务的日本企业的典型特征。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点，虽然有些业务是自己公司可以做到的，但这些未必都是公司的最佳资产。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内外部资产，并明确公司能够向客户提供价值的核心业务是什么（如软件的开发能力、对客户要求的反应能力等）。

最后，我们来看看图7-4的下部区域，这部分讲的是如何获得利润以及设定与估算成本。当然，如果左右部分之间的平衡没有做好，就无法获得可持续的收入。

以上关于商业模式的设计过程并不是只进行一轮就可以的。我们需要在假设验证的循环以及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反馈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持续地进行优化完善。


2. 商业模式设计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要设计商业模式，首先必须考虑设计方法问题。这种设计一般是按照“准备和调查→设计→评估和监测”这3个阶段进行的。在前半阶段，我们有必要考虑形成商业模式的影响因素，如客户需求、法律环境、竞争、社会环境、技术变革等。

另外，商业模式通常是本公司特有的或者与公司现在所处的形势相符的，并且能够有效利用公司的资源。建立商业模式不必从一开始就投入大量的资金，关键是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与客户和伙伴的关系逐步推动业务发展。这就类似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进化论最主要的解释是“适者生存法则”，生物（或业务）并非有意识地（期待地）往最适应环境的方向去进化（使自身适应环境）。相反，随着环境的变化，很多生物（业务）发生了突变，而这其中，只有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而没有被淘汰的物种（自然选择）才得以幸存并繁衍起来。这样看来，是不是可以说谷歌和Facebook从最开始就拥有了成功（进化）的战略呢？


实践要点：设计研讨会


事实上，“准备和调查→设计→评估和监测”（见图7-5）等阶段可以通过团队协作或研讨会方式推进。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避免只凭头脑分析就构建商业模式的情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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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商业模式的设计流程



在前半部分的第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设计团队，做好准备工作，与客户进行交流（如人类学调查），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情景因素，即会影响商业模式形成的要素，如客户需求、法律环境、竞争、社会环境、技术变革等。当然，仅仅是情景研讨就可能使其成为一个项目计划，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要建立商业模式，与其从一开始就投入大量的资金，不如通过与客户和伙伴的关系逐步推动业务的发展。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自己公司的资源进行调查。

在商业模式设计的研讨会上，会使用一种名为“商业模式画布图”的模板。研讨会一般没有固定的形式，通常会将会议时间压缩在1～3天。下面我们以实际参加过的研讨会为基础，向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商业模式设计研讨会。用在商业模式设计中的商业模式画布图可以见图7-6。请留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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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商业模式画布图



（1）目标明确化。研讨会的目标可能有很多，例如：改善现有业务；业务创新或业务扩展；从零开始开发新业务。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研讨会的目标和主题。不同的目标和主题，参加人员也会不同。如果可能，要有意识地请一些公司外部的人以及能够启发灵感的人员参加。

（2）认清现状。首先，我们要明确公司现在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同时，也要了解改善对象的业务、出现问题的业务或者打算构思新业务的业务部门的商业模式。而且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能只用文章（或单词）记录现状，而是要有视觉思维（大量使用图片）。

（3）客户价值。如上所述，我们将首先讨论客户价值主张，即关于客户细分的讨论。在此之前，我们最好与客户进行交流并进行客户观察工作，当然这项工作也可以与客户细分工作共同进行。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客户内心对我们产品和服务的体验和感受如何。为此，我们最好能够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4）商业模式的头脑风暴。在以客户价值为中心的同时，我们应该在客户关系、组织能力、合作伙伴以及财务等方面进行头脑风暴。

（5）模式语言的应用。在这个阶段，参考其他值得借鉴的商业模式也是有用的。

（6）斟酌影响商业模式的“力量”。为了进一步加深讨论，我们可以围绕商业模式画布图周围的区域（如业务变化、本公司的能力、可能的合作伙伴关系等）进行讨论。

（7）优先顺序。在考虑多个模式时，我们可以将考虑范围先缩小到1个，或是优先考虑其中一个。

（8）原型设计与实践。我们应该评估并讨论实践的路线。

原型设计

通过设计研讨会，我们可以获得客户价值、供应形式、所需知识资产、关键的组织活动等知识，为了使这些知识具体化，我们必须建立综合以上知识的商业模式原型。这种原型的形式可以是策划书等，但最好是方便向客户展示的图片或故事。之后，我们可以根据从客户处获得的反馈信息对原型进行评估，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将原型具体化。

以这种方式建立的商业模式原型必须适合本公司的能力和资产。如果其他公司也能这样做，那么这个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另外，这种模式在这个领域进展顺利，但在其他领域中未必会进展顺利。因此，拥有在新框架中灵活运用公司现有优势的想法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制造公司，你有必要摆脱制造型的商业模式，但却不能舍弃作为制造业根本的开发能力。换句话讲，“在做事时嵌入物品”（物品相关知识）的想法必不可少，但却不能“从造物完全变成做事”（见第八章）。

另外，商业模式是可以模仿的。因此，商业模式不能固定，必须具有根据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余地和判断力。为此，我们必须避免陷入过去那种气势汹汹地构建“新业务”的陷阱。如果以无论如何都要创造新业务的气势和条件去谋划商业模式，就有可能使这种商业模式缺乏灵活性或者偏离应有的轨道。一般来讲，商业模式都是通过不断的试错，以假设验证的螺旋状循环具体实现的。


从商业模式设计到实践


利用新的关系产生利润

在新的商业模式的实践过程中，必要的一点是，组织要基于客户价值分享大的创意，在此基础上，灵活地组合运用作为业务关键的组织架构和领导能力，推动商业模式逐步发展。

苹果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iPod围绕传统音乐播放器的销售，成功地为客户提供了与之相关联的音乐播放软件服务和音乐销售服务（下载服务）。它以用户的“音乐体验”价值为核心，构建了与音乐业界其他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最终建立了一种为客户提供高收益性硬件的机制。从iPod的商业模式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类似在这里所讲的经验。


1. iPod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


作为音乐下载软件的iTunes，最开始是安装在iMac（苹果公司的计算机）上的。随着下载音乐的用户数量的增加，iTunes也变得广为人知。之后，苹果公司推出了音乐播放器iPod。现在，用户可以通过iTunes从个人计算机复制CD内容到iPod，并且可以随时随地收听音乐。之后，音乐行业发生了变革。用户可以通过iTunes下载从iTunes Music Store购买的音乐和视频内容，并在iPod上观看。我们通过iPod商业模式的演化可以看到，在商业模式的建立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因素在最开始时就被全部考虑到，这经历了几年的时间。但是，这其中一个大的构想，即让客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听音乐的客户价值主张始终没有改变和动摇。


2. iPod通过硬件获得利润


iPod是通过服务和软件的魅力吸引客户，以硬件获取利润的商业模式的典范。例如，以iPod nano的8GB型号（售价149美元，折合12500日元）为例，根据某调查公司的报告，该产品的硬件总成本仅为45.10美元（约3790日元）。与惯性思维恰恰相反，苹果公司通过iTunes Music Store这样的服务和iTunes等软件（界面）搭建了一个吸引客户的平台，增加客户群，然后将其集成在一个界面最优化的硬件（iPod）上，并通过这个硬件获取利润。

当iPod首次出现时，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们认为它使用的技术并不是最先进的，“只是使用了过时的技术”。它们对iPod的评价是“通过帅气的外观和出色的设计抓住了年轻人的心，而不是技术”。然而，这些评价偏离了事实，并不中肯。iPod的意图是，通过使用那些已被广泛使用并被证明相对稳定的技术降低成本，并通过独特的商业模式赚取利润。另外，因为iPod的所有内容都存储在计算机上，所以升级版本很容易，不会因为更新换代造成内容丢失，也就是说，它的转换成本低。这也给企业通过频繁更新硬件产品获取更多的利润创造了可能性。

与iPod相似的是任天堂的Wii。Wii没有被之前重视硬件规格这一游戏业界的常识束缚，旨在开发一些可以在日常休息时也可以享受的游戏。为了能在休息时保持游戏运行，Wii使用了低功耗、低噪声且功率合适的小型芯片，从而确保了硬件的利润率。另外，Wii也添加了很多周边硬件。但与竞争对手都期望通过硬件获取利润不同，Wii采取的是一种通过软件和硬件都可以获取利润的商业模式。


3. 以客户现场的共鸣为起点


为了实现客户价值而将拥有的知识资产联系起来，建立能够获得利润的组织架构并不容易。通过整合成功案例，用“马后炮”的方式来描绘成功模型是可能的，但这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如本书中所叙述的那样，即使我们给出了iPod等例子，但它们的“成功”是通过不断尝试与客户的互动以及反复试错获得的。其本质是知识创造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演绎的思维方式，它并不能仅仅通过分析确定一个大体计划就可以实现（参照第一章）。

另外，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日本企业有一种无论何种情况都优先考虑尖端技术的态度（例如，日本应该在技术优势上展开竞争）。这也使日本企业养成了一种“惯性”，即往往会脱离现实为客户提供过剩的技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技术先进的优秀企业反而因为不断反复进行创新导致企业败落，这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破坏性创新”概念是相通的。

还有就是关于客户现场的共鸣问题，当然，这是无法用一般的惯性思维（纸上谈兵）分析出来的。在商业模式创新中，设计思维，即对现场的直观认识和试错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设计，我们将在下一章进一步提及。例如，印度塔塔汽车的“Nano”
[2]

 商业模式就是从这样的直观认识中创造出来的（Johnson，2009）。

塔塔集团的拉坦·塔塔（Rattan Tata）在孟买街头看到一家人骑在一辆摩托车上的场景，深受触动（参考第八章）。

他发现，如果公司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一辆安全的可以遮风挡雨的汽车，这将是一个强有力的客户价值主张。如果能以2500美元的低廉价格开发出这样一款汽车，公司将会获得庞大的摩托车家庭客户群，改变他们的出行方式，从而获得大量的利润。

公司组织了一支年轻的工程师团队开发“Nano”，并创新了一个从根本上改变成本结构的工序（85%的零件外包，供应商数量缩减60%）。最后，公司实现了由其提供模块化部件，外部工厂和经销商按照消费者要求进行装配的规划。

我们要以客观观察客户现场以及与客户对话为起点，得到假设的商业模式模型，将其展示给客户，在得到客户反馈的同时，有组织地继续进行以上步骤。在了解了客户的态度、明确了相关概念之后，我们要考虑自己公司或者本组织将以怎样的一种组织架构去实现这个商业模式。

不断追求商业模式的创新

商业模式存在能够被模仿的弱点。就像当时革命性的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的商业模式一样，当这种商业模式已经变成一种日常或常识时，这种模式反而会成为公司的一个短板。

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曾经有这样一段名言：“对福特T型车
[3]

 来说，你可以选择任何颜色的车身，只要它是黑色的。”因为福特把统一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奉为信条，所以福特T型车只有一种样子。这种革命性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大幅地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使汽车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福特汽车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随着汽车的普及，仅黑色一种颜色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通用汽车公司第八任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提出了“模式改变”战略，即差异化战略。换句话说，就是在不影响产品实用性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地改变产品的样式，克服大众的厌倦心理，以此获得市场份额。

现在，对用户来说，汽车更新换代、样式改变已经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这意味着一辆汽车并不需要在无法使用时才更换。一直以来，通用汽车公司沿袭了它所创造的这种商业模式。但是，今后如果汽车的持续性成为重要课题，也许人们将会重新审视“改变样式”这种商业模式。

因此，对一个商业模式来说，除了需要独立性，还要拥有随着市场和客户的变化而变化或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必须成立一个由不同思维方式成员组成的项目小组，反复不断地进行商业模式的设计。




[1]
 它是一种与水平分工模式相对立的商业模式。它依靠兼并所在行业上下游企业，构成从原材料生产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体系，其优点是能够保证质量，缺点是成本过高。——译者注


[2]
 印度塔塔集团研发的一款轿车，被冠之“全球最便宜汽车”的称号。


[3]
 福特汽车公司于1908—1927年推出的一款汽车产品。



第八章 将技术融入社会的设计的知识




问题8
 　是否有专门针对知识创造管理的技术开发或研究开发方法？


思维的视角
 　社会市场知识与技术知识必须融合起来，超越局限于技术框架内的技术管理。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采用设计方法进行可持续的创新。



在本章中，技术被视为一个设计问题。我们不应再将设计看作产品的颜色、形状或是创造这种颜色、形状的活动。从21世纪开始，设计逐渐被人们当作为了将复杂的要素综合地联系起来而采取的一种与具身性和感情有关的实践知识的方法论。设计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将技术与社会联系起来，解决社会问题，进行革新和创造商业模式。


利用技术的管理


增值模型的局限性

截至目前，日本企业非常擅长在高技术能力背景下提供硬件产品（物品）和零部件。甚至可以说，这是日本的“国家技能”。但是，随着硬件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这必然伴随着市场的扩大），日本企业的利润率正在逐步下降，与后发企业及其他地区的差异也日益缩小。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日本企业的构思是，通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或附加要素
 （premium，溢价），“增加”利润。

但是，这一增值策略除在一部分老字号商品上取得成功之外，在其他商品上都未能取得预想的效果。或者对消费品来说，为了转型而用多余的（过剩的）功能去竞争的“产品推出
 ”（product-out）模式具有很强的局限性。日本企业缺乏对客户的深入了解，它们更多的是追求产品的品质并以此做出评价。这也导致一些拥有极好零部件生产技术的企业，其市场力却并不一定强，因为它们不擅长将这些技术与创造自身的市场相结合。将技术知识与市场知识相结合是日本企业长期以来都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在日本企业仅靠制造业已经达到极限的今天，潜藏于日本文化中的设计知识和审美意识却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也是迄今为止尚未被充分利用的一种资源。设计师原研哉先生曾提到“随着低速增长时代的到来，日本终于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是一种能够创造价值的稀有的软资源”。（原，2011）。

在这种情况下，进入21世纪后，从社会和客户的角度出发，基于更根本的价值进行创新成为当务之急。与20世纪末相比，企业对于创新这件事情的想法已经完全改变了。以前教科书中提到的突破性创新和渐进式（incremental）创新的结合，以及从产品的技术革新角度理解创新等理念，已经成为过去时。

例如，在金字塔底层市场中，有为了可持续性地弥补社会差距而进行的创新，“逆向创新”和“草根创新”等概念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灵活利用人类学等，从客户在生活和工作现场利用技术的“原始”场景出发，即从人的知识和经验等维度出发的创新方法开始受到重视。这不是一种从研发方向出发的创新过程，而是一种反方向（逆向）的，来自客户现场的基于需求侧的创新过程。

技术无目的

当然，只要知识创造管理是创新管理，那么它与技术的关系就是根深蒂固的。这也使得如何将作为知识资产的技术与社会价值相结合成为一个课题。但是，创新并不是技术革新。如何通过技术获得利润这个问题，是无法通过知识产权管理等技术的方法论解决的。虽然技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不将科学的技术知识与市场、客户的知识及组织的知识相结合，就不能称为创新。

正如字面意思所表示的，这符合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技术知识的特征。技术本身没有目的。一般认为，技术是一种手段，其内部并没有“目的因”。至少，除了专门为特定目的而开发的应用技术，在基础性研究中，技术是没有自身目的的。技术管理的作用就是将技术与社会价值相结合，最终目标是实现技术与“共同善”这一理念的结合。它的本质并不是技术和知识资产的管理。

技术的目的和利用方式取决于社会和企业所处的环境。工程师会根据这种条件“设想”一个条件值并依此设计体系。但是，这个条件值并不是单纯的数值目标，而是需要考虑复杂环境和不确定因素，在此基础上，根据“假设”进行研究。

我们有时会把暂时的试验性答案，即假定，同假设（模型）相混淆。在设计过程中如果没有真正的假设，会发生什么？随着各方面提出的要求条件逐步增加，基准数值不断上升，最后导致成本与假定数值不相符。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搁置暂时的“假定”（通过成本—效益分析）进行设计。

相比技术而言，针对假定的“预计”数值解决问题（验证）相对容易。然而，它只是对眼前呈现问题的数学解决方案，并不是对社会有用的本质的设计（构想）。采用这种方式会导致在事故发生后，我们才意识到应该在“意外”发生之前就考虑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只按照命题验证（实证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而必须以人和社会为中心，从“现场”的角度去思考。例如，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科学家们通过决定论的方法评估事故现场对生态系统（人类和自然）的影响（Savchenko，1996）。

也就是说，关于“直接辐射剂量”对人体的辐射影响研究，可以通过单纯的成本—效益分析进行（哪种水平的辐射剂量对人体有多大的影响，即伴随成本）。例如，我们还可以进行类似这样的简单比较，如果只受到某种剂量的辐射，对人体的危害较小，与之相比，烟草的危害更大，或者这种辐射量与1954年第五福龙丸事故时日本人受到的放射性辐射相同等。但是，人类不是老鼠，暴露在辐射现场的人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打击。对于心理上的创伤这一重要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是不适合的，无法准确地做出认定。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最开始正式公布的因直接辐射（直接影响人体）死亡的人数仅有31人。实际上，这之后肯定会出现我们无法估算的复杂的协同效应的影响。例如，我们不能清楚地估计出10微西弗的辐射剂量对人体的“非直接”影响。

有人指出，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事件会产生综合性影响。比如会对环境因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导致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等，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也会对人身体之外的心理方面产生复杂的影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人们开始改变决定论的研究方法，提倡通过建立多个因素相关联的系统（从组织性、系统性、整体性的角度）进行跨学科的探索（见图8-1）。

[image: 53289-00-300-1]
图8-1　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分析中的系统性研究框架实例



资料来源：Savchenko（1996）。

这也就是说，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技术和产品之间的关系，而是开始综合考虑其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公众意识等的相互作用。这种思考衍生出的一个想法就是技术的“事件化”，或者说是根据商业模式的背景对技术进行定位。

关于技术管理理念的新观点

在知识社会经济中，可持续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技术是被作为一项社会性的工具考虑的，而非工业性工具。以社会的共同善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所具有的“知识”和“智慧”要素，通过创新创造可持续性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这也就是说，技术被当作实现某个固定经济目标的手段进行管理，这与技术管理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MOT）的理念背道而驰。MOT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以技术为对象的管理方法（因此，MOT被称为技术人员的MBA）。

知识创造管理中的MOT与以往的（一般的）MOT有所不同。京瓷集团原总裁西口泰夫（同志社大学客座教授）提倡基于技术的管理
 （Management Based on Technology，西口，2009）。在这里，MOT的“O”不是of而是on，这意味着它是一种超越了传统的MOT模式的管理模式，即市场知识和技术知识相结合的模式，而以往的MOT模式往往是以商品和业务创造为目的、以技术为基础的。这并非管理学概念中的技术管理，而是一种灵活运用技术人员知识的管理理念。这种理念把技术看作知识资产，最终目标是寻求技术知识与社会知识的创造性融合。

三菱化学控股公司社长小林善光提出了“可持续管理
 ”（Management of Sustainability，MOS）的理念。所谓MOS，是指企业怎样立足于利益（MBA）轴和创新（MOT）轴，向设定方向发展的经营基轴，它追求的是“自在”（KAITEKI）的价值。

原先的技术人员，主要分为工程技术和科学技术两个方面。后者可以说是最初追求艺术和创造力的一部分人，索尼的创业者井深大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本田宗一郎则是将两个方面的思想进行了结合。在认同“技术和艺术不同”的基础上，他也认为“忠实于自身和创造不留遗憾的产品这一底线，两者是相通的”（本田，2005）。

为了将技术、社会和客户的知识联系起来，我们需要一种创新的知识方法论。

一直以来，如何将技术与客户的主观感知价值相结合被认为是日本制造业的一个课题。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通过与客户的隐性知识的共创，为创造主观感知价值而不断地进行技术积累；另一种方法是以创造感知价值为基础灵活运用技术（延冈，2011）。正如后文所述，这两种方法在本质上都是价值和技术的融合，很明显，任何一个方法都需要通过设计知识实现。

用于客户知识创新的设计

关于创新的理论，最早是1931年由熊彼特在其著作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一书中提出的。熊彼特提出的“新结合”和“创造性破坏”等创新概念，是基于“企业家”的挑战精神和创造性形成的。他提出，当时人们虽然意识到并掀起了“技术革新的浪潮”，但是技术革新本身并不是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虽然是以技术革新为基础的，但两者之间存在严格的区别。创新是组合新的产品、思想、组织、生产方式等，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引起破坏和创造，推动经济的发展。

虽然熊彼特提出了“新结合”这一概念，但是对于它是否只是单纯地组合诸要素，如何产生新结合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他并没有详细阐述。熊彼特自己对称之为“企业家”的这一群体寄予厚望。但是，随着这一群体规模的扩大，熊彼特对他们持续创新的步伐感到失望。

我们认为，在进行创新方面，现在所要求的不是技术革新，而是以社会和客户的变化为起点，通过组织的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知识的设计满足了我们的这一想法，并填补了熊彼特的失望。

创新是指通过创新的技巧或方法灵活地运用技术，利用供给方和用户体系，通过消费形式（行为和行动）的革新，解决客户的问题，创造新的、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关系。实现创新，需要以客户现场的观察以及客户的协调、协作为基础。因此，最近人们指出了设计方法的重要性。

到了20世纪末，创新理论变得多样化。例如，“鸿沟理论”（阻碍创新技术从早期使用到普及的鸿沟/杰弗里·摩尔），“技术采用的生命周期”（摩尔），“破坏式创新”（破坏现有的以技术为出发点的市场，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最适合的技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开放式创新”（将本公司技术与其他公司的技术和知识相结合，对产品和商业模式进行创新/亨利·切萨布鲁夫）等。

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强调组织知识和客户知识（市场知识）视点的过程。创新已经不仅仅是在产品知识和技术知识这一框架内讨论的问题。

追求根本价值导向的模型

创新是从发现人类社会产生的各种差距中产生的。例如，社会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是整个社会扭曲和分裂的征兆。解决这些问题的视点与根本上的创新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追求社会的幸福和快乐等“共同善”的过程中会产生创新。

如今的创新，必须立足于“以需求方的逻辑为基础，创造对社会有用的、最适合的价值”这一构思。即使对廉价的产品来说，也可以通过探索人类和社会的无形价值，如尊严和美德等，将其转化为产生利润的产品和业务。为此，从人类的根本价值出发进行创新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这一构思听起来非常“青涩”，但它是我们现在所需要采取的方法。

截至目前，日本一直强调功能性价值，随着商品化和竞争的日益激烈，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日本企业为产品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标志性和功能性的东西。但是，设计思维的目标与“商品+附加价值”（产品的价值）（见图8-2a）不同，它追求的是“人类价值”（根本的事物价值）（见图8-2b）。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图8-2b用最小限度的“原材料”就可以实现理解、经历等的客户价值，从而可以实现低价格。如果进一步丰富完善，它最终的价格也可能会很高，但伴随高价格提供的绝不是“附加”溢价，而是根本价值。

[image: 53289-00-305-1]
图8-2　从“商品+附加价值”到追求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



根本方法的范例

前一章提到的塔塔汽车公司的“Nano”汽车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的一个典型例子。印度塔塔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坦·塔塔在雨中看到好几个家庭全家人挤在1台摩托车上行驶的场景，想到了“人民汽车”的概念。这一概念改变了印度汽车的制造方式及行业结构。根据这一概念，塔塔汽车公司开发出了10万卢比一辆（1卢比=2日元，总共20万日元）的“Nano”汽车。

雨天，印度孟买的街头，汽车以意外缓慢的速度行驶在拥挤的道路上。其中，既有四轮车也有三轮车。自行车也在马路上穿梭。在这些车辆的缝隙中，好几辆摩托车在穿行。每辆摩托车上竟挤着4～5人，父亲开车，后面有一两个孩子夹在父亲和母亲之间，母亲身上还背着一个孩子。这是孟买街头常见的情景。这些人中，只有父亲戴着头盔。他们是因为汽车的价格太高而买不起吗？

拉坦·塔塔从他无意中看到的情景中，获得了一项惊人的发明。这项发明甚至不能称之为汽车，而是一种将两辆小摩托车并排起来，上面覆盖遮挡物的占用最小空间的交通工具。虽然拉坦·塔塔为穷人打造交通工具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轶事，实际上，与其说“Nano”是穷人的交通工具，不如说它是密集都市中的“移动解决方案”（解决移动问题），即对“大众型汽车”的追求。

顺便说一下，塔塔汽车公司不是只销售“Nano”这一种车型。英国的豪华汽车品牌“捷豹”也是该公司旗下的品牌。印度被认为将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到时处于富裕阶层的人数也会很多。“Nano”也好捷豹也罢，它们现在都还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都是针对市场需求创造的产品，必然会随着市场的扩大而持续发展。

同样采用此种方法的范例还有来自印度的家电制造商戈德瑞吉集团，它开发了一款名为“ChotuKool”（印度语“小小的凉爽”）的小型移动冰箱。虽然我们这里写的是“冰箱”，但ChotuKool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冰箱。它是一款半导体冰箱，既没有使用压缩机，也没有使用制冷剂，而是利用了帕尔帖效应，可以在5℃～15℃范围内保持食品和饮料的新鲜和凉爽。这款冰箱既可以使用12伏的直流电源带动，也可以使用蓄电池和逆变器，甚至还可以使用太阳能驱动。它的容量为43升，重量仅为7.8千克，可以轻松携带和运输。

这款冰箱的开发者在产品开发之初进入农村家庭，观察他们的行动，以此寻找什么是这款产品的本质价值。例如，他们住在一个五口之家的小房子里，晚上就睡在客厅里。他们发现，这些家庭因为家境贫穷，所以经常搬家。因为房子狭小，所以没有空间放置可以储存食物的冰箱，只能每天出去购买吃的。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他们想出了“移动冰箱”这一概念。

但是，他们设计出来的不再是单纯的冰箱这一产品，而是使用便携式冰箱改善生活这种体验。换句话说，就是设计出了一种商业模式。这款冰箱并没有采用什么高科技技术。虽然它的售价仅为3250～3500卢比（7150～7700日元），但还是有很多人买不起，他们只能以贷款的方式购买。这也导致他们没有额外的资金用于其他地方。于是，他们想出了通过在家门前放置ChotuKool出售饮料，挣点零钱补贴家用的点子。在印度，白天气温很高，因此在车站售货亭等地方，冰镇饮料的销量很高。

顺便说一句，日本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深度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开发。其中，项目首席顾问司马正次（筑波大学名誉教授）女士提出，不能单纯地进行产品的开发，而要采取以人为本的综合开发方式，这一设计理念对项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种从根本上改变的设计理念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金字塔底端市场中。例如，塔塔汽车公司的“Nano”汽车，其影响力就远远超出了金字塔底端市场的范围。欧洲人对能够在历史悠久的小镇的狭窄街道上行驶的“Nano”汽车十分感兴趣。在日内瓦的车展上，展出了一款名为“塔塔·Nano·欧洲”的参考展品，这款车型可以看作欧版的Nano。

丹麦的奥迪康公司（一家助听器生产商）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致力于使人们能够通过听感知周边丰富多彩的环境。它通过对人类“听”的本质及其心理影响的研究，从人的心理角度出发，创造了“听觉心理学”这一概念，这也使它在业内变得声名显赫。

之后，奥迪康公司制作了可定制的全数字助听器。其价格相当于几辆“Nano”。但其之所以价格昂贵，绝不是因为在产品上添加了附加价值（溢价）。它以让听力受损的人们拥有快乐的人生为目的，转变思路，将助听器作为一个计算机进行开发，为每个用户提供定制化的设计和服务。例如，对听力困难的孩子来说，一点点沟通的损失，都会给他们的学习、读写和社交带来障碍。为了帮助孩子们，全家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基于此，该公司开发了一项业务，这项业务可以为听力受损的孩子提供包括综合性生活指导在内的咨询服务等。


知识设计


创造“新纽带”的知识设计

所谓创新并不仅仅是指技术上的创新，而是多种要素的融合。在进行创新时，我们必须考虑知识创造管理。技术本身没有目的性。因此，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价值必须服从客户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并不是当前客户的要求，而是长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的客户价值。要想连接技术和社会，需要洞察力和能够发觉关联性的直观力。其中的催化剂则是作为软知识的设计。

与“工程技术”所代表的逻辑、分析、高效的理性思维不同，设计代表了直观的、综合的、创造性的身体和感官思维。设计是以人类的视觉能力和形态创造能力（形态塑造能力）为背景的“知识方法论”。设计能力体现在市场知识和技术知识的融合，以及技术和身体知识之间的联系中。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与一般印象中所谓的设计相比，这里提到的设计的范围和解释更加宽泛。和传统的理解相反，现在的设计涵盖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以往的工业设计。这里所说的设计不是商品形式的设计，而是一种“知识设计
 ”（knowledge design），它体现了通过关联各种相关知识，发挥关联性的媒介力，以及对时间和空间的计划能力（企划能力）。

知识设计是设计在知识经济和社会中的新角色，它超越了20世纪工业社会创造的工业设计（产品和形状的设计）的范畴。它的基本作用是，解构过去存在的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从客户或人的角度进行重建，从而创造价值和利益。毋庸置疑，知识设计是支持并深化创新的“新纽带”。

设计知识的方式

图8-3是设计研究者唐·诺曼（Don Norman）对日常设计过程的描写。这个过程分为评估和执行两个过程。评估过程是指从我们的世界（现场）出发，向着目标，重新认识、解释、感知世界的“自下而上”的过程；执行过程是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上到下”的实行过程，它包含将目标转化为意图、行动顺序和执行3个阶段。可以说，这就是“知识设计”过程的原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世界，凭借对世界新的理解、创造新的工具解决问题。

[image: 53289-00-310-1]
图8-3　日常设计过程的图解



资料来源：诺曼（1988）。

这个过程的基础是，从感受世界开始的我们的身体感觉。身体上获得的经验数据通过场被共鸣、共享、翻译，成为概念（要素的关联性），进而，基于这种意志和概念产生行动，引起改变世界的“现象”。

不言而喻，设计方法不仅在创造市场需求方面有效，它还是一种从现场角度观察社会问题和差距，结合各种复杂因素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与此相近的想法还有移情设计
 （empathic design）。移情设计是以对客户的直观（intuition）感受而不是直觉（灵感，inspiration）为基础，将技术和知识结合起来的行为。直观是一种全面的感知，在这其中，自己既是用户也是开发者，通过与客户和社会的接触而使自身变成这方面的专家。在此基础上，进行客户的观察、与客户的协调、技术的应用、未来画像的模拟等。最终，能够产生与客户和社会的共同感。

换句话说，畅销产品和服务就是在此时诞生的。移情设计与根据市场分析明确消费者需求规格而进行的具体产品开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它是一种定量研究，也是一种假设验证工具，不能期望通过观察获得直观的发现。

这让企业研究所等重新考虑现有的设计方式。也就是说，企业无法继续关起门来搞创新。它们开始进行社会创新等，即通过在新兴领域发现技术与客户、社会的关联性，进行更有意义的技术开发。

创造世界关系的设计

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在新品发布的舞台上频繁提到“非凡”（phenomenal）这个词，意思是“惊人”或“出类拔萃”，简而言之，苹果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产生社会现象的能力）。

“现象”这个词很少被用于商业活动中。它往往出现在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音乐会、戏剧和电影中，用来表达消费者和观众对某些创造性事件的赞赏和惊讶。在商务活动中，现象不仅仅意味着惊讶和感动。它还涉及随着市场的迅速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事件之间的关联。可以说，现象型的设计并不是制作并出售好的、高质量的产品，而是基于与客户的共鸣，突出潜在的客户价值，从社会性的“产生现象、事件”的视角进行的创新的设计。

通过外观这种外在的价值吸引客户，或者以此向客户推销产品的话，客户往往不会买账。为了把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我们往往要进行需求分析和市场营销，对于这种迄今为止的常识性认识，我们应该具有怀疑精神。乔布斯被称为“营销天才”，但这里所说的“营销”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营销，而是和客户一起创造新的现象或新的意义。

现象学家胡塞尔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他在后期的研究中提出了“被动综合
 ”（passive synthesis）的概念。被动综合是指我们能够不拘泥于自我，产生“无私”的，从以自我为中心中解放出来的共性，从而形成与世界的关联性。被动综合不会用框架思维等分析现象，而是会虚怀若谷地接受并认识印象和经验数据，这是一个看得见的过程。

这与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提出的“场”的哲学概念相关。西田几多郎在他的哲学思想里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意识不局限于个人，而是通过“场”相互重叠。被动的主观性与能动的主观性（语言交流）不同，它是我们身体真切体验的东西，绝不是语言可以完全表述出来的。这被认为是基于更多社会常识创造现象（事件）的起点。


知识创造管理法则⑨：融合市场知识和技术的知识设计


设计与管理的关系的源流

对创新而言，知识设计或“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很重要，但这不是所谓的产品、形状或颜色的设计。

通常，设计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的概念。其中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20世纪初，设计与工业相结合，伴随着前卫艺术运动一起出现。它具有相互矛盾的特征：否定过去的价值观和唤起（迎合）公众的愿望。

第二，对设计来说，从产品设计时代到事物设计时代，设计的对象发生了变化。非产品或形状设计的方法论作为一种设计知识被人们认识。

第三，设计是一种包含了从创意探索、信息处理到概念形成的广泛的方法论。但是，设计知识的本质、精髓并没有变化。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现场观察，建立（融合）多种因素关系的过程。

在整个20世纪，设计对工业和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只有那些能够理解设计的管理人员才能够充分、灵活地利用设计，但设计依然发挥了比人们的想象中更大的作用。回顾历史，可以说，设计随着工业和企业管理的进步而不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对此，我们可以将其分为3层来理解（见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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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设计与管理的关系变化



这3层如地层一样，形成了我们对设计的印象。从“产品设计”时代到“事物设计”时代的转变过程与地层重叠的过程是一样的。从对商品销售的贡献来看，体验价值等关于“事物”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受重视。而第三层也是把设计思维作为重点的时期。设计思维的本质是“知识社会中的知识设计”，而不是“工业社会中的工业设计”。


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最早是由彼得·罗（Peter G. Rowe）提出的，他是一位建筑研究者，曾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建筑系主任等。1990年，他撰写了《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
 ）一书。在这之前，设计方法是十分专属化的东西，而彼得·罗第一次对此采取了研究性的方法。可以说，设计思维是建立在对知识设计时代的准确预见基础上的。

据彼得·罗说，设计师首先可以在脑海里直观地描绘一些关于设计对象的情节（故事的片段）；然后，根据周围的声音和信息修正这些情节，形成对设计对象的全面理解。这时，设计师是用身体、感觉、智慧等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办公桌。这些都导致设计师经常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徘徊。

现在，这种思考行为的对象已经从产品变为知识、服务等“事物”。知识设计就是从现场掌握客户情况，建立假设，结合创意，在重复原型设计和实践的同时，解决客户问题的行为。其过程如下。

（1）首先从现场出发提出直观的（身体的）概念和机制等的假说。

（2）为达到理想目标，将技术等其他软件与知识资产融合（创造关联性）。

（3）将这些要素模型化（这被称为原型设计），以供实际使用。

（4）在视觉化、形态化的现场反复试错、实践（常常需要回到最初的状态重新开始）。

知识设计的过程

如图8-5所示，知识设计的过程可以看作一种推理的过程。

一般来讲，推理过程有3种：演绎、归纳和假说推理。演绎
 （deduction）是检验命题真假的逻辑推理；归纳
 （induction）是由一系列具体的事实概括出一般原理的推理；假说推理
 （abduction）是通过对个别事件的解释产生逻辑飞跃的推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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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知识设计：假说推理→概念综合→模型形成



知识设计首先是通过现场的观察进行直观的假说推理，之后对假说进行演绎性地验证并将其概念化，然后在现场批判性地观察并验证该概念（归纳性作业），这是运用了3种推理方式的综合性知识方法论。而且，这个过程并不像分析工作那样只在大脑中进行，而是在现场，将硬件（或技术）、软件、服务和商业等具体的人造产物逐渐关联且融合在一起，并与身体相关联。可以说，知识设计就是将技术融入社会（城市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过程。


实践要点：“体验”的设计


将产品融入体验

我们该如何实际应用这种知识设计呢？

具体而言，“假说推理”是一项从客户现场凭经验找到概念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社会学方法，如人类学研究（文化人类学方法）等。这样获取客户知识的方法与定量的市场研究是完全不同的。

对假说推理来说，我们关注的侧重点不是现在正在形成或现在已有的市场客户群体，即正态分布的中央部分（大众消费品市场），而是需要关注那些尚未看到的，即正态分布两端的边缘部分。进行假说推理时，我们有必要假定一些特殊的客户群体以寻求观察的场所，如对现在的产品和服务不满意的客户群，认为存在问题的客户群，或是作为下个时代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客户群等。办公室里纸上谈兵式的分析是无法发现新价值的。

假定了观察场所之后，我们就需要根据从现场视点中发现的假说进行“概念综合”。这个过程通常会以图形的形式表示，即通过视觉效果表达出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建立了技术和其他知识资产的联系。这是一种将产品（的知识）融入事物的方法（见图8-6）。设计的作用不是制造产品，而是将技术融入事物，即“体验设计
 ”（experience design），换句话说，就是将形成客户体验的硬件、软件、服务等融合在一起。

[image: 53289-00-317-1]
图8-6　将产品融入体验



接下来要进行的环节是“模型形成”。“模型形成”是以概念综合为基础，在客户的现场对概念进行实践，并通过实践获得反馈（反省）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使用了“原型设计”的方法。可以说，原型设计是产品和服务的试制或是针对产品和服务假设的模型，并不是制作完成品。“原型设计”首先是要创建粗略的轮廓，在此基础上获得客户的反馈，并通过不断地完善逐渐实现其价值。同时，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尽早地发现问题。

这些方法在消费品和服务等任何领域都很重要，实际上，人们一直将原型设计作为一种软件开发方法使用，之后将其应用于设计领域。

体验设计

在整个20世纪，对企业管理来说，设计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设计，企业可以使其商品拥有具有吸引力的形状和颜色，从而提升商品的魅力，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但近年来，人们开始挖掘设计的新作用。通过设计进行服务、活动和体验的创造等，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我们称之为“体验设计”。

具体来讲，体验设计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信息获取、提供服务或构筑人们与商品的新关系等。例如，为用户设计一个从网站上顺利获取必要知识，从而帮助其确定最佳购买方式的程序，这个过程就是一种体验设计。或者，使患者能够在医院获得轻松的、高质量的治疗体验，这种涉及心理领域的设计也是一种体验设计。此外，将硬件、软件和信息等综合在一起，使电动汽车用户获得舒适的“移动体验”的设计也备受期待。

与20世纪相比，设计的对象已经转变为普通用户的行为和体验，商品和服务则变成了一种媒介。这就是所谓的“将物品融入事件”，也被称为体验设计或经验价值设计的方法论。

体验设计开始受到人们关注的背景是，企业为应对产品和服务的商品化以及利润的减少，被迫追求更为根本的价值。商品和服务的经济价值取决于客户的体验，约瑟夫·派恩（B. Joseph PineⅡ）和詹姆斯·吉尔摩（James H. Gilmore）在《体验经济》（The Experience Economy
 ）一书中将“体验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提出来。他们的想法是，通过提供超越功能性和便利性维度的价值，创造新的经济价值，这与创意经济的主张不谋而合。例如，用户在接触到某种产品或服务时体验到的“舒适感觉”“从未体验过的惊喜”“知性愉悦”和“彻底的安全感”等，都是这种超越功能性和便利性的价值。

例如，星巴克提供的不仅仅是咖啡这一商品，而是“顾客的隐居之处”这种体验。耐克设计的运动用品，可以使用户获得顶级运动员般兴奋的“体验”，它们也因此获得了成功。而宝马汽车公司也是一家提供“终极驾驶体验”的企业。

医疗器械制造商泰尔茂根据“尽可能减少患者的痛苦”的设计理念，开发出了世界上最为细小的胰岛素注射针“纳诺斯”（NaNuoSi），这一设计将患者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使其能够获得良好的用药体验。该设计获得了2005年度的优秀设计奖（Good Design Award）。以上这些设计都是为解决客户的体验问题做出贡献的典型事例。

为了应对人们对于体验设计的关注，顺应趋势，日立集团以日立制造工厂设计总部为中心，将产品和系统提供的客户体验、通过企业活动提供的客户体验、未来的客户体验这3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统称为“体验设计”，旨在通过以人为本的设计、品牌设计和服务设计等方面的努力提高企业价值。该公司的“EX Design Approach”也获得了设计奖，人们对这种“非产品”设计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多元化的设计方法


信息过剩时代的知识设计

这种作为知识方法论的设计的想法，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产业关于知识的使用方式。例如，在IT行业，体验设计被广泛应用于网页设计等，进而延伸产生了诸如“策展计算”（Curation Computing）等概念。


策展
 （curation）最初是指博物馆和美术馆中组织、管理、研究和展示作品、资料的工作。它们利用计算机以有针对性和易于理解的方式向客户提供信息和知识，在这里，计算机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葡萄酒品酒师向客户推荐适合的葡萄酒体验一般。此外，策展也可以是客户们在网络上的社交互动。

随着苹果公司的iPad在美国的广泛使用，“策展”这一概念得以传播。像谷歌这样的企业，在Web 2.0时代提供的服务是，给用户充分的自由度，即对用户的使用方法“毫不在意”（开放的）。

而苹果公司在iPad中采取的方式完全不同。它们在iPad上准备了应用软件商店，以便用户可以使用这些应用，用户可以自行选择下载、安装。得益于这种设计，iPad和iPhone的用户很少被垃圾信息困扰。这也是苹果公司针对用户体验进行设计的原因。

这一点在Facebook等的社交网络服务（SNS）中也有所体现，它们具有很多共同点。谷歌是完全开放的，与此相对应，iPad和Facebook是在互联网内部创造出封闭的空间。当然，这种“封闭性”也会带来麻烦。例如，一些内部消息或虚假信息在SNS中迅速传播，并且引起了混乱。在传统的Web 2.0时代的支持者看来，这存在很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还有很大的重新设计的空间。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没有一个系统是完美无缺的。在信息量爆炸性的扩展过程中，从用户角度出发的设计方法越来越有用（见表8-1）。


表8-1　Web 2.0与策展计算




	Web 2.0
	策展计算



	Web网络

开放、自由网络

用户自由度高，可以管理人脉

结构设计
	社交网络

用户认证（封闭）

提供方设计平台

体验设计




本章开头提到的诸如“逆向创新”或“需求侧创新”等新概念，可以说都包含在了用户角度的设计方法中。在软件开发过程中，与传统的瀑布式开发方式相比，前面提到的“Scrum敏捷”型开发正逐渐成为主流。这种开发方式也是一种典型的知识设计方法。

这种开发方式的重点不在于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而在于用户的现场体验。它的特点是自下而上的组合。这种设计方式的共同点是具身性场所的共享（设计者和客户的共享，或当事人之间场所的共享），以及直观地创造关联性的知识方法论。


Scrum敏捷开发（设计）：共享具身性场所+直观地创造关联性


Scrum敏捷开发：具身性与知识设计

Scrum敏捷开发（见第一章）有两个源头：第一个是从日本的知识创造过程中发现的橄榄球式开发方法；另一个是第六章中提到过的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倡导的“模式语言”方法。

前者（橄榄球式开发方法）被用在了富士施乐的复印机FX3500和本田的新车研发中。这种开发过程呈现的是类似橄榄球中争球时的状态，各个功能的开发成员共享同一场所进行动态开发。这种开发方式的效果甚至超越了“迭代式开发”方式。迭代式开发采用的是一种被称为并行工程
 （concurrent engineering）的方式，通过重复产品开发的各个阶段，使得阶段性的产品开发得以发展。橄榄球式开发方式就如同即兴演奏（即兴爵士乐演奏会），是一种以具身性场所共享为基础的知识（设计）的方法论（见图8-7）。

[image: 53289-00-322-1]
图8-7　橄榄球式开发方法的发展



资料来源：Takeuchi and Nonaka（1986）。

后者（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方式）是通过观察在自然形态下和城市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发现其中蕴藏的设计方式，并将其作为设计语言使用，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和建筑家协同进行设计活动。这种方式基本上是通过现场的原型设计和试行错误自下而上进行的。

近年来，这种开发方式在软件开发和神经网络计算等领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江渡，2009），并且被人们归为Scrum敏捷开发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直观地创建关系的知识设计方法，也适用于商业模式和软件领域。模式语言开发方式可以理解为一种将硬件、软件、服务、商业模式集成到一起的产品的设计方法论（绀野登，2008a）。

如同字典，模式语言开发方式有很多种类型。开发者可以与用户一起，像堆乐高积木一样，使用这些不同类型的开发方式在现场进行设计。但是，这种开发方式的本质并不是使用这些从已有案例中获得的模式，而是用户和工程师等策划参与人员将共有的模式作为边界对象使用，发挥集体智慧的过程。它的首要目的是共享被亚历山大命名为“无名特质”的人类隐性知识。

模式语言不是分析和系统设计的方法，而是人们（客户、用户）使用各种规模和水平的模式，理解从现场发现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将这些关系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有机意义的空间网络的实践知识方法（见图8-8）。

·

[image: 53289-00-323-1]
图8-8　模式的理解与应用情景



资料来源：Alexander（1993）。

Scrum敏捷开发对以上两种源头方式——集体协作和设计语言进行了有效融合。其基本的步骤为：①建立开发计划的大体框架；②确定协作模式（Scrum），如“训练营”“轮流担当”等；③运用有效的协作模式推进协作；④根据实际情况提取、运用新的模式；⑤组织、实践计划。

然而，这种方法的本质不在于这些形式化的步骤、技能或模式系统，而在于相互合作的团队精神和组织文化的发展。此外，一些具体化的步骤和技能，诸如信息通信技术、工作场所（工作环境）和领导力等，作为人为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



第九章 信息之海，为我所用




问题9
 　在知识创造管理中，如何运用信息系统和信息通信技术？


思维的视角
 　从社会的观点理解信息系统，并且把基于工作场所的知识创造活动的网络化作为一项重要课题。



我们有必要用全新的视角考虑知识社会经济中的信息通信技术的理想状态。在知识社会经济中，与其说信息通信技术是一种处理业务和通信联络的手段（功能），不如说它是一种形成新社会（个体通过场进行多层次联系的社会系统）和组织的催化剂。


网络导致的“失去的二十年”


社会的变化与网络的联动

对日本来说，导致“失去的二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突破网络革命。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呢？”确实，从进入21世纪前的几年（20世纪末）到现在，网络技术迅速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可以利用手机发送信息、通过计算机和网络预订门票等。所以，说日本“没有突破”可能会引起大家的反驳。

这些网络技术带来的日常变化，代表了从模拟向数字过渡的过程。的确，从表面上看，日本企业可能是通过“网络化”带来了“功能上”的便利服务。但是，从互联网引起的社会结构变革和工业层面基础的信息技术创新角度来看，日本企业的管理体制并没有很好地利用网络的优势，反而建立了一种与之相悖的理论。例如，在日本制造业中，有一种叫作“配研”的作业方法。这种作业方法试图通过内部的祖传绝技建立组织优势，并否定了适合互联网社会的模块化生产模式。

对日本企业来说，要想发挥网络优势，并不是只要进行模块化生产就可以了，而是必须在充分利用日本企业优势的基础上，充分结合网络的力量，找到一种突破性的理念。如同手机的网络服务，日本企业虽然也有很多备受人们期待的有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的东西，但发展到最后的结果还是落后于世界潮流。日本企业没有认识到互联网是与企业的根基紧密相连的，而是将它称为“网络商务”，将其定位为一个与自己公司的正业和信息系统完全无关的、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在日本企业尚未意识到网络重要性的空档期，互联网带来的影响逐步地对日本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最早将苹果计算机引入工作场所的不是企业，而是公司员工或像SOHO
[1]

 那样的个体经营者。其背景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的思维方式开始发生转变并试图改变整个社会。网络也随着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推而广之，并且推动了企业的改变。可以说，乔布斯等人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虽然日本企业并没有遭遇“鸡与蛋”式的困境，但是始终无法突破传统的出口制造型商业模式，在全球化商业模式里迈出跨越性的一步，这也加剧了日本企业和市场的封闭性。

现在，并不是说只要开放一切就好了，企业仍然必须掌握更为灵活地与世界和社会沟通的技巧。如今，信息技术的世界即将发生改变，企业不应该再错过这个机会。

变化的ICT世界

说到知识创造管理和信息技术，很多人可能会回想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所谓的知识管理，即信息技术知识数据库的构建和灵活应用。但是这些知识管理大多停留在显性知识层面，由于没有聚焦知识创造的过程，除了部分成功的案例，这种知识管理实际上是失败的。因此，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更加灵活地应用不断发展变化的信息技术。

在过去的20年中，人们对信息系统的看法和定位有了重大改变，对信息系统的认识从它的信息处理、存储和传递之类的数据处理功能，大幅扩展到了语义信息的范围，如目录管理、客户交易甚至社交网络等，实现了本质上和功能上的双重改变。此外，被称为云计算的信息系统概念，超越了现有的以企业为主体的信息系统框架限制，突出了其作为全球化的社会信息系统的基因。因此，只有“信息通信技术”这种表述才能准确地反映现在的实际状况。

即使云计算，也不仅仅是信息系统从“拥有到使用”的转变，它更是一种与社会结构变化相适应的信息系统转变的范例。在信息系统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组织应该如何引入并利用这些变化呢？

一直以来，企业的信息系统都是一个“内向型”部门。其目的是集中管理信息（集中、简化、分配），即收集、集成、处理和共享组织内部信息，进行业务上必需的信息管理。企业信息系统的作用是在有限的计算能力约束下，将信息归集在企业的中心部门（进入数据库），将其进行简化（形式化）后，以统一的形式分发到各部门供其使用。

但是，如今的计算能力几乎是无限的，信息量也是巨大的，同时，信息本身在组织内外呈现多样化、分散化和网络化的趋势。传统的企业信息系统已经落后于组织行为原本应有的逻辑。

现在，云计算不再被人们说成“网络世界”，而是一种改变了整个企业信息系统的革命。除此之外，远程通信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引入和普及甚至改变了社会的移动方式（城市机动性）（见图9-1）。在网络空间中，信息的移动使现实中交通工具的移动方式发生了变化。在现实生活中，交通工具的移动和虚拟接触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image: 53289-00-328-1]
图9-1　信息通信技术增强了城市机动性



资料来源：Flexibility公司的数据。

此外，信息环境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虚拟空间的爆炸式扩张，导致了一些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出现。例如，随着网络机动性的提升，在办公室等物理“场”中，具身性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产生了不拘泥于现有办公空间框架的工作方式。

除此之外，诸如智能电网等的分布式能源系统有望取代传统的集中式能源系统。智能电网的基础是“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将需求控制和电网控制联系起来，从而控制从发电到电力消费整个系统的运行”（山藤，2010）。

信息之海

知识创造管理以“场”为基本单位，这些“场”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组成。与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资金、物品的管理以及信息处理的时代相比，现在的人们对信息系统的要求发生了改变，希望它能够发挥与之前时代不同的作用并体现出不同的意义。另外，21世纪的企业处在一个巨大的外部信息环境中，这是处在20世纪的企业无法媲美的。

如今，组织的现场情况以及与客户接触等日常活动的状况，不仅可以通过计算机，还可以通过移动设备和传感器等实现实时的数字化，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从互联网上掌握组织的各种信息。我们将这种实时归集的企业信息整合起来称为“信息之海”。这个词是山田博英先生（Softas顾问，开源软件协会理事）创造的。

我们进行日常活动、判断和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都在“信息之海”中。“信息之海”的本质是共享社会信息。作为网络化世界中的个体，每个人在各自组织的现场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是很重要的。虽然人们有时也会用到那些固定工作流程中的信息，但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访问那些时刻变化的现场信息，亲自从中寻找新的机会。由于每个人所关心的和所拥有的知识不同，信息活用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要以管理者创造的不同“场”为前提，结合所获得的实时现场信息，不断地对这个“场”做出改变并一步步扩大这种变化。从技术上讲，将现实中的会议与虚拟的接触相结合的方式，能够使“场”的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

21世纪的信息环境并不局限于数据库或企业内部系统领域，而是广泛关联，呈现一种看起来如同“海洋”般的状态。最近，人们开始用“大数据”之类的术语描述它。但如何使用这些海量的信息，取决于人们以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这片海洋。后文我们也会提及，对于组织应该是什么样的“场”以及组织在管理环境中应该如何定位，一些管理者已经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个课题是，将不同类型的“场”与IT相融合会构建出怎样的知识空间。

以人为本的ICT时代的到来

信息系统的变化从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互联网的渗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参与这场“革命”的企业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IT服务行业。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行业本身，使人类社会从制造业时代跨越到了以知识服务为核心经济价值的时代。

网络化时代始于20世纪90年代。与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历程一样，自2000年以来，内容服务和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服务（搜索服务和音乐下载等），以及用户参与的信息交换规模正在逐步扩大。当然，早在2000年，就有人预料到了这种状况（见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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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从IT产业到ICT产业的阶段变化



资料来源：《经济人》，2003年5月10日。

这期间，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而美国企业则花了20年的时间向日本企业学习，提出了“敏捷制造系统
 ”（Agile Manufacturing）概念，并借此赶上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日本企业。最终的结果是，美国的优秀企业通过六西格玛等理论的研究，结合实践，不断提升管理质量，并引领了20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

这一事件的背景是美国企业掌握了IT能力。而这是由个人计算机的出现和互联网的民主化引发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因为个人计算机产业的崛起，工业体系逐步走向网络化，IBM的主机业务无法适应这一趋势，一度陷入解体的危机。之后，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IBM通过实施新的以服务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得以重生。而成立于1984年的戴尔公司，在此期间敏锐地察觉到了计算机行业的组件化趋势，将个人客户订单的产品信息实时共享，并基于此进行供应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SCM），从而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管理架构。这种架构超越了被日本和美国的企业视为优势的传统的笨拙架构。

美国企业正是凭借这样一个充分利用互联网网络的敏捷制造系统打败了传统的日本模式的生产制造业。然而，日本企业在介绍这种网络化或互联网带来的威胁和机会时，仅仅将其看作B2C（面向消费者）的网络服务的核心，并没有将其上升到一种产业化的高度看待。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许多日本企业都是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信息在企业之间和部门内部被孤立，导致许多IT部门无法发挥其在信息和业务之间的协同作用。因此，转变思想迫在眉睫。

我们认为，一般而言，IT部门引入IT系统都是基于提升工作流程效能的角度考虑的。通常情况下，这可以将工作效能提高几个百分点。然而，也有例外。例如，三星电子将IT应用于其全球化的SCM中，涵盖从材料采购到销售管理的全流程，这一切都是以直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三星电子在全球供应链建设过程中，首先是在特定项目中构建了作为全球供应链基础的业务流程和系统。然后，在3个月的时间内，它将这套业务流程和系统推广到了全球目标市场。韩国企业意识到这种网络活用的巨大价值，是在199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相反，日本企业对ICT的战略定位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从而导致“失去的二十年”。很多日本企业仅仅把ICT看作一种便利的工具。虽然有些企业也觉得ICT很重要，但是不会用它实现商业价值。

必须走出“加拉帕戈斯化”
[2]

 困境

正如本章开头所描述的，日本企业在家用电器等领域的失利，并不是因为制造业的落后，也不是因为数字化或商品模块化的落后。相反，导致这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企业过于追求制造业的发展，以及追求超出客户需求的过剩品质。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日本企业无法适应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规则。这也就导致了日本的电子企业无法创造出类似iPod和iTunes等创意型产品和服务。而在手机行业，日本制造商闭门造车，拘泥于日本国内市场，继续“闭关锁国”。此外，谷歌和Web 2.0等在引入日本时，也被介绍为一种与传统IT完全不同的文化论，这也导致日本企业毫无危机感。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高性能手机（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将超过个人计算机。这意味着，包括传感器信息等在内所依托的计算机规模与个人计算机时代相比将完全不同。这个过程与个人计算机替代传统大型机的时代几乎一样。这也意味着，继续沿用过去一个时代人们的“前提”和常识是很难看到创新的。

既然ICT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体系的助推器，那么是时候让我们重新考虑信息技术的定位了。

与此同时，现代企业为适应全球化的需求，对即时的横向协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连接个人具身性“场”的大量信息和知识是不可或缺的，这也就是ICT的作用。组织性“场”（的体系结构）的形成成为信息系统的关键。

特别是日本企业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形式根深蒂固，公司的整体决策效率极为低下，这一点饱受人们的诟病。在企业内部，我们必须摆脱之前完全依赖电子邮件进行沟通交流的状态，引入网络聊天、短信、远程控制等ICT。但是，现在的日本企业内部，依然还存在强烈的“为何不使用电子邮件？”的声音。事实上，在快速响应全球客户需求和连接公司内部各种关系方面，ICT的作用非常之大。


以人为本的信息处理技术


广泛普及的信息处理技术

目前，企业主要在3个领域应用ICT：一是企业内部信息系统领域；二是以谷歌和亚马逊等网络为媒介的公共服务领域；三是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等移动服务领域。可以肯定的是，这3个领域正在迅速融合。

日本企业忽视了基于网络的信息系统的存在。它们在引入信息系统时，就像是在介绍发生在遥远的地方的一个突发事件。现在云计算正在迅速扩张，这也使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混乱状态。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云计算的本质并不是“从拥有到使用”的转型，如果只是这样的一种转型，企业用户应该像以前一样在办公室使用该系统。

现在的问题是3个领域之间的界线逐渐消失。与此同时，迄今为止企业之间一直存在的信息系统的边界以及企业本身之间的边界也逐渐变得模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消失了。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社会计算”方式，即推进在社会现场进行实验和实践。如果从积极的一面考虑，我们可以把ICT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平台使用。

最近，各个IT服务公司正在积极探索在企业之外的领域使用ICT。例如，富士通公司等推出的“农业云”就是这样一种尝试。通过“农业云”，富士通公司可以有效地降低农业初始成本、合理分配在农田上获取的大量传感数据等资源，使远程控制得以实现。同时，建立“农业云”可以使农业信息系统更容易地与云端上的其他系统进行交互，使开展全球化服务成为可能，这些都是云计算带来的优势（堀，等，2010）。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农业云”在农业领域进行经营计划、资源配置、栽培管理、看护和出货管理，通过实时观测天气信息和市场数据选择最佳的生产方式，并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实现实时追踪等。然而，这些尝试还必须等待农业服务的结构性变化。

信息农业的出现

基于“将信息融入生活、融入社会”的理念构思信息系统并付诸实践的企业也开始出现了。雪国舞茸株式会社（由大平喜信创立）创立于1975年，总部设在新潟，以灰树花菇、杏鲍菇等各种菌类为主打商品，致力于开发灰树花菇的人工栽培和大规模生产技术，是一家以技术为主导的企业，它使人们切身地感受到农业不再是第一产业。除了蘑菇，该公司还生产其他蔬菜等。为推销其豆芽菜，公司拍摄了一则广告，由搞笑艺人用绳子把豆芽菜吊起，并喊出了“非常非常高”的广告词。这一则广告在电视上一经播出，该公司的豆芽菜一夜之间家喻户晓。目前，雪国舞茸株式会社已经成长为年销售额260亿日元的大型企业，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二部上市。

所谓蘑菇栽培，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培养菌种。因此，拥有良好的生物技术和生产管理技术非常关键，要能够利用技术在工厂内重现自然界的四季环境。雪国舞茸能够做到每生产1000株蘑菇，其次品仅为3.4株。其产品良品率最高可达99.78%（2008年的实际成绩），近乎工业产品的品质。雪国舞茸的基本理念是从自然植物的栽培中学习先进知识，将这种知识转化为一项技术来应用并系统化，即可以有效地实现知识创造的循环，不断地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

大平喜信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坚持“四个彻底”的管理理念。这一理念支撑起了企业的生产系统。“四个彻底”，即彻底的安全、彻底的美味、彻底的绿色环保、彻底的节约成本。为了实现这一理念，公司积极地运用了信息技术。

在实践过程中，这一理念通过生产过程中对检验结果的信息公示，以及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丰厚的股东返利得以实现。以彻底的信息公示举例，每一个雪国舞茸的产品包装上都印有一个编码，消费者可以在网上输入这一编码，从而获取自己所购买产品的安全信息。

将人类在现场获得的知识和技术系统化，从而提高生产力和产品质量，这是人们最初对信息系统的使用方式。实际上，没有多少公司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而雪国舞茸通过彻底的三现主义（现场、现物、现实），获得了深层次的实践知识，并最终发挥了IT的真正作用。

2010年，雪国舞茸与孟加拉乡村银行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在孟加拉国种植适合生产豆芽的大豆。雪国舞茸购入其中适合在日本进行豆芽生产的大粒豆，剩余的小粒豆则在孟加拉国国内销售。通过这种方式，在孟加拉国，大约1500人能够从相应的农业生产及豆芽的销售中获得收入。而在此之前，雪国舞茸于2002年还在美国成立了一家生产公司，积极地进行海外扩张。

Contactivity

未来ICT的另一个特点是人性因素的增加。在知识管理相关人员和美国的高级社区中，一个新的英语单词“contactivity”开始频繁出现。这个词的意思是连通性（connectivity）和活动力（activity）的结合，即基于社交网络的人际交往活动。之所以人们开始使用“contactivity”这样的词，是因为传统的ICT都是以计算机为媒介将人们相互联系起来的，而具身性和情感等关于人性的因素相对较少。

NTT数据与野村综合研究所于2010—2012年共同举办了一系列论坛，倡议为了解决社会课题，应该充分发挥ICT的“连接”特性，建设“富有创造力的城市”。此外，它们还申请进行“系统设计师的培训”，培养一种能够将ICT与企业、社会联系起来的新型人才。它们想发展创造型的城市并在此培养新型设计人才；同时将城市作为创新的场所，邀请专家讨论，最终创建一个原型。NTT数据与野村综合研究所推进的这一系列活动都是与ICT的社会化相辅相成的。

“contactivity”这个词尝试将传统的通信技术所欠缺的内容融合进来，如超越了单纯社交关系的凝聚力、社区的归属感和参与感、身体间性、接触体验和关怀能力等。在现代社会中，即使信息和通信网络已经很发达了，但仍有许多人没有建立联系。因此，将这些尚未建立联系的人们连接起来，这项工作是十分有价值的。例如，我们有必要建立老年人之间的联系。在日本，“在职老年人”的比例正在增加。根据总务省（2010年）的劳动力调查报告，与10年前相比，60～64岁男性的就业率增长了5.5%（2000年为65.1%，2010年为70.6%），女性的就业率增长了6.4%（2000年为37.8%，2010年为44.2%）。

目前，在美国，自由职业者的人数为3300万人，占劳动力人口的23.5%；而在日本，自由职业者的人数为370万人，占劳动力人口的5.5%。越来越多的拥有高学历的人处于失业状态，这也导致“知识社会=组织社会”的条件不断提高。如果没有能够连接他们的“场”，日本经济也就很难恢复活力。

此外，从工作场所的角度来看，与过去“周一至周五，朝九晚五”的办公形式相比，现在的工作方式也有所改变。最近，因为日本“3·11大地震”的影响，远程工作者和在家办公的人员有可能大幅增加。但是，在家工作并不容易。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沟通和联系的场，这些人将很难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

同时，从日本社区的现状来看，医生数量与当地需求之间的供需不平衡正在加剧。如何填补这类“联系差距”也是ICT的作用之一。而且企业内部传统的信息系统也需要通过云计算实现关联。不管企业内部、集团内部公司之间、合作伙伴之间还是客户网络之间等，都需要把如何利用ICT这一生态系统当作一个关键问题认真考虑。


创造“场”的网络技术


组织空间网络化的ICT

当然，并不是单纯地强化互联网的硬件和应用就可以了，我们必须探索以实践知识为基础的技术方法。因此，ICT与办公室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重要。其中，ICT的作用是为知识创造搭建一个“场”和平台，而不是成为某些特定业务处理信息的工具。

大部分日本企业因为采用事业部制以及业务部门之间存在“壁垒”等，它们不得不放慢其发展步伐并因此丧失了大量的机会。甚至有些以建立全球化的跨国企业为目标的公司也采用了这样的公司制度，这也使这种情形变得更加严重。一般来讲，传统的组织形式往往以部门或物品为基础进行分割，而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求，日本企业应该建立一种超越传统的组织形式并储备应对各种变化的能力。但是在日本，基于这样的角度使用ICT的例子并不多见。

使用ICT是我们能够在“信息之海”中自由、灵活地使用信息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那些塑造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组织文化的公司才能实现与ICT相融合的场所具体化。因此，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非独立工作场所的重组实现ICT的改变（见图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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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连接组织的场对于快速适应环境至关重要



同时，ICT与组织运作的地理条件也密不可分。在日本“3·11大地震”期间，许多公司因信息系统故障而遭受损失。之后，本田开始疏散其在栃木县相对集中的业务功能。而IBM日本分公司在地震发生4分钟后举行了一次远程会议，讨论应对措施。虽然过去企业基于集权的考虑，习惯利用城市将业务职能进行集中，但是现在看来，有必要广泛地将组织空间网络化并将其转换为分布式类型。

Sigmaxyz商业咨询公司就是实践这种动态场所的典型案例之一，它们将工作场所的设计与ICT的应用视为整体进行综合考虑并付诸实践，以此创造场所（见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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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真实和虚拟工作场所相互融合的工作方式得以实现



资料来源：Sigmaxyz商业咨询公司。

需要新的IT人才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IT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而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信息系统本身概念的转变。20世纪那种根据组织的层次结构集中收集信息，然后处理后再分发到各个部门或现场的信息系统已成为过去式。当然，这种转变不仅适用于信息系统，也适用于大众传媒等媒体（见表9-1）。


表9-1　媒体及人才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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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潮流应该叫作分布式和动态网络。这是与社会整体的发展方向和媒体的变化相呼应的，并不局限于ICT领域。例如，在媒体领域，现在的趋势是从中央集中式信息系统（大众传媒）向多种媒体的分布式信息系统（社会传媒）过渡。从全国广播电视向YouTube等社交媒体的转变等，都是这种变化的典型案例。

也有人指出，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信息服务业的出现，也在改变属于系统工程师（system engineer，SE）的时代。过去，SE在优化计算机产业结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才。这种人才应该能够基于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即所谓的知识策划型人才，有时也被称为设计型人才。

正如NTT数据和野村综合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在今后的IT服务中，需要能够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并创造价值的“设计型人才”。

此外，思科（日本）提出了“从IT到BT
[3]

 ”转型的理念，并努力转型成为一家提供业务支持和解决方案的公司。

设计型人才能够基于客户价值的发现形成系统的概念，重复进行原型设计，将其融入商业模型。同时他们能够针对个别的、某个具体的、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不断重复上述循环的同时创造城市型服务经济。能够广泛接触各行各业，并对世界动向敏感的ICT人才将成为创造型经济的驱动力。


知识创造管理的视角：用于场创造的ICT


在知识创造管理中，ICT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现有阶层性组织的信息处理和共享方面，更体现在社会和组织的网络化以及知识空间的创造（与场的融合）上，在这方面，ICT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首先，ICT并不以归集和共享信息为主要目的。它对于社会关系的建立也十分重要。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ICT当作信息处理的工具，而应该将其看作用于创造产业价值的平台的关键构成要素。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IT和信息应用的看法和认识。


1. ICT的社会应用


过去，企业信息系统与大规模计算机系统一样，通常都是基于封闭的有明确分工和层次的层级式结构设计的（计算机隐喻）。这也是信息系统能够与现代的大规模组织完美匹配的重要原因（见图9-5）。

[image: 53289-00-344-1]
图9-5　层级式组织结构与其对应的传统信息系统结构近乎相同



但是，现在是云计算时代，信息系统必须通过新的隐喻创造组织的动力。如果组织的管理权从单一集中向分布式自治转变，那么信息系统也必然发生变化。


2. ICT与场的融合


办公室事务不应该只让后勤部门或总务部门负责，而应该由管理层做出决定。在这里，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办公室的发展历史。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办公室与70年代的大不相同。硬件效率、人员的生活质量、品牌联动等办公室管理的战略性举措被提上日程并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可以称为“办公室2.0”时代。

那么未来的“办公室3.0”时代将会发生什么呢？进入21世纪后，办公室再次开始发生变化。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家成长型公司的办公室里，人们忙忙碌碌、走来走去，没有长时间的会议，大家做事都能够当机立断。

如今，办公室正在失去其作为日常工作场所的作用。20世纪的办公室是通过成本和分配管理创造出的信息处理空间。与此相对应，在21世纪，基于社会关系和协作力的创新，人们创造出许多优秀的管理模式并开始寻求与之相称的办公室。

用于知识创造的动态网络的概念在办公室设计中也变得重要起来。办公室、家以及办公和居住场所之外被称为第三空间的中间空间，甚至包括我们移动过程中所处的空间，这些场所与ICT的融合都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

建立作为场及信息空间的组织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融合也在不断推进。诸如办公室负责总务、网络部门负责信息系统这样的分工模式，除了组织的逻辑性和相对便利这些优点，已经找不到其他合理存在的必要性了，而且组织间的界限也在逐渐消失。

对我们来说，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ICT作为办公室、工作场的一部分看待。信息系统是一种社会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云计算时代的信息系统是什么”这一问题，而答案就是信息系统从资源管理的工具转变为知识创造的场所。

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将现代社会看作功能性的多元分化系统（参照序章）。他指出，政治、经济、科学、法律、教育、宗教和家庭等功能分化系统是相对自治的，而不是由国家所代表的单一群体所主导的。并且，他还强调了这些系统的多元结构。在组织中，有许多场也是多层次的，这些可以关联的场是应用ICT的基础。

例如，一些公司总部的办公室正在从业务处理场转向协作场。知识领导力综合研究所（多摩大学）的“场结构研究会”
[4]

 的调查
[5]

 表明，顶尖的管理者都把组织看作一种“场”，并且对其应有的形象和样式看法出奇一致。

这些企业的管理者都没有把自己的组织视为单方面集中管理的层次性结构空间。如果以这样的理念创造组织，那么他们从一开始就会走进死胡同，再无变通的余地。这些管理者考虑的是，构筑一种在物理和心理两方面对各自的组织和业务都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和系统（见图9-6）。

[image: 53289-00-346-1]
图9-6　场=组织空间的样式



资料来源：多摩大学知识领导力综合研究所“场结构”研究报告。


1. 作为开放式关系的（场=组织）


它是指促进多样性（多样化知识的联系）并将组织看作促进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场。例如，建立跨职能部门人员之间的联系，创造交流的办公室和信息环境——综合办公场，大家聚集的空间。


2. 作为价值共享环境的（场=组织）


它是指将组织看作适应多样化社会、增强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将个人与企业愿景和社会联系起来并创造价值的场。例如，把与客户或合作伙伴的交流当作社会一部分的组织或办公室。


3. 作为业务平台的（场=组织）


它是指将“组织=场”看作高层管理人员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公司业务发展，改善管理模式的业务平台。例如，适合公司商业模式的信息与办公环境。


4. 作为信息空间的（场=组织）


它是指将组织看作信息空间，并将其发展成为知识创造的系统或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型员工能力的环境。例如，提供系统支撑，使所有员工都可以通过网络空间进行连接，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知识创造，自由地进行信息共享、应用的组织。


5. 作为组织制度体系的（场=组织）


它是指将“场=组织”看作一个管理公司的系统，基于对公司自身核心业务的认识，创造一种能够培养知识型员工的组织文化和工作环境。例如，不是通过组织结构图，而是通过现场的制度设计和组织文化政策优化组织——项目管理体系、知识产权管理系统。


实践要点：与工作场所的融合


以场为基础融合ICT

对这种以“场=组织”为前提的信息系统来说，ICT环境的构建不是从一开始就按照说明书以固定的模式进行的，最好是遵循以下流程。

（1）根据所需场的样式，描绘出组织信息系统的愿景和概念。

（2）与物理场所、工作场所相对应——必要条件的提取。

（3）通过反复试错，推动组织实体化。

21世纪，办公室与ICT的关系将更加紧密，这就意味着ICT不再像过去那样局限于封闭的企业系统，而是被广泛地用于组织信息环境的构建。云计算的时代是信息系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的信息与公司信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信息系统的作用不再是内部信息归集，而是实现与外部数据的互联互通，以及与客户进行信息共享。

由于信息的大量归集，融合场和信息系统以充分利用“信息之海”就显得非常重要，即我们必须思索并构建与信息和知识的创造及应用相适应的场与信息系统。

对知识创造来说，面对面共享具身性的场不可或缺。但是，只是简单地共享这类物理场所既没有效率也没有效果。这时，人们聚集在一起，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和决断才是决定办公室价值的核心因素。

为了通过现场明确ICT的使用方式，更好地支持知识型员工的发展，（因为劳动力成本占据了65%的成本等）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成本，将包括办公室在内的工作场所作为“场”进行功能设计和投资是非常有必要的（见图9-7）。

[image: 53289-00-349-1]
图9-7　通过设计提高IT成本收益



资料来源：DEGW资料。

与商业模式相适应的工作场所

在工作场所的设计中，另一个重点是要与商业模式相适应。2011年2月，微软（日本）合并了分布于东京都内的5个办事处，并将其搬到了品川。基于以下3点理念，微软（日本）做出了变更工作场所的决定：①客户，合作主义；②利用最新的IT提高生产率；③保持舒适的工作环境。微软（日本）办公楼的19～29层是员工楼层，30层和31层是客户接待楼层。这其中最重要的是，31层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它是专门面向法人客户的楼层。

公司变更办公场所的背后是公司商业模式的变化。除了通过传统的合作伙伴公司继续推进面向用户的软件许可业务，公司也开始面临向云计算服务转型的巨大挑战。公司办公楼的31层就是一个向企业客户提供云世界体验的示范空间。微软公司自身也使用网络服务开展工作。设计这一楼层的目的是让客户实地访问并体验公司的网络服务，这可以有力地支持销售部门的工作。

但是，要适应商业模式的转型，最重要的是组织意识和行动的变化。微软（日本）为此在新办公室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其中一点就是重视培养组织的理念和文化。在新办公楼里，公司腾出一层楼的空间设置了名为“One Microsoft”的自助餐厅，用它作为员工交流和协作的场所。

微软（日本）认为，IT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彻底的面对面的场所。如果应用该公司开发的实时通信工具，一种名为“Microsoft Lynk”的云计算平台，就可以实现人们在任意地点工作的愿景。随着网络的发展，组织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共同认识逐渐淡薄，因此具身性的场就变得尤为重要。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具身性的场的共享就无法顺利地进行网上工作。在跨国业务中，首先强调的就是“喝酒”机会的重要性，希望借此了解、熟悉相关人员。所以有了具身性的场的共享，即使我们通过网络共事，也能达到上述类似的效果，这使借助网络工作成为可能（管理本部·设施管理部程序经理长坂将光氏）。

微软（日本）曾经对公司的工作方式做过一次调研。它发现公司固定座椅的使用率从未超过40%。因此，在新办公室中的设计过程中，在确保全体员工（约2500人）拥有足够办公空间的前提下，公司决定只保留40%的固定座位，其余60%设为可弹性使用的座椅。基于此，公司的每个部门都获得了空间设计的自主权（自治权），可以自由安排部门内的办公布局和空间使用。

创建协作的场

在这里，我们想说明的一点是，通过办公室的差异能够看出商业模式的差异。办公室也是根据商业模式进行设计的，在成长型公司和充满活力的公司中，我们会发现员工经常在公司里走来走去，有时甚至一路小跑。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这类公司中，虽然年轻的员工很多，但他们的工作节奏很快。员工们并不是按照工作职能划分工作区域的，他们之间是协作关系，并且他们也不按照“做好计划后再进行生产”这样按部就班的业务流程开展工作。因为那样做的话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既会导致客户流失，也会导致产品的时效价值降低。一家公司是不是成长型企业的重要证明是，它拥有一个供不同类型的人“在某时某地”共同解决问题并创造知识的办公室。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以工作人员自律性为基础的组织。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快速时尚消费品行业的办公室。对这类企业来说，如果发觉到市场发生变化，企业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在两周的时间内完成商品开发并将其投入市场。为了业务拓展，它们必须采取这种商业模式，如此快的节奏，如果员工不跑步前进根本就无法做到。

在优衣库这一品牌的办公场所升级过程中，商业模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3月，迅销公司将其东京总部搬迁至东京都港区六本木的中城大厦（Midtown Tower）。2006年，远销公司总部才搬到东京千代田区的九段北。在那次搬迁过程中，公司就已经为办公场所的升级做出了努力。例如，从选择式的工作空间升级为自由工作空间，以及使客户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公司商品的楼层设计等。但是，为了更进一步地共享信息和提高办公效率，公司不得不再次升级办公场所。这次不仅仅是自由工作空间，公司在办公场所设计中还引入了“舒适的组织环境”这一概念（来自《Miyuki地产办公室案例手册》）。

办公室应引领现场信息应用、沟通交流、知识创造等活动应有的方向，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这一定义可以扩展至其他一切办公场所。即使对于被认为今后将变得十分重要的以设计为基础的组织来说，随着设计进程的变化，其办公室的形式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而为了适应人们行动的变化，ICT的应用方式也必须进行动态调整（见图9-8）。

[image: 53289-00-352-1]
图9-8　与开发流程相辅相成的办公室设计



现在，办公室或工作场所已经成为管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种管理突破了传统的难以打破的、以设施管理等为主的办公管理领域的限制。例如，《财富》杂志在其“未来办公室”特辑中就指出，ICT等各种技术正在改变老龄化社会的办公室（《财富》杂志，2012年1月16日）。正因为如此，环境相关技术和ICT的融合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智能玻璃（以各种能源和信息的交换为基础，作为具身性交互媒介的知识集成型玻璃）。此外，可以预计的是，截至目前依然占据主流的总部的集权职能将会逐渐消失。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SUN 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原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表示“网络就是办公室”。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办公室”其实是一个多元化的网络，它包括总部、第三空间（除办公场所和家庭之外的第三个场所）和互联网等。总部和传统所谓的办公室只是真正的办公室的一部分。然而，正因为如此，作为人们聚集交流的场所，办公室变得越来越重要。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办公室已经不再单纯地被人们当作信息处理的场所，而是开始体现出其作为协作场所和网络场所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办公室的设计过程中，不管总务和管理部门，还是信息系统部门、人事部门和经营战略部门都需要参与其中，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管理课题看待。在这里，如何融合ICT、多媒体技术和物理上的办公室将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按照图9-9的框架评价办公室设计。

[image: 53289-00-354-1]
图9-9　评价办公室的数轴




1. 具身性


它是指办公室是否具有培养身体间性、共主观性的环境，以及是否配置（区分）了使访问组织内各种知识更加容易的活动线和空间等。


2. 情感性


它是指办公室是否意识到了组织文化和心理等用户情感层面的重要性，是否建立了公司内外人员的联系，是否灵活应用了以人为本的ICT。


3. 战略性


它是指办公室是否具有适合组织愿景和商业模式的设计和能力，能够明确场所的用途，并始终留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最后，关键在于作为决策主体的高层管理者，能否通过认真的讨论创建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些场建立适合员工自我成长、相互磨炼的组织。

此外，办公室的问题与其所处的环境——“城市”有关（参照第十章）。




[1]
 SOHO即Small Office，Home Office，家居办公，大多指那些专门的自由职业者。——译者注


[2]
 加拉帕戈斯化：日本的商业用语，它是指在孤立的环境（日本市场）下，独自进行“最适化”而丧失和区域外的互换性，面对来自外部（外国）适应性（泛用性）和生存能力（低价格）高的品种（制品·技术），最终陷入被淘汰的危险，以进化论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生态系作为警语。“加拉帕戈斯”是在距离南美大陆约1000公里的一个火山岛群，这个岛群被人称作“独特的活的生物进化博物馆和陈列室”。——译者注


[3]
 business technology，商业技术。——编者注


[4]
 针对国誉株式会社、日立高科技、电通国际信息系统、日建设计管理解决方案、日本电话营销等。


[5]
 对管理者及有经验者进行采访，并采用二元相关分析法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



第十章 作为市场的城市




问题10
 　知识创造管理的全球视点是什么？如何理解“全球化市场”？


思维的视角
 　以城市为单位的市场和全球化的观点不可或缺，我们应从城市型服务经济的角度出发理解市场。



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将以“城市”为切入点提出关于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对处在21世纪的企业来说，在其社会经济活动中，“城市”作为一种生态系统型市场和全球化市场、世界性市场，成为与人们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场”。为什么是城市呢？在传统的管理和营销活动中，我们是以“市场”和“地域”这种抽象的、地理上的概念进行分类的。而“集群
 ”（cluster）这一概念是指产业的集聚地，是按商品类型进行分类的经济圈。

但是，对知识创造管理来说，它是以社会知识的积累和人类的具身性等关联性为起点的。城市是由场和共同体形成的。我们不能仅仅从物理的维度把城市理解为城市内的街区和角落（类似箱子里装的东西），而是要把城市看作包括虚拟网络在内的、有生命的社会文化整体。


不要通过物质资产掌握市场


城市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知识场

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段到90年代，无差异性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我们需要寻求新的视角以应对新的形势。首先，以供给侧为基础的市场主义经济已经达到极限。取而代之的是，从需求侧出发，将技术和商品整合在一起的服务经济化、知识经济化不断发展，知识资产成为经济价值和企业利益的核心。因此，如前所述，我们应该把市场看作一个生态系统。而在此之前，人们往往是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角度认识市场的。

知识经济、创造经济的目标不是追求利润，而是创造基于共同善理念的“活跃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它需要的是以人为本的客户价值观和服务型商业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的产业、行业、市场之间的界限，使三者不断融合、进化。

当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观察知识经济社会时，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城市”。从物质集聚的角度看待市场的时代，所谓的全球化是从作为物理空间的区域
 （region）层面来说的。但是从以人为本的视角看市场，它的基本要素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作为人们生活现场的城市。

保罗·罗默曾批评说，传统经济学家只对商品价值和服务价值的流通感兴趣，而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创意（知识）的流通上。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兴起的关于创意的全球潮流，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改变了世界。而近十几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这一发展。

此时，对全球经济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们创意和知识交流的“场”，即我们所讲的“城市”，而不再是那些优先考虑商品供应链的地区、建筑物之类硬件密集存在的城市区域，或者作为“产业”集聚的产业集群。作为创造经济价值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人们交流知识的“场”、社区，再进一步说，也就是城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换句话说，所谓的“市场=城市”，是指涉及和包含现代多样化社会系统的场。并且以城市为单位参与经济全球化（例如，以城市为主体进行贸易，而不是通过地区和国家），创造服务经济的知识价值链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

这一转变的大背景是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成为主流趋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即知识工作者和创造者，形成了一个网络，创造经济价值并推动经济增长。在美国处于领先地位的风险投资公司德丰杰风险投资公司（Draper Fisher Jurvetson，DFJ）的创始人丹尼尔·舒尔茨（Daniel Schulz）说：“大城市里有许多人了解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重要性，这是创造服务的土壤。”并且他指出，与许多风险投资扎堆集聚、技术人员高度集中的硅谷相比，大城市其实更加适合创业（《日本经济新闻》，2010年12月29日）。

现在，城市型生活者与过去20世纪一直占据主流的企业组织人员不同，他们选择了类似游牧民或自由职业这样的就业和生活方式（Pink，2002），他们的本质特征并不取决于是否在企业中工作，而在于是否倾向于选择这种类似游牧民式的生活方式。这样的都市型生活者在未来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与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不同，所谓创造型城市，重点不是发挥其作为“容器”（硬件功能，类似于装东西的箱子）的作用。它是由生活文化和自然关系构成的，其核心是社会网络等，是城市里的人们。例如要成为“智慧城市”等，利用ICT使城市智能化是必要条件，但这归根结底属于手段的范畴，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使人们能够灵活地应用信息。

因此，我们要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城市。具体来讲，城市不是像办公大楼那样的“点”，如东京丸之内、大手町及日本桥等，或是旨在成为新的全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上海黄浦区等。从某种程度上讲，它的核心是一个“面”，相对而言，街区或街区间的网络更重要。但是首先，它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

城市并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场。它往往建立在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基础之上。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城市看作一个多层次的社会、文化、经济的生态系统。例如，在历史学中，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历史时间的多层性。他认为，历史时间具有不同的节奏和多元性，影响历史时间的时段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快慢不同的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共同发挥作用。

对一个城市来说，它也存在表面的转瞬即逝的历史，如个人史和事件史等，即短时段；还有步伐缓慢的社会历史，如情势、人口变动、国家、战争等，即中时段；最后也存在深层次的几乎不变或变动缓慢的历史，如自然、环境、长期持续的关系、构造等，即长时段。因此，我们认为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理论对城市也是有效的。

不断探索的历史观

作为一本象征着20世纪70年代意识革命的目录杂志，《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
 ）成为一个传说。它的编辑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现在提倡“永今
 ”（A Long Now）这一独特的理念。

例如，可持续性是当前的主题，但如果我们不能站在更长的时间范围角度看待它，那么这一切将毫无意义。因为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是以100年为单位计量的；而从原子炉中取出的使用完毕的燃料等核废弃物，其计量周期则更长，它的半衰期长达1万年。

因此，对21世纪的企业来说，“现在的时间很长”。这个理念关系到企业的形态以及企业应该怎样发展等问题。那么为什么说只有那些能够拥有20年或30年规划和远见的公司才能够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呢？

有研究表明，迄今为止，人类的文化历史（包括口传时期）大约有1万年。对日本来说，这可以追溯到绳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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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土耳其出土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建筑哥贝克力神庙则改写了人类发展史，从1万年历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这样的历史时间轴具有了像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的多层次的特征。例如，自然资源的变化周期是1万年，宗教、文化、艺术则处于每1000年变化一次的层次。相对而言，时尚和流行趋势的发展周期甚至短于1年。商业模式和公司业务的变化周期处于两者之间，以10年为单位。公司本身和城市则是以100年为单位的存在。

因此，我们在定位一个城市时，应该综合考虑其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等历史时间层次，包括布局等以万年计、千年计的层次，以及相比而言周期较短的业务层次。按照城市的分析方法，我们考虑把一个企业的周期定为300年，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宽松的标准。松下幸之助在创业期就提出了250年的构想。1673年，三井集团的创始者三井高利从伊势来到江户创立了吴服店——三井越后屋（三越百货公司的前身）。回想一下京都这个城市的历史，可以说我们现在必须以300年为单位构思管理，而城市就是其舞台（见图10-1）。

[image: 53289-00-362-1]
图10-1　城市是拥有多层次时间结构的生态系统



变化的全球经济结构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七国集团（GT）等发达国家的GDP占了整个世界GDP的绝大部分（2/3）。然而，在21世纪这一局势已完全转变。在2007年，以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GDP迅速增长，占到了全球GDP（54兆美元）的44%（七国集团为56%）。未来七国集团与其他地区之间的GDP权重关系将会发生逆转。

这可以称为七国集团的“衰败”。但在美国和欧洲获得霸权之前的16世纪到19世纪初期，中国和印度的GDP曾占世界的2/3。在它们的鼎盛时期，世界城市的象征是紫禁城（明成祖永乐皇帝从1406年开始翻修，1421年被用作从南京到北京迁都后的宫殿，直到清朝灭亡）和泰姬陵（位于印度北部阿格拉，1632年动工，1653年竣工）等，它们作为世界遗产被一直保留到现在（见图10-2）。

[image: 53289-00-363-1]
图10-2　历史上中国和印度的GDP曾占世界的2/3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2010年8月16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20世纪，美国和日本的崛起被认为有其特殊性。在江户时代，日本GDP占世界GDP的不到3%，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高速增长，这一比例扩大到近10%。当然，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

在全球经济的这些变化中，城市视角是最重要的。“城市”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契机是，2010年世界上的城市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突破50%。截至2012年，世界人口总数约为66亿。过去，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人口比例是3∶7，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而现在，这一比例是5∶5。根据预计，到2025年，该比例甚至会变为约6∶4，城市人口集中度将进一步加强。

城市化是全球环境问题、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根源。20世纪城市化的影响带来了工业社会。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50%。而到了21世纪，城市化与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创新同样密不可分（见图10-3）。

[image: 53289-00-364-1]
图10-3　急剧发展的城市化是环境变化的深层因素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5. 世界城市化前景：2007年修订版”。

一些站在国家或大的区域角度看不清的问题，以城市为单位进行观察反而能够被发现。虽然印度被认为是一个难以整体改变的国家，但在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等城市中，中产阶级迅速增长，这与以往人们对印度的印象完全不同。

城市化也带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日本，城市中居住的单身老人也在不断增加。当前，“城市”成了构成世界经济的基本用语。不管你认可与否，城市都是评价经济、社会的重要指标，这里既充满了可能性，也充满了混沌。

当然一种可能被认为是极端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可能被认为是极端的观点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非定居居民和贫困人口能够引发新的创新。孟加拉乡村银行和其他小额信贷公司就是其中的例子之一。南美阿根廷电力公司爱依斯公司曾经饱受电力被窃的困扰。这一现象大多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非固定居民区，通过现场实地调查发现，这里的人们虽然希望获得稳定的电力供应，但是由于经济收入的不稳定无法每月支付固定的费用。因此，爱依斯公司发布了一种“代币”（token，在用电时使用的硬币），方便人们在必要时通过使用这种硬币换取电力，从而解决电力被窃的问题。

当然，这种商业模式的创新可能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如同样存在电力供应问题的日本。

日本城市的未来

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而且农村人口仍然在不断减少。随着日本总人口的减少，大的都市圈的人口比例却不降反升。而在各大城市中，同样都出现了老人独居的倾向，城市化成为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

社区的恢复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而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从个例入手，进行现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在后文中也会论述，通过创造城市型服务经济的价值链，可以解决过度老龄化、地域差距、经济差距等问题，而且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会。毫无疑问，在低出生率和老龄化方面，日本是问题发展得最迅速的国家之一，自1996年以来，15～64岁的劳动人口减少的趋势十分明显。当然，随着最近出生率的提高，对日本来说，这一趋势已经有逆转的倾向。

我们不能再沿着传统的思维脉络去思考生产率的问题。例如，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典型的工薪阶层式生活。人们已经开始期望新的制度、环境、企业文化等，能够使每个人更加自由地平衡劳动与生活的关系。2012年，当团块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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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65岁以上的人时，这一期望成为现实。

当然，城市化也与环境问题等有关。一直以来，日本以其先进的环境保护技术而自豪。但是日本这种同时上下班，工作到深夜的生活方式其实并不是很好，即使最近多少有了一点变化。而且日本拥有相对丰富的植被和水资源，这也导致在传统的城市生活方式中，这些资源的宝贵性有被忽视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日本大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关系。

在19世纪以后的工业社会中，城市设计采用的是传统的“田园-城市”式的构想，把城市和郊区配置成了同心圆似的构造。人们以城市为中心，在郊外开发了住宅区和卫星城市作为其背后的支援地。这些都是非城市和非自然的人工区域。但是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逐步提速，这就要求我们将自然融入城市，创造新的城市边界，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开发。这种设计方式被称为“城市-田园”式（城市功能与自然的融合）。

现在，这种尝试正在具体化。例如，在东急田园都市线沿线二子玉川站的东部地区的再开发过程中，人们意识到要建设这样的城市边缘或边界（从涉谷出发欣赏多摩河的自然景观仅需12分钟），创造出植被、水（多摩河）等自然资源与商业、住宅楼充分融合的生活圈。这是一种以周边环境（自然资源）和丰富的生活文化、人际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知识资本）为背景，创造新的经济活动（经济资产）的尝试。

对20世纪的工业来说，在经济资产的背后隐藏着自然资产和社会资产的功劳，但人们没有支付足够的费用去维持这些资产的成本。长期的赊账导致了环境问题和社区建设的停滞。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再把可持续性看作一项成本，而是必须将其与创新结合起来，视为社会和企业的利益。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是，必须恢复那些迄今为止日本为了经济增长而忽视的自然资产以及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资产，并将其与未来的城市化政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见图10-4）。

[image: 53289-00-367-1]
图10-4　探索建立在社会资产、知识资产和自然资产基础之上的经济




城市型服务经济的兴起


知识之城：作为社会网络节点的城市

未来的城市化是全球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与20世纪发达国家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化不同，它本质上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换所产生的一个课题。

“知识之城
 ”（Knowledge City）等城市设计概念被认为是能够推动地区发展的理念，因此备受人们的重视。随着城市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人们在知识之城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创造型城市”这一概念。

成为知识之城的必备条件有：一是要有能够支持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的ICT；二是具备社会、文化功能；三是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场作为工作空间，从而推动经济活动的发展。此外，研究开发能力、智能网络、信息环境、文化多样性、城市基础设施等要素要相对完备。符合这些条件的城市，在欧洲有巴塞罗那、毕尔巴鄂、萨拉戈萨、曼彻斯特、都柏林、代尔夫特、乌德勒支、埃因霍温、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慕尼黑等。在亚洲有上海、新加坡和阿布扎比市等。毕尔巴鄂还通过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成功地从钢铁工业城市转型成为文化城市。

在荷兰，创意经济是国家的战略支柱，阿姆斯特丹、乌得勒支、代尔夫特、海牙和鹿特丹等城市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并相互关联。阿姆斯特丹是一个知名的国际化大都市，乌得勒支是荷兰国内知识交流的枢纽，代尔夫特是科学技术等的学术担当，鹿特丹是经济中心城市，海牙是政治中心。

例如，不断推动知识之城建设的代尔夫特是阿姆斯特丹地区城市圈的一部分，在研究开发方面备受人们的期待。前边我们列举了成为知识之城的必要条件，比如通信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要具备社交网络服务等支持人与人交流的要素等。除此之外，文化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西班牙的毕尔巴鄂被认为是工业城市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该城市已经成功地从钢铁之城转型成知识服务经济型城市。这座城市是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小城市，拥有8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它在19世纪得以迅速发展。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西班牙陷入经济危机，失业率也迅速上升。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的人口也大幅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班牙一直在研究复兴的政策及措施。1991年，西班牙通过了“毕尔巴鄂城市复兴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强化以知识为基础的高科技领域，振兴老城区，解决环境问题，通过文化主导的再生强化认同感等。而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成（1997年）；同时，还有地铁和有轨电车等交通网络的发展等。

在经济方面，毕尔巴鄂向服务型城市的转型进展迅速。另一方面，制造业仍然是毕尔巴鄂城市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地方公司的全球化则成为其经济复兴的引擎。人们对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品牌效应是认可的，但却忽略了它带来的直接经济效应。毕尔巴鄂通过创造性的品牌打造成功地转型成知识型城市，并实现了复兴。

在了解知识社会经济的市场和创新方面，知识型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在宏观层面，我们在设想全球化的城市型服务经济时，可以从知识资产（知识资本）形成的角度出发，通过观察知识型城市网络，为世界层面提供有效的借鉴。在微观层面，我们可以从采用泰勒制
[3]

 的组织、职场、办公室（设施）出发，了解如何建立知识创造型工作场所及创新的“场”这些当务之急的管理问题。在两者之间，推动社会创新的知识城市的新形式“场的形态”正在不断涌现，如已经在北欧国家各地扩展开来的“未来中心”。

城市型服务经济的价值链

在城市中，各种各样的服务链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价值链。同时，这也成为创新的温床。例如，针对智能城市等的能源业务、针对水资源等的基础服务、针对老年人等的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QOL）服务、移动性技术、空间信息服务、安全服务、防灾服务等。

总之，所谓城市型服务经济，是指通过打造完善的社会、文化、就业环境等，使城市生活者可以活得有滋有味。其中也包含了城市型消费经济的管理。在其背后，城市作为一种可以让人们融洽相处的基础设施而存在。信息通信服务等则为其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也在逐渐消失。例如，高科技尖端制造业有时无须像以往那样将工厂建在郊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三维印刷技术，这是一项通过互联网将产品的设计信息传送到消费者附近的网点，当场将其立体打印出来的技术，目前这项技术已获得了很好的发展。这些技术可以让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工厂”（见图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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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构筑城市型服务经济的价值链（示例）



一座城市是由几个更小的单位构成的，即所谓的街区、社区。它们成为构成城市场所的自律性管理单位并呈现网络化的状态。从本质上讲，这些社区不是自上而下的城市行政或管理单位，它们必须以居民和用户为主体进行管理。

知识来源于个体和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共创的时代。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目前以发达国家为主的600多个城市的GDP总和占到了世界GDP的60%。据推测，到2025年，这600个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将被新兴国家的城市替代。没有出现在现有特大城市名单中的“中等规模”城市，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时代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同时，以城市生活者和企业为对象的服务产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另外，据推测，今后，北京、上海、东京（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将成为最重要的城市市场。即使在日本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东京仍是具有世界规模的“巨型城市”（megacity），因此，世界始终关注着其创新的潜力。

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将城市及其社区联系起来是一个经济性课题。这反映出从20世纪80—90年代无差异性的全球化时代开始，人们在管理模式上取得的进步。这种进步是指，从供给型全球管理模式
[4]

 转变为需求型全球管理模式
[5]

 。从“公司总部—地区关系”模式到知识城市服务经济模式的转变是无法通过一般的地区（欧美、亚洲、中东、非洲）市场所能观察到的，需要以城市为单位进行思考，并采用新的地缘政治学方法。

在城市型服务经济中，日本企业的机会

在日本，经过江户时期（1603—1868年）的发展，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型市民文化繁荣起来（江户、京都、大阪）。在这个时期，日本的文化积淀很深，这与经济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户时代，大众是文化的主角。浮世绘
[6]

 和由俵屋宗达
[7]

 、尾形光琳
[8]

 从京都的町人文化中创立的“琳派”等都是该时期文化的代表。

在城市型服务经济中，这样的文化积淀作为知识资产是非常重要的。据说，江户时代的邮政制度非常完善。在江户幕府的末期，江户、京都、大阪的邮件店铺通过伙伴（合作）协定，建立、完善了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全国服务网络。同时，还有城市之间专用的邮差，据传是按地区收费，平民和武士也可以毫无经济负担地使用。除此之外，还有从事物品保管、销售业务并接受旅行服务的便利店经营者。

“大和宅急便”就是以城市生活者为服务对象，从价值链的角度开展业务的典范。大和宅急便提供的服务，并不是从制度和效率的角度考虑的。它以作为客户的城市生活者的多样化需求为基础，细致地设计了快捷便利的快递服务。大和宅急便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形态，是世界领先的商业模式创新。为跨越式地提高便利性，ICT在其中也得到了应用。这项创新的基础是人类，根基是创造富裕社会的理念。而最了解地区社会的也是它，最近人们经常在街上看见其员工骑着自行车进行物品投递，这体现了它对城市环境和安全的关注。


实践的视角：未来中心与智能家居


未来中心

“未来中心”（Future Center）是人们积极融入未来、面向未来、洞察未来，与未来对话和实践未来的设计机制之一，它以北欧的荷兰为起点传播到世界各地。所谓的未来中心，是指组织（企业、政府、地方自治组织等）以未来战略和政策的实践为目的，通过与当事人及利益相关方对话沟通，发现并分享解决方案和新想法，相互协作创建的可以用于实践的“场”。

在日本，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中心能够非常有效地促进企业与产官学
[9]

 的联合。现在，新的商业模式不是来自于封闭的企业组织内部，而是从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个体”的意识中产生的。企业需要具备新的能力，能够集中个人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并与自身业务联系起来。从这方面来说，未来中心之类的“场”是一个备受人们期待的充满希望的存在。

未来中心能够以北欧为中心，迅速扩展开来的背景是，政府机关和企业着眼于未来战略，以地区创新为目标，将未来中心作为促进政策规划、问题解决、政策执行的“场”。在这里，起源于日本的“场”这一概念成为关键词。用于创造社会知识的“场”已经超出了办公室这个范围，并且成为创造型城市的关键要素（经营形态）。

日本也积极开展未来中心的建设。富士施乐、东京海上日动系统（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国誉（KOKUYO，国誉株式会社）等都设立了未来中心。NTT数据、野村综合研究所、东京急行电铁等也都积极响应这一发展趋势。此外，以庆应义塾大学为首的大学和自治团体对未来中心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

传统的办公室工作空间旨在有效地处理分配工作，因此它非常适用于员工在组织部门中开展工作。但是，要创造和实践未来所需要的功能远不止这些。

未来中心是一个跨组织和开放的空间配置。创建未来中心的成本远远低于不这样做导致的协调成本（各方之间的调整成本）。正如学校是学习知识的场所、办公室是信息处理的场所、证券交易所是信息交易的场所一样，未来中心是一个汇集知识进行创造和实践的场的形态（经营形态）。未来中心是一个连接组织之间、组织与社会的场（中心），并作为知识城市的一个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见图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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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作为创造集体智慧的未来中心



作为新的城市型经济功能的未来中心

未来中心不仅是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对话的工作场所，还是一种贯穿从知识创造到实践的全过程，以目标为导向，非常实际的根据活动过程进行动态调整的场所。它包含了找出政策性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指明业务创新的方向，将其付诸实际行动，事前分享交流相关当事人的认识，事后明确行动和评价的阶段和手法等一系列过程。

未来中心会设计和推广各种各样的会议，下面我们列出其中一个典型会议的议程。

（1）每个未来中心会议的出发点都是分享问题提出者和课题所有者的认识。

（2）会议不拘泥于眼前的现状，而是从更长远的角度认识问题和课题，找到造成重要影响的主要因素。为此，负责会议推广的主办方将召开由专家、有识之士、灵敏度高的生活者等参加的观摩会（scanning session）。

（3）在会议上通过观察，掌握最新的变化方向和发展趋势，之后邀请负责更具体活动的相关各方，讨论更具体的政策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和业务创新的方向。

（4）制订几个备选计划。

（5）根据备选方案创建原型、模拟实践行动、进行社会实验（如智能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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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解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路径。

（6）在此基础上认真参与实践。

（7）负责推广的主办方将监督该过程。

未来中心是企业实践“知识设计”的场。企业可以基于以上流程，充分利用环境观察和世界咖啡屋
[11]

 这样的对话工具。类似这样的工具还有很多。

关键的“向上引力”

在未来中心的对话和讨论过程中，通常，人们很容易会被组织部门和公司的竞争性战略框架束缚。因此，摆脱这种束缚，唤起人们对未来的创造性思想和情感至关重要。如果缺乏当事人的主观意识，我们无论重复多少次的讨论，都是在评论家们的领域里打转。

未来中心需要的是，超越“1+1＞2”的加法运算，将各部分结合起来，形成“向上引力”。当踏入未来中心时，人们应该舍弃目光短浅的批判精神，更多地考虑将来，从更大的目标中，有意识地引出自己的创造性意识，这样的思维转换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培养这种“场”的领导力是今后新的终极管理课题（见图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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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　未来中心的典型会议议程



智能家居

以建立知识型城市为目标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很早就发现了世界上快速发展的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并推出了一项解决问题的政策，即开展一项名为“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oratory）的社会实验。

具体来讲，就是由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水资源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Water Policy）开发的解决水资源问题的项目，并为此举办的政策论坛。同时，众多专家集聚在“宜居城市”中心（The Center for Liveable Cities），致力于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研究。这个尝试是一种社会实验方法，可以在现场模拟出人们在知识城市中的生活。

新加坡以本国为场所，一边谋求引进外部资金，一边构筑最先进的基础设施。虽然实验只进行了一部分，但新加坡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知识资产。当然，这些运作都需要领导力，如建立完善的“特区”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及协调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等。

这种实验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相比而言，欧洲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活跃，虽然实验的规模大小不一，但基本上都被定义为以社会创新为目标的实验环境。由欧盟委员会率先发起的PPPP
[12]

 倡议，正在各地迅速推广。其目的是基于地区共同体进行创新，目前已有200多个共同体得到官方的认可。然而，这些不是像未来中心一样的现场设施，而是在现场的实验项目。例如，阿姆斯特丹针对机动性、新媒体、协作设计、环境保护、E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旅游业等主题，在城市街区开展了一系列实验活动。

下面我们以阿姆斯特丹为例了解一下智能家居。阿姆斯特丹智能家居是一项由阿姆斯特丹市支持的城市创新活动。它的诞生是很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环境的复杂化、市民意见的多样化以及政策执行的停滞等。智能家居
 （Living Lab）是一个为了将社会和生活领域的创新变为现实的，产官学共同协作的PPPP项目。

以环境问题为例，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量消耗增加的问题日益严峻。与其他主要欧洲国家城市中心人口逐渐减少的形势不同，阿姆斯特丹的人口正在逐年增长，所以这些问题显得更加严重。

为此，该市在特定区域进行了一些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与乌特勒支街的购物街合作，推动创建一个绿色街区。首先，阿姆斯特丹智能家居的成员说明每家商店在电力消耗和节能方面的优秀做法，并讨论将这些做法推广到整个街区的规划效果。在打造这个街区的过程中，城市、市民和企业通力合作，比如这个街区使用的发光二极管（LED）等都是由公司实验后提供的。这些活动凝聚了大家很多的心血。

在打造街区的实验过程中，第一阶段是聚集一批意识超前的中小企业和制造商进行小规模的实验。例如，围绕尖端印刷技术，活跃在市内的艺术家、印刷服务企业和技术支持企业都会展示其商业模式模型。在第二阶段，基于这些原型，组织愿意参与的公司，寻找实验场所。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探讨可能出现的合作形式。例如，在资金方面，当企业难以承受购买LED的费用时，它既可以采取长期租赁的形式，也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在第三阶段，通过实验检验结果，调整创造知识资产的场之间的关系，探索商业模式，建立持续实践机制和项目评审
 （project review，PR）机制。

像未来中心这样的尝试，不仅仅是建立了一个讨论的场所，在通过它讨论社会性问题的过程中，也存在自我满足的风险。因此，在未来中心的管理中，我们必须确定区域创新的具体目标，建立实践的路径，并且最好能与诸如智能家居之类的政策相结合。对区域的复兴和再生这个问题来说，我们首先要以现场为基础，在自下而上地建立连接全体的网络的同时，不断推进（以非自上而下的方式）。我们认为，这是适合21世纪社会的研究方法。


建议：振兴市场经济的“企业共同体”


作为一本介绍管理学知识的书籍，本书可以到此为止。接下来，在最后一节中，我们将重新审视创造知识的企业的社会角色或公共角色，即从企业共同体的创建或重建角度，再次总结各章中所列出的关键要素。

以下是“企业共同体
 ”（communitarian enterprise）的模型。

正如序章中提到的，我们在21世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市人口成功地超越农村人口，占据主导地位。因此，21世纪形成了与20世纪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城市型社会是我们今后在考虑管理方式时必须关注的前提条件和社会背景。城市由各种作为创新母体的共同体组织（分化系统的形态）和网络构成。城市共同体不是一个物理区域，而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组织。知识创造管理是将共同体连接在一起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或是在其中发挥了组织形成体（组织者）的作用。

知识社会经济中的业务，即基于知识的商业模式，也是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建立起来的。而且，自始至终，掌控“共同体―生态系统―商业模型”的基本单位始终是“场”。这个生态系统超越了传统的知识创造理论和企业管理范围，被当作社会知识模型加以应用。

基于上述观点，结合日本和世界的现状，我们建议，在推动创造的知识企业与社会共同发展（co-evolution）的同时，重建一个经济模型，弥补传统市场经济给现代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其中，公共的社会共同体将成为实践创新的母体。

将社会体系纳入视野，推行知识创造理论

现在，传统的秉承自由主义至上的资本主义已经遭遇发展瓶颈，以人为本的知识社会经济应时而生，人们正在寻求新的企业形态。具体来讲，就是要求对与社会相关的有机组织形式进行重组，如从树形结构转为神经网络结构等。这不仅会带来企业组织身份认同方面的变化，还会带来自身体系和边界之间关系方面的变化。

知识创造理论是一项源于日本优秀企业的创新研究，其意义超越了以往的竞争战略理论和学习型组织理论，是一种典型的自我组织化的生命论思维方式（见图10-8中的知识创造1）。如果用系统理论比喻，之前的理论有点类似于传统的热力学理论
[13]

 ，它们都是组织内部适应外部环境的模型占主导地位（如环境决定论思维）。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通过演绎分析环境并推导出所要采取的行动的思维过程，而自我组织化的思维方式恰恰与之相反。

21世纪的社会体系，在经济、互联网等层面上实现了全球化，但在传统文化和教育等层面，又深受本地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自创生系统。企业是其中的“分化系统”之一。在这种体系下，知识创造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的流程中，而是演变成了一个与社交网络和生态系统共享边界的“超级流程”。它与知识创造1相对应，可以被称为知识创造2（见图10-8）。

[image: 53289-00-382-1]
图10-8　社会系统的变化与知识创造



企业共同体的3个维度

我们将在三维空间中，从3个维度把握这种“明智的”经济发展，这3个维度具体包括：共同体意识、时间概念和资源变化。下面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3个维度。

（1）意识轴：随着共同体内的社会意识的扩展和加深，从共主观性到集合主观性，再到超主观性。

（2）时间轴：随着时间的延长，从时钟时间到更加主观的或不确定的时间。

（3）资源轴：适合知识经济社会的资源变化——从物质资产到知识资产，再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性资产。

现在，在世界的城市共同体（如东京、纽约、伦敦、阿姆斯特丹、上海或者更小的曼哈顿和二子玉川）中，成为三维空间起点的是市民和顾客认为重要的价值主张。之后，企业共同体以共同善作为各自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断创造出社会的活力（见图10-9）。

[image: 53289-00-383-1]
图10-9　企业共同体的框架



在意识、时间和资源的三维空间中，企业共同体通过对话（知识创造）和实践的辩证性相互作用，持续进行知识转化（SECI过程）的螺旋。其中，个人、组织、利益相关方、社区、社会和环境等与生态系统互动的场所被认为是多层次的。而维持知识转化螺旋，实现共同善的是实践知识的领导力（实践智慧，phronēsis）（参见第二部分，第五章）。3个维度分别阶段性地发展，首先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是共享共同体的价值观，最后是实现共同善。

这3个维度的发展是为了寻求人与社会关系中善的本质。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把人类的基本需求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与归属的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尊重的需求（esteem needs）、自我实现的需求（self–actulization needs）。马斯洛在晚年对该分类进行了重新解释，使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发展就是增加了自我超越这个层次，即忘我和利他主义的“共同体（community）发展愿望”。


1. 意识维度：共主观性→集合主观性→超主观性


2011年10月，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该运动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这是城市生活者为谋求经济复苏自发组织的活动，反映了市民社会意识的提升，市民关心的问题从基本的生活问题扩展到了全球事务。

根据场大小的不同，共同体和企业组织的社会意识可以分为3个层面：共主观性、集合主观性和超主观性（Wiley，1988）。

共主观性是指通过两人以上之间的沟通交流，每个人的思考、感受、意图等得以相互交换，通过这种交互作用，个人的主观性被共创为“我们”的身体间性。

集合主观性是相互作用的进一步结合，即创造个体自我与集体自我之间的关联，形成具有角色互换可能的集体，从而使邻近的社会结构和公共阶段产生共识。可以说，这是社交媒体等追求的场所意识。

超主观性是指以“纯粹的意义”和“善意的社会”为目标的传统理性和艺术与哲学的层次，即反映共同善的文化和制度的层次。

这里提到的场所意识层次，不论对企业组织还是对城市共同体来讲，都是共通的。随着知识转化的螺旋式上升，可持续的创新也在不断地取得进展，组织意识的层次也辩证地从共主观性发展到集合主观性，再到超主观性。具体而言，就是“为了世界，为了人民”的创新出现了。


2. 时间维度：时钟时间→思考时间→可能时间


与上边提的意识维度相比，流动的时间维度又是如何变化的呢？它应该是从20世纪工业社会的效率时间感受转变为创造时间感受，可以说，基于这种感受的城市环境的设计推动了创新。

时间维度表示共同体中时间质量的深化。传统的时间概念包含对立的两项内容：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在这里，我们将其看作一种超越辩证法实现创造的过程，即将时间看作“客观→主观→创造”的过程。首先，时间通常是以相同的速度流逝，这也就是所谓的客观的时钟时间（柯罗诺斯——希腊神话中的时间之神）。

除了客观的时钟时间，还有人类在心理上、主观上感受到的时间（思考时间），以及社会共有的叙事时间（Paul Ricoeur，1987）。但是，这种时间往往只能用于个人和集体的范围内。

除此之外，还有超越主客观时间的创造灵感和“不确定”时间，即可能时间（卡伊洛斯，从柯罗诺斯的束缚中逃脱的机遇之神）。人类在心理上感受到的时间是定性的、主观的和不规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的生产方法和诞生于美国的科学管理方法是利用时钟时间发展起来的，但它所创造的能量超越了时钟时间的概念。

的确，丰田的生产系统是通过时钟时间进行管理的，但是一旦出现问题，系统会在人做出判断的那一瞬间停止工作，以便现场解决问题。换句话说，丰田在生产系统中加入了属于可能时间的适时时间（及时时间）环节。在这里，丰田通过感知时机，做出主观判断，合理利用可能时间提高了创造力。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组织和社会是被哪些类型的时间支配的。管理型社会利用的是时钟时间，创造型社会利用的是可能时间。随着知识创造转化的螺旋上升，支配时间也从基于系统地提高效率的制度化的时钟时间，转向与之相对立的主观时间，进而转向提高创造性的可能时间。这种转变将为共同体带来知识的弹性。


3. 资源维度：物质资产→知识资产→关联性资产


使城市系统变得更加充满活力的另一个维度是，从物品到事物、服务或人类知识，再到关联性资产的转变。

第三个维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传统经济资产和资源结构的有形资产向知识资产的过渡。在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关于资产的思维方式，摆脱过去那种类似于企业资源观的基于物质的知识获取方法。

此外，知识资产与物质资产不同，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大部分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中。特别是，人们与员工、客户、业务合作伙伴、大学、政府和区域共同体等的关系本身就是重要的知识资产。知识资产包括智慧资产、技能、社会关系资产（social capital）、品牌、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等（见第二章）。

通过对话和实践产生的知识，经过组织的积累而成为知识资产的一部分。知识资产是通过知识转化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在资源，并且无法轻易买卖。如果知识转换过程朝着共同善的方向螺旋上升，知识资产质和量的水平都会提高。为了发展知识生态系统，如何通过人们的积极协作将社区中的网络联系起来，如何维持和发展实现协作活动所必需的信赖、相互理解、共享价值观和行动基础等，以上这些社会资产的基本要素都将是未来的重要课题。

企业共同体的商业模式

各个创造知识的企业与共同体一起，通过以上3个维度的发展，将知识转换为利润并不断循环、共同发展的结构就是企业共同体的商业模式（参见第八章）。社会共同体的商业模式是指其利用与合作伙伴、市场等环境、企业的关系，创造和提供价值的模式，如图10-10所示。

[image: 53289-00-388-1]
图10-10　社会共同体的商业模式结构图



创造知识的企业的商业模式也可以用一张结构图显示。在图10-10中，为客户提供什么价值（事情）的价值主张处于中心位置，而组织基础和客户基础位于两侧。在知识型公司的商业模式中，价值主张尤为重要。客户和企业组织能够共享目标的价值主张，并通过实现这一主张实现其社会存在价值，即实现共同善的目标，从而为企业带来可持续性发展。商业模型不是静态的和固定的，而是通过持续的知识转换的螺旋上升实现的未来创造的动态机制。

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社会存在者，具有与他人共处的自然本性。”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redinand Tö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
 ）（1887年）一书中也明确了共同体是人类结合的基本形态，表明了在近代社会中共同体的关联性也很重要。

然而，经历过20世纪的工业社会后，人们开始重视对整个社会进行统一和全面的理解，其结果是，我们都把社会和企业看作一个封闭的、同质模型和系统。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已经成为潮流的全球化理论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存在感逐渐变弱。

这些理论优先考虑的是社会体系的内部结构和功能关系。而与这种同质、封闭的社会体系理论相对应的，诸如瓦雷拉的生命系统理论、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卢曼的语义学系统论等，以个体为起点形成共同体的理论方法开始不断出现（参考序章）。

在“城市”这一“场”中追求共同善

17世纪荷兰的神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认为，人类是由多个个体构成的。同样，与之类似的是，社会是由更多的个体构成的，当这些个体相互协作时，可以实现更多的善，带来更多的愉悦。

另外，在东方有一种“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个体在整体中，整体在个体中）的思想。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等人认为，共同体不是现在的人民、群众、工人阶级等社会主体，而是“由无数的无法被简化和统一的、存在内部差异性的个体组成的”，是“多元化、多样性的”，他们创造“诸众”（multitude）这一新概念也是基于共同体的理念。现在应该是将社会作为一个“多样性”的事物进行再定义的时候了，社会与企业之间的界限也应该逐渐融合。

在多层次社会中，共同体作为一个连接上层（如经济）和下层（如家庭）的中间层而存在，因此它始终兼具内部的关联性和外部的关联性。它具有对外部开放的特征，以及通过协作的相互作用实现共同善的本质。

人们对共同体中应该优先考虑良善（good）还是正义（justice）存在争议。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ism）主张，只要不侵害他人的权利，人都拥有自由这一最基本的权利，“正义先于良善”。他们没有对善的价值进行判断，而是按照普遍的逻辑理论，将具有普遍性的正义优先级提前。共同体主义者（communitarianism）则主张，人生来就是社会的一员，在社会中生存，没有完全的自由。“良善先于正义”，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情况及社会关联性思索生存的方式（善的价值观与目标）。

对于这种对立，迈克尔·桑德尔认为，作为普遍的、统一的逻辑性思维，正义无法根据个例的质的差异而做出分析和判断。他指出，在拥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价值观等的多元化社会里，人们必须以世界性的眼光，通过公开场合的讨论探索“市民的义务”“社会的共同善”等是什么，即“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之后，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人们建立彼此尊重（respect）的关系，最终创造公正的社会。

早在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讨论过“什么是美好的社会”。他认为“所谓‘美好的社会’，是指充满有德者的社会”，“所谓‘德’（virtue）就是‘由内而外涌现的力量’”。“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社会成员拥有德，使德成为一种内在的社会行为”，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样的社会就是“美好的社会”。无论对企业还是社会，这点都完全适用。

当今，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和一种共同体，城市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Harvey，2010）。经济全球化催生出的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多元化和复杂的社会。城市是关系到一个地区和国家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生存的决定性因素（2011年秋季从纽约开始，蔓延到整个世界城市的反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示威活动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

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
 ）一书中，对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如何认识作为“工作”动机之一的“非货币价值”的重要性，以及重新发现共同体和“场”的意义等进行了论述（Florida，2008）。在欧洲，人们围绕“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在特定区域开展了“智能家居”之类的各种实验。今后，我们将摆脱把国家视作唯一单位的观念束缚，在地区共同体和超越国家的共同体中，以实现共同善为目标，推动共同体边界内外的组成人员，凝聚“知识”，引领创新。这一想法将开拓未来（见图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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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1　知识生态系统：多层次场的生成



内在的社会型领导者

所谓明智者（phronimos，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是指能够理解共同善这一理念，懂得应做之事，志存高远，明白何为社会整体的善，同时能够站在世界前沿感知、洞察各种细微变化，具有历史大局观，并根据具体的环境和变化判断时机、采取行动的领导者。

为了实现创新，为人类做出贡献并且创造未来，从区域、共同体的现场观察世界，明确其关系中潜在的趋势，不断归集过去所积累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如果是以与共同体共同发展为目标的企业，就必须打造拥有明智者及实践知识的领导者的组织，并创建“场”。

将具有实践知识的领导者放入组织中，怀着愿景和热情集结众多的知识创造者，持续创新：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类似这样的创新共同体的动态模型，就能向世界展现来自日本的创新和最好的管理方式。这也是一个关于经济的意义以及企业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

在经济学中，人们也提出了针对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反作用。岩井克人指出，现在的日本公司已经过度适应工业资本主义。我们应该降低股东的作用，把管理层和员工的知识视为最难获得的资产，并认识到培育这种资产的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换句话说，这也是对日本式“企业共同体理论”的重新思考（岩井，2009）。

本书所描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相反，我们认识到，在未来，我们需要比以往更严格的管理。本书事例中介绍过的企业，在管理过程中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具备工匠精神。只有建立这样的基础，才有可能实现持续的不连续性，即创新。

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社会性和利润的结合。我们在本书中所主张的，是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待实践智慧。知识创造管理就是这样一种管理方式，它致力于探寻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




[1]
 日本石器时代后期，始于公元前12000年。——译者注


[2]
 专指日本在1947—1949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人，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第一次婴儿潮人口。——译者注


[3]
 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Taylor）创造的一套测定时间和研究动作的工作方法。——译者注


[4]
 采取一极集中或多极型区域战略，从总部开始向各地扩展的模式。


[5]
 城市之间点对点结合的市场合作模式。


[6]
 日本的风俗画，版画。它是日本江户时代兴起的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是典型的花街柳巷艺术。其主要描绘人们的日常生活、风景和戏剧。——译者注


[7]
 日本画家，水墨画作品常使用“伊年”的印章，扇面画、屏风画则吸取中国画没骨法的特长，创造了大和绘的新样式。他以独特的意匠、洗练而单纯的色彩，使障壁画极富装饰趣味。他的画风由尾形光琳承袭、发展，形成了日本绘画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宗达光琳派。代表作有《风神雷神图》等。——译者注


[8]
 1658—1716年，日本画家，工艺美术家。早年随其父尾形宗谦学习狩野派水墨画和大和绘，之后又受俵屋宗达装饰画的影响。早期作品追求新意，在花草画、故事画、风景画方面形成一种严谨巧妙的风格，并被授予“法桥”的荣誉称号。其代表作有《竹梅图》等。——译者注


[9]
 “产”是指产业界、企业；“官”是指政府；“学”是指学术界，包括大学与科研机构等。日本政府及学者专家与企业通力合作，实行产官学三结合的体制，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起飞的重要经验。——编者注


[10]
 智能家居（Living Lab）是欧盟“知识经济”中最具激发性的模式之一，它强调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和共同创新。智能家居是一种致力于培养以用户为中心的、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模式和创新体制的全新研究开发环境。智能家居立足于本地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科研机构为纽带，建立以政府、广泛的企业网络以及各种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开放创新社会（open innovation community）。


[11]
 它是由华妮塔·布朗（Juanita Brown）及戴维·伊萨克（David Isaacs）提出的一种在轻松的氛围中，通过弹性的小团体讨论、真诚对话产生集体智慧的讨论方式。——译者注


[12]
 Public-Private-People Partnerships，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我国也被称为PPP。——译者注


[13]
 热力学的平衡总是在一定外部环境条件约束下实现的。——译者注




后记 知识创造管理的作用


知识创造管理：管理知识的创新

名著《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在第一节开篇就抛出了“19世纪文明已经瓦解”这一极具冲击性的言论。它的作者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而卡尔·波兰尼是提倡“隐性知识”的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哥哥。

19世纪文明是由以下4个基本要素构成的：①势力均衡体系；②金本位制；③自我调节的市场；④自由主义国家。波兰尼通过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大转换期进行研究发现，19世纪文明的崩溃引发了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也使全球经济迈向了新的阶段。

19世纪文明的根本是自我调节的市场，但波兰尼指出，这只是空想的产物，得出了是其缺陷破坏了其他要素（例如，自由主义国家的失败→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并导致了19世纪崩溃的结论。对19世纪来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战争不多，那是一个和平与平衡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却因为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幻想而崩塌了。

现在，即21世纪初，构成20世纪下半叶社会和经济的4个基本要素正面临危机。这4个要素分别是冷战体系的终结、美元货币地位的不稳定、自由主义经济的局限、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兴起。20世纪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幻想）与19世纪的自我调节市场高度相似。这可能是再次发生新的大转变的潜在征兆。

知识创造管理或知识经济与管理学是20世纪管理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之所以这么说，与管理学的流派有关。波兰尼兄弟出身于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作为知识创造管理学背后的历史，现代经济学、管理学舞台上出现的许多人物都曾在奥匈帝国生活。

1966年迈克尔·波兰尼撰写了《隐性维度》（The Tacit Dimension
 ）一书，他是一名物理化学家，后来成为一名科学哲学家。他的哥哥卡尔是经济学家。迈克尔的儿子——化学家约翰·波兰尼（John Charles Polanyi）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Michael Polanyi”是一种英式读法，在匈牙利语（Magyar）中是“Polányi，Mihály”。

奥地利-匈牙利的二元帝国是指1867年达成的“奥匈协定”到1918年崩溃的哈布斯堡帝国。在奥地利经济学流派中哈耶克和熊彼特尤为出名。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哈耶克受到波兰尼“隐性知识”概念的影响，并将“知识”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Hayek，1986）。德鲁克也曾在布达佩斯生活，并且记录了他与卡尔的相遇。那是1927年，他们在维也纳相遇。18岁的德鲁克与41岁的卡尔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局势。

这里的关键词是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从1918年（奥地利-匈牙利双重帝国瓦解）到1933年（纳粹大屠杀开始），在这不安定的15年中，上边提到的这些人都在这两个地方生活。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距离约为250公里。然而，即使乘坐那种从冷战时期使用到现在的火车，仍然需要3小时才能到达。知识经济和知识创造管理的流派就在这两个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诞生了。

当时，布达佩斯和维也纳是世界级的知识城市。首先，布达佩斯是中欧的战略要地，自古以来，它就是其他民族占领的目标，并且由于民族构成多样化，它成为一个“多元化”的文化城市。布达佩斯也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工业化区域之一。该市开通了世界上第一列火车型地铁。凭借此优势，这两个城市吸引了很多人前往居住，如1910年维也纳人口超过200万（目前为156万）。布达佩斯1910年的人口为88万人，1944年达到138万（目前为177万）。两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合计300万～400万。

柏林的人口在1900年达到270万，而在之后的1943年，人口达到创纪录的448.97万。顺便说一下，1932年，“二战”前的东京通过各区大联合成为大东京，人口达到566万。纽约在1900年人口刚刚超过300万，但在1930年，由于接纳来自欧洲的移民，人口急增至700万。1933年纳粹大屠杀开始，欧洲掀起了犹太移民的浪潮，纽约吸收了来自布达佩斯的难民并成为知识的大熔炉。

20世纪的终结

本书写到八成时，日本发生了“3·11大地震”。地震前后，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确切地说，大家认为日本已经大大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另一方面，这也促使整个日本都意识到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后，世界将如何变化？这种人心惶惶的时期持续了数周。在此期间，所有外国媒体都对人们了解日本的情况起到了极大推动的作用。看到它们报道的新闻后，日本国内不由得产生“为什么不这么做”的疑问，国外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相对地，我们也看到了日本当事企业和媒体的落后。有关日本的新闻传遍世界各地。

但是，一定有很多人有这种感觉，那就是我们依然处于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尽管得到了很多国外的支援，但不知何故，傲慢的消极主义早已渗透进了日本人的骨子里。我认为，他们应该以这种经历为契机做出改变。

“社会—企业—个人”的关系已经多元化，但日本企业似乎骨子里还是散发着一个世纪前的味道。日本以尖端技术闻名，人们认为如果单论技术和制造业（虽然创新指数很低），日本依然实力雄厚，但这一神话早已破灭。很多人看到有关日本的新闻时对此都倍感惊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凋落。更确切地说，世界正期待着日本的下一个改变。

阪神—淡路大地震（1995年），福井县“文殊”快中子增殖反应堆钠泄漏事故（1995年），东海村JCO临界事故（1999年），以及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都出现过类似的征兆。尽管这些都是世界性新闻，但是相关人员的意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即使在国家政府层面，在灾害发生、居民濒死的状态下，考虑的却是立即增税，这一想法与从前的地方官在饥荒时增加贡品的想法并无二致。从外汇引进和新兴产业的角度考虑，我们只能走新的道路。为了实现这一点，一个容易产生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企业意识的革新是不可或缺的。

21世纪的经营精神

虽然我们将技术和制造的优势作为日本的基因，但是如果我们不通过新的商业模式改变行业和社会，那么真正的崩溃将会到来。而且如果用强大的力量维持和保护过去的资产，就不会出现创新。

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日本公司有60多家（但是，与5年前相比，这一数量已经大幅减少），但这些入围的公司大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与之相对应，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最近成立的美国公司进入了这个名单。同时，令人意外的是，金砖四国中也有大量企业进入了这份名单，而且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日本。

因此，商业模式必须革新，日本企业必须挑战新的企业精神，不能因为眼前的变化而忘记危机，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否则，即使下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想住在日本，也无法住下去。

作为本书的作用之一，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时期，提出一些未来关于管理的应有的模式。

锻炼直观力

所谓知识创造管理，从理念上来说主要有以下3点：①基于知识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产业变化，确定企业应有的发展方向；②共享组织和知识的方法论（知识创造设计），提出商业模式；③通过内部和外部的场实现价值。为此，我们需要一种创新的知识，能够从现场的个别情况、具体情况出发，洞察本质，在反复试错的同时实现目标。这种知识也可以说是实践知识。

知识创造管理从“知识”的角度切入，跨越了传统商业研究的范畴。为了克服功能分工带来的不利影响，如何与社会和市场建立更加共生的关系，利用知识将复杂的差异化管理联系起来成为一个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希望知识创造管理成为组织内外部创新的模型。

知识创造管理需要个体之间的关系性。这种管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机械模型，而是一种可以看作生活方式本身的管理模式。它将主观性和直观等因素放在首位。组成组织的个人需要（新的）知识训练。其中，直观思维尤为重要。

在以往的分析型管理方法中，虽然直观力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但有关直观的研究却在加深。例如，在解开象棋残局的瞬间，大脑的中心部分会更加活跃。同时，人们观测到了职业棋手在分析棋盘局势和选择下子位置时所特有的多种多样的脑内活动。

直观地理解能力，或者说客观地掌握和理解直观力和主观力的能力和态度在未来的商业中会始终如一地重要。在思考和实践中，直观力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真诚地面对世界，不畏惧未知的事物，不断摸索，从而磨炼自身的直观力。

实践的意志

在21世纪，战略理论和组织理论占领管理学的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整合阶段。在其背后，是从20世纪的产业结构到知识社会经济的转化，是人们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重新审视，是多元化的全球化进程。总而言之，人们需要一种代替迄今为止的分析性管理方法的知识方法。

本书是在共同体理论的框架下，将管理学与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现象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神经科学和生物学的知识结合起来的一个小小尝试。管理学本身就是一种将现实中大众知识汇集起来的实践学。作为一种大的发展趋势，它将被定位为一种知识的范式转变，即由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卡内基学派的信息处理和认知科学知识转变为基于知识创造和神经科学的知识。

在本书的第一章至第十章中，我们尝试以问题为导向，聚焦以知识创造管理为志向的企业和组织内外的个人所持有的疑问（问题），介绍与实践相联系的视点和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单纯地举出企业过去的成功事例，而是尽可能地尝试新的挑战。

如果我们不挑战新事物，最终将不会产生任何变化。实际上，我们必须改变日常生活本身。爱因斯坦曾说：“疯狂就是重复做同一件事情，却期望获得不同的结果。”现在，在巨大的变化面前，我们希望实践的意志不会半途而废，但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依靠“此时此地”的身体感觉，发挥我们自身的直观力的作用。




术语表


以下是与本书中使用的非经营类的哲学和社会领域相关的术语。本书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得到了日本最大的知识搜索网站“JK知识搜索网站日本知识”的帮助，这一网站集合了百科全书、词典、新闻和学术网站的URL集等。作为初学者的指南，本文基本照搬了网站的原文进行介绍（但是，由于篇幅限制，仅引用了其中必要的部分）。


功能可供性　affordance
 　环境向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提供的价值，或者有价值的信息。知觉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创造的词语。（c）


假说推理　abduction
 　三段论法（apagoge）。以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大前提）以及一个附属于一般性的原则的特殊化陈述（小前提），引申出一个符合一般性原则的特殊化陈述（结论）的过程。小前提是真实的，所以结论也只能说是真实的。假说设定（形成）。将不可理解的事物作为结论的假说。与归纳、演绎构成论证的三分法。由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命名。（e）


隐性知识
 　主观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知识。与能够用语言表达和解释的知识（显性知识）相对的、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或者即使用语言也无法表达其重点的知识。匈牙利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提出的概念。在知识管理中，员工和技术人员潜在拥有的基于多年经验和直觉形成的知识。根据管理学家野中郁次郎的定义。（a）


演绎
 　从一件事情推演出其他情况。通过从假设中重复逻辑上正确的推论得出结论。原为动词，阐述意义的意思。西周在《百学连环》中将其作为逻辑学方法论之一“deduction”的译词。在《致知启蒙》中与“induction”（归纳）对应使用。之后，“演绎法”被《哲学字汇》采用并普及，在“演绎法”一词固定后，表示运用相同方法的“演绎”一词，得以普遍化。（b）


自创生　autopoiesis
 　自我生产。由20世纪70年代智利的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和洪贝尔托·梅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提出的概念，是生命系统的一项机制。（e）


价值
 　哲学上被任何个人和社会认可的具有绝对性的性质。真、善、美等。（a）


共主观性　inter-subjectivity
 　胡塞尔的术语。在多个主观之间建立共识。以事物等客观性为基础。（a）


归纳
 　由一系列具体的事实概括出一般原理。收集，聚集。在《百学连环》中可以看到induction翻译成“归纳法”的例子。随着这一译词被《哲学字汇》沿用，“归纳”一词逐渐固定下来并单独作为动词使用，也开始以“归纳的”形式作为形容动词使用。（b）


策展　curation
 　在英语中（博物馆、展览会等的）负责人所采取的行动，具有“管理”“保护”意思的动词“curate”的名词形式。IT记者佐佐木俊尚将其定义为“收集信息、筛选、赋予意义，并将它们与大家共享”。在互联网普及的社会中，信息泛滥，难以取舍有价值的信息。从这些丰富的信息中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并加以鉴别的人就变得十分必要。就像美术馆的馆员（博物馆研究员），按照自己的世界观进行美术作品的解说一样，对于需要指路的人，挑选相应的信息，赋予新的意义，担负指示其方向性的职能。（f）


共鸣
 　对别人的想法、主张、感情感同身受，还指其心情。同感。（b）


共同体
 　家族和村落等根据血缘和地缘自然产生的封闭性社会关系，或者社会集团、协同体。（a）


经验
 　实际看、听、做以及通过它获得的知识、技能。实际体验。在哲学中，一般是指通过感觉和知觉实际产生的主观状态和意识内容。在实用主义中，它是指通过自我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发展的整个知性认识的过程。（b）


显性知识
 　客观的且可语言化的知识。匈牙利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提出的概念。知识管理中，被语言化、视觉化、数学化、手册化的知识。管理学家，野中郁次郎的定义。明示知识。（a）


决定论
 　在哲学中，所有现象，特别是被认为是自由的、人类的意志和基于此的行为，根据某种原因事先被全面决定的理论。必然论。Determinism。（a）

人类的意志、行为等被认为是普通自由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由某种原因预先决定的。规定论。必然论。Determinism。非决定论、自由意志论。（b）


现象学
 　不是研究事物的本质本身，而是研究事物的本质在我们的经验中所呈现的状态的学问。黑格尔认为，现象学是叙述作为精神现象形态的意识发展阶段的学问。在现代，它通常指的是一种哲学立场，它将现象的基本结构描述为与实际客体截然不同的纯粹意识体验。胡塞尔是其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批评了科学的远非直观的概念构成，将以无反省的自然态度为前提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现实搁置，然后将剩余的纯粹意识置于意向性的相关性中（noesis noema）。该方法引出了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萨特的存在主义本体论，以及梅洛–庞蒂的感知现象学，并对美学、社会学、法律和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a）


共同体主义　communitarianism
 　如果说将“个人自由”的承诺极大化的立场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那么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作为一个源泉，推动对使这种个人自由成为可能的社会、文化为前提条件进行再探讨的就是共同体主义。其代表性的理论家有麦金太尔、泰勒和桑德尔等。我们以理性的方式做出选择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我们出生和成长的共同体文化中培养出来的。共同体主义指出，共同体的各种形式（家族、语言共同体）帮助我们培养自由选择的能力，并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像自由主义者那样优先考虑个人而不是共同体，允许个人行使不受限制的自由，这将侵蚀我们所依赖的社区。（自由主义者与共同体主义者争论）共同主义者认为，不仅仅在个人领域中追求自我利益，还能积极参加作为公共领域的共同体促进共同善（common good）的活动，这是人类美好生活中基本和不可替代的构成要素（福间聪）。（c）


常识　common sense
 　常识、明智、共同感觉。法语是“bon sens”。在英语中，它并不意味着“一般知识”，而是指“良好意识”和“人类感知”。日本的“常识”是（common）knowledge。（d）


自组织化
 　最初为生物学术语，生命体不是像机械一样的存在，它总是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形成和组织自己。这与新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整体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自组织对外部刺激和噪声能够做出敏感的反应，具有通过刺激形成自我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开放的组织。（d）


实践
 　亲自应用主义和理论。“将理论应用于～”。在哲学中，它是指人类的道德行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也在道德层面上使用过该词。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实践的意义明确为：基于自己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能动地做出改变的行为。（a）


实践哲学
 　以实践性事物为对象的哲学。在意志性行为领域中，规定应有的或应做的哲学，狭义上是指伦理学、道德哲学，广义上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技术、艺术等领域的哲学性考察。另外，通俗地指作为日常生活方针的哲学。（a）


主观
 　源于拉丁语subjectum（放置在下面的物体），经院哲学以来，直到18世纪前后，表示担负性质、状态、作用的基体。近代以后，它是指以人类的认识和行动为中心的自我。特别是康德，将主观认定为先验自我意识。（a）


正义
 　有利于人类的、正确的事情。“贯彻～”“～的伙伴”。正确的意义，正确的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评价标准，对违反此标准的行为会有严格的制裁约束。（a）


生态系统
 　包含了栖息在某个地区的全部生物集群及其周围环境的整体。在生态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物质循环。例如，植物从无机物中生产有机物，以植物为食的动物消费有机物进行活动，动物的排泄物和尸骸被菌类分解后还原为无机物。通常，生态系统会保持这种平衡性，但有时会由于气候变化和人为的影响而崩溃。（a）


生命哲学
 　关于生命是什么的学说和理论的总称。其代表性理论有机械论、生机论、有机体论等。（b）


善
 　遵循道理、合乎道德。美好。遵循道理、合乎道德的行为、举止。令人喜欢。优秀。（b）


社会资产　social capital
 　表示在社会和地区的人们之间信任和联系的概念。抽象的概念，有多种定义。在一个社会资产积累丰富的社会中，由于获得了相互信任和合作，成员对他人的警惕性较低，对治安、经济、教育、健康、幸福感等有良好影响，会提高社会的效率。直译为社会资本，但它与表示基础设施的“社会资产”不同。社会关系资产。（a）


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社交网络服务（SNS）等提供互联网社区的媒体。注册SNS时，用户可以提交好友申请，或者拥有相同爱好的用户聚集在SNS中组成一个小组并分享沟通。因此，有趣的信息往往会通过评论迅速传播（手岛彩子）。（c）


存在论
 　探究所有存在者的存在意义，对存在本身的依据或其形态进行根本性、普遍性考察和规定的学问。自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以来，一直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是哲学的基础部分。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y。（a）


知行合一
 　中国王阳明所倡导的学说。与朱熹的知先行后说相反，知行合一认为，知识和认识是必定要实行的，而知之不为知则无真知，知（真正的认识）与行（道德实践）是表里一致的。（a）


叙事　narrative
 　叙述。阅读物语文学。讲述。谈话的技巧。说话的语气。（a）


判断力
 　正确认识和评估事物的能力。在康德哲学中，是指把特殊与普遍联系起来的能力。康德将判断力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将普遍规律和范畴用于个别事物的规定性判断力；第二种是在被给予的特殊事物中寻求普遍规律的反思性判断力。（a）


非决定论
 　关于人类意志不是由其他任何原因决定的，而是由自己决定的学说。（a）


实用主义　pragmatism
 　19世纪末到20世纪是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把知识和价值的问题引入行动中，把有用性或有效性作为基准来考虑。代表人物有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杜威（John Dewey）。实用主义。（b）


辩证法
 　谈话、论战的技艺之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它是一种概念上掌握事物本质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与真实命题的证明性推理不同，有从可能的假设中推断之意。康德将其作为理性不可避免的错觉，用于表达假象的逻辑之意。黑格尔认为，辩证法是贯穿思考和存在的运动、发展的逻辑，但其本质在于思考（概念）的自我发展。一般而言，概念包含自相矛盾并达到更高层次的逻辑结构分为3个阶段：正→反→合（订立→反订立→综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辩证法是自然、社会和历史运动与发展的逻辑。（a）


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
 　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激发（动作电位变化）行动的神经元。通常也被称为模拟细胞。它存在于大脑的前运动区域（F5区域）。1996年由意大利帕尔马大学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发现。1959年，后来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大卫·休伯尔（DavidHubel）等人确认了仅对某个特定方向的视觉刺激产生反应的神经元的存在。自此，“大脑地图绘制”明确了大脑的各部分对应着什么，随着测定器具的开发，这项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人们逐渐明确了对存在于外界的“意义”进行反应的神经元的存在。镜像神经元的发现是其中的杰作。这是因为即使是通过模仿其他人的行为，形成作为社会行为基础的“意义”，这个过程依然被证明具有神经元层次的对应关系。（d）


目的论
 　在哲学中，所有现象都被某种目的约束，朝着这一目标发生变化的立场。（a）

从某种目的出发考虑事物的立场。一切事物都是为了实现目的而存在的。不仅是人类行为，历史过程和自然现象也被某种目的约束、引导。目的观。在伦理学中，根据是否有朝向人生最高目标的倾向，判断行为正确与否的伦理学说。（b）


伦理学
 　研究共同体中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原理、规则等的伦理、道德哲学的一部分。（a）


术语释义具体出处


a电子版大辞泉（小学馆）

b日本国语大辞典（小学馆）

c信息知识imidas（集英社）

d现代用语的基础知识（自由国民社）

e兰登书屋英日大辞典（小学馆）

f龟井肇的新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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